
目录

CONTENTS





自序



第一篇　考古及文献所见商周时代诸历法通考



一、考古及文献所见商周诸历法的天文学和物候学特征



二、由天文岁差辨“殷正建丑”之伪



三、由鲁襄公十九年降娄中而旦天象辨“岁星纪年”之伪



四、由“月有阴晴”天文观测常识辨金文月相诸假说之伪



五、殷墟卜辞所见月相术语通考



（一）“既望”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皇”考



（二）“既生霸”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生月”、“生某月”考



（三）“既死霸”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末月”考



（四）“晦”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image: alt]
 ”考



六、考古及文献所见“初吉”等二十四种古月相术语通考



第二篇　《春秋》经传所见商周“王历”历数体系的复原



一、《春秋》经传所见“王历”与“非王历”辨析



二、《春秋》所记“十有三月”和“十有四月”的复原



三、《春秋》经传所载历朔数据的“观象授时”特征



四、商周“王历”之置朔历数、置既生霸历数、置初吉历数的精确复原



五、《春秋》经传所载岁首数据的“占候授时”特征



六、商周“王历”之置闰历数、置冬至历数的初步复原



第三篇　考古及文献所见西周和先周诸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一、《国语》所见武王伐纣星象考释与《利簋》所见占星纪岁复原



二、《尚书》和《小盂鼎》等所见成、康、昭三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三、西周金文所见穆王以降诸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一）《廿七年卫簋》等器所见穆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刊误与“共和元年”辨伪



（三）《四十三年逨鼎》等器所见厉、宣、幽三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四）《走马休盘》等器所见恭、懿、孝、夷四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四、《伯[image: alt]
 父盨》等器的文字刊误与历日复原



五、《晋侯稣钟》所见“隐性虞夏历”历日的精确复原



六、清华简《保训》等所见先周时代文王、武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第四篇　考古及文献所见商代诸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一、商周金文所见“隐性月相”考



二、《亚鱼鼎》等商代金文所见帝乙、帝辛王年的精确复原



三、《戍铃方彝》和“黄组”周祭卜辞所见文丁王年的精确复原



四、《宰丰雕骨》和“[image: alt]
 林方”卜辞所见武乙王年的精确复原



五、“月有食”卜辞的贞人断代与日期复原



六、《伊训》逸文和《孟子》等所见汤、太甲、外丙、中壬四王王年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卜辞月相与商代王年／陆星原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

ISBN 978-7-5520-0620-9

Ⅰ．①卜…　Ⅱ．①陆…　Ⅲ．①月相－研究－中国－商周时代②古历法－研究－中国－商周时代　Ⅳ．①P184.7②P19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7066号

卜辞月相与商代王年

作　　者：陆星原

责任编辑：徐　侗

封面设计：黄婧昉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电话63875741　邮编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毫米　1/16开

印　　张：17.5

插　　页：2

字　　数：285千字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0620-9/P·003

定价：4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　序

中国历史上除了存在“既生霸”、“既死霸”、“初吉”、“既望”等西周“金文月相”之外，是否还存在过更古老的商代“卜辞月相”？

显然，对于王国维以降的近现代学者来说，这是一个他们不曾想或不能想的问题：不能想是因为许多学者限于时代条件还无法看到较完备的甲骨文资料或限于术业有专攻而无暇兼顾研究古文字学和天文学；不曾想则是因为某些学者受到“以西非中”、“以今非古”西式傲慢理论的误导而想当然地认为“商代天文历法很原始落后”、“商代人还无法测算并掌握历朔等月相概念”从而根本没有深入研究过甲骨文资料。而十分幸运的是，我的学识虽无法和这些前辈学者们相提并论，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我恰好遇到了考古新发现层出不穷、甲骨文金文资料日趋完备公开、西式学术思想的傲慢狭隘性日益暴露现形的时代，再加上我也算是既受过理工科的数理知识教育、又受过金石学等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天文史学、商周年代学等文理交叉性研究领域已经专心有年自信或有一日之长，故今日斗胆尝试写下此书以向前贤致敬、以与同好交流，谬误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本书中对部分青铜器的真伪分析参考了李瀚成先生的意见，在此亦再表感谢。





陆星原

2014年6月17日于上海


第一篇　考古及文献所见商周时代诸历法通考

截至目前所知，全世界最早的无争议性精确历史纪年是亚述国王Adad-nirari（Ⅱ）兼任“名年官”（limmu）之年，即西元前910年
〔1〕

 ，其证据是西亚出土的泥板编年文献“Eponym Lists”和“Eponym Chronicles”等
〔2〕

 。至于中国最早的无争议性精确历史纪年则是“鲁隐公元年”，即西元前722年，其证据是流传有绪的先秦编年文献《春秋》和《左传》等。

而这两种编年数据之所以可以排除争议成为定谳，无非是因为它们都连锁有精确的天象信息可供现代天文学去检验证实：前者的连续编年可被其记录的西元前763年6月15日（名年官Bur-Saggile之年）之日食所证实，后者的连续编年则可被其记录的西元前720年2月22日（鲁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之日食所证实。而早于此的古史纪年，由于其天象信息的缺失不全或释读歧义，目前尚都处于争议待定之中：例如亚述学（Assyriology）的前2千纪年表就有所谓“长年表”、“中年表”、“短年表”和“超短年表”之争
〔3〕

 ，由此导致相关的古巴比伦乃至古埃及等地之早期纪年皆非确数；而今本《史记》之《十二诸侯年表》所列中国历史纪年之起点“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也与同书《鲁世家》等多篇“世家”所记一手数据自相矛盾，且其又无任何可验证的天象，故这份“二手年表”同样不乏可争议之处，至于当代某些研究者据此“共和元年”二手数据上推得出的各种西周、殷商年表其精确可靠性亦是可想而知。（其实今本《十二诸侯年表》本身就已载明了其纪年颇有歧说并非定论，例如该年表中与“共和元年”相应的鲁国纪年就自注云“真公濞十五年，一云十四年”。）

那么，在722BC或者910BC之前，人类历史真的就没有更早的精确年代记录留存下来了吗？显然，由于考古新发现和考古研究新成果的日益积累，我们有理由期待这两个旧纪录将被彻底打破。因为至少就中国历史而言，比722BC乃至910BC更早的并配有精确天象可供检验的纪年、纪日数据是所在多有的：例如中国古籍《诗经》中就记载有著名的“周幽王辛卯日食”，其比上述的“鲁隐公日食”乃至“Bur-Saggile日食”都要早，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精确记录之一；而中国出土的西周金文纪年众所周知也大多是连锁有“月相”数据的，此外，再加上本文将揭示的殷墟甲骨卜辞和商代金文中其实也有丰富的“月相”证据，它们的共同存在显然足以把中国的精确历史纪年上推至西元前2千纪的殷商时代。当然，要想使所有这些可贵的古文字资料最终变成可精确释读的天文历法数据，我们首先必须要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完整复原出早已失传的中国商周时代诸历法之原貌。

一、考古及文献所见商周诸历法的天文学和物候学特征

上古中国文明虽然号称延续至今从未中断，但我们这些后人对祖先的某些认知却事实上早已中断。例如，虽然在《汉书》等汉代以降的中国文献中，一直都列有“殷历”、“周历”等所谓“古六历”的名目，但正如近代的研究者们早就指出的，这些同属于“四分历”体系的所谓“古六历”其实都是在战国秦汉年间才出现的新兴产物
〔4〕

 。至于真正的殷商、西周乃至东周春秋之历法，其细节原貌早已不为后人知晓而成了著名的历史之谜。

不过，幸运的是，由于《尚书》（伪篇除外）、《春秋》、《左传》、《国语》等大量先秦古文献的存在，再加上出土金文和甲骨文等的验证补充，我们对商周诸历法还是有大量的实用案例可作分析研究的。而通过对比分析，我们首先不难发现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抛开所谓“三正”的象征性问题暂且不论，至少就纪日法、置闰法、置正朔法等天文历法的实质内容而言，真正的商代历法和西周、春秋诸历法其实本是同一类型的历法，除了其同属广义的“阴阳历”即以朔望月定义“月”的平均日数、以回归年定义“年（或岁、祀）”的平均日数这一毋庸争辩的基本事实之外，其共同的天文学和物候学特征可归纳为如下三点。

其一：干支连续纪日。

众所周知，现代天文学采用的统一精确历法是不计年、月只单一计日的“儒略日”（Julian day），但这种精确历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并非由16世纪的西方学者所首创而是由中国人的祖先首先发明并付诸实用的：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大量甲骨卜辞证明，至少在商王武丁的时代（约西元前14～13世纪），与“儒略日”异曲同工的“干支历连续纪日”就早已是中国历法乃至中国文化的核心标志物，当时上自国王下至庶民都以此作为自己生活的坐标，无论大事小事，只要是占卜甲日吉利绝不会有人改到乙日才行事。而由此我们也不难推知，干支纪日的次序一经颁用并约定俗成后就绝无任何人能改动之，哪怕是秦始皇那样的强权帝王，古今个别研究者所谓的“干支纪日不连续”假说完全是无据之谈。因为，占卜所得甲乙吉凶其体现的是上天和先祖的神意，甲乙次序则为天下人共知之而随时随地行用之，哪怕是穷乡僻壤的农夫也会划地扳指而自行推算（古人于衣食住行、婚丧戎祀皆须按干支日卜日择吉，专操此业者即称“日者”），故擅改甲乙吉凶的游戏规则不仅事涉亵渎鬼神祖先，对于敬信鬼神的古帝王而言毫无其可能性，而且纵使某帝王擅改了甲乙次序但亿万僻壤农夫和江湖“日者”也会依然故我而毫无其可操作性（但后世的“年历”则可由帝王颁发到穷乡僻壤，因为“年历”中的大月小月、平年闰年其变化十分复杂，非农夫之辈所能自制自为）。

当然，正如“儒略日”还有其更实用的变通形式“简化儒略日”（MJD）一样，干支历连续纪日在实际使用中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独立的连续计数纪日，其长度单位有“日”、“旬”（10日）和“甲子”（60日）等，其实用案例可参见殷墟卜辞《合集·13751》
〔5〕

 “五旬又一日庚申”以及《左传·襄公三十年》“臣小人也，不知纪年，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按，此案例同时也是僻壤农夫能自推干支纪日不用王侯纪年的明证）；另一种则是简化的干支循环纪日，须配合年、月序数乃至月相共同确定时间，其实例可参见西周金文《走簋》“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集成·4244》
〔6〕

 ）等。

总之，与后世常见的“三月十五日＝年历三月份的第15天”这种单历日期表达法相比，中国上古历法的“三月既望庚寅＝年历第3月月半恰遇干支历第27日庚寅”这种双历日期表达法无疑是一种更为节律精准的历日坐标系统，其堪比“儒略日”的连续可追溯性是年月长短参差不齐的任何其他古历所不可比拟的。

其二：年终固定置闰。

在已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中，闰月被称作“十三月”的案例是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例如殷墟甲骨卜辞“贞今十三月不其雨”（《合集·12648》）、西周金文“唯十又三月初吉丁卯”（《集成·5416》）等；至于在传世文献《春秋》中其实也保留着多条“十有三月”的纪月证据，只不过由于今本《春秋》乃是战国以降久被传抄的文本，其中的“十有三月”鲁史原文都被不解其义的后人讹抄作“十有二月”字样了（证据见后文）。当然，除了“十三月”这种官方的序数纪月法，殷商、西周及春秋时代在民间也有径直称“十三月”为“闰月”的，但是，事实很清楚，正如张培瑜等学者早就论证过的，中国天文历学之发展在春秋以前本就“缺乏年中设闰的天文依据”
〔7〕

 ，其时纵有“闰月”之名也难改其“第十三月”之实：正如《左传·文公元年》所云“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只有将闰月设置在年终，中国古人才会觉得合乎天理人情即“归余于终，事则不悖”（事实上中国历法的年终置闰传统一直到秦汉依然存在，只不过那时的年终闰月是《史记》所谓的“後九月”
〔8〕

 而不叫“十三月”，因为那时的岁首是“十月”而岁尾是“九月”）。尤其是，殷商、西周及春秋的中国历法事实上还一直允许在某些年份设置“第十四月”（考古和文献证据见后文），这种令今人难以想象的奇特置闰方式除了归诸“年终置闰”外是根本无法解释的。

总之，相比后世历法的“年中游移置闰”，中国上古历法的“年终固定置闰”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年终固定置闰法”虽不似“年中游移置闰法”那样拥有节令整齐的漂亮外表——“令十二中气名与月份名一一对应”，但其换来的却是月序的连续性和使用的简便性，而这种交换在天文历学上无疑是十分值得的，因为中国历法如前述本就属于“阴阳历”，在“阴阳历”的框架下“中气与月份一一对应”事实上意味着二十四节气的日期仍然可有前后各半月的游移，相比真正能使节气日期固定的“阳历”而言它对所谓“农时固定”之实际需求其实并无多大裨益。更何况，一年之计在于春，上古的所谓“农时”其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其实仅包括“东风解冻”、“始耕”等有限的几个而非所有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而要调节春耕月令完全可以通过下文即将述及的“游移调节岁首建正”之简单方法加以实现，根本不必求助于“年中游移置闰”这种既徒增繁琐又不敷实用的纪月法。

其三：观象占候授时。

关于商周诸历法与战国以降历法的最大区别，张培瑜等学者将之归纳为是“观象授时历”与“推步历”的区别
〔9〕

 ，确为不刊之论。例如，在西周、春秋的出土金文及传世文献中，所有目测所得或可用目测校验的月相诸如“既望”、“朏”、“初吉”等都可作为某月内日期的“元日”起算点，此即堪称“观月授时”的“月相授时法”（参见春秋金文《徐王子旃钟》“唯正月初吉元日癸亥”以月相“初吉”为“元日”，西周文献《尚书·召告》“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以满月日“既望庚寅”为“元日”而以“乙未”为“六日”等，此外殷墟卜辞中其实也有类似的月相术语，证据详见下文）；但是，到了使用战国“推步历”的里耶秦简中，除了“朔”这个唯一的月内日期起算点外就不再有其他“月相元日”存在了（里耶秦简把早已过了“望”的八月廿七日仍然记作“八月庚戌朔丙子”
〔10〕

 ，而不作西周格式的“唯八月既望越十又三日丙子”），而里耶秦简之“朔”也并非出于实测而是由“朔策”等虚拟数据连续“推步”事先推定的。不过，在此必须指出，“观象授时历”并不都是原始粗糙的代名词，就天文学的基本原理而言，其实只有“观象历”才是人类所能实现的最基本最精确历法，因为任何历法的终极目标都是尽量符合于天文实测数据，而“观象授时”类型的历法就是直接采用实测数据的历法：与纯粹依靠虚拟简化数据（例如儒略历四年一闰的岁实数据365＋1/4日，古四分历十九年七闰的朔策数据29＋499/940日等）的各种“推步历”相比，“观象历”只有观测天象时的偶然误差，没有系统误差，是误差不会积累而可以永远使用的历法（但包括今版“公历”即格里历在内的任何“推步历”都是误差会积累而使用年限有限的）。

当然，有优点也必然会有缺点，中国商周时代的历法作为一种“观象授时历”虽说能紧跟真实天象永不落伍，但其“观象”必须依赖人工目测、“授时”必须依赖人君权威的特性也难免导致其岁首建正、月首置朔等数据长期都处于人为的“修正”之下而经常有意外波动，此即见于《周礼》等古文献的中国君王及其司历机构每年“正岁年”、“颁告朔于邦国”之制：毕竟，商周时代的“观象”目测误差是必须要作经常性的人工修正的，例如其“冬至”测算误差可导致的岁首建正误差±1月，“朔”、“朏”测算误差可导致的月首误差－3～＋2日等（商周“观象”误差证据详见后文）。不过，即使就这个缺点而言，它在中国古代的历学家眼中也并非一无是处，而是可以加以合理利用化腐朽为神奇的。因为，商周时代的中国历法其实并不只是单纯的所谓“观象授时历”，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观象授时”与“占候授时”并重、兼具“天文历”和“物候历”特色的“观象占候历”：除了能反映日月天象，它实际上还能兼顾反映《礼记·月令》所谓的“暖气早来”、“五谷晚熟”、“春行冬令”、“冬行春令”等物候波动现象（即物候周期与天文周期的不同步性）。而“岁首建正必须允许波动±1月”这个“观象授时”的大缺点在“占候授时”的新定义下无疑就变成了大优点：正如《尚书·尧典》所云“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中国上古历法中的闰月设置本来就是为了调节春、夏、秋、冬之物候“四时”而并非单纯是为了将岁首固定于“冬至”等天文学时间节点，所以，为了应对“春行冬令”、“冬行春令”等物候波动现象，中国古人依据“占候”所得之物候学数据每年都在“±1月”的波动范围内“人工游移调节岁首建正”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很显然，我们在《春秋》等文献中之所以会见到东周王历的岁首“王正月”经常无规则地波动于“建亥”、“建子”、“建丑”之间，我们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之所以会屡次见到“十有四月”的一年双闰奇特设置（设“第十四月”明显是故意要将翌年的岁首建正后移1～2月），其主要原因正是出于“占候授时”之需，毕竟，《左传·襄公七年》所谓的“启蛰而郊，郊而後耕”这一上古中国最重要的“月令”是商周时代的任何历法都必须首先予以清晰定位的。

总之，与后世精确性有加但也机械性十足的各种“推步历”相比，中国商周时代的“观象占候历”无疑是一种更具兼容性的实用历法，两者可谓各擅胜场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何况，商周诸历法的精确性如前所述是由其独立于“观象授时”体系之外的儒略日式“干支纪日法”来保障实现的，因此，综合来看，中国商周诸历法作为总体而言显然已经是当时世界上功能最实用、操作最简便、纪日最精准的优秀历法体系之一。

二、由天文岁差辨“殷正建丑”之伪

《史记·历书》有云：“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也就是说，自从汉代以降，中国的天文历算家们大多认为，中国最古老的历法共有三种，它们分别是以孟春“建寅月”为岁首建正的“夏历”、以季冬“建丑月”为岁首建正的“殷历”、以仲冬“建子月”（即冬至所在之月）为岁首建正的“周历”，此即所谓夏、商、周三代历法之“三正”。然而，验之甲骨金文及先秦典籍中的历日数据，现在我们已可确知，至少在春秋时代之前，中国的历法以岁首“建正”来区分实际仅有两种而非三种：一种是“建寅虞夏历”，另一种是“建子商周历”。至于所谓“建丑殷历”则完全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讹传之物。

关于真正的商代官方历法“建子”而不“建丑”，我们今天可见到的证据正日益增多。一方面，正如常玉芝等学者所指出的，殷墟卜辞所记载的“周祭祀谱”可以证明，“商王历”这种商代的官方历法是允许连续“九年不置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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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际应是连续8年不闰，数据分析见后文），而这就意味着该历的岁首“建正”不可能是固定于“建丑月”而是实际至少可以移动2个“斗建月”，其岁首月完全有可能从“建丑月”连续前移至“建子月”和“建亥月”（阴阳历的平年岁首每年前移约11日，故连续8年不闰可导致岁首至少前移2个月）。所以，基于以上事实，我们首先可以断定，殷墟卜辞中的真正“商王历”根本不可能是一种后世所讹传的年年固定建丑之历（此外商代金文和卜辞中都存在“十四月”之事实也可印证这一点）。而另一方面，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中的祀季、月相、月食等记录为凭，我们还可以得到许多更确切的商代岁首数据，例如商代金文《亚鱼鼎》所记“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必为“建亥”之年、《小臣邑斝》所记“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必为“建子”之年、殷墟卜辞《合集·11485》所记“乙酉夕月有食……八月”必为“建丑”之年等（关于甲骨文月食之推算和商代金文历谱之复原详见后文），也就是说，“商王历”的岁首游移范围确实是在“建亥”、“建子”、“建丑”之间。显然，对比《春秋》中的所谓“建子周王历”其岁首月实际上也是摆动在“建亥”、“建子”、“建丑”之间，我们不难得出结论：作为真正的商代官方历法，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的“商王历”和《春秋》中的“周王历”一样其岁首的“建正”类型都应属于“观象占候授时历”定义下的可移动型“建子历”，其实际的岁首都是“建子月±1月”。

那么，既然真正的殷商王历本来属于“建子历”，我们为什么又会在《史记·历书》等古文献中不止一次地见到“殷正以十二月”即“殷正建丑”之记载？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追根溯源从“殷正建丑”的最早出处说起。对比文献易知，《史记》等的“三正”说法其最早的源头应是出于《左传》中鲁国占星学家梓慎所作的占星报告，其原文如下：





冬，有星孛于大辰……梓慎曰：“往年吾见之，是其征也，火出而见……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夏数得天，若火作，其四国当之，在宋、卫、陈、郑乎……”（《左传·昭公十七年》）





显然，假如我们仅仅根据语言逻辑把“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直接解读作“大火星（天蝎座α）于黄昏跃出东方地平线的月份，于夏代历法是第三月，于商代历法是第四月，于周代历法是第五月”，那么我们自然就会得出类似《史记》那样的“夏、商、周三代岁首递相前移一月”以及“殷正建丑”之结论，因为“火出”这一时间衡量标准对于夏、商、周三历而言在字面上是一视同仁的。但是，现代天文学的常识却告诉我们，由于“岁差”效应（Precession of the equinoxes）的存在，同一个黄道或者赤道星座其经天时间约每2个千年就会推迟1月，例如《尚书·尧典》所记唐尧、虞舜、夏禹时代（约前22～21世纪）的天象“星火以正仲夏”到了东周时代中晚期（约前6～3世纪）的《礼记·月令》中就变成了“季夏之月昏火中”即“星火以正季夏”了。因此，同理可知，由于夏、商、周三代的“火出”时间事实上并不一致，真正的夏代“火出”时间并非“建寅历第三月”而是岁差效应之前的“建寅历第二月”，我们完全可以认定《左传》中梓慎所谓的“火出于夏为三月”并不是指真正的“夏代历法”而是指周代民间所沿用的一种“改良版夏历”：据《大戴礼记·夏小正》的记载可知，这种名叫“夏小正”的“改良版夏历”虽然确实是损益改良自真正的虞、夏时代之建寅历法“夏大正”，但其本身属于东周之物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今本《夏小正》中不仅保留了与《尚书·尧典》所记“虞夏历”相一致的“岁差前古天象”诸如“四月初昏南门正”、“五月初昏大火中”等（《夏小正》的传文称此类天象是“盖大正所取法也”），而且还明确添加了与《礼记·月令》所记完全相同的东周时代之新天象诸如“正月初昏参中”、“八月参中则旦”等。而一旦我们厘清了梓慎所谓的“夏三月”并非是指“夏代历法之三月”而是指周代的“改良版夏历之三月”，那么我们自然就会明白梓慎所谓的“商四月”也并非是指“商代历法之四月”而是指周代的“改良版商历之四月”了。何谓“改良版商历”？众所周知，周代的卫国乃是一个被“封于殷虚”并“启以商政”的殷遗民聚居之国（见《左传·定公四年》），该国无论在地域血统上还是文化制度上都堪称是商王朝的活化石，其旧称“商”、“殷”在周代人的口中仍然被沿用着（相比起来，周代的宋国君主虽也是商王室后裔但其华、夷混杂的淮海民风却并不被认为是商文化的正宗代表，此即孔子所谓“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所以，卫国殷遗民所习用的“卫历”在周代人的口中仍可被称作“商历”或“殷历”，当然，此“卫国商历”并不是原版的“商王历”而仅仅是一种周代的“改良版商历”，该历的最大改良特征就是其岁首月“建丑”之年份较多，此即梓慎所谓“火出于商为四月”的真实含义。不过，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梓慎提及的“卫历多建丑”现象并不能证明“卫历＝建丑历”，因为按照“观象占候授时历”的定义，“卫历多建丑”并没有超出“建子月±1月”的范围，事实上，假如我们仔细分析《春秋》和《左传》所记载之“卫历”历日数据，我们完全能发现“卫历”既有“建丑”也有“建子”但并无“建寅”之真相（关于“卫历”的数据分析详见后文），显然，“卫历”作为“商王历”的直接继承者其在本质上仍应属于“建子历”，只不过，由于春秋时代的卫国处于东周王城的北方，其本地气候较之王城更为寒冷即“春行冬令”比例较高，此外春秋的气候相较商代也整体偏冷，故其历法中“建丑”年份的比例相比“周王历”或“商王历”都要有所增多罢了。可见，说到底，“殷正建丑”无论是被用于描述真正的“商王历”还是周代的“卫国商历”都是不能严格成立的，事实证明这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事出有因的以讹传讹。（按，在《左传》、《国语》、《礼记》等先秦古籍的记载中，虞、夏、商、周列代的典章制度往往会被用排比句描述成惊人整齐的序列，例如“鸾车，有虞氏之路也；钩车，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例如“有虞氏之两敦，夏后氏之四连，殷之六瑚，周之八簋”等，但对于稍有历史常识和古汉语常识的人来说，这些排比句中掺有的修辞夸张成分是显而易见的，假如我们对此类句式中的每个词都去咬文嚼字盲目信从那就必然会得出“有虞氏时代已有马车”等有悖于考古事实之结论。因此，基于同样理由，我们对梓慎基于占星理论拼凑出的排比句“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同样不能作拘泥释读而必须作具体分析：事实证明，梓慎所谓“火出于商为四月”确实是个为了排比修辞和占星数术之需求而凑数得出的模糊概念，其真正的天文历学含义理应被释读作“卫国商历多建丑”而不是“殷正建丑”。）

总之，既然商周乃至先商时代的中国诸历法本就都属于“观象占候授时历”，那它们的岁首正月之取法也必然是基于有实际意义的“观象占候”特征而非战国以降才流行起来的那些“五德终始”、“三统循环”等神秘主义政治符号：显而易见，“夏正建寅”有占候上代表“东风解冻始耕”的实用意义，“商周正建子”有观象上代表“日影极短冬至”的实测意义，但后世讹传的“殷正建丑”却没有任何此类意义。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从政治象征意义上说，周文王以殷王室外甥兼女婿之身份继承殷商王统和“天命”而仍然沿用“建子商王历”，这于情、于理、于法也都是很自然而然的。可见，“商正”就是“周正”，“商王历”就是“周王历”，商、周两代的历法原本一脉相传都属可移动型“建子历”，这就是天文学证据和考古、文献证据共同告诉我们的基本事实。（按，周文王之母太任出于殷商王室见《诗经·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周文王之首任正妻是殷王帝乙之妹见《周易·泰·六五》“帝乙归妹”和《诗经·大明》“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此外，周原甲骨文“凤雏H11：1片”中还记载有某位周王祭祀“文武帝乙”的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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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证明了周文王家族确实是以殷王帝乙的亲戚兼王位继承者自居的，他们在《尚书·牧誓》中就公开宣称自己比“昏弃厥肆祀、昏弃厥遗王父母弟”的“大不孝”表亲商王纣更有资格继承帝乙的王统，其自命皇亲国戚而教训不肖家人的心态溢于言表，而这也是《尚书》中的周公屡次都将“帝乙”和“汤”并列称颂作圣王楷模的重要原因。）

因此，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能初步得出的结论是，在先商、殷商、西周、春秋时代的中国或曰汉语汉字文化圈内，除了一些非正规性的纪时方法，例如甲骨文所记殷人的“周祭年度”以某个“翌季甲日”为岁首（详见后文）、《诗经》所记上古“财政年度”以周正十月为岁首（所谓“十月改岁”、“十月纳禾稼”即中秋节的原型）等，目前所知真正的正规历法仅存在过“建寅虞夏历”和“建子商周历”两种而非后世误传的三种。其中，“建寅虞夏历”据《尚书·尧典》等记载原是虞、夏时代的霸主国族“有虞氏”和“夏后氏”所用之历法，其制历特色是较重视实测天象，该历在商周成为流行的民间用历并最终被改良为“夏小正”；而“建子商周历”本是先商时代的诸侯国“商方国”之历法，其制历特色是虚推与实测并重，该历到了商汤灭夏之后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第一种法定官方历法“商王历”，此即《逸周书·周月解》所谓的商汤“顺天革命、改正朔”事件（按今本《逸周书·周月解》所谓商汤“以建丑之月为正”的“丑”字据其上下文来看是不能排除原本就作“子”的，故其“建丑”字样很可能是后人臆改的，毕竟今本《逸周书》系出自元代孤本且久欠校勘，它是先秦文献中公认被抄误、窜乱、臆改最多的），此后，再经《逸周书·周月解》所谓的周王“改正（政）异械”事件，即周王朝改革去除了“翌日”、“[image: alt]
 日”、“肜日”等商王历所附属颁行的“周祭”政令并更新了某些历法名词之后，该历再次作为“周王历”被沿用于西周和春秋。而有鉴于“建子商王历”其实就是《春秋》所载“建子周王历”之异名同实，我们不妨把这种历法就联合定名为“商周历”，以便与“古六历”体系中的所谓“殷历”、“周历”相区别。当然，正如上文已有所述和下文将要举证的，除了“商王历”和“周王历”，广义的“商周历”事实上还包括了许多变种衍生物，例如以“建丑”偏多为特色的“卫历”、以“建亥”偏多为特色的“楚历”等（关于“楚历”的数据分析详见后文）。显然，这些与“周王历”之内容大同小异的诸侯国历法并不是什么历制的新发明而仅仅是周代后期王权衰微、诸侯割据的产物，因为它们的岁首月设置之所以会常常互有出入完全是出于人择因素和地域因素而非历制因素：岁首“建子”偏多的“周王历”是由周王室设定颁布的，而岁首“建亥”偏多的南国“楚历”、岁首“建丑”偏多的北国“卫历”等则是由周代各诸侯国按照其本地的物候数据自行设定颁布的，仅此而已；但无论是“周王历”还是“楚历”、“卫历”，它们都并没有脱离“建子商周历”的最基本定义“岁首月＝建子月±1月”。

最后，除了“殷正建丑”，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有关“三正”的争议性问题同样必须得到辨析澄清，那就是《诗经·豳风·七月》描述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等西周月名究竟属于“夏正”还是“周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

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诗经·豳风·七月》）





显然，正如上述诗句所展示的，《七月》一诗中的口语化纪月名词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带数字的，也有不带数字的，既有曰“某月”的，也有曰“某日”的，例如“七月”、“三之日”、“蚕月”、“春日”等等，远远超出了其他先秦典籍的用词范围，所以，自汉代以降的训诂学家们对于《七月》的解释难免都要作一些无据可依之主观猜测，而《毛诗》旧传、旧注等所谓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都是指“夏历”月名这一说法无疑是这些猜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众所周知，在《毛诗》旧传等的影响下，时至今日仍有许多《诗经》的注解者认为《七月》中“称‘月’的是夏历，称‘日’的是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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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七月》中的“一之日”、“三之日”应释作“周正一月”、“周正三月”而“七月”、“九月”应释作“夏正七月”、“夏正九月”。但是，只要对比西周金文和其他先秦文献中的月令证据，我们将不难发现《毛诗》旧传等所作的上述古月名解释是完全有悖于事实的。例如，《七月》中的“九月授衣”真的是指《毛诗》旧传所谓的“（夏历）九月霜始降，妇功成，可以授冬衣”吗？当然不是，因为，西周金文的相关证据可以明确告诉我们，周人风俗中的“妇功成”赐衣赐裘并不是发生在“夏历九月”（周王历十一月）而是发生在“周王历九月”：





唯九月初吉戊辰，王在大宫，王姜赐不寿裘……（西周《不寿簋》，《集成·4060》。）

唯九月既望乙丑，在堂师，王俎姜使内史友员赐终*
 玄衣朱襮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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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终方鼎甲》，《集成·2789》，按“终”字原作从冬从戈，通“[image: alt]
 ”、“终”。）





可见，《七月》中的“九月授衣”确实是指“周正九月”亦即“夏正七月”。而事实上，这种貌似古怪的“夏历七月授寒衣”风俗不仅商周远古有之，即使是秦汉以降乃至今日依然有之，此即《世说新语·任诞》记载的“七夕晒衣”民俗，只不过由于后人的衣裘多非自织自造，故他们更习惯“七夕晒锦衣”而非“七月授寒衣”而已。又例如，《七月》的“七月流火”真的是指《毛诗》旧注所谓的“夏历七月”之孟秋天象吗？当然也不是，因为“七月流火”作为《七月》一诗的起首之句和反复重申之句，其明显是想要描述一种当时最重要、最广为人知的七月当令景象，但我们只要对比《大戴礼记·夏小正》和《礼记·月令》等几种最权威的“夏历”月令就不难发现，先秦“夏历”的孟秋七月标志天象或标志物候中根本就没有“七月流火”一项，但反观相当于“周王历”七月的“夏历”仲夏五月，则《大戴礼记·夏小正》记有“五月初昏大火中”、《尚书·尧典》记有“星火以正仲夏”，可见，考虑到“大火中”（大火星居中）和“流火”（大火星居中后开始西流而下）本为同一事物之不同描述，这就像冬至既可被《尚书》称为“日短”又可被《左传》称为“日南至”一样（关于“大火中”天象为何实际是“西流”详见后文及图1-8），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七月》诗中的“七月流火”就是指上古夏正五月（周正七月）的仲夏头号标志性景象“五月初昏大火中”（按正如前述，由于岁差的原因，西周的“大火中＝流火”出现时间相比虞夏时代要较为挪后半月，但由于“阴阳历”的夏至日相对历朔本就经常前后游移，再加上周王历建子七月“仲夏”实际可误差＋1月变成建丑七月“季夏”，所以，“七月流火＝初昏大火中”仍然是西周实际可见之天象，只不过其出现几率要低于夏代）。而既然《七月》中的“几月”都是指“周王历”之月名，再加上《七月》中的“几之日”纪月格式同样只能用“周王历”去解读，例如“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的冬季物候特征只能用周正一月（仲冬月）、周正二月（季冬月）去解读，那么我们要辨析澄清的最终结果自然就出来了：正如熟知的在西周金文中只存在同一种官方序数纪月法一样，事实上在《七月》中也只存在同一种序数纪月法即“建子周王历”的序数纪月法，只不过因为《七月》是诗歌艺术作品，所以为了避免遣词雷同的修辞语病，该诗的作者才难免要一会说“几月”一会又说“几之日”以尽收抑扬顿挫、活泼变化之美。要之，正如表1-1中的物候、节令对照证据所证明的，《豳风·七月》中的周人并没有生活在历法混乱之中，他们对“周王历”和“虞夏历”这两者的主次关系是作出了明确区分的，只不过，他们的区分方法并不是旧说所谓的夏正称“几月”、周正称“几之日”而是虞夏历用“非数字纪月”、周王历用“数字纪月”：一方面，对于虽然通俗易用但却仅居非官方地位的“虞夏历”之纪月，《七月》一概使用通俗的非数目字术语来表达，例如“春日载阳有鸣仓庚”之“春日”、“蚕月条桑”之“蚕月”等，而对比《礼记·月令》记载的“仲春之月……仓庚鸣”、“季春之月……蚕事既登”，我们不难得知《七月》所谓的“春日”、“蚕月”就是指虞夏历的“仲春月”、“季春月”；而另一方面，对于豳地所在周王畿的主要历法“周王历”之纪月，《七月》则一律使用正式的数目字来表达，例如表1-1所列的《七月》所见全部4种“几之日”和7种“几月”就都是指“建子周王历”的序数月名。

表1-1　《诗经·豳风·七月》与《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部分物候、节令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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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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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旦我们最终厘清了《七月》中的用历真相，那么我们对中国商周时代诸历法的实际使用情况就能作出最基本的概括了。毫无疑问，商周时代的“商周历”和“虞夏历”这两大历法体系虽远未统一，但它们在实际使用中却基本上是互补协调兼容不悖的：一方面，“商周历”虽然是当时王公贵族所用之历法，但它实际上确实可以深入民间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纪时标准；而另一方面，“虞夏历”虽然仅仅是民俗历法，但它作为中国最“资深”的历法同样拥有顽强的生命力，正如《逸周书·周月解》所云，商、周两代的王室和官府对于这种号称“夏数得天”、“百王所同”的历法事实上一直推崇有加，他们在“巡狩祭享”等诸多官方活动中事实上仍然是按此“虞夏历”行事的。只不过，根据《豳风·七月》等的记载，周王畿等地区实际使用的“虞夏历”乃是一种混血的“隐性虞夏历”：该种“虞夏历”的岁首虽然是采用“夏正建寅”即以“二之日”为“卒岁”而以“三之日”为岁首月，但其数字月序却依然是按“周正建子”计算的，其混血的特征与后世的秦历以“建亥十月为岁首”但月序却依然从“建寅正月”起算完全一样（关于“隐性虞夏历”的金文实证参见后文）。

三、由鲁襄公十九年降娄中而旦天象辨“岁星纪年”之伪

既然，我们已经可以分析出商周时代中国实际行用的历法共有“建子商周历”和“建寅虞夏历”两种，而且这两种历法一直是被同时使用互为补充的，那么，我们对商周年代学的另一个著名争议问题——《国语》记载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究竟该如何解读之问题就能作出更为合理有据的判断了。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国语》和《左传》等文献大量记载的“岁在某某”非数字纪年法并不是当时的官方“商周历”之纪年法而是民间“虞夏历”之纪年法（如前述当时的官方历法是以数字纪年、数字纪月为特征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像某些研究者那样仅凭该纪年法暂未见于殷墟甲骨文或西周金文就武断判定“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是后人伪造或后人按照后世的星象数据“逆推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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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殷墟王家卜辞和西周礼器铭文作为当时的官样文本，其罕用民间纪年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试问，为什么“岁在某某”纪年格式只见于《国语》和《左传》而不见于同期的《春秋》经文？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国语》和《左传》本是私人编写的民间教材而《春秋》本是鲁国官方档案的节录转抄；而同样的，周武王伐商为什么要用“岁在鹑火”这种民间的“虞夏历”纪年而不用“唯王某祀”的官方纪年？道理也很简单，那是因为在商、周两王并立的历史时刻假如采用“唯王某祀”纪年这对各路诸侯来说明显有歧义（若据出土金文《夨王方鼎盖》、《吕王壶》等推论则殷周之际自称为“王”、自颁历法的其实应远不止殷、周两家），但“夏数得天，百王所同”，“虞夏历”的星座纪年“岁在鹑火”人人都能接受认同，哪怕是那些没有文字、不通汉语的“庸、蜀、羌、髳”诸国，所以周武王只好用“岁在鹑火”、“辰在甲子”等民间通用纪时术语来与其华、夷诸盟国约期会师于牧野，并以同样的纪年、纪日下书约战商王纣（参见《吕氏春秋·贵因》“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及《逸周书·武寤解》“约期于牧，案用师旅”）。当然，除了以上的间接分析，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直接的证据去证明“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并不是后出之伪说而是商周时代之史实。例如，在《尚书·洪范》中殷遗民箕子就明确告诉周武王，殷人虽已有官方历法，但他们实际计算年月的方法并不都是单纯统一的，而是协调杂用各种方法的，此即所谓“协用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很明显，在上述的“五纪”中，除了“二曰月”、“三曰日”、“五曰历数”是指商代的官方历法“商王历”，其余“一曰岁”和“四曰星辰”都不是，因为我们知道殷墟甲骨文中的官方纪年格式一律都是“唯王几祀”而非“唯王几岁”（例如《合集·37743》鹿头骨刻辞“己亥……在九月，唯王十祀”），至于“几岁”字样在甲骨文中只用作“基数词”以计算非正式的相对年数而不用作“序数词”以纪录法定的绝对王年（此即“计年计日”与“纪年纪日”的微妙差别，可参见《合集·20796》“自今三岁毋执……”），此外甲骨文中的“商王历”也从无采用“星辰”来纪时的案例，故箕子所说的商代纪时法“一曰岁”和“四曰星辰”只能是指古老“虞夏历”的“岁在鹑火”纪岁法和“五月初昏大火中”观星纪月法，这两者都是罕见于甲骨文等官方文档的商代民间历法之内容。（事实上，关于周武王伐商采用“岁在某某”纪年不见于西周金文的观点同样是不正确的，证据和详说见后文。）

其次，除了真伪问题，我们知道关于“岁在鹑火”还有一个更著名的“超辰”问题。按“超辰”假说始见于《汉书·律历志》：在《律历志》中刘歆等先贤认为，《国语》和《左传》中的“岁在鹑火”、“岁在降娄”等古纪年术语其天文学的含义乃是指岁星（木星Jupiter）在“鹑火”、“降娄”等“十二星次”中的真实位置，而岁星“超辰”现象古人早就熟知，按照现代天文学的说法就是“木星的真实恒星周期是11.8622年小于12年的整数，大约每86年就要超辰一次”，故假如我们要想知道“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究竟是哪一年就必须依据此“超辰”数据去逐年推算岁星的真实位置。但是，正如张培瑜等许多学者早就论证过的，这个假说明显是不符合实际的，《国语》和《左传》中的“岁在某某”纪年事实上既不吻合当时岁星的真实位置，更无所谓每86年一次的“超辰”现象：例如，《左传》记鲁襄公十九年是“岁在降娄”，但该年岁星的真实位置却是在“玄枵（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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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例如，《左传》记鲁僖公二十三年（637BC）是“岁在大梁”，但9个十二年即108年后的鲁昭公十三年（529BC）仍然是“岁及大梁”并未“超辰”。那么，我们在用天文学数据否定了刘歆的“超辰”假说之后，我们最终又该如何解读“岁在鹑火”等纪年术语呢？显然，基于排除法，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唯一答案就在于“占星学”（astrology），因为众所周知，中国上古历法和世界上所有早期历法一样其最初的设计理念都是兼顾了天文学和占星学的混合物，而既然“岁在鹑火”等包含了星象的纪年业已被证明是与天文实测数据无关的，那它们最终就只能被解读作某种占星数术的产物了。而作为占星数术去解读，我们将不难发现中国商周时代的“岁在某某”纪年其基本含义乃是指一种与真实木星无关的十二星次轮流“配岁”数术，其“岁”字并非是指“岁星”而是指“年岁”，其挪用“十二星次”之虚名以纪年的设计理念与甲骨文中的殷人挪用“十二月辰”之虚名以纪日的“配日”数术完全相同：如知，至少是从殷墟甲骨文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在用子、丑、寅、卯等“十二辰”来循环纪日，但《左传》中的晋国大夫士伯瑕却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天文学中的“十二辰”原本是与纪日无关而仅能代表“日月之会”的纪月术语，其后来之所以会被挪用作纪日术语完全是源于所谓的“配日”占星数术：“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见《左传·昭公七年》。）可见，无论是甲骨文中的殷人挪用“寅月”、“卯月”等天文术语来描述虚构的日名“辰在寅日”、“辰在卯日”还是《国语》中的周人挪用“鹑火”、“大火”等古星座名来描述虚构的年名“岁在鹑火”、“岁在大火”，无论是上古的“十二月辰配日”和“十二星次配岁”还是至今犹存的“十二生肖纪年”、“六十干支纪年”（挪用纪日符号配作纪年符号），中国人喜欢用占星数术的虚拟整数周期来计算时间是有其悠久传统的，我们对此种占星学传统下形成的“岁在鹑火”纪年绝不能拘泥解读作“岁星位于鹑火星座”，这就像生肖“狗年”绝不能拘泥解读作“木星位于娄金狗星宿之年”一样。总之，事实证明，《国语》和《左传》等所见之“岁在鹑火”纪年法其最合理的定名应该是“占星纪岁”而不是“岁星纪年”，因为它实际上就是一种“上古版生肖纪年”，是一种与行星“岁星”完全无关而仅仅与恒星星座“十二星次”有占星学数术关系的纪年体系：譬如，在“一年换一个星座”的“占星纪岁”游戏规则下，当某一年的“岁名”轮到用“降娄”星座命名之时，中国古代的占星学家们就会通过观察“降娄”星座而非“岁星”所在星座来给别人占卜算命，此即《左传》中的郑国占星大师裨灶在“降娄之岁”（鲁襄公十九年＝554BC）仅仅观察了“降娄中而旦”天象后就作出预言而全然不顾“岁星”当时在哪里的原因——正如图1-1所示，该年郑国“降娄中而旦”天象（即白羊座α、β等诸恒星平旦时刻升上南天正中）出现时“岁星”的位置并不在“降娄”星座而是在“玄枵”星座（宝瓶座α、β附近诸恒星），但裨灶的占星对象却根本不涉及“玄枵”和“玄枵”中的真实“岁星”。（按“降娄中而旦”为鲁襄公十九年郑国大夫公孙虿葬礼当日之天象，由《左传·襄公三十年》追述，裨灶将此天象作为占星征兆预言了郑国另一大臣良霄之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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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岁在某某”纪年本就无关木星的天文位置而只是“占星纪岁”，那么，我们对《左传》中的许多“纪岁怪谈”就不会再感到奇怪了。例如，在《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中占星大师梓慎为什么会将该年“春无冰”之异兆解读为“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连用了两个“岁名”？因为按照“占星纪岁”，鲁襄公二十八年（545BC）虽是“岁在星纪”，但该年“春无冰”之月的实际天象却是“日在婺女”（参见《礼记·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夏正“季冬月”即《春秋》所谓周正“春二月”，二月应取冰，见表1-1），“婺女”属“玄枵”三宿之一，而“玄枵”恰好是该年次年（544BC）的“占星纪岁”配位，故梓慎判定此“春无冰”异兆所预示的饥荒之灾将始于“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即波及次年（按“春无冰”的气候反常当然是有可能引发歉收饥荒的，故此条预言最终获得应验绝非巧合）。而由此亦可见，梓慎在此次预言中根本就未考虑岁星的位置，《左传》旧注将此“淫于玄枵”释作“岁星停在玄枵二年”完全是没有天文依据的。又例如，对于前述“降娄之岁”裨灶所预言的郑国大臣良霄将死于“一终（十二岁）”之内，《左传》作者为什么要解读成“及其亡也，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娄”，也连用了两个“岁名”？很简单，因为良霄亡年（襄公三十年＝543BC）是“岁在娵訾之口”，其明年（襄公三十一年＝542BC）刚好“一终”回归“降娄之岁”，其中也不关“岁星”或“超辰”什么事。再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占星家史墨为什么会说“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如知，该年（510BC）本是“岁在析木”，与吴、越二国的占星术分野“星纪”并不吻合。但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析木”、“星纪”等星座对占星家而言本来就是制作预言的包皮外相，只要预言的情节有需要他们完全可以对“岁在某星”的含义进行自由修正，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该预言的逻辑了：按照春秋时代的占星学，吴、越这两个邻国的占星术分野或曰“本命星座”本应都是“星纪”（越国本“蛮荒”小国故本无独立“分野”），所以光凭“一年配一个星座”的纪年，人们是无法说“岁在星纪”对他们谁更有利的，因此，占星家每当要预言这两个死敌的胜负，通常都会把他们的“本命星座”进一步细分，即吴国的分野是“星纪”中的“南斗”星宿而越国的分野是“星纪”中的“牵牛”、“婺女”二星宿（见《汉书·地理志》），而在如此细分之下，这两个国家究竟是谁“得岁”即“得岁时之宜”、“得见本命星座”当然就不能由“岁在某星”来决定而必须改由“此时见某星”来决定，而《春秋》称该年是“夏，吴伐越”，《礼记·月令》称“孟夏之月……旦婺女中”（夏正“孟夏月”相当于《春秋》所谓的周正“夏六月”），所以史墨最后判定是“越得岁”即越国得见其本命星婺女。而由此可见，《左传》所记载的此条占星预言同样与“岁星超辰”无关，《汉书·律历志》中刘歆所谓的该年岁星“盈一次”是既无天文依据也无文献依据的。

最后，既然我们已经依靠天象实证辨析出了旧所谓“岁星纪年”之伪，那么我们要想把“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的文字性记载换算成精确的天文数据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因为，一方面，我们知道“岁在鹑火”的“岁”其含义就是“年岁”而非“岁星”，我们根本不必考虑什么“岁星超辰”问题，所以我们只要简单地依据《左传》提供的“鲁襄公十九年（554BC）＝岁在降娄”等纪年数据制成如表1-2的公式，我们就足以像计算生肖年一样直接计算出殷商、西周以及春秋时代任何一个年份的“岁在某某”了。而另一方面，我们根据“占星纪岁”本属“虞夏历”的事实还能推知，“岁在鹑火”这种纪岁方式的岁首起算点究竟是在哪里：正如《尔雅·释天》所云“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无论是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是在先秦古文献中，最初只有“虞夏历”的一年才叫“岁”，“岁”的精确含义和“商周历”所用的“祀”或“年”理应是有所不同的：毕竟“商周历”的理论岁首是“建子月”而“虞夏历”的理论岁首却是“建寅月”。那么，商周时代的“岁”真的与“祀”不同是从“建寅月”起算的吗？答案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正如前文已经引证的，《豳风·七月》所谓的“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这段连续性的月令描述已经明确告诉我们，西周时代的民间用历“卒岁”时间是在周王历二月（二之日）、三月（三之日）之间，也即“建寅虞夏历”的岁末、岁初，所以我们在计算“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精确年份时还必须考虑到这个岁首起算点的不同：“岁在鹑火”的第一天不是在周正正月而是在夏正正月（考虑商周历的±1月岁首游移，可折合周王历三月或二、四月）。毕竟，《汉书》引《武成》、《逸周书·世俘解》等古文献早就明确指出，周武王伐商的历程是从周王历“一月壬辰”到“四月乙未成辟”，其间有可能恰好跨越了“虞夏历”的“卒岁”点。而综合上述两方面的数据，我们的推算结果就将是：假设武王伐纣的可能年份是在1100BC～1000BC之间，那么其“一月壬辰”准备出发的那天就属于1090BC、1078BC、1066BC、1054BC、1042BC、1030BC、1018BC、1006BC中的某一个，这8个年份都是“岁在鹑火”；而其正式“成辟”成为天下共主的日期“四月乙未”则很可能已经进入下一年，该年已经是“岁在鹑尾”了。

表1-2　《左传》所载商周占星纪岁与西元前纪年的换算公式（仅限非跨年日期之换算）

[image: al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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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由“月有阴晴”天文观测常识辨金文月相诸假说之伪

除了“三正”之谜和“岁在鹑火”之谜，我们知道在商周年代学的研究中其实还有一个远为复杂且至关重要的谜团正有待我们去破解，那就是以金文月相“生霸死霸之谜”为代表的商周月相授时法之谜。毫无疑问，这个著名谜团的彻底破解无论是对西周金文历谱的推算还是对商周诸历法的复原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那么，在中国西周青铜器铭文中随处可见的“既生霸”、“既死霸”等月相术语其失传前的天文学含义究竟所指为何？以汉代刘歆所著《三统历·世经》、近代王国维所著《生霸死霸考》为代表的古今各种释读西周月相之假说其合理性、可靠性又究竟各有几分？显然，万事开头难，要回答以上这些终极性的大难题，有一个最简单的基础性问题无疑是我们最好的研究起点，那就是——月相究竟为何物。

“月有阴晴圆缺”，这是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咏月词句，因为，这句话不仅充满了诗意之美，而且概括了物理之真——无论是古代中国的司历官还是原始毛利人的占星巫师，无论是现代地面天文台的专业科学家还是屋顶阳台上的业余天文爱好者都知道，月相固然有圆缺的变化，但决定我们能否观测到这种变化的前提则是气象的阴晴变化。也就是说，任何一份完整连续的月相观测报告其最终都应该包括两大类内容：一类是某日夜，晴朗，实测月相值是百分之几（满月比率）；另一类是某日夜，阴雨，观测失败，推测月相值是约百分之几。而一旦我们明白了“月相究竟为何物”的标准答案除了包括“月有圆缺”之天文因子其实还包括“月有阴晴”之气象因子，那么我们对中国青铜时代的月相记录其内容必分“晴天实测月相”与“阴雨虚推月相”两大类型之事实就会很容易理解了。毕竟，月亮并不能天天看见乃至月月看见，但中国古人却绝不至于因为某月连续阴雨而少计算一轮月相盈亏乃至少计算一整个月份，因为他们是明确知道朔望月的长度大致是在29～30日之间的（这个数据的近似值只要会数数就能得到），假如有某次标志性月相他们没有实测到，他们完全可以根据前几个月观测到的月相记录去估算设定一个“虚推月相”日期，并采用有别于“实测月相”那套术语的另一套术语去区分表述之。显然，正是因为这个关键性原因，我们才会在西周金文和文献中同时看到既生霸、既死霸、哉生霸、方死霸、既旁生霸、初吉、朏、既望、月几望等为数众多明显够分作两套用的“月相”术语，其总数远远超过了朔、望、弦、晦等四五种常用“月相”之规模；也正是因为这个关键性原因，我们才会在西周金文中明确看到既生霸、既死霸的“霸”字都带“雨”字头以代表阴雨天而不似汉儒将“霸”写作“魄”。

因此，基于以上这个看似太简单从而也太容易被人忽略的天文观象常识，我们不难发现，古今流行的种种关于西周月相纪日之假说无疑都是只论圆缺、不论阴晴而有失偏颇的，无论是刘歆的“生霸为望死霸为朔说”还是王国维的“四分月相说”、董作宾的“定点月相说”皆是如此。其中，尤以“四分月相说”最为缺乏天文常识而偏离事实最远：正如王氏自述，该假说所凭据的并非是古人自作定义或精确数据分析而仅仅是王氏自“悟”的“盖”说（“余览古器物铭……因悟古者盖分一月之日为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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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悟”的逻辑则是“一器之中不容用两种记日法”，故西周《曶鼎》“先言六月既望，复云四月既生霸”同器并用了“既望＝满月”和“既生霸＝满月”两种记日法之事实足以证明刘歆“生霸，望也”的定义不对，“既生霸”不是指满月应该另作解释，此即王氏的结论“曶鼎一器足破既生霸为望之说”，然而殊不知，金文所记“月相”本来就应有阴、晴之分，本来就是“一器之中并用阴、晴两种记日法”的，“既望”、“既生霸”二术语完全可以解读作“晴天实测满月”与“阴雨虚推满月”之不同。而验之以同器连续记载了“既望”和“既生霸”两种月相的西周金文《作册[image: alt]
 卣》：





唯公太史见服于宗周年，在二月既望乙亥，公太史咸见服于辟王，辨于多正。雩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太史，公太史在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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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扬公休用作日己旅尊彝。（《作册[image: alt]
 卣》，《集成·5432》）





我们不难发现，刘歆所谓“生霸，望也”之假说是并不容草率予以否定的，因为刘说的错误仅是把实测“既望”与虚推“既生霸”之间的“约等于”关系说成了“全等于”关系，除此而外它和上述金文数据并无矛盾：如见，古代目测“月相”本就常有1～2日的误差（《春秋》、《左传》的朔、冬至测值就都常有1～2日的误差，数据详见后文），而非目测的“虚推月相”日期更是可以误差达1～3日（按满月的平均月龄为14.8日，所以古今习见的估算值都是取其整数“十五月圆”或曰“月半”，但十五的月亮十六、十七圆乃是常见现象，再加上基础性目测误差1日，两者的综合误差最多可达3日），因此，上述金文所见“二月既望乙亥”与“四月既生霸庚午”其干支相隔55日，与现代所知二月“望”与四月“望”之间平均相隔59日、极短可相隔58日的数据相较，总误差最小仅3日，仍然在合理的范围内，“既望≈既生霸”恰好成立（例如，假设西周“公太史见服于宗周年”是西元前1023年，则“二月既望乙亥”就是1023BC-1-30，折合今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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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建子二月十八，该月实际是十七日甲戌满月，故“既望”目测值仅误差＋1日；而“四月既生霸庚午”是1023BC-3-26，折合今历为建子四月十四，虽然该月实际也是十七日满月，但“既生霸”满月日一般是指阴雨天的人工估算值“十五月半”，故“四月十四”相对“十五月半”的定义而言仍然仅误差－1日）。

总之，考虑到“月有阴晴”的天文观测常识并验证以精确的金文干支数据，我们不难对金文月相诸假说作出最终的辨析和选择。虽然，上述诸前贤之假说无疑都是很有启发性的，但是，寓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它们都未能完成精确释读金文月相的任务。首先，对于刘歆的“生霸为望死霸为朔”假说，我们不难发现其对“既生霸”和“既死霸”这两大基础月相的属性界定是大致符合古文献及出土金文数据的，此为该假说最大优点之所在。不过，该假说只论圆缺、不论阴晴的混淆不精确性缺点仍然是致命的，因为天文历法之学是必须概念精确不容许大概而言之的：事实上，西周时代的月相用字精确而有序，不仅“既生霸”与“既望”有其阴、晴之别历日往往不同，即使是同属刘歆所谓“生霸”范畴的“既生霸”与“哉生霸”以及同属刘歆所谓“死霸”范畴的“既死霸”与“方死霸”，其确切含义亦大相径庭（详说见下文），刘歆的“生霸为望死霸为朔”简单同义互训显然离这种天文学的精确性要求颇有距离。所以，刘歆假说只能为我们精确释读金文月相提供最粗略的框架，更多的细节则仍有待我们去据实求证。其次，对于董作宾“定点月相说”，我们知道其训“生死霸”原就本于刘歆而训“初吉”本于毛苌，其优点当然是在无端的怀疑面前坚持了古人师说，其缺点则是并未意识到刘歆假说的粗糙不辨阴晴、毛苌训“初吉＝朔”全无实据。至于王国维的“四分月相说”，即“凡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各有七日或八日；哉生魄、旁生魄、旁死霸，各有五日若六日。而第一日亦得专其名”云云，我们验之于西周金文和文献后不难发现，该假说的某些枝节虽然也颇有几项真知灼见，但就其整体结论而言仍然是既违反天文学常识又于文献无征、于古文字学训诂失据的，我们非但不宜将之作为精确释读金文月相的依据，而且还要对其不符合古文献和金文实情的诸论据作出一一的求证和辨伪，以便启发和厘清我们的思考线索。例如，除了上述“一器之中不容用两种记日法”的有违天文常识之论，我们还必须看到该假说所依仗的如下这几条论据同样是不可靠的：

其一，王氏认为刘歆“死霸朔也生霸望也”假说是“独为异说”与许慎、马融等汉儒之说全盘相矛盾，故应予以全盘否定。但事实是，至少就“死霸朔也”而言，刘歆之说与许、马之说“二日或三日为哉生霸”没有任何矛盾：初二、初三日叫“哉生霸”，初一朔日自可另起名叫“既死霸”，至于王氏所举之《法言》“月未望则载魄于西，既望则终魄于东”的泛泛概要之论也同样并不能排斥“终魄于东（既死魄）＝朔”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刘歆纵然有偷换概念解说《尚书·顾命》之“哉生霸”为“既生霸”的错误，但就事论事，仅就“生霸望也”这四个字本身而言它也并不与王氏所证“哉生魄之为二日或三日，自汉已有定说”直接矛盾：“哉生霸”纵使已指定初二、初三日，它也并不能排斥“既生霸”作为另一种“生霸”去代指别的月相日期，事实上王氏自己的结论也是这样处理多种“生霸”之不等价共存关系的（即所谓“哉生魄为二日或三日、既生霸谓自八九日已降至十四五日、旁生霸为十日”）。

其二，王氏认为《曶鼎》的“六月既望乙亥”与“四月既生霸丁酉”两条纪事是同年之事，故《曶鼎》可用作推算“既望”与“既生霸”相对关系的依据，其推算结果则是此器之“既生霸为八日（初八）”。但事实是，《曶鼎》的内容与前述按时间顺叙二事的《作册[image: alt]
 卣》不同，该篇铭文实际是由三篇各叙其事的独立铭文按倒叙结构拼凑组成的：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王在迢*
 居*
 ，邢叔赐曶赤金……曶用兹金作朕文考宄伯[image: alt]
 牛鼎……

唯王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邢叔在異，为[image: alt]
 [image: alt]
 使厥小子[image: alt]
 以限讼于邢叔……邢叔曰：才王人廼赎用〖徵〗不逆，付曶……

昔馑岁，匡众厥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匡季告东宫……东宫廼曰：偿曶禾十秭，遗十秭，为廿秭……（《曶鼎》，《集成·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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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在上述所叙三事之中，先记录的“赐曶赤金”作器日期“六月既望乙亥”位置在前且注明是新王登基之“唯王元年”，而另起两行记录的“讼于邢叔”日期“四月既生霸辰在丁酉”、“以匡季告东宫”日期“昔馑岁”位置在后且不书王年，其用意很明显是要倒叙重申先王年间邢叔和东宫判决定谳的两笔旧账，藉此抢先留下文字证据防止某些人利用新王新政去不认账翻案：《毛诗》传云“昔，久也”，昔岁者，久远之岁也，可见这两桩案子都是陈年旧事，“告匡季”一案甚至连具体的月、日都不记得了。所以，“既生霸丁酉”可以肯定必不与“既望乙亥”同年，但究属何年无法确定，《曶鼎》因而并无资格被用作推算“既生霸为八日”的依据。此外，王氏在其推算中发现，其“同年”假设必然导致“四月庚辰朔无丁酉，中间当有闰月”，而这显然与其辩驳刘歆时认为商末周初没有年中置闰的观点“商时置闰皆在岁末，故殷墟卜辞屡云十三月”云云自相矛盾：殷墟卜辞固然是岁末置闰“十三月”，西周金文同样是岁末置闰“十三月”不容许年中置闰的，而“中间当有闰月”的数据矛盾再加上“昔馑岁”的倒叙文义无疑构成了王氏“同年”假设不成立的双重铁证。可见，王氏的“四分月相说”在西周金文数据面前并非如其自诩的是“放书器所纪月日，皆四达而不悖”。

其三，王氏认为西周金文月相术语的总数“凡四：曰初吉，曰既生霸，曰既望，曰既死霸”，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其理论：西周月相有“书器”与“不书器”之分，“书器”的金文月相“凡四”所以必然代表“一月四分”；而“不书器”的见于文献之七八种月相则“第一日亦得专其名”即可代表“定点月相”，例如其举例说《尚书·召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即指定点月相“十五六满月”后的第六日。但我们现在知道，即使刨除某些有错刻漏刻嫌疑之字（例如《伯[image: alt]
 父盨》的月相术语“既死”明显有脱字或讹字之嫌疑），西周金文中的“书器”月相仍然不止上述四种，例如王氏未及见到的《晋侯稣钟》就记有不同于“既死霸”的月相“方死霸＝旁死霸”（王氏是明确认为“既死霸≠旁死霸”的），此外还有《大鼎》之“既霸”等。而由此我们不难想到，王氏“一月四分”的推理逻辑显然很幼稚很不可靠：其仅凭暂时共见到四种金文月相就能得出“一月四分说”，莫不成等我们新看到了第五、第六种金文月相就要改用“一月五分说”、“一月六分说”？要之，王氏的这一著名假说虽名为“四分月相说”，但其从一开始就未把“定点月相说”彻底否定而排除在外，它只是把“定点月相说”改了个名字叫“第一日亦得专其名”并限制在“不书器”的范围内使用。然而，正如王氏所自知的，“四分月相说”与“定点月相说”毕竟是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物，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层出不穷，王氏人为划定的“书器”与“不书器”分野早已不复存在，其所谓的“四分月相说”在新证据面前最终陷入自相矛盾乃是必然的结果。

五、殷墟卜辞所见月相术语通考

其实，迄今所见金文月相诸假说之所以都未能完整揭示出商周历“月相授时法”的真相，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都回避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等这些西周盛行的月相术语其前身源头何在、后世又流向了何方？显然，正是因为前述诸假说都默认西周月相术语是上无其源（不见于殷墟卜辞和商代金文）、下失其流（迥异于今所用朔、望、弦、晦月相术语体系），所以才最终把自己逼入了靠捕风捉影猜测立论的窘境。不过很幸运，随着中国考古发现和古文字学研究的快速进展，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去捕捉到这些久已被埋没的关键线索。事实证明，上自殷商下至今日，中国的月相术语总体上都是一脉相传的，“既生霸”、“既死霸”、“既望”等西周金文月相术语绝非空前绝后之飞来怪胎，它们的原型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其实早已大量存在。

（一）“既望”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皇”考

对比西周与今日之月相术语体系，其唯一的字面相似因素就是西周金文之“既望”今日仍称作“望”以代指满月。显然，作为所有月相中最方便直接观测、也最广为熟知的一个，“望”这个术语在西周之后仍然被继承流传是很容易理解的。

不过，即使是对于这个理应千古不变的术语，古文字学家们却至今未在殷墟甲骨文或者商代金文中找到其源头。是因为商朝人不认识满月“望”？很显然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人类学的研究早就告诉我们即使是最原始、最偏僻、最古老的部族都是关注并熟识满月要以之作为计时参照物的，何况是万国共主的“大邑商”。事实上，正如张培瑜等学者早就意识到的，由于“乙酉夕月有食”（《合集·11485》）等多条商代月食卜辞的存在，我们早就能确定殷人是必定连续观测并记录满月“望”的，因为月食必发生在“望”日乃是天文学规律，不长期观测“望”并养成笔录习惯的人是很难捕捉到较“望”更为罕见的“月有食”天象并立即把它习惯性记录在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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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通过比对西周金文以及先秦文献，笔者发现，其实殷墟卜辞中也的确是有月相“望”的记载的。只不过，与西周金文的月相“望”字乃是一个谐音假借字不同（殷墟甲骨文“望”字只作观望、遥望之义用，不作月相名词
〔21〕

 ），殷墟甲骨文的月相“望”是用一个音形义三位一体的本初汉字来标示的，该字的两个异体字在《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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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的编号分别为2779和2814，笔者据此字在西周金文中的同形同义字释为“皇”，读若“望”，其被用作月相的关键证据则见于《英藏·885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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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两条卜辞（参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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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己未夕皇
 ＃
 ，庚申月有食
 。（《英藏·885反》＝《合集·40204反》）

王占曰有[image: alt]
 。七日己未皇
 ，庚申月有食
 。（《英藏·886反》＝《合集·40610反》）





很明显，考虑到《春秋》的“朔”与日食常常误差±1日，殷墟卜辞中假如有月相“望”也应允许与月食有±1日的误差，上述这两条卜辞记录的夜间实测天象“夕皇”与“月有食”前后相隔1日，恰在正常的误差范围内，它作为天文数据很有力地证明了“皇＝望”就是指月相之满月，殷墟卜辞“夕皇”之“皇”就是西周金文习见的月相术语“既望”之原型。

许慎《说文解字》云“朢，月满与日相望”也，但天文常识却告诉我们，日月一东一西黄经相隔近180度的时候一般是不会被人同时目测到的，显然，“日月相望”这种抽象定义并不符合先民“观象授时”的直观感受，并非满月称“望”的本义。而事实上，许慎对这个现成得来的定义也是疑者存疑有所保留的，因为他解说“朢”为“相望”的同时又不忘指出，严格的学者是把满月写作“朢”字以区别于观望之“望”字的。显然，许慎是以“朢望有别”暗示我们，从西周金文开始以至今日我们所习用的月相“望”字很可能并非是原初本字而是一个谐音假借之别字。而现在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读到的月相术语“皇”恰好能完满地解答许慎的疑虑：“朢”、“望”确实有别，只不过在殷墟甲骨文中“朢”原本写作“皇”。

正如方家所知，本文所释之“皇”，原是一个诸家释读不一的著名未隶定字（见《合集释文》
〔24〕

 ）。而此字之所以可被最终隶定为“皇”读若“望”用作月相术语，除了前述的“庚申月食”天文学关键证据，我们还可从古文字学和统计分析两方面共同给出其充分证据。

首先，在古文字学上，我们至少有如下三点证据：

其一，就字形分析，殷墟甲骨文“皇”字与西周金文“皇”字有明显的同构关系：正如图1-2所示，两者都是下从“豆”字或“豆”字之讹变（甲骨文“豆”字见图1-3）、上作二竖或三四竖流线，共同构成“流水充满豆中”的会意字。其所略有不同者，只是西周金文作为块状文字将甲骨文的双钩白描“豆柄”变成了实心“豆柄”，此外又将二竖流线繁化作三竖或四竖、将“豆”底一横繁化作二横而已，但这些讹变在金文中是常见的现象，恰可见证从甲骨文“皇”字到金文“皇”字的源流演变。其实，“皇”字的“流水充满豆中”会意造型在殷墟甲骨文中并不是孤例个案而是习见的造字构思，比如甲骨文中“益”、“易”诸字的初始会意构思都是如此：“水盈溢充满皿中”即为“益（溢）”
〔25〕

 、“皿中酒水倾斜易位而出”即为“易（赐）”（参见图1-3），其所稍有不同者，仅是“皇”字训“满盈”故从小器“豆”（小器一充即满），而“益”、“易”二字训“损益变易”故从大器“皿”（大器能体现损益变易之利害巨大）。而事实上，关于卜辞“皇”字的造型必与器皿有关这一点，许多学者也早就注意到了，例如于省吾试释此字作“[image: a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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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裘锡圭试释此字作“皿”之异体字
〔27〕

 等就都是将其视作器皿类的，毫无疑问，他们的见解都是有其合理成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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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其二，就字义分析，殷墟甲骨文“皇”字的“流水充满豆中”造型其所会意的正是月相术语“望”的本义：充满、圆满、满月。可见，汉儒对“朢（望）”字所作的定义“日月相望”以及现代某些字典对金文“皇”字所作的定义“是煌之本字、灯之初文”
〔28〕

 都是不确切的：因为无论是考古还是文献证据都能证明，殷商、西周乃至春秋早期中国是并不用灯盏的（当时的夜间照明主要是用各种火炬，其中大火炬称“庭燎”、小火炬称“烛”，可参见《诗经·小雅·庭燎》“夜未艾，庭燎晣晣”和《礼记·曲礼下》“童子隅坐而执烛”），故甲骨文金文之“皇”字从“豆”与灯盏或火炬皆无关，亦非“煌”之本字。除此而外，还有字典释“皇”字“象王著冠冕形”
〔29〕

 ，那就更属无据臆测了，众所周知，中国商周时代的冕、弁等冠服并非像西方童话故事中那样是王者的标志物，当时上自公卿下至普通士大夫皆得戴冕戴弁（可参见《礼记·杂记上》“大夫冕而祭”、“士弁而祭”）。要之，作为月相术语，“皇”、“望”二字的真正含义都是“盈满”，只不过后者是个假借字；而作为非月相术语，“皇”的本义也同样是“水满充沛”，故可被引申为“丰沛滂沱”、“汪洋大水”、“盛大”之义，用作金文习语“皇祖”、“皇天”之“皇”训“大”，此即许慎《说文》所谓“皇，大也”所本。也就是说，在古文字学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皇”为“汪”和“滂”之本字而非“煌”之本字：《说文》云“滂，沛也”。

其三，就字音分析，“皇”、“望”二字古韵相同古声可转例可通假。就古韵而言，古有叠韵词“彷徨”（见《庄子·逍遥游》等）可证“皇（徨）”与“方（彷）”同韵，而“方”与“望”本就是通假字（例见《礼记·表记》“以人方人”作“以人望人”）；就古声而言，“皇”声与“方（望）”声在古代汉语方言中每可转读，例如清《字汇补》云“荆人呼渡津舫为艎”，按方言中“舫”可转读“艎”自古如此非自明清始，例如《诗经·邶风·谷风》“方之舟之”称船为“方（舫）”，而《左传·昭公十七年》“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则称船为“皇（艎）”。要之，姬周与殷商虽同操汉语但相距千里方言有别，故西周金文月相假“望”代“皇”不仅于声韵可通且于情理可解：满月之字殷人读“皇”而周人读“望”很可能是当时方言之实况。

因此，综合以上字音、字形、字义分析来看，《类纂》编号2779和2814之甲骨文确为西周金文“皇”之同一汉字、西周月相术语“望”之本字。

而除了古文字学，我们在对卜辞“皇”字实际用例的统计分析上也同样可找到如下三点事实以旁证“皇＝望”之成立可能性：

其一，统计分类显示，殷墟甲骨文中“皇”字的用法除去作为专有名词（地名或方国名）、准专有名词（祭祀专名）以及残骨残文义项不明确者，其余全部都是作为某两个比邻干支日之间的夜间标志性事件“夕皇”或“皇”被记录在案的。其中，有些卜辞是明书“夕皇”和前后日干支的，句式为“甲子＋夕皇＋乙丑”或“甲子＋……＋之夕皇＋乙丑”，例如：





戊辰卜[image: alt]
 贞：妇好娩嘉。丙子夕皇
 ，丁丑
 娩嘉。（《合集·14003正》）

癸未卜叕＃
 贞：旬无咎＃
 。王占曰有[image: alt]
 。三日乙酉夕皇
 ，丙戌
 允有来入齿。（《英藏·886正》＝《合集·40610正》。按“叕”旧释“争”不确，本文隶定为“叕”，考证见后文。）

癸丑卜〖叕〗贞：自今至于丁巳我烕＃
 [image: alt]
 ＃
 。王占曰：丁巳我毋其烕，于来甲子烕。旬又一日癸亥
 车弗烕，之夕皇
 ，甲子
 允烕。（《合集·6834正》。按“烕”旧释“[image: alt]
 ”，但卜辞另有“[image: alt]
 ”字从“才”声，此字则作从“戈”从“[image: alt]
 ”省声，故本文释为“烕”。）





还有一些卜辞虽未明书“夕”，但据前述“月有食”日期在两条同内容卜辞中既可完整写作“己未夕皇庚申”又可省去“夕”字写作“己未皇庚申”的事实不难推知，卜辞所记此类“皇”字一般都是“夕皇”的隐性简写，因为它们的句式除了省去“夕”字外仍然是“皇”字前后有比邻日干支的“甲子＋皇＋乙丑”，表明了其“两日夹一夜”的夜间属性未变，例如：





乙丑卜[image: alt]
 贞：甲子皇
 ，乙丑
 王梦牧石麋，不唯咎，唯祐……（《合集·376正》）

乙酉……旬癸巳皇
 ，甲午
 雨。（《合集·6928正》）





那么，以上这些都可归纳为“甲子＋夕皇＋乙丑”之统一语言结构中的“皇”字究竟其所指为何意？显然，考虑到殷墟卜辞用语与后世汉语的同源性，我们首先能想到的破译手段必然是通过对比先秦文献和其他已破译出土文字中是否有其同类句式而推定其含义。而经过统计对比，我们不难推理出其最有可能的含义就是指某种月相，因为《汉书·律历志》所引《周书·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之月相纪日句式也是“壬辰＋月相＋……＋癸巳”，今本《尚书》“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等是其省略变形版，显然，这是其他已知出土文字和先秦文献中唯一能贴切符合“甲子＋夕皇＋乙丑”的句式。而相比起来，裘锡圭等学者以《诗经·小雅·庭燎》之“夜乡（向）晨”句式释读此类“甲子皇乙丑”为“甲子向乙丑”的思路虽然也与上述分析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30〕

 ，但就具体细节而论，“夜乡晨”的句式毕竟是“时间＋向＋时间”而不是更明确的“干支＋向＋干支”乃至“甲子＋向＋乙丑”，其在先秦文献和出土文字中又属于罕用句式，故其尚不足以与“甲子皇乙丑”、“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这些商周习见的固定句式去相提并论。

其二，统计对比显示，卜辞“皇”字在“甲子皇乙丑”句式中除了作为月相纪日术语来释读，其作为其他词类的释读都是会遇到反证或诘疑的。例如，以目前常被引用的裘锡圭、于省吾、叶玉森等三家释读方案为例，他们的假说就都有卜辞案例可作反诘。首先，就前已述及的裘锡圭等释“皇”为“向”假说而言，一方面，我们知道“夜乡晨”的“乡（向）”在古汉语的词性分类上属于虚词（即副词、介词、连词等）；但另一方面，我们同样知道，殷墟卜辞凡言“之夕”其后继的一词必皆表述实事之实词而非虚词，例如：





之夕允雨，辛丑晵。（《合集·3297反》）

叕贞：翌甲申晹日。之夕月有食……（《合集·11483正》）





很明显，“之夕允雨”、“之夕月有食”等皆以实词结句，何以同样带“之夕”字样的“之夕皇”偏偏要读作虚词结构“之夕向（翌日）”？可见，包括裘氏假说在内，所有以虚词释读卜辞“皇”的方案都是有违卜辞本义的。其次，就于省吾、陈梦家等前贤试释卜辞“皇”字之义为气象类用词（天气阴蔽、无星有云等）的假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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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完全可以直接诘问，既然“甲子皇乙丑”句式中的“皇”可以指天气，何以卜辞中的“风”、“雨”、“云”、“雾”等众多气象用词都从未见于该句式例如“甲子风乙丑”、“甲子雨乙丑”？可见，“皇＝气象好坏”释读方案在卜辞实例面前同样是会自相矛盾的。最后，就叶玉森、董作宾等前贤主张释“皇”为“垔”的假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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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应该肯定，该假说将卜辞“皇”字释读作一个祭名“垔（禋）”的方案在逻辑出发点上无疑是有其合理性的，因为，正如方家所知，殷墟卜辞之“皇”确有被用作祭祀专名的明证，例如：





贞：御于父乙，皇三牛，[image: alt]
 卅伐卅牢。（《合集·886》）





不过，假如考虑到一字多义乃是包括殷墟甲骨文在内的古今汉字之规律性现象，而殷墟卜辞中的“皇”也明显有“甲子夕皇乙丑”与“皇三牛”两种泾渭分明互不兼容的用例类型，我们就不难知道该假说其实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的，因为它根本无法回答如下这些卜辞的诘问：何以目前已知的数十例“夕皇＋干支”句式除残文外尽数于“皇”下紧跟书写干支而“皇三牛”句式绝无哪怕一例书作“皇三牛＋干支”？何以数十例“皇三牛”句式除残文外尽数附有用牲之品种数量而“甲子夕皇乙丑”句式绝无哪怕一例书作“甲子夕皇三牛乙丑”？何以“甲子＋皇＋乙丑”句式大半明书“夕”而“皇三牛”句式绝无哪怕一例书“夕”？很显然，面对这种种诘问，我们只能有一种答案，那就是殷墟卜辞之“皇”确实是个多义字，其义项用途至少有三种：第一是用作地名等专名；第二是用于“甲子夕皇乙丑”句式代表“夕”之天象即满月，其后世的常用通假字就是“望”；第三则是用于“皇三牛”句式代表非“夕”之白昼间用牲祭礼，其后世的常用通假字就是“祊（閍）”，《礼记·礼器》郑玄注云“祊者，于庙门之旁因名焉”，而《左传·宣公十四年》等称门阙为“窒皇”，可见卜辞“皇”祭就是指窒皇之祭、门閍之祭、《说文》所谓子孙“门内祭先祖”的“祊”祭，《诗经·小雅·楚茨》有云“絜尔牛羊……或剥或亨……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飨，孝孙有庆”，其情节与上述“御于父乙皇三牛”的子孙用牛牲祭父祖完全类似（而由此可知某些论著将卜辞之“□”或“匚”释作“祊”是完全无据的，《合集释文》所释“□＝丁”和“匚＝报”无误）。至于叶氏、董氏等释“皇”为“垔”之假说则不仅于卜辞“皇”字的两种矛盾句式无法通盘解释，而且与金文“垔”字之字形完全不符，故并不能算是一个成熟的释读方案（金文“垔”字从“西”，与“皇”字从“豆”字形差异甚大，可参见《集成·10824》之《垔戈》）。

其三，统计数据显示，卜辞“甲子皇乙丑”句式中的“皇”字假如作为月相术语“望”释读，其不仅可以符合前述“月食必发生在目测满月日前后”的天文学判据，而且还能同时符合“同地可见满月与月食频率比”之天文学数据：例如，在1350BC～1051BC的300年间安阳殷墟地区理论可见满月“望”3711次，月食511次，“望”与“月食”的频率比为3711/511＝7.26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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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据《类纂》的不完全统计，殷墟卜辞中的“夕皇”句式与“甲子皇乙丑”句式总计52条，刨除其内容互见可判重复者共计40条，再加上笔者另外补充之2条（《合集·5763》、《合集·39495》）共得42条，其中干支明确且事不相重者至少32条，相比著名的5条“月有食”卜辞，其频率比为42/5＝8.4倍或者32/5＝6.4倍，很显然，6.4～8.4倍这个统计比值在数量级上是大致吻合于“望”与“月有食”的合理比值的。尤其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月有食”记录目前只见于武丁世前后的早期卜辞（即旧所谓“宾组”卜辞等），而“夕皇”和“甲子皇乙丑”句式也几乎只出于该时期，我们就更有理由相信这个统计口径一致的数据是有所指向的了（晚期卜辞习惯于较多记“祀季”较少记“月相”见后文）。

因此，综合以上天文学、古文字学和统计分析三方面的证据，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有把握地说，中国月相术语体系的核心“望”在殷墟卜辞中的源头已经被找到，它就是《英藏·885反》等所见之“皇”。只不过，商代的“皇（望）”本是用来“纪夕”而非“纪日”的（“夕”指黄昏至次日凌晨），它被转用为纪日术语的含义尚未固定：一方面，比照《合集·37855》等“肜夕”祭祀卜辞可知，殷墟卜辞中的“肜夕”乃是固定指“肜日”的前夜，故商代若以“皇日”纪日理应也可指“皇夕”的次日白昼，其含义应与“既望”相同；但另一方面，前述《英藏·886反》的“己未皇”据《英藏·885反》的“己未夕皇”可知乃是指“满月夜当日”，其所谓的“皇”也可不指“皇日”而仅作为“夕皇”的省略语。而到了西周，周王历的月相“望”已经是专门用来“纪日”的了，所以为了严格区分“望”的这两种纪日歧义，周王历必须把“满月夜次日昼”特称为“既望”而把“满月夜当日昼”另称为“月几望”，这就是西周金文所谓“既望”和《周易》所谓“月几望”的真正含义。

（二）“既生霸”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生月”、“生某月”考

除了“既望”的源头“皇”，殷墟卜辞中另一种频繁出现但却迄今未被我们认知的月相术语就是“生月”与“生某月”。

正如关于“皇”字的释读旧来未有定论一样，关于殷墟卜辞的常见格式化词组“生某月”之释读迄今亦处于争议之中。尽管，甲骨文的“生”字是个一眼就能释读的字，但类似“王于生七月入于商”（《合集·1666》）、“生三月雨”（《合集·249正》）等词句的含义却并不是仅凭单字的考证就能彻底破译的。例如，陈梦家等前贤曾认为，《合集·29995》所谓“兹月至生月有大雨”中与“兹月”对举的“生月”其含义就是“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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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月”和“生月”都是指某个“月份”，故“生七月”的含义就是“本月接下来之第七月”或“下年第七月”，但很可惜，类似这样的个案推理却并不足以诠释全部“生某月”卜辞，例如：





庚寅卜：今生一月
 方其亦有告。（《合集·6673》）

丁酉卜：今生十月
 王敦通*
 受祐。（《合集·33069》）





很清楚，这些“今生某月”例证足以证实，卜辞“生某月”可以就指“今月”中的某个时间而未必都指“下月”乃至“下年某月”，陈梦家等前贤所创立的“生月是下月”假说是既不足以解释全部卜辞用例也不符合古文字学常识的（“生”字无论在中国古文献中还是在其他甲骨文用例中从无“接下来”或“将来”的义项）。更何况，现在我们还有明确证据可以证明，即使是陈氏假说赖以立足的“兹月至生月有大雨”这条卜辞其实也不足为凭，因为，该卜辞之“兹月”其实本应被释读作“兹夕”，本就与“月份”无关（卜辞“月”、“夕”二字常有混同、通用现象是众所周知的），其证据如下：





暮出[image: alt]
 ？
 ，受年。吉。

及兹夕出[image: alt]
 ，受年。大吉。

于生月出[image: alt]
 ，受年。吉。

叀丁卯出[image: alt]
 ，受年……（《屯南·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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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上述这条卜辞以“暮”、“及兹夕”、“于生月”、“叀丁卯”四个时间词并列对举，其中“暮”和“丁卯”都能说明“出[image: alt]
 ”这个动作是一日之内必须完成的，故“兹夕出[image: alt]
 ”绝不容读作“兹月出[image: alt]
 ”，“兹夕”很明显是个与“暮”一样的单日内之时间段。至于“生月出[image: alt]
 ”之“生月”，很明显这也理应是一个精确到单日以内的纪时词汇，只不过其确切含义还是个有待我们去破解的千古之谜。

其实，从古文字学上说，要破解“生某月”之谜其关键并不在于“生”而在于“月”字。因为，汉字“月”的原始义项本就有二：一是指生光发亮的天体“月亮”或曰“夜光”（见《楚辞·天问》），这是其造字本义；二是指时间单位“月份”，这是其在“观象授时”历制下的引申义。很显然，陈梦家等前贤之所以不能正确释读“生某月”，其关键失误就在于他们都默认了“生某月”之“月”只能是指“月份”这一引申含义，故他们想都不想就排除了“生七月”、“生三月”可作月相亮度“七月既生霸”或“三月哉生魄”解释的显见可能性。然而殊不知，甲骨文时代乃是一个“观象授时”的时代，当时殷人所谓的“三月”、“七月”其含义本来就是指某年度“第三个发光可见的月亮”、“第七个发光可见的月亮”，是个一语双关既指“月亮”又指“月份”的词汇，所以，殷人完全可以在“三月”、“七月”等本就兼指“月相亮度”的词汇上继续冠以“生”这个商周习见的月相形容词作定语，用以限定性描述更精确的时间概念“第三个月亮新生之日”或者“第七个月亮圆满生光之日”。总之，无论是基于古文字学考证还是古文献对比，我们破解“生某月”之谜的首选方案本来就应该是“生某月＝生霸某月＝某月生霸”，即把“生七月”视作“生月七月”之缩略，是个“月相＋月序”联合词组，其中“生月”即西周月相术语“生霸”的原型。至于此方案能否在甲骨文及其他古文献中找到支持自己的可靠证据，我们则可从以下几方面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对比“生月”与“生霸”，我们知道这两个词除了一字之差，其他各方面的特征都是十分接近的：它们不仅字面上都有“生”字，而且用例上都可与“七月”等月序相组合构成纪时词组“生七月”或“七月既生霸”。何况，即使是那“一字之差”其实也所差无几，因为西周金文的“霸”字在古文字学上本来就是指“霁月”即“月”的近义词：正如图1-4所示，金文“霸”字或从“束”或径从“帛”读“帛”声，从“束”同从“帛”皆指“束帛般白而亮”，故“霸”字从“束（帛）”又从“雨”、“月”的造字本意理应是指“霁月”即“雨霁后的丝帛般白亮月光”；引申之则为“晴雨不定时忽隐忽现之月色”，即可指“阴雨虚推月相”（按《说文》释“霸”为“从月[image: alt]
 声”明显与金文实证不符）。所以，在古文字学上，只要我们能找出“月”字也有像“霸”字那样被商周时代的古人用作月相术语的实例，那么我们无疑就初步证明了“生月＝生霸”。而验之以出土文字和先秦文献，我们知道这样的实例证据是确实存在的：其一，在西周金文《夨令方彝》（《集成·9901》）中，我们就曾见到过“唯十月月吉癸未”一语，可见“月”字可被用于组建月相术语“月吉”；其二，在《诗经》、《礼记》等的记载中我们还多次见到“朔月辛卯”、“朔月大牢”等语，这些记载不仅再次验证了“月”字可被用于组建月相术语“朔月”，而且验证了“朔月”和“月朔”的字序可以互倒而字义不变，“月”字确实是可作为月相术语的后缀字眼的。而由此可见，既然“朔月”不能读作“朔＋月份”而必须读作“朔＋月光”，那么“生月”也理应可被我们解读作“生＋月光＝月相”即“生霸”的同义词；既然《左传·昭公十七年》中的月相“月朔”可以被《诗经》和《礼记》倒写作“朔月”而含义不变，那么殷墟卜辞之月相词组“生三月”也理应可以被我们倒过来解读作“三月生”即“三月生月”、“三月生霸”之省略语。

[image: alt]


图1-4

其次，我们要证明“生月＝生霸”，其最关键的步骤就是要证明卜辞“生月”的含义并不是指长度为30日左右的整个“月份”而是指某个单日，因为特定的“月相”必然是出现于某个特定的单日的。而验之以卜辞实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证据是所在多有的，除了前已述及的“于生月出[image: alt]
 ”证据，我们还可找到如下这条更直接的证据：





丙午卜：丘生月
 雨。癸丑允雨。（《合集·20470》）





很清楚，此条卜辞前半部分记载了占卜者的事前预言“生月雨”，后半部分记载了事后验证“癸丑允雨”，一个“允”字说明了此次占卜预言最终成功应验，即“生月雨＝癸丑雨”，“生月＝癸丑日”，可见此“生月”并不是泛指整个月份，而是单指卜日“丙午”起算的第8日“癸丑”。那么，商王为什么要提前7日就知道“生月＝癸丑”是否有雨？因为众所周知，中国古人历来都有选择初一、十五等月相节日举办户外集会、典礼、祭祀、交易等的习惯，例如西周金文中的周王召集大臣进行赐命封赏一般都在“既望”、“既生霸”、“初吉”等月相节日，而《礼记·祭义》也有“朔月、月半，君巡牲”之语，甚至时至今日，中国人的庙会、赶集等外出巡游仍然以初一、十五居多，所以，我们在商王们的日程表上发现他要提前占卜“生月＝生霸”之日“出入是否遇雨”或“出入是否平安”也就不足为奇了：商王们和后世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每逢初一、十五之类的日期都是有重大活动安排的，他们当然想知道点“天气预报”之类的信息，而此条卜辞卜问的下雨地点“丘”很显然就是商王7日后预定搞活动的地点。而既然“生月＝生霸”之谜已解，那么我们对于前述“兹夕至生月有大雨”之类的卜辞也就能更准确地去解读了：很显然，“兹夕”与“生月”是指相当邻近的某两个日期（同月或跨月，绝不会超过30天），而商王之所以要卜问在这几天中是否有大雨，很可能是因为商王计划于“兹夕”出发并于“生月＝生霸”赶到某地举行集会等户外活动，商王当然不希望这期间“有大雨”。（按，殷墟甲骨文之祈雨卜辞写作“求雨”即“祷雨”，例如《合集·672正》之“求*
 雨于上甲”等，除此而外卜雨之卜辞多为不希望出行遇雨之意，例如《合集·38172》之“贞：翌日戊，王……不遘大雨”。）

再次，除了以上的正面证据，我们还可以找到一项侧面证据可用来证明“生月＝生霸”，那就是“生月”二字在殷墟卜辞中有被写作连体合文之事实（《合集·34120》，见图1-4）：据卜辞惯例，我们知道殷人只有在描述排他性精确概念诸如专有名词、数量账目、占卜术语等情况下才使用合文缩写，例如“祖甲”合文、“十三月”合文等，其用意颇类似于今日之英语专名缩写UN、FIFA、Jan、Feb等。因此，从甲骨文书写的规律上说，假如“生月”仅仅是个“下月”、“来月”之类的泛泛模糊之语，那它肯定是没有资格被写成合文的。而事实既然是“生月”二字已经被缩写成合文，那就证明“生月”确实是个类似于“十三月”那样的与月相授时有关的专有性历法术语，而这样的术语总共只可能有四种：序数月名、闰月名、虞夏历民俗月名、月相名。显然，序数月名首先可无条件排除，闰月名由于卜辞已有“十三月”、“十四月”且“生”字与“闰”字音形义皆无关联也可被排除，至于虞夏历民俗月名诸如“蚕月”、“陬月”之类都是季节对应明确的月名，这与“生某月”可遍及全年四季的用例特征不符也可排除，所以我们可得的结论自然还是“生月＝生霸”。

因此，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初步的结论，那就是殷墟卜辞之“生月”和“生某月”确实应该就是西周月相术语“既生霸”或“哉生霸”的源头，其古文字训诂的含义就是“生光的月亮”或“死而复生的月光”。至于殷墟卜辞月相“生某月”具体是相当于“既生霸”还是“哉生霸”，我们则有如下的这版关键卜辞可以推算之：





……壬戌卜[image: alt]
 贞：呼多犬网廌于辳。八月。

壬戌卜[image: alt]
 贞：取犬呼网廌于辳。

辛未卜叕贞：生八月帝命多雨。

贞：生八月帝不其命多雨。

戊寅卜内：呼雀買……

勿〖呼〗雀買。

戊子卜……

丁酉雨。至于甲寅旬有八日。〖九〗月。

……（《合集·10976正》）





很清楚，此版卜辞“生八月”之上文有“八月壬戌”、下文有“九月甲寅”，上下两历日相隔52日，与连续两个朔望月的长度59～60日相比仅短7～8日，故“八月壬戌”必在八月的第1日与第8日之间，而占卜“生八月帝命多雨”的“辛未”必在八月的第10日至第17日之间。显然，考虑到前文已经初步论证过的“既生霸≈既望”（据《作册[image: alt]
 卣》等数据）以及“哉生霸≈朏”（据《说文》等师说），上述卜辞之“生八月”显然只能是指“八月既生霸”而不是“八月哉生霸”，即指“满月”。不过，正如前述，我们据殷墟卜辞中从来只对“生某月”作事前提及而不作事后验证之事实可以推知，殷人所谓的“生月”与周人所谓的“既生霸”一样，其所代表的月相都是指“事前虚推满月”而非事后记录到的实测满月“皇＝望”（“皇”如前述皆出于事后之“验辞”），所以，“生月”所代表的实际日期应该是满月日加上±3日以内之误差。而分析至此，“生月＝既生霸”已经初步证毕。

（三）“既死霸”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末月”考

既然，“既生霸”的源头“生月”已经被找到，那么寻找“既死霸”的源头就成了当务之急：殷墟卜辞中到底有没有与“生月”对偶的月相“死月”？通过进一步对比分析卜辞、金文及文献，笔者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只不过，在殷墟卜辞中“既死霸”的原型术语并不叫“死月”而是写作“木月”，读若“末月”。其实例如下：





戊戌卜：王于木月入。（《合集·32940》）

[image: alt]
 辰贞：……木月其雨。（《屯南·1543》）

丁巳卜：叀今夕淉＃
 宜。

丁巳卜：于木月淉宜。（《合集·32216》，“淉”字原作从“酉”从“彡”，本文释作“淉”。）

辛亥贞：王木月征召〖方〗……

癸丑贞：王征召方受祐……（《屯南·4103》）





殷墟卜辞之“木月”为什么就是“死月”或“死霸”的同义词？理由很简单，因为在古文字学上“木”的字音、字形、字义都通同于“末”，可训末端终了，而“死”字的本义也训终了（参见《礼记·檀弓》“君子曰终，小人曰死”），此外“末”古音通“歾”也可直接训死亡，故“木月＝末月＝歾月＝死霸”。至于卜辞为什么不写“末月”而写“木月”，那是因为在殷墟甲骨文时代根本就没有“末”字，“末”字在考古证据上直到春秋才首见（《集成·211》，参见图1-5）。而即使是这个晚出的“末”字其字形除了多一小点外总体上仍然是个“木”字，其古声与“木”相同而古韵韵部相邻可通押（都是入声字），其字义亦为“枯木余末”之辗转引申，可见甲骨文时代必然是“木”、“末”同字。（按中国古人对草、木二物所赋予的象征意义是完全相反的，在语言学上，“草”、“木”二音即“朝”、“暮”二音之谐音同源语，因为“草”天然能象征快速生长而“木”不但生长缓慢而且是人类砍伐取材的主要对象天然只能象征迟暮死亡，所以，在古汉语中与“木”谐音之字往往代表衰老或死亡，例如“暮”、“墓”、“殁”、“没”等，而与“草”谐音或字形从“屮”之字往往代表初生或生长，例如“朝”、“早”、“少”以及图1-4中从“屮”之“生”字等。可见，汉字“木”的本义理应是指可砍伐制器或砍伐作柴之老木、死木，至于《说文》所谓“木，冒也，冒地而生，东方之行”之“木”字说解很明显是出于汉代五行理论的穿凿附会之说）。

[image: alt]


图1-5

而既然“木＝末”之谜已解，那么我们只要援引“生月＝生霸”被论证的前例，我们自然也可依样画葫芦地证明出“木月＝死霸”。因为，正如裘锡圭等学者早就指出的，殷墟卜辞的“木月”与“生月”本就“用法十分相似”（只不过，这种相似仅是词类和词性的相似而非裘文认为的“木月＝生月”，因为裘文本身也承认“木”和“生”两字“读音却毫无共同之处”，在古文字学上要论证“木”通“生”绝对是牵强无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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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不妨完全比照“生月＝生霸”之论证，将“木月”所拥有的与“生月”完全相同的月相术语特征举证归纳如下：

首先，“木月”和“生月”、“朔月”乃至“生霸”、“死霸”的组词结构完全一样，其在古文字学上完全有资格被读作“木＋月光”即月相术语。

其次，“木月”和“生月”一样，它也有不代表整个“月份”而仅代表“月相出现之日”的卜辞证据，例如：





癸未贞：叀乙酉[image: alt]
 方。

癸未贞：于木月[image: alt]
 方。（《合集·32243》）

辛亥卜：乙卯侑，礿*
 岁于祖乙。

辛亥卜：于木月侑。（《合集·32349》）





据卜辞惯例，我们知道上述两条卜辞都是一事而二贞的所谓“对贞”卜辞，而“木月”既然可与“乙酉日”或“乙卯日”这些精确单日日期对称性“对贞”，那就说明“木月”所代表的时间也必然是个“单日”而非“月份”，即“死霸月相出现之日”。

再次，“木月”二字和“生月”一样，在卜辞中也常被写作专名合文即“枂”（图1-5），例如：





癸丑〖卜〗勺*
 贞：……枂……（《合集·20143》）

己酉卜：召方来，告于父丁。

……于枂告。（《合集·33015》）





可见，“木月”作为月相术语专名的身份同样是卜辞书写者早就用合文明确标示出来的。

因此，综合以上证据，我们很顺利就能得出结论：殷墟卜辞所谓“木月”其正确的释读和隶定应该是“末月”，殷人所谓的“末月”与周人所谓的“死霸”除了方言差异别无任何不同，都是指同一种月相术语。至于“末月”究竟是相当于金文的“既死霸”还是“方死霸”，以及“既死霸”和“方死霸”究竟又是指何种月相，我们则可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分析去逐步寻求答案。

首先，关于“既死霸”究竟是指何种月相，前述刘歆所谓的“既死霸＝朔”假说无疑是我们最先值得拿来验证一下的，因为刘歆假说“死霸朔也、生霸望也”的后半句结论已经被《作册[image: alt]
 卣》等证据所大致证实。那么，对于刘歆假说的前半句结论，我们是否也能找到类似《作册[image: alt]
 卣》这样的一手证据呢？很幸运，这样的证据是确实存在的，那就是如下这两件著名的周宣王“标准器”——《兮甲盘》（《集成·10174》）和《吴虎鼎》（《汇编·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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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兮甲盘》，因其器主“兮伯吉父”就是宣王中兴名臣尹吉甫而被公认是宣王标准器，而更重要的是此器还铭有完整的历日和月相“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吴虎鼎》，因其铭有“申剌（厉）王命”一语且其年数超过幽王王年而同样被公认为是宣王标准器，其同样铭有完整的历日和月相“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而该二器之月相“既死霸”与“既生霸”相隔日数是可明确推算的：商周历同王世的“五年三月”与“十又八年十又三月”一般相隔171±2个朔望月，其两个相同月相日之间（比如五年三月朔日与十八年十三月朔日之间）平均相隔（171±2）×29.53058日，取整后得5种可能解即4991日、5020日、5050日、5079日或5109日，而与此数据相对应的“庚寅”与“丙戌”相隔日数只能取4976日、5036日或5096日，故我们最后可得的关于“既死霸庚寅”与“既生霸丙戌”之日程关系共有二组可能：其一，“既死霸”是位于“既生霸”之前16～17日之月相（5036－5020＝16日或5096－5079＝17日），若考虑到“既生霸≈既望”以及商周历之月相皆可有1～2日之误差，则“既死霸≈朔”或“既死霸≈月首日”成立；其二，“既死霸”是位于“既生霸”之后13～15日之月相（4976－4991＝－15日，5036－5050＝－14日，5096－5109＝－13日），同样考虑到“既生霸≈既望”，则“既死霸≈晦”或“既死霸≈月尾日”成立。总之，金文的过硬数据证明，西周月相“既死霸”非朔即晦，非“月首日”即“月尾日”，刘歆的“既死霸＝朔”假说基本上是正确的，或至少是近似正确的（晦日是朔前1日）。

其次，为了在上述结论中进一步判断“既死霸”究竟是“朔”还是“晦”、是“月首日”还是“月尾日”，我们不妨考虑以下事实：其一，根据《春秋》、《左传》等先秦文献的记载，春秋时代周王室的王历是以“朔”为“月首日”的，而由此上推，西周的王历理应也是以“朔”为“月首日”的，因为根据“改正朔”等于“革天命换血统”的信仰观念，周平王东迁根本不可能去“改正朔”革自己祖宗的命；其二，《诗经·十月之交》明确记载有讽刺周幽王的诗句“朔月辛卯”，《逸周书·史记解》也明确记载有周穆王的口谕“朔望以闻”，可见“朔”这个月相术语西周早已有之，只不过正如“岁在鹑火”等纪年仅在民间口头流行一样“朔”在西周时代显然也仅是个民间口头用语；其三，既然《兮甲盘》和《吴虎鼎》证明西周金文最常见的四大月相中只有“既死霸”可以相当于“朔”，既望、既生霸、初吉都不是“朔”（关于“初吉”不是“朔”的证据见下文），而“朔”这个周代的法定朝会日期（见《礼记》“听朔于大庙”等）又必然是西周金文必须有所描述的重要月相，不可能被排除在上述四大月相之外，那么我们最后可得的结论只有一个：“既死霸＝朔”成立，西周金文《九年卫鼎》中周王“格庙”接受外邦使者朝见的朝会日期“正月既死霸”就是“正月朔日”，这与《逸周书·酆保解》所描述的“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礼制基本一致，其所稍有不同者，仅仅是“既死霸”是官样铭文中的书面用语而“朔”是私人著述中的口头用语而已（关于“朔”的来源和含义之考证详见下文）。

再次，既然“既死霸”就是“朔”，那么“方死霸”是否就是“朔”前一日之“晦”？答案同样是肯定的。因为古文字学早就告诉我们，作为时间描述，先“方”而后“既”乃是必须遵循的规律：所谓“既死霸”之“既”，其本义就是已尽、完成，即《穀梁传》所谓“既者，尽也”；而所谓“方死霸”之“方”，其本义则是方将、正在，“方”字的这个用法大量见于《诗经》、《庄子》等，例如《鄘风》“定之方中”，《小雅》“黍稷方华”，《大雅》“爰方启行”，《庄子·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等等。因此，《晋侯稣钟》等所见之月相术语“方死霸”所代表的日期必然先于“既死霸”这一点首先可以得到肯定，刘歆、王国维等旧说猜测“旁（方）死霸”为“既死霸”之后的一、二日是既无训诂依据也无天文依据的，因为“既死霸＝朔”之后的十几日内月光都是处于“复生”的阶段绝对与“死”字不沾边。而另一方面，由于古文字学的常识同样早就告诉我们，“死”字与“生”字虽然在字面上可以互为对仗但其实质含义却完全不构成对称关系：不管是描述生命变化还是月相变化，“死”都是一个瞬间的动作，它和“生”可以代表长时间的生长过程完全不同——“死”其实是指时间之点而“生”则是指时间之线段，所以，“方死霸＝正将死去之月光”与“既死霸＝已死正待复生之月光”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是绝不容许插入别的日期的，也就是说，“方死霸”之日不仅必须先于“既死霸”而且必须紧邻“既死霸＝朔”，而这样的文义逻辑最终决定了“方死霸”月相只能是代表朔前一日之“晦”，“方死霸＝晦”由此得证。（按，“方死霸”在近年发现的“周公庙龟甲卜辞”中还被别称为“[image: alt]
 死霸”即“哉死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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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哉”古通“载”、“才”、“在”，“哉”与“方”在古汉语中含义相近都是指方始、方才、正在、方将，例如《小雅·出车》之“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就以“方”、“载”为互文对仗，而《小雅·四牡》之“载飞载下”、“载飞载止”等也与“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句式类似，可见，在古文字学训诂上，“哉死霸”理应就是“方死霸”的同义词。当然，既然“方死霸”可以被等价称作“哉死霸”，那么从理论上说，《尚书》所谓的“哉生霸”也应可被等价称作“方生霸”、《汉书》引《武成》所谓的“既旁生霸”也应可被等价称作“既哉生霸”，只不过，“方生霸”和“既哉生霸”这两个名词目前尚未见有任何实证，所以我们尚不能确定这两个月相术语是否真的存在过。至于今本《逸周书·世俘解》所记“旁生魄”一词，我们对比源出“中秘古文”的《汉书》引《武成》逸文可知其应是“旁死魄”之抄讹，其尚不足以证明“方生霸＝旁生魄”的真实存在。）

最后，既然“既死霸＝朔”和“方死霸＝晦”都已得证，那么，“末月＝既死霸＝朔”这个我们想要求证的最终结论也就顺理成章地可以成立了。因为，正如下文马上要论证的，殷墟卜辞中其实早就存在月相术语“晦”了，因此，基于排除法，既然“末月＝死霸”不可能是指两种“死霸”之一“方死霸＝晦”，那它就只能是指“既死霸＝朔”了。“末月＝既死霸＝朔”至此证毕。当然，在此必须再次说明，正如前述“生月＝既生霸”是个“虚推月相”一样，“末月＝既死霸”在殷墟卜辞中明显也是个“事前虚推月相”，而前文所列举的所有“末月”卜辞都是在事前“预言”中而非事后“验辞”中提及该月相就是其明证。

（四）“晦”的起源——殷墟卜辞所见月相“[image: alt]
 ”考

《庄子·逍遥游》有云“朝菌不知晦朔”，《汉书·李寻传》亦有云“朔晦正终始”，很显然，在对时间“终始”两端的对称性和完整性一直抱有习惯性依赖的中国古人看来，月相周期既然有“朔”之始就必须有“晦”之终。因此，笔者在殷墟卜辞中除了发现有“朔”的同义词“末月”之外还发现有“晦”的同义词“[image: alt]
 ”，这无疑是并不会让人太感意外的。而殷墟卜辞中早就存在月相“晦”这一事实的最终确认对于商周历的精确复原无疑关系重大，因为这一事实可以很直接地证明殷墟卜辞中的历法也是以“朔＝末月”为月首日的，要不然“晦”的存在就完全没有必要：众所周知，与“朔”、“弦”、“望”等可按视觉图像之满月率0％、50％、100％进行定义的诸月相不同，“晦”这个月相的定义并非源自视觉上的百分数，它的定义“朔前一日”纯粹是为了反映“朔为月始、晦为月终”的历法基本逻辑，假如商代历法并不定义“朔”为月首而是定义“朏”为月首，那殷墟卜辞中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晦”这个“非视觉月相术语”了。那么，在殷墟卜辞中存在“[image: alt]
 ＝晦”这一月相的证据究竟又有哪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去一一求证之。

本文隶定之“[image: alt]
 ”字，其《类纂》编号为1405，该字和“皇”字一样在《合集释文》等主要著述中并未被隶定，是个重要的待考证之字。而本文将之释读为月相术语“[image: alt]
 （梅）”即“晦”之本字的证据如下：

首先，在古文字学上，殷墟卜辞之“[image: alt]
 ”字与西周金文及《说文》所见“[image: alt]
 ”字明显有同构关系：正如图1-6所示，三者的基本造型都是从“木”从“[image: alt]
 （或甘）”，即《说文》所谓“某（[image: alt]
 ），酸果也，从木从甘，古文从[image: alt]
 ”。其所稍有不同者，只是卜辞“[image: alt]
 ”字“[image: alt]
 ”在下、《说文》“[image: alt]
 ”字“[image: alt]
 ”在上、金文“[image: alt]
 （槑）”字则“[image: alt]
 （甘）”或在上或在中间而已，可见，《类纂》编号为1405的这个甲骨刻字就是“[image: alt]
 ”字，就是《说文》告诉我们的“某”和“梅”之本字，其本义为“产甘酸果之树”，其字音则可通假读为“晦”。而事实上，假如考虑到卜辞“[image: alt]
 ”字其实还有省略偏旁“[image: alt]
 ”的写法（见图1-6），那我们对该字由“[image: alt]
 ”到“某”再到“梅”的演化关系就会看得更清楚了：正如图1-6所示，卜辞“[image: alt]
 ”字所从之“木”严格说来其实并非“木”字，因为其头部三笔皆长而弯曲与甲骨文“木”字头部三笔皆短而挺直明显有异，就造字规律分析其应该就是一个取象于“弯曲梅树”的单体本初象形字——众所周知梅树在中国人的审美中是以枝干弯曲有致而闻名的；至于该字后来被添加“[image: alt]
 （甘）”字符以强调梅果可食而味“甘”，很显然也是考虑到无“[image: alt]
 ”之古“[image: alt]
 ”字与“木”、“未”等字不易分别之缘故；而古“[image: alt]
 ”字最后被古人假借挪用为代词“某”、动词“谋”而另造新字“槑”、“梅”以表梅树的过程我们都是一清二楚的。（按，据《说文》“甘”本泛指美味而不仅仅是指甜味，而酸梅和咸盐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调味品，古成语称作“盐梅”，故古“[image: alt]
 ”字往往可从“甘”符以明其义。而甲骨文“[image: alt]
 ”所从之“[image: alt]
 ”严格说来虽大多是“口”字，但甲骨文中的义符往往是可以在近似字之间通用的，例如“牢”字可从“牛”亦可从“羊”、“逆”字可从“辵”亦可从“彳”或“止”等，故甲骨文“[image: alt]
 ”字所从之“口”亦可理解为从“甘”，其义都是会意“滋味甘美爽口”。）

[image: alt]


图1-6

其次，既然古“[image: alt]
 ”字在西周金文和先秦文献中一直都被用作假借义“某”、“谋”等而几乎不被用作“梅树”之“梅”，那么我们对该字在殷墟卜辞中同样不被用来指“梅树”而只被假借用来指某种时间概念如“今[image: alt]
 ”、“来[image: alt]
 ”等也就很能理解了。毕竟，“[image: alt]
 ”的释读此前虽未有公认方案，但“[image: alt]
 ”在卜辞用例中的词性属于“纪时名词”这一点却早就有公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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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殷墟卜辞中能用单字表述的“纪时名词”种类多样，除了月相名词，还有年岁、季节、月份、时刻时段等几大类，但对于“[image: alt]
 ”来说我们却可以找到许多例证或线索来证明其不可能是指月相名词之外的其他“纪时名词”。其一，关于“[image: alt]
 ”不可能是指年岁、季节等大于单日的时间单位，我们可以找到如下例证：





丁酉卜[image: alt]
 贞：今[image: alt]

 王豋人五千征土方，受有祐。三月。（《合集·6409》）

丁酉卜叕贞：今[image: alt]

 王〖豋〗人五千……（《合集·7314》）





很清楚，“今[image: alt]
 ”这一纪时在上述两条卜辞中必然都是与征兵数量“五千”一样的精确数值，因为正如《孙子》所云“日费千金，然後十万之师举矣”，自古至今战争都是最烧钱的事，像“豋人五千”这样的既定军事动员日期无论如何是要精确到某个单日例如“今[image: alt]
 ＝本月晦日”而不可能泛泛而云“今岁”、“今春”、“今秋”乃至“今月”的，毕竟时间每出入一二日商王就要多耗费不知多少财富和人力。其二，关于“[image: alt]
 ”不可能是指小于单日的时间概念诸如晨、旦、暮等，我们则可以找到如下证据：





[image: alt]
 [image: alt]
 〖卜〗[image: alt]
 贞：翌丁亥……

[image: alt]
 [image: alt]
 〖卜〗大贞：来丁亥熯……

[image: alt]
 [image: alt]
 〖卜〗出贞：来[image: alt]

 王其燎丁……（《合集·25370》）





卜辞研究者都知道，殷墟甲骨文之“来”字用法与后世颇为不同，其“来日”与“翌日”的含义是有明确分工的：所谓“来日”一般都是指与本日不相连续的较远日期，而与本日相连续的较近日期一般用“翌日”来表示，例如《合集·11691》“乙未卜来乙巳”之“来”指下旬的乙巳日、《屯南·4240》“叀今日己淉……于来日己淉……”之“来日”指下旬的己日等。因此，对于上述卜辞中的“来[image: alt]
 ”一词而言，其含义很明确只能是指远隔若干日之后的某个单日日期而不可能是指某个近邻时刻“明天的早晨”或“明天的傍晚”，因为揆诸卜辞用例，假如“[image: alt]
 ”真是个晨、旦、暮之类的时刻时段名词，那么“来[image: alt]
 ”的说法就会导致逻辑混乱：如知，卜辞之所以要采用“旦”、“暮”等纪时词其目的本来就是为了将时间表述精确到单日之下的更小时间单位，但这种精确性是以“旦”、“暮”所属之日期本身已经明确为前提的，例如《合集·21025》“九日辛亥，旦大雨”之“旦”就指“辛亥”本日之天亮时刻、《合集·30786》“于翌日暮”则指占卜次日之傍晚时段，但“来旦＝隔几日后之旦”、“来暮＝隔几日后之暮”这样的表述显然将使得我们连“旦”、“暮”之日究竟属“甲”属“乙”也搞不清。而由此可见，“来＋时刻时段”这样的纪时格式在殷墟卜辞中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实际存在的，“来[image: alt]
 ”显然只能解读作“来丁亥”、“来日己”那样的“来＋单日日期名”。

最后，既然殷墟卜辞之纪时名词“[image: alt]
 ”已经被排除了作为年岁、季节、时刻时段的可能，其作为精确单日即月相纪时的性质别无疑议，再加上“[image: alt]
 ”字本就是《春秋》之月相术语“晦”的通假字，那么我们要证明的“[image: alt]
 ＝晦”至此已经可以成立。而一旦我们明白了殷墟卜辞之习见纪时术语“今[image: alt]
 ”、“来[image: alt]
 ”其实就是指“今晦”、“来晦”，那么我们对“[image: alt]
 ”这个词在卜辞中为什么往往都和战争、边患有关这一事实就能作出最合理的解释了。据《类纂》的不完全统计，在迄今所见以“[image: alt]
 ”纪时的卜辞中，除了少数涉及月底祭祀、月底收账（例如《合集·9178甲》之“今[image: alt]
 奚来牛”即月底收纳贡牛）等“辞旧月迎新月”事项以及文义不明者，其余全部都与战争、边患等军事或准军事事项有关，其实例如下：





贞：今[image: alt]
 呩＃
 方其敦。（《合集·6358》。按“呩”旧释“[image: alt]
 ”不确，本文隶定为“呩”。）

辛巳卜叕贞：今[image: alt]
 王豋人，呼妇好伐土方，受有祐。五月。（《合集·6412》）

辛酉卜[image: alt]
 贞：今[image: alt]
 王从望乘伐下危，受有祐。（《合集·6484正》）

丁巳卜：今[image: alt]
 方其大出。四月。（《合集·6689》）





那么，殷人及其大小邻邦为什么都喜欢选择“晦”这个日子进行“豋人”、“敦”、“伐”、“大出”等军事冒险？因为《六韬》等中国古兵书早就告诉我们：“审其期日，必会于晦。三军疾战，敌人虽众，其将可虏。”也就是说，在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观念中，“晦＝方死霸”乃是月光垂死之日即每个月中杀气最盛之日，所以这个日子天然就适宜兵家杀伐征战，这就像《周礼》、《礼记》等认为秋天有肃杀之气天然适宜法官“行戮”用刑一样。而事实上，商代古人喜欢选择“晦＝方死霸”这个日期发动战争的习俗直到西周和春秋时代也依然存在，例如前已述及的西周时代三条“方（哉）死霸”记载就都与战争有关：《汉书》引《武成》中的“一月壬辰旁死霸”是周武王伐商的出征集结日；《晋侯稣钟》中的“三月方死霸”是周王行军中途下令晋侯分兵出击的“分行”日；而“周公庙龟甲卜辞”中的“五月哉死霸壬午”也明显是和“僕”（撲伐）、“克”（克胜）、“呼（呼将）”、“师（师旅）”等商周军事用语紧密相关（按“周公庙龟甲卜辞”的完整释读尚未有公认方案，但该段文字中充满了战争字眼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至于《春秋》和《左传》所记载的“晦”日军事行动虽然不多（因为正如前述“晦”一般被用作集结会师或命将出征之日，但《春秋》和《左传》一般只记随机遭遇的两军决战日期而罕记人为选定的命将出师日期），但即使是这些零星的记载也仍然能透露出“晦日宜用兵”这一古老习俗在春秋时代的影响力：例如，在《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的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国不仅把反守为攻的出击日期定在七月“戊辰晦”，而且还在该日完成了“征集罪人三千”、“分师先犯三小国”、“敦陈整旅”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一举将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中出现过的“今[image: alt]
 豋人”、“今[image: alt]
 敦”、“今[image: alt]
 伐”、“今[image: alt]
 大出”、“方死霸分行”等战术动作都上演了一遍，完美实现了《六韬》推崇的“晦日突击”计划，绝对堪称是“晦日用兵”的典范之作；又例如，在《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载的晋楚“鄢陵之战”中，楚、郑、蛮联军也选择在六月“甲午晦”列阵向强大的晋国远征军挑战，而我们从晋国郤至的敌情分析报告中可以得知，像“甲午晦楚晨压晋军而陈”这样的“晦日用兵”在当时不仅很常见而且已经形成了“晦日用兵军规戒律”即所谓的“陈（阵）不违晦”——由于“晦＝方死霸”是死亡、黑暗和沉默等“阴气”的盛行日，所以任何人在“晦”日行军或列阵都必须保持肃静沉默绝不能大声喧哗“在陈而嚣、合而加嚣”，要不然就会“犯天忌”倒霉吃败仗。总之，事实证明，上至殷商下至春秋，“晦＝方死霸”一直是中国军事家眼中的“战争狂欢节”。而相比后世匈奴人的战争习俗“月盛壮以攻战，月亏则退兵”，华夏民族的这种“晦日宜用兵”古老风俗无疑暗示了其使用成型历法的历史久远性：显而易见，匈奴人以视觉满月之日为“战争节日”恰可表明该民族本无严密历法；而华夏民族以“晦”这个肉眼看不见的理论推算“月相”为“战争节日”恰可表明其很久以来就一直有精确制历之传统。（按，《左传·成公十六年》之杜预注和孔颖达疏把“陈不违晦”解释成“兵家以晦为忌”完全是断章取义、张冠李戴之说，因为假如“兵家以晦为忌”之说成立，那晋、楚双方都在晦日列阵岂不都“违晦”犯了天忌双方都得吃败仗？可见，杜注和孔疏不仅有违于《左传》文义而且自相矛盾，根本不足凭信。至于“陈不违晦”的含义《左传》原文说得很明白那就是指楚军一方“在陈而嚣、合而加嚣”违反了“晦日列阵不可喧嚣”的禁忌。而孔疏所谓的“行兵贵月盛之时，兵家以晦为忌”这一说法其纵使不是出于凭空臆说也必是出于对匈奴等异族风俗的张冠李戴：正如《周易·小畜·上九》所云“月几望，君子征凶”，中国最早的兵家不仅“以晦为吉”而且还“以望为凶”，孔疏之说可谓是颠倒黑白之极致了。）

六、考古及文献所见“初吉”等二十四种古月相术语通考

孔子有云：“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无论如何，孔子作为殷王室后裔兼周礼研究专家，他对商、周两大族群间的文化异同关系是最有发言权的：正如大量考古遗址和出土文字早已证明的，孔子所谓商、周两种文化同出一源而稍有损益的论述绝对是如实之论，商、周两大族群不仅在文化和血缘上属于同文同种，而且其所使用的历法乃至月相术语也都是一脉相承的——正如前文所述，周人之“既生霸”、“既死霸”就是直接继承自殷人之“生月”、“末月”，周人之“既望”就是直接继承自殷人之“皇”。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孔子所谓的“周因于殷礼”绝非凭空泛泛之论而是触目有据之论，那么我们对他所说的“殷因于夏礼”也就应该足够重视起来了：无论如何，作为一名殷王室的后裔兼孝道信仰者，孔子是绝不会无故贬低自己的殷商祖先的，他既然明确说“殷因于夏礼”，那么殷人和周人一样其文化当初也曾师承有虞氏和夏后氏就必非空穴来风。而我们现在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可知，即使我们暂不讨论虞、夏文化诸古城遗址和宫殿遗址（例如陶寺遗址、新砦遗址、二里头遗址等）确实比先商文化诸遗址（下七垣文化等）更为壮观富有之事实，至少就历法文化方面的诸多例证而言，殷墟卜辞之“商王历”和西周金文之“周王历”都曾继承有古老“虞夏历”的部分因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首先，正如前文所论，商周历的月首日叫“末月＝既死霸”，但不管是叫“末月”还是叫“既死霸”，这两个月相术语的字面含义都和其历法定义完全相反：末、死之义都训末尾、终死，就字面含义而言本来都应是指“月尾日”，它们怎么会被颠倒用作“月首日”的代名词？但假如我们能考虑到“末月”和“既死霸”有可能都是损益继承自古老“虞夏历”的月相名词，那么我们对此疑问就会豁然开朗了，因为无论从古文献记载还是天文学的常识来看，真正的虞夏历在被改良成“夏小正”之前恰恰就是一种以“朔＝末月”为月尾日的古老历法，其主要证据如下。

其一，正如《楚辞·天问》所云“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在中国最早的占星神话思想中，月亮的盈亏被视作其生命的“死”与“育（复生）”，所以，每一个月份都对应同一条新的生命，每一个月份都必须以月光的新生即“朏≈哉生霸”为首而以月光的死灭即“朔≈既死霸”为终，这无疑是天经地义的，西周月相术语之“生霸”、“死霸”显然正是取义于此。而“虞夏历”作为比“商周历”更古老原始的一种历法，其尚不能完全摆脱此种“月如生命必须先有生、后有死”的古老信念是很有可能的。

其二，正如前述，商周时代官方虽然称月首日为“末月”或“既死霸”，但民间却早已有称“既死霸”为“朔”或“朔月”的案例。而很明显，由于《尚书》、《诗经》等明确记载商周人有“协用五纪”即杂用商周历、虞夏历的习惯，我们不难推知“朔”这个月相术语应该就是出自虞夏历。何况“朔”这个字眼在先秦文献中最早就出自《尚书·虞书·尧典》，在《尧典》中有虞氏时代的人们称北方不叫“北方”而叫“朔方”，可见“朔”字乃是有虞氏等部族的方言，其字义就相当于商周人所谓的“北（背）”而引申训“尽”（见《尚书正义》“朔，尽也”，此义项之“朔”字后被通假写作“索”），其作为月相术语则与有虞氏的月首日“月正＝哉生霸≈朏”相对应：《尚书》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可见尧舜时代虞夏历的月首日确实不叫“朔”而叫“月正”，因为“正”与“朔”之对应就是“正”与“背”之对应、“正始”与“终尽”之对应，这在文字训诂上是显而易见的，故“朔”作为虞夏历的月相术语其初始含义理应就是指“月份之背”、“月份之末尾尽头”，与“末”、“死”同义。（按殷墟甲骨文《合集·16600》等有贞人名“屰”，我们比照《春秋》、《左传》常见人名用字“卫侯朔”、“陈侯朔”、“道朔”、“赵朔”等易知这个“屰”字理应就是“朔”的本字，“屰”字如图1-7所示是个颠倒反写的人形“大”字，其造字所会本义为颠仆背反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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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其三，正如张培瑜等古天文学家早就指出的，人类历法由“用朏”到“废朏而用朔”的发展路线是符合天文测算技术由易到难、由实测到虚推的一般发展规律的，所以中国历法在其最初阶段曾采用“月正≈朏”作为月首日这在天文学上也是符合一般常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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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不过，与上述张培瑜等学者所论稍有不同，在中国上古曾采用“月正≈朏”作为月首的并不是《尚书·召诰》中以“朏”纪日的周王历而是更古老的虞夏历，而且虞夏历的月首日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能被直接置为“朏”的，因为“朏”属于事后“实测月相”而非事前“虚推月相”，它是不可能作为“来年十二个月之月首日”即君主“颁历”的主要内容被提前预告的，唯有“月正＝哉生霸”这个“事前虚推之朏”才是虞夏历可“颁告”的月首日：《尚书·召诰》孔传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而《说文》则明确告诉我们“哉生霸”的定义是“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可见，“朏”与“月正＝哉生霸”的月龄定义虽然大体近似但仍有本质之区别，“朏”由实测蛾眉新月“月明生”来定义且固定设为初三，而“月正＝哉生霸”却由大月30日、小月29日的虚拟“历数”来定义且初二、初三皆有，其一为“实测月相”、一为“虚推月相”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对于《召诰》之“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纪日，我们绝不能象张培瑜等学者那样误读其为月首“用朏”的实例（按该纪日和《召诰》中的另一纪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格式完全一样，故该类纪日中的“朏”或“既望”本就不必是月首日）。尤其是，据《说文》定义可知“月正＝哉生霸”还是考古和文献所见唯一能和“朔”、“晦”一样保持29～30日逐月间隔的月相，所以我们对虞夏历的月首设置“用月正”而非“用朏”是有充分理由可以确认的（作为“月首日”必须满足逐月间隔“非30日即29日”）。至于“朏”在早期虞夏历中则是作为“月正”的事后校验月相而存在的，毕竟“月正”的原始定义就是“虚推近似之朏”，所以就粗略性概论而言我们仍然可以说虞夏历是“以朏为月首”的。（至于周王历中的“朏”和“哉生霸”则仅是作为一种尊崇古文化的象征物而存在，而“朏”字在迄今所见西周金文中也从未被用作月相术语而只被用作人名，可见周王历根本不重视“朏”更不会“用朏为月首”。参见图1-7。）

其四，除了《尚书》能提供虞夏历以“月正≈朏”为其月首的例证，事实上西周金文还能为我们提供虞夏历以“朔＝既死霸”为其月尾的例证，那就是《晋侯稣钟》记载的日程“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馈”：很清楚，此铭文把“正月既生霸戊午≈正月十五满月”之后的第45日“既死霸壬寅”列入“二月”只能是指二月之月尾日，而晋国作为一个“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的虞夏遗民聚居国其习用虞夏历我们早已熟知，所以《晋侯稣钟》作为晋国铭文恰好证明了虞夏历的月尾日就是“朔＝既死霸”。（按《晋侯稣钟》实际采用的是“隐性虞夏历”，其进一步的证据分析详见后文。）

其五，除了《晋侯稣钟》的直接例证，西周金文《大鼎》其实也能为我们提供“哉生霸≈朏”曾是月首日的重要旁证：在《大鼎》（《集成·2806～2808》）中，我们发现西周金文的月相术语除了熟知的“既生霸”、“既死霸”、“方死霸”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既霸”，显然，对照《礼记·乡饮酒义》所谓“月者三日则成魄（霸）”以及《说文》所谓“霸，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周书》曰哉生霸”云云，我们不难推知战国、秦汉学者所谓“月始生霸然也”的月相术语“霸”就是源自此“既霸”之省称，其月相定义“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与“哉生霸”全同，“哉生霸＝既霸＝霸”成立；而验之以金文月相数据，由于《大鼎》和《大簋盖》为同人所铸之器，《大簋盖》的“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决定了《大鼎》的“唯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只能是指“哉生霸≈朏”（关于《大鼎》和《大簋盖》之数据可共同证明“既霸＝哉生霸”详见后文分析），所以，综合来看，《大鼎》的月相“既霸”确实是“哉生霸”的别称而非某些研究者认为的是“既生霸”或“既死霸”脱字之误。而一旦我们弄明白了“哉生霸”可以省称为二字词“既霸”乃至单字词“霸”，那么我们对“哉生霸”原本所拥有的月首日地位就更能深刻理解了：为什么在西周月相术语的多种“霸”中唯有“哉生霸”可以径直省称为“既霸”或“霸”，而其他诸如“既生霸”、“既死霸”、“方死霸”、“既旁生霸”等都不可以如此省称？很明显，这种“以哉生霸为群霸之首席代表”的观念理应是源自虞夏历“以朏为月首”的孑遗物。

因此，综上所述，“末月”也罢，“既死霸”也罢，商周历中的这些“名为月尾实为月首”的名不副实之月相术语其明显都是继承自虞夏历“以朏为月正、以朔为月背”的古老观念的。

其次，既然我们已经确认殷墟卜辞中的商代历法并非中国历法的最古老源头，那么我们对西周金文诸月相并不完全都源自殷墟卜辞诸月相的事实就能给出最终的解释了：很明显，西周金文月相的主体两“霸”和一“望”虽然都是直接源自殷墟卜辞，但其另有所谓三“吉”的月相即“初吉”、“既吉”和“月吉”却并非源自殷人而是源自更古老的“虞夏历”。

何谓“初吉”？如知，在当代的金文历谱研究领域中，这个问题一直是最富争议性的，因为相比生霸、死霸的“霸”字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其与“月”字偏旁有关，“初吉”二字中就连个“月”字偏旁都找不到，令人难免要怀疑它是否具有“月相”的最起码身份。但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多的新证据可以证明，西周金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纪时术语“初吉”确实是一种货真价实的月相，而且还是渊源最古老的月相之一：事实上，“初吉”就是《夨令方彝》所见月相“月吉”的同义词即“月初吉”之略语，其词义原本绝非与“月”无关，其天文学的含义则是指每月初旬出现的形如平绳、寓意平安的上弦月即“平安大吉之月相”，只不过，“初吉”在西周历法中本就属于“阴雨虚推月相”，故其准确定义应是“初吉≈上弦”；至于“既吉”，由于该术语仅在周原甲骨文和《曾伯从宠鼎》（《集成·2550》）中昙花一现般代替过“初吉”的位置，我们基本可以推定这是一个后来被“初吉”完全淘汰了的过渡性周王历月相术语；而不管是“既吉”还是“初吉”，它们的更古老源头都是虞夏历的月相术语“恆”。

综合考古及文献证据可知，“恆”这个古老月相不仅是迄今所知最早有案可查的月相，而且还是最早被中国历法废弃不用的月相：一方面，“恆”作为殷墟卜辞中的夏代史实人物“王恆”之人名用字（如前述“朔”、“望”、“朏”等同样也都是常见的先秦人名用字），其最早源出自虞夏时代乃是有出土文字为据的（“王恆”见于卜辞《合集·14767》等，据《楚辞·天问》等可知他是商汤之七世祖）；而另一方面，“恆”字在殷墟卜辞、西周金文和商周文献中从未被直接用来纪日的事实则可说明，“恆”应该是一个早就被商周王历所废弃不用的超级古老之月相术语，它的实际使用范围应仅限于早期虞夏历即“夏大正”之中。不过，月相概念“恆”虽然早就被商周王历所弃用，但它在古代日常生活中却仍是经常被使用的：正如图1-7所示，卜辞“亙（恆）”字作从“月”从“二”，“月”作半月形为“上弦月”之直接象形，而“二”如《说文》所云为指示“上下”两端之指事符，用以强调“上弦月”的弦线是平直紧绷于上下两端之间的，所以“亙（恆）”的本义就是指形如平绳的实测上弦月，即《毛诗》传所谓“恆，弦也”；而“固定紧绷之平直绳弦”的引申义就是静固不动、平安恆定，故《诗经·小雅·天保》可以将之写入祝辞“如月之恆”，用以祝愿周王的江山社稷如上弦月“恆”一般平安恆定、太平永固。

那么，“恆＝实测上弦”这一月相既然如此久为人知且寓意吉祥，它又为什么会被商、周王历所彻底弃用？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从“虞夏历”和“商周历”的不同特色说起。如前所述，《尚书·尧典》等记载的早期版本“虞夏历”其与“商周历”最大的不同并不在于岁首“建寅”或“建子”而是在于其纪岁、名月、置闰都严重依赖实测晨昏星象，尤其是所谓“昏建中星”即每月黄昏夜正南中天的星象，而在此“昏建中星”定义下测出的“星鸟以殷仲春”、“星火以正仲夏”、“星虚以殷仲秋”、“星昴以正仲冬”四大观象数据无疑是整部早期“虞夏历”的基石。不过，“昏建中星”的观象授时定义虽然在理论上听起来很和谐完美，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难直接施用，因为道理很简单，由于冬夜漫长而夏夜短暂，“昏建中星”的观测窗口时间“昏”对于每一个月份乃至每一个单日而言都是变动差异极大的：无论我们是按“民用暮光结束时刻”（End of civil twilght）还是“自然暮光结束时刻”（End of nautical twilght）定义“昏”，陶寺遗址、殷墟遗址等所在的北纬36度线附近地区其冬至日之“昏”与夏至日之“昏”都会相差2个小时以上，相应的其“黄昏正南中天”赤经位置也将偏差2h即一个星次位以上。那么，我们的祖先对此“黄昏时标不统一”问题是否有简单而实用的改进方法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祖先早已想到了既然星座位置与月份的对应关系可以用“昏建中星”来定义，那么“黄昏正南中天”赤经位置与月份的对应关系同样也可以用“昏建中月”来定义：天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在昼、夜长度大致平分的假设性前提下，月相“上弦”出现之日大致就相当于“昏建中月”之日，该日理论上将出现“当令星座与上弦月同时出现在黄昏正南中天”的景象，所以，假如我们用“上弦月”的位置代替“黄昏正南中天”位置作为观测“当令星座”的参照物，那么由于“上弦月”与“当令星座”的相对位置并不受冬、夏夜长变化之影响，我们最终将获得一个大致上均匀公平而可以实际操作的新“昏建中星”坐标定义。而事实上，对于上述“昏建中星＝上弦月伴星”之定义，我们不仅可以从理论上推知，更可以从数据上求证之：正如图1-8所示，《尚书·尧典》所记“星火以正仲夏”、“星昴以正仲冬”等星象实际上本就是指“仲夏上弦月伴大火星”、“仲冬上弦月伴昴星团”。（按图1-8是用“昏＝民用暮光结束时刻”复原的天象，但假如据《左传·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之数据推算，中国古代的确是有采用“昏＝自然暮光结束时刻”定义天象的。而假如按后一种定义，则此图中的仲夏大火星将更加偏离正南“中天”，完全与《豳风·七月》所谓“七月流火”即仲夏黄昏大火星西流之景象相符，而《尚书·尧典》所谓“星火以正仲夏”在此定义之下除了可用“仲夏上弦月伴大火星”来解释外就别无合理解释了。至于图1-8所设定的年代即陶寺早期城址的年代，一般据碳十四测年及考古分期估作2400～2200BC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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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下限大致与史籍所述的尧、舜年代相当，此处为方便起见取整数2200BC之天象试作复原，事实证明此天象也确实与《尚书·尧典》之记载大致相符。）

[image: alt]


图1-8

而一旦我们理解了早期“虞夏历”原本严重依赖“恆＝实测上弦”，其“星鸟以殷仲春”、“星火以正仲夏”等“昏建中星”月序定义实际都是基于此实测出的，但“商周历”的制历特色恰恰是不取“昏建中星＝上弦月伴星”而直接由“日南至（冬至）”定义其月序，那么我们对“恆”这个实测月相为什么会在商、周王历中被彻底废弃不用就会心知肚明了：毫无疑问，“恆”这个原本主要用来“正月序”、“正季节”的实测月相对于商周历而言早已失去了其历学意义，至于其“平安大吉”的占星寓意则完全可以用虚推月相“月吉≈恆”来代替，所以，商王历最终决定废弃“恆”和“月吉”、周王历虽然恢复了“月吉”但却仍然未恢复使用“恆”是完全有其充足理由的。

西周金文所见“初吉”、“既吉”、“月吉”这三个月相真的都是指与“恆＝实测上弦月”相对应的“虚推上弦月”吗？毫无疑问，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至少在词源学上已经可以肯定这一点：《诗经·天保》之“如月之恆”祝辞足以说明，在中国上古月相体系中“恆＝上弦”是公认最为“吉利”的月相，其字义“恆”本就指平安恆定、太平大吉，故“初吉”等三“吉”只能是指“虚推上弦”。只不过，这三“吉”的起源并不一致，其中“月吉”明显是最古老的虞夏历用语而“初吉”则是周王历的“创新”，因为西周金文中“月吉”仅一见而“初吉”屡见不鲜，很明显“月吉”和“朔”、“朏”等西周官方文献所罕用的诸月相一样都是西周时代的虞夏历孑遗用语，而且“月吉”的组词结构也与《尚书·尧典》中的虚推月相“月正”完全相类（只不过“月吉”和“朏”早在西周时代就被周王历借为己用，而“朔”直到春秋时代才变成周王历的合法用语）。至于“既吉”则很明显是比照“既望”、“既生霸”、“既死霸”等西周月相术语都带“既”字头的格式敷衍而来的，其当然也是出于周王历的“创新”，而“既吉”后来被“初吉”所淘汰则很可能是因为“既吉”这个靠“戴帽子”生造出来的词汇其本身有自相矛盾之处，毕竟“既吉”的字面含义很有可能被歪曲理解为“吉时已尽”，这与“既吉＝月吉”本属大吉大利之日未免有悖。

当然，为了能彻底证明“初吉≈上弦”是唯一正确的而毛苌、郑玄和董作宾等前贤所谓的“初吉＝朔”乃是无据谬传之说（如前述“朔＝既死霸”训终死与“吉”本就相悖），我们最终还必须举出如下这3条过硬的历谱数据。第一条是西周金文《晋侯稣钟》的数据：





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太室……（《汇编·870～885》）





十分清楚，在此条铭文中我们可以由“正月既生霸戊午≈正月月半”而直接推知该年之“六月朔”大致在4.5个月（29.53×4.5≈133日）之后即“六月辛未”左右，而“六月初吉戊寅”与“六月辛未”相隔7日是所谓的“初八”日，与上弦的平均月龄7.4日相比，此数据显然很符合“初吉≈上弦（朔日＋7.4日）”的定义。第二条是《春秋》的数据：





五月乙酉吉，禘于庄公……（《春秋·闵公二年》）





按鲁闵公二年的五月乙酉日就是西元前660年4月24日，查今历易知该日是“子正五月初七”，与该月实际上弦日期“初九”相比误差－2日，再考虑到“乙酉吉”理应是“乙酉初吉”之略语（“初吉”在春秋被略称“吉”亦见春秋金文《[image: alt]
 儿罍》等，参见《汇编·1187》），而“初吉”本为虚推月相并非实测，此误差显然是在正常范围之内，故“吉＝初吉≈上弦”无疑可以得证。第三条是春秋金文《蔡侯盘》的数据：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用作大孟姬嫖彝盘……敬配吴王……（《集成·10171》）





正如李学勤等学者所指出的，此条铭文中的“元年”应指吴王光（阖闾）之元年，因为蔡侯申（蔡昭侯）的元年（518BC）史籍记载蔡国刚与吴国交过战，与铭文所记蔡、吴联姻相矛盾，而吴王光元年“正月初吉辛亥”就是西元前515年12月5日，查今历易知此日属“初八”即上弦之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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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差仅－1日，恰好再次印证了“初吉≈上弦”。（按，除了上述3例最直接的证据，事实上春秋《子犯钟》铭文“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和凤翔1号秦公大墓编磬铭文“唯四年八月初吉甲申”也可佐证“初吉＝虚推上弦”，其详细数据分析参见后文。）

再次，既然我们已经复原出了5种源自虞夏历而为商周王历或民俗历沿用的月相术语：朏＝实测蛾眉新月、月正＝虚推蛾眉新月、恆＝实测上弦、月吉＝虚推上弦、朔＝月尾日≈新月，那么我们要想完整复原出虞夏历的整个月相术语体系就不是什么难事了，因为虞夏历的剩余两种月相术语“实测满月”和“虚推满月”我们是很容易找到的：其一，关于“实测满月”，我们无论是从天文学常识、语言学常识还是人类学常识来看，这个月相术语都应该是个字根级的保留词汇，它在历史变迁中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商周历月相术语“皇（望）”应该同时也是虞夏历的“实测满月”术语；其二，关于“虚推满月”，我们据虞夏历的虚推月相术语“月正”、“月吉”等都用“月＋某”结构组词可以初步推知，前述《礼记·祭义》所见之月相术语“月半”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出自虞夏历的“虚推满月”术语。而由此可见，除了“末月（既死霸）”源自“朔”和“初吉”源自“月吉≈恆”等，商周历的其余几种重要月相概念“生月（既生霸）”、“既望”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可以归结为是源自古老“虞夏历”的。

最后，通过上述分析，既然我们已经厘清了虞夏历和商周历这两大历法体系的渊源关系，那么我们最终就可以得出一份关于中国历代月相术语体系相互继承演变的总体框架图了，其内容可简洁列表如下（表1-3）：

表1-3　中国历代月相术语体系总表（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注：

A．本表凡带★号者为月首日之月相，带☆号者为月尾日之月相。括号内为后世月相术语对照。

B．“虞夏历”之月首日后世由“月正≈朏”改良变为“朔”，为简洁起见表中未予标出。





正如上表所示，刨除一些孤证性的伪造月相（《伪古文尚书·武成》之“哉生明”等）、讹书月相（西周金文之“既死”等）、讹读月相（周原甲骨文之“既[image: alt]
 ”残文被个别学者讹读成月相“既魄”等）、理论推测月相（据文例应有而尚未见实例之“方生霸”、“既哉生霸”等），迄今为止我们在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中所能见到并确认的纪日所用月相术语共计至少有10大类、24种（不计异体通假字差异如“皇＝望”、“[image: alt]
 ＝晦”、“魄＝霸”等）。但不管这些看似杂乱众多的历代月相术语如何百变其身，它们背后所秉承的天文学含义和古汉语含义却都是一脉相承、百世不易的。至于近代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所谓“西周金文月相之谜”在这部更为恢弘的“月相四千年演变史”面前显然已经不值一提了。很清楚，中国月相术语体系的诞生绝不会晚于距今2次岁差之前的“星火以正仲夏”时代或商汤远祖王恆用“恆”字取名的先商时代，而在先商时代两大历法“建寅虞夏历”和“建子商周历”最初颁用之时，中国月相术语的命名规则早已完全确立：其一，在“观象授时”时代，中国的月相术语首先必被分为“晴组”实测月相和“阴雨组”虚推月相，举凡“晴组”实测月相都用单字专字命名即“朏”、“恆”、“皇（望）”，这3种月相在中国历代月相术语中的用法是基本不变的（除了周代曾将“望”进一步区分为“既望”和“月几望”这2例是例外），它们既是当时实测纪日的起算点也是虚推纪日的误差校对点（不过相比古老的虞夏历而言，商周历明显已经摆脱了对实测月相的过度依赖，后者在实际的“观象授时”中是基本只用“皇”而不用“恆”的，“朏”则仅在周王历中偶有出现）；其二，“阴雨组”虚推月相（亦即事前预估性月相）实际又可分两类，其中一类是前述用以定义月尾日的“非视觉月相”，包括商周历的月尾日“[image: alt]
 （晦）”和早期虞夏历的月尾日“朔”（据前文分析可知“朔”在早期虞夏历中的定义是“月正－1日”故既可取为“新月”也可取“新月＋1日”，与后世熟知的“朔＝新月”略有不同），这2种月相由于和实测月相一样都有其独立的月龄对应物，故它们同于“晴组”也被用单字格式命名；其三，除了“朔”和“晦”，其余所有“阴雨组”术语的命名格式都是带“月”字或“霸”字的二字、三字乃至四字复合词，例如早期虞夏历的“月正”、“月吉”、“月半”等3种，商王历的“末月”、“生月”等2种，晚期民间虞夏历的“朔月”、“吉月”等2种（“朔月”见《礼记》等，“吉月”见《论语》），西周王历的“既生霸”、“既死霸”、“方死霸”、“哉死霸”、“哉生霸”、“既霸”、“既旁生霸”等7种（《汉书》引《武成》所谓的“既旁生霸”与晴组的“月几望”相对应都是特指满月夜之前的白昼日，详说参见后文），不过，正如“晴组”月相命名有2个例外的不规则词“既望”、“月几望”，“阴雨组”也有3个例外之词“既吉”、“初吉”和“吉”，这些当然都是周人“改正异械”削足适履的产物（“既望”加“既”如前述是为了区别“夕望”与“望日”，“既吉”加“既”则很可能是为了区别其他“月之吉日”例如占卜所择“吉日”等）。

而一旦我们复原出了中国最早期的月相术语命名规则，那么我们对中国历代历法所使用的月相术语体系之源流演变就会完全了然于胸了。很清楚，中国的月相术语体系自从西元前3～2千纪或更早的时期诞生以来就一直被历代历法所损益继承而从未中断，具体而言其主要奠基者有二：一是早期“虞夏历”的月相术语体系，该体系的特色是“以朏为始、以朔为终”而且重视上弦月相“恆”和“月吉”；二是先商及商代“商王历”的月相术语体系，该体系的特色是“以朔为始”并废弃了“朏≈月正”、“恆≈月吉”等远古“观星授时”的伴生物，此外还创造了“[image: alt]
 （晦）”这个全新的月相术语。而除了这两种可以追溯到先商时代的古老历法，中国后世的各种历法对于月相术语就再无其他实质性贡献了，因为中国月相术语体系的大厦早已建设完毕，它们顶多只能去玩一些局部改换名称的小把戏，例如大名鼎鼎的西周月相术语体系就是如此演绎而来：周人为了标榜自己比殷人更懂“阴晴圆缺”之天意，他们就把商王历的“生月”、“末月”改成了带“雨”字头的文字“生霸”、“死霸”；周人为了显示自己比殷人更加尊重传统文化，他们就把商王历中早就被合理淘汰了的“月吉＝初吉”、“朏”等月相重新弄到自己的“周王历”中凑数；周人为了显示自己用词更精确，他们就把“皇（望）”进一步区分成“既望”和“月几望”等。但是，换汤不换药，周人的这些小小把戏是骗不过历史的眼睛的，正如表1-3所示，西周王历中的诸月相术语相比其前辈们而言其实并没有任何新鲜特别之处。因此，综合上述的逐步分析，我们最终可以得出结论：在商周年代学中历来最令人困惑的所谓“西周金文月相之谜”至此已经可以宣告破解。

注　释


〔1〕
 本文的“西元前”、“西元”及其缩写符“BC”、“AD”皆指国际学术界惯用的“西历”混合纪年及日期，即以“格里历”（Gregorian calendar）之1582年10月15日为界，该日之后（含该日）皆用“格里历”日期，该日之前则采用“儒略历”（Julian calendar）和“外推儒略历”（Proleptic Julian calendar）日期。日期定义一律以北京时间（UTC＋8）为准


〔2〕
 参见Alan Millard, THE EPONYMS OF THE ASSYRIAN EMPIRE 910-612BC, STATE ARCHIVES OF ASSYRIA STUDIES (VOLUME Ⅱ), the Neo-Assyrian Text Corpus Project of the Academy of Finland, 1994.


〔3〕
 参见J. Armstrong and D. Warburton (eds.), Just in Time: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lloquium on Ancient Near Eastern Chronology (2nd Millennium BC), Ghent 7-9 July 2000.


〔4〕
 参见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中国文库），第327—335页。


〔5〕
 本文《合集》皆指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99年。


〔6〕
 本文《集成》皆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殷周金文集成释文》，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另，本文所引金文篇目皆以器名加书名号《》命名，例如《走簋》等。


〔7〕
 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中国文库），第295页。


〔8〕
 按，本文引用古文献虽主要采用简体字，但对“後”等简化易致歧义的文字仍然采用繁体字。


〔9〕
 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中国文库），第253页。


〔10〕
 王焕林：《里耶秦简校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第35—36页。


〔11〕
 常玉芝：《商代周祭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60页。


〔12〕
 参见王宇信：《周原甲骨探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0页。


〔13〕
 参见李立成：《诗经直解》，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14〕
 按，本文所引甲骨文、金文释文凡以*号、＃号或？号标明之单字，皆为原著释文未作隶定之字或者虽已隶定而仍存争议、本文认为有待商榷之字。其中，标*号者为另采别家考释之字，标＃号者为笔者新考证拟释之字，标？号者为商榷待考之字。以上标号仅注明于首次出现之字，同字同释再次出现不予注明。为便于行文和阅读，本文隶定用字一般径从宽式并尽量采用简化字，但简体所无或易混淆之字仍采用繁体字。


〔15〕
 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中国文库），第289页。


〔16〕
 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中国文库），第285—289页。


〔17〕
 王国维：《生霸死霸考》，《观堂集林·卷第一·艺林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19—26页。


〔18〕
 本文所谓“今历”皆指按冬至、朔日之现代天文数据推算的“阴阳历”建正、月序、日序之理论值，凡未特别注明者皆以软件SkyMap Pro v10.0.5为准。读者亦可查其他天文历表或万年历软件自行验算。


〔19〕
 按，本文所引甲骨文、金文之“[image: alt]
 ”为缺字，“[image: alt]
 ”为未释字，“〖〗”内为原字虽缺而可拟补之字。


〔20〕
 参见张培瑜、徐振韬：《试论殷代历法的月与月相的关系》，《甲骨文献集成·第3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
 参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928—929页。


〔22〕
 本文《类纂》皆指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


〔23〕
 本文《英藏》皆指李学勤等编：《英国所藏甲骨集》，中华书局，1992年。


〔24〕
 本文《合集释文》皆指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5〕
 参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36页、1063页。


〔26〕
 参见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485页。


〔27〕
 裘锡圭：《殷墟卜辞中的“（向）”、“（皿）”等字》，《第2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按括号内原字未作隶定。）


〔28〕
 陈初生编纂：《金文常用字典》，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29〕
 方述鑫等编著：《甲骨金文字典》，巴蜀书社，1993年，第21页。


〔30〕
 裘锡圭：《殷墟卜辞中的“（向）”、“（皿）”等字》，《第2届国际中国古文字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3年。（按括号内原字未隶定。）


〔31〕
 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续编·释[image: alt]
 》，第27—30页，虎坊桥大业印书局，1941年。


〔32〕
 董作宾：《方法敛博士对甲骨文之贡献》，《图书季刊》新2—3期，1940年。


〔33〕
 本文所引月食、日食数据凡未特别说明者皆由软件SkyMap Pro v10.0.5计算给出。本文所用的天象复原图亦皆由笔者用该软件绘出。


〔34〕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117页。


〔35〕
 本文《屯南》皆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


〔36〕
 裘锡圭：《释“木月”“林月”》，《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第87页。


〔37〕
 本文《汇编》皆指钟柏生等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


〔38〕
 孙庆伟：《“周公庙新出甲骨座谈会”纪要》，《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20期，2004年3月。


〔39〕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8页。


〔40〕
 张培瑜等著：《中国古代历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中国文库），第252—254页。


〔41〕
 参见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436页。


〔42〕
 李学勤：《夏商周年代学札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0～101页。


第二篇　《春秋》经传所见商周“王历”历数体系的复原

西元前5世纪，在人类世界的西方和东方几乎同时诞生了最早的公开性历史读物——《历史（Histories）》和《春秋》。不过，除了名义上同属广义的史书，这两者就再也没有其他共同点了，因为它们的资料来源和成书目的都完全不同：希罗多德（Herodotus）创作的《历史》主要是来源于他对希腊、近东等地风土民情和历史遗迹的采访报道（因为希罗多德是个旅行家），而孔子师徒编写的《春秋》却完全是节选自鲁国官方的编年档案（因为孔子师徒都是担任过鲁国职官的教育家，他们是既有资格阅读国家档案又有兴趣将之带到民间的始作俑者）；《历史》的成书目的主要是追寻“荷马遗风”即以战争内幕、奇闻趣事等取悦于读者，其本身就兼为文学作品，而《春秋》的成书目的则主要是为了“传道授业”即以天灾人祸、弑君灭国等前车之鉴教育子弟，其性质纯属于历史教材。当然，对今人而言，它们的历史价值也是完全不同的：《历史》所记之游历见闻其最大的学术价值无疑是在历史地理学等方面，而《春秋》所记之编年历日其最大的学术价值无疑是在年代学和天文历学等方面，尤其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商周年代学和商周历法。

正如前文所述，虽然殷墟甲骨文和西周金文等出土文字足以帮助我们复原出商周历法的外在天文学特征，但最终能帮助我们复原出商周历法内部细节的无疑还是《春秋》和《左传》所记载的编年历日数据，因为该数据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唯一一份有绝对年代坐标的商周时代之干支历日数据。相比仍然有待今人去费心重排的所谓“西周金文历谱”或“殷墟卜辞周祭祀谱”，这份数据显然堪称是一份古人早就为我们编排好了的“春秋历谱”，它不仅能为我们提供商周年代学研究的精确起算点——年、月、日、天象俱全的“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而且还能为我们提供商周“王历”的核心数据——置闰法数据和置朔法数据，即《尚书·洪范》所谓的“历数”。当然，由于古文简约且传抄千年，今本《春秋》和《左传》中难免都会有概念混淆和文字错讹之处，所以，我们要精确求解商周“王历”历数数据亦即“商周历”历数数据的工作首先必须从概念辨析和文字刊误做起。

一、《春秋》经传所见“王历”与“非王历”辨析

《春秋》和《左传》所记之“春秋历谱”数据究竟有哪些属于东周“王历”哪些又属于“非王历”？毫无疑问，对商周年代学而言，这个开宗明义的问题是必须最先予以辨析澄清的。而我们要辨析澄清这个问题，其关键前提当然是要搞清楚春秋时代的“非王历”究竟其为何物。而结合前文对中国商周诸历法的源流考证并参考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现在不难推知，春秋年间的“非王历”无非有两大类：“建寅虞夏历”和“建子仿王历”。

所谓“建寅虞夏历”，其源流前文已经论述得很清楚，那就是指上古民间最惯用的历法“夏大正”和“夏小正”。其中，“夏大正”乃是一种中国最古老的历法；而“夏小正”则是指源自“夏大正”的一种改良型历法，其改良的方式是除了保留“岁首建寅”和“占星纪岁”等“夏大正”的外部特征其余实质内容一律改为比照“商周历”行事，例如夏大正“以朔为月尾”改为夏小正“以朔为月首”，夏大正“以星象和季节等非数字名称纪月为主、以序数纪月为辅”改为夏小正“以序数纪月为主、以非数字纪月为辅”等。而这两种“建寅历”的纪月纪日实例我们无论在古文献还是出土金文中都能见到。

例如，《左传·僖公五年》所记周王历“十二月丙子朔”在晋侯与晋人卜偃的对话中就被称为建寅历的“九月、十月之交”，此为春秋时代的晋国曾使用“建寅历”的著名证据，而且，假如再考虑到《春秋》和《左传》明确记有晋历“以朔为月首”的证据（即鲁文公元年的晋历数据“五月辛酉朔，晋师围戚，六月戊戌，取之”，参见下文及表2-3），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确认春秋时代的晋国已经颁用了“夏小正”（正如前述《晋侯稣钟》可以证明西周晚期的晋国本来还在使用“以朔为月尾”的“夏大正”）；而《春秋·僖公十七年》所记周王历“冬十有二月乙亥，齐侯小白卒”被《左传》记作夏正“十月乙亥，齐桓公卒”的事实则可证明，春秋时代的齐国也是使用“建寅虞夏历”的（按《左传》作者把“十二月乙亥”释作“赴”日而非“卒”日的牵强说辞是不足凭信的，姜姓齐国的君主们既然是公认的尧舜名臣“四岳”之后裔即“有虞氏”之遗民，那他们喜欢使用“虞夏历”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

又例如，在已出土的春秋金文乃至战国早期金文中，我们还能见到如下这些貌似“古怪”的纪日铭文：





正月季春元日己丑……（春秋晋国《栾书缶》，《集成·10008》）

唯正月初冬吉……（春秋鄀国《[image: alt]
 儿罍》，《汇编·1187》）

唯正月仲春吉日丁亥……（战国早期越国《越王者旨於睗钟》，《集成·144》）





很清楚，正如李学勤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与商周王历纪日格式迥然不同的纪日明显是出于“夏正”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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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所谓“月季春”、“月初冬”、“月仲春”就是“季春月”、“初冬月”、“仲春月”的倒装结构，它们和《礼记·月令》中的夏历月名“季春之月”、“孟冬之月”、“仲春之月”完全等价（但《春秋》王历之春、夏、秋、冬字样只作分季之用，从无再加孟、仲、季、初等字样细分用作月名的）。至于这些月名前所冠“正”字头则是春秋乃至西周晚期金文中常见的用以区别“王”字头的历制标志词汇，其代表“夏正之月”的含义与周王历中代表“岁首第一月”的“正月”之“正”字完全不同，例如：





唯正二月……（西周应国《应侯见工钟》，《集成·107》）

唯正二月初吉甲寅……（西周吕氏《吕服余盘》，《集成·10169》）

唯正十又一月辛巳……（春秋申国故地《申公彭宇簠》，《集成·4610》）

唯正六月初吉丁亥……（春秋鄀国故地《上鄀府簠》，《集成·4613》）

唯正六月吉日唯己，郑臧公之孙……（春秋郑国《[image: alt]
 鼎》，《汇编·1237》）

唯正五月初吉孟庚……（春秋蔡国《蔡侯钮钟》，《集成·210》）

唯正七月初吉丁亥，昜（唐）子仲濒……（春秋唐国《唐子仲濒鈚》，《汇编·1210》）





显然，结合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我们不难判断，上述铭文所谓的“正某月”其实就是与“王某月”对立的虞夏历纪月格式，所谓“正”其实就是指“百王所同”的“夏正”，因为《史记·货殖列传》早就告诉我们“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应、吕、申、鄀、郑、蔡、唐等国所在的汝颍流域和南阳盆地附近地区本就是夏遗民的老巢，这与考古发现该地区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夏文化）”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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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事实也完全吻合，可见应、吕、申、鄀、郑、蔡、唐以及同属此文化圈的陈、许等国本就应该最习惯使用“正某月”即“夏正”纪月。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诸国中的“唐国”事实上就是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始封地：《左传·定公四年》有云“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此号称“夏虚”之“唐”显然就是《唐子仲濒鈚》所见今枣阳附近之姬姓唐国，因为枣阳属汉代南阳郡正是“夏人之居”即“夏虚”之一，该地东达淮夷之地而西接庸、卢、群蛮，故须“疆以戎索”（西周金文称“淮夷”为“淮戎”，其他异族亦可泛称“戎”，参见《集成·2824》之《终方鼎乙》等），至于“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的意思就是“怀柔九姓土著臣民、职管五大政务机构”，其义与北狄之“隗”姓无关（旧说“怀”通“隗”，但《左传》中的“隗”姓从不写作“怀”）。而由此可见，旧说一般认为唐叔虞被始封于汾水流域乃是严重的误解，因为汾水诸国在武王克商前就早已臣服周王朝且从未叛乱被灭，其明显有违《左传·昭公元年》记载的史实“成王灭唐而封大叔”，而南方的枣阳唐国则很可能是《逸周书·作雒解》中周公“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中的一国，该国先参加管蔡叛乱被周公所灭、后被成王封给唐叔完全与史实相吻合：周公东灭奄而封鲁侯、北灭武庚而封卫康叔封、南灭熊盈十七国而封唐叔虞，这理应就是《左传·定公四年》所谓“三叔”之封的真实历史背景。总之，事实很清楚，无论是唐叔虞的南方旧封地“夏墟”唐国还是晋侯燮父的北迁新封地“虞墟”晋国，唐叔虞家族所统治下的人民对于“虞夏历”的喜爱偏好都是渊源深厚无法动摇的。（按《左传》记载的“汉阳诸姬”之唐国虽然也曾参与楚国伐晋之战，但这却并不足以否定晋、唐两国的同源关系，因为唐惠侯所伐之晋国本是源出自曲沃桓叔，其起家是靠弑杀晋孝侯等四任合法晋侯后篡国而来，而唐国与晋孝侯家族才是“同宗”，其对曲沃家族是有理由鄙视乃至仇视的。关于唐国位于今枣阳附近的证据参见《汉书·地理志》之南阳郡“上唐乡，故唐国”条以及《集成·3984》所录枣阳县出土的唐国铜器《陽飤生簋盖》，“唐”字金文写作“昜”、“陽”等。）而除了上述的“夏虚”诸国，《史记·越世家》也同样告诉过我们“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越国王室既然声称自己是夏遗民，那么他们喜用“正某月”即“夏正”纪月也同样合情合理。此外，由于“秦晋之好”等地缘关系，始终处于晋国文化辐射影响下的秦国也是“夏正”的主要通行地区，我们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的秦宣公末年“初志闰月”云云可知，秦国很可能是从秦宣公末年（664BC左右）开始就正式颁用“夏正”历法了，因为“商周历”是只用“十三月”、“十四月”不用“志闰月”的，况且“闰月”一词最早就见于《尚书·虞书·尧典》，很明显它和“仲夏月”、“仲冬月”一样都是古老“虞夏历”的标志性纪月术语（按秦国虽然在战国时改用了“以孟冬十月为岁首”的“建亥颛顼历”以象征五行之“水德”，但其月序却依旧在使用“建寅夏正”即“以寅月为正月”）。

总之，事实证明，在史载与考古都指认为虞、夏遗民或虞、夏文化占优势之区，无论是中原的晋国、齐国、颍川南阳诸国还是偏远的越国、秦国，“建寅虞夏历”始终都是“建子商周历”难以战胜的对手：一方面，由于吕、申等古国并非周王朝所新封而是延续自先周时代，其国君作为周王之盟友一直自称“吕王”、“申王”等（参见《集成·9630》之《吕王壶》等），所以其在整个周代一直自颁古老的“虞夏历”乃是题中应有之义（至于越国等从未臣服周王之国就更不用说了）；而另一方面，对于晋、齐、许、应、陈、蔡、杞、郐（郑）、唐等主要由虞、夏遗民组成的诸侯国，其在西周时代常将周王历的“王某月”减去2月折算成虞夏历的“正某月”以便从其旧俗（《诗经》中的周人自己其实也是这样推算“卒岁”的）、到了春秋时代则更是径自改良颁行“夏小正”，这也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按春秋时代最早有实力操纵周王室的是晋、郑两国即《左传》所谓“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其次是齐庄、僖之“小霸”和齐桓公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所以“夏大正”被改良为“夏小正”最有可能是从晋、郑、齐三国之一开始的，至于陈、蔡、杞、许等小国在春秋时代或者继续使用“夏大正”，或者较晚才仿效晋、齐改用“夏小正”，总之它们很少有可能是“夏小正”新历制的始作俑者）。当然，在此有必要指出，除了“夷夏参半”的越国以及某些被楚国兼并了的仆从小国，春秋时代的上述地区对“周王历”仍然是兼而用之的（例如齐国金文《庚壶》的“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纪日、晋国金文《子犯钟》的“唯王五月初吉丁未”纪日等），毕竟这些大小诸侯国的政权合法性都是源自周王室。

而所谓“建子仿王历”，则是指一种与商周“王历”历制相同但其观象与占候数据另行自测、授时数据另行自颁的历法。显然，与“夏小正”不同，此类历法的出现主要是由政治变革因素（诸侯打破天子的“颁正朔”垄断权）而非历法变革本身造成的。而综合先秦文献与出土文字中的证据来看，周代后期曾自行颁用“建子仿王历”的国家目前所知至少有三个：楚、吴、卫。当然，上述诸国的历法既然都是按照其本地的占候数据独立自定的，那它们的具体正朔数据也必然是互不相同、各有特色的，例如楚国历法以“岁首建亥偏多”为特色、卫国历法以“岁首建丑偏多”为特色等等，其具体证据可归纳如下。

首先，关于楚历，我们知道在当代学术界最流行的观点是“楚历建亥”，因为，在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秦简《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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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楚地的秦国官吏确是按公式“楚历月序＝秦历月序＋3月”即“楚一月建亥”推算楚历的：“（秦）四月楚七月……（秦）五月楚八月……（秦）六月楚九月……”。但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楚国作为战国时代最守旧、最改革不彻底的政权其历法很有可能还保留着商周“观象授时历”旧制，那么我们仅凭上述记载是并不足以推知“楚历建亥”的，因为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等出土资料早就告诉我们战国后期和秦帝国时代的秦历乃是一种“推步历”，而岁首固定的“推步历”与岁首摇摆的“观象授时历”之间其岁首数据折算只可能是近似的而非绝对一一对应的。换句话说，假如战国楚历真的属于“观象授时历”，那秦简《日书》的数据就只能证明“楚历多建亥”而非“楚历＝建亥历”。那么，战国时代的楚历除了“建亥”之外是否也有岁首月摇摆而“建子”之案例？很幸运，这种案例证据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找到，那就是战国楚墓出土的“包山楚简”。“包山楚简”如知共记载有七个岁名，其中有四个岁名其年份还是前后相继并附有大量月序、日干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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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结合相关史料，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四个“岁”的历日数据复原成如表2-1之简明历谱：

表2-1　包山楚简历谱的复原（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注：本表仅节选了原简的部分关键历日，楚历月名释字参考了其他楚、秦简牍资料。





显然，在表2-1中，我们不难发现战国楚历的岁首仍然是具有“观象占候授时历”之摇摆游移特征的，其岁首月除了较多“建亥”外仍然存在楚怀王廿一年（308BC）那样的“建子”之案例；此外，战国楚历在实际使用中往往被掺入虞夏历元素这一点其情形也与周王历颇为类似：正如表2-1所示，楚人凡以“岁”纪年之时虽然其月序并非以“建寅月”为首但其岁首却是从“建寅”起算的，而这与《豳风》中周人所谓的“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云云完全类似，而战国楚历杂用“八月”等数字月名和“刑夷之月”等非数字月名的纪月法也与《豳风》杂用数字月名“七月”和非数字月名“蚕月”的习俗相类似。（按，“包山楚简”的整理者将表2-1中的四个年份推算作319BC～316BC是明显有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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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大司马悼滑[image: alt]
 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史有明载：《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秦国“昭王元年，樗里子将伐蒲”，《战国策·宋卫策》亦云“秦攻卫之蒲”，“郙”通“蒲”，可见，楚简所谓“大司马悼滑[image: alt]
 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就是秦昭王元年即西元前306年，该年秦国攻卫国之蒲而楚国救蒲；至于此年的前一年307BC“东周之客鄦[image: alt]
 归胙于栽郢之岁”史料亦有所提及，《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云“秦使甘茂攻韩，拔宜阳……游腾为周说楚王”，《史记·六国年表》列“拔宜阳”在秦武王四年即西元前307年，可见，东周之客“鄦[image: alt]
 ”就是“游腾”之别名，“腾”与“[image: alt]
 ”古音可通为其人之私名，“鄦”为其人之祖籍或封地名，“游”为其人之族氏，该年“东周之客鄦[image: alt]
 ”假借“归胙于栽郢”之外交理由出使楚国，但其真实目的则是“为周说楚王”。）而一旦我们证明了战国楚历乃是一种中国历史中被沿用至最晚的“仿周正建子历”，其真正的岁首建正数据乃是“建子月±1月”范围内的“楚历多建亥”而非“楚历固定建亥”，那么我们对由此上推的春秋乃至西周晚期之楚历必然也属于“仿周正建子历”就很能理解了：例如，《春秋·昭公八年》记“冬十月壬午，楚师灭陈”，而《左传》则把该事记作“冬十一月壬午，灭陈”，很明显，此处的楚历“十一月壬午”相当于周王历的“十月壬午”（534BC-10-17），该年楚历“建子”而周王历“建丑”；又例如，《春秋·昭公四年》记周王历“十有二月乙卯，叔孙豹卒”足以表明该年周王历“建子”，所以，该年《左传》所记“楚子以诸侯伐吴……使屈申围朱方，八月甲申，克之”明显应属于楚历之纪事，因为该年之“八月甲申”（538BC-7-12或538BC-9-10）不是属于“建亥”就是属于“建丑”必与周王历无关，而综合上述数据及楚国金文中的“十四月”证据（见下文）我们不难推知，春秋时代的楚历其岁首月同样是摇摆于“建子月±1月”之间的，其属于“建子仿王历”的特征十分明显。要之，事实证明，楚历作为楚国僭越称王的标志物之一，其历日数据除了能体现出楚国气候偏暖、岁首建亥偏多的地域特色外，其整体历制结构与“周王历”并无不同，而楚国王室之所以要刻意模仿“周王历”，其目的完全是为了体现楚王与周天子一样也拥有“颁正朔”之政治特权、楚王与周天子是平起平坐的（但楚国也是兼用“虞夏历”的，例如前述《申公彭宇簠》、《上鄀府簠》其实都是楚国之器）。

其次，除了楚历，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吴国历法也是一种僭越称王的产物：正如前述，《蔡侯盘》记载的吴王阖闾元年之历日数据“元年正月初吉辛亥”（515BC-12-5）可以证明吴历也可“建子”但其岁首不尽相同于周王历（据《春秋·昭公二十八年》“秋七月癸巳”及《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等数据可以推知吴王阖闾元年周王历实际“建丑”与吴历该年“建子”不同），因此，基于以上数据并考虑到姬姓吴国本就是出自于姬周王室之史实，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春秋时代的吴历也是一种模仿周王历的“建子仿王历”，而且，由于吴国和楚国一样都是偏处南方之国，我们还可初步推测吴历也应是以偏多“建亥”为特色的（关于这一推测希望将来有更丰富之证据可以充分证实之）。

再次，正如前文所述，春秋时代有一种历法虽然貌似与“楚历多建亥”完全相反但其实却与楚历属于同类，那就是以“卫历多建丑”为特色的卫国历法。关于卫历的岁首建正数据，目前我们可知的有如下几条：其一是《春秋·成公二年》“八月……庚寅，卫侯速卒”，《左传》记作“九月，卫穆公卒”，对比该年“六月癸酉”等其他周王历“建子”历日可知，该年的卫历“八月庚寅”（589BC-8-14）应该相当于周王历的“九月”，该年卫历“建丑”而周王历“建子”；其二则是《左传·哀公十五年》“大子蒯聩……在戚……闰月，良夫与大子入”，《春秋》记作“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于卫”，很明显，此处《春秋》用的是周王历而《左传》用的是卫历，而“（鲁哀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480BC-12-29）明确显示周王历该年“建子”，故此处卫历的“闰月（十三月）”等价于周王历的翌年“正月”恰好可以证明鲁哀公十五年（480BC）卫历必定“建子”而鲁哀公十六年（479BC）卫历必定“建丑”。因此，综合以上2条记载中的3个卫历岁首数据（2个“建丑”、1个“建子”），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春秋时代的卫历确实是一种以“卫历多建丑”为特色的“建子仿王历”，其岁首建正和商王历、周王历、楚历、吴历等一样都是摇摆游移于“建子月±1月”之间的。只不过，与楚历和吴历的非法僭越稍有不同，卫国历法的独立颁行是周王室所正式认可的，是周平王东迁后怀柔强大诸侯的结果：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卫）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显然，卫国在周平王时代一度曾和晋国、郑国一起成为操纵王室的三大诸侯（而且其“公”的称号更是凌驾于晋侯、郑伯之上），而参照晋、郑二国都从此自行颁历之事实，卫国理应也是由此获得自行颁历特权的，只不过晋、郑以虞夏遗民为主故自颁了“改良版虞夏历”而卫国以殷商遗民为主故自颁了“改良版商历”（当然这三国也都是兼用周王历的）。而卫国地处偏北、偏寒导致的“卫历多建丑”特征到了春秋晚期就被讹传成所谓“殷历建丑”了。（按“改良版商历”相比“虞夏历”其政治象征意义是颇不相同的，因为其属于“仿王历”之一种，原本只有“大邑商”、“大邦周”有权颁行，其他小邦诸侯最多只能自颁民用性“虞夏历”，故任何诸侯国要自颁此历难免有对抗周王的嫌疑，所以假如不是周平王东迁时有求于卫国之机缘巧合，再加上姬姓卫国并不像子姓宋国那样有复辟殷商的嫌疑，卫国人本来是很难从周王那里获得自颁“改良版商历”之特权的。而相比起来，《春秋》和《左传》中的宋国历日与周王历并无明显矛盾，所以春秋时代宋国究竟是否曾自颁“宋历”迄今还是一个未知之谜。但无论如何，即使宋国真的曾试图复辟殷商旧制自颁“宋历”，那它也顶多是一种不被中原诸侯所认可的非法僭越之物，而且考虑到宋国的地理纬度和气候都与东周王城相类似，“宋历”也必定是以“建子居多”而非“建丑居多”为特色的，故其与“殷历建丑”传说也必定无关。）

而一旦我们厘清了春秋时代各种“非王历”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对《春秋》和《左传》中的诸多编年历日就可以建立起初步的分类研究标准了。首先，对于《春秋》这部几乎每年都以“王某月”开头的编年史，我们是无法否认“周王历”在其中的主导地位的，毫无疑问，《春秋》作为鲁国官方文档而主要使用“周王历”这一事实足以证明，春秋时代鲁国的官方历法就是“周王历”而非某些学者所谓的子虚乌有之“鲁历”，鲁国在王权衰微的年代仍然尊用周王“正朔”恰是其自命“文王之昭”、“礼仪之邦”的最好体现。其次，《春秋》纪事虽然以“周王历”为主，但事实告诉我们即使刨除某些讹误历日《春秋》中仍然是有部分“非王历”纪事存在的。例如，在前述陕西凤翔1号秦公大墓出土的编磬铭文中有如下的纪日：





唯四年八月初吉甲申……天子燕喜，共桓是嗣……





显然，这17个字足以证明，此墓主人乃是秦共公之孙、秦桓公之子秦景公，磬铭所记时间则是“天子”周景王四年（即秦景公三十六年）八月初吉甲申（541BC-7-27初八上弦），该年周王历的岁首月“建子”，而由此对照同年的《春秋·昭公元年》“六月丁巳，邾子华卒”，我们不难发现此处《春秋》所记“建丑”历日“六月丁巳”（541BC-6-30）并非源自“周王历”而是源自曹姓邾国之“邾历”（按，某些学者将此磬铭释读作“秦景公四年”是不正确的，因为查今历易知秦景公四年倘若有“八月甲申”那其月相必非“初吉≈上弦”
〔6〕

 ）；又例如，《春秋·桓公十二年》所记“八月壬辰，陈侯跃卒”也明显与“秋七月丁亥，公会宋公、燕人盟于谷丘”等四条同年历日互有矛盾，很清楚，《春秋》此年记鲁君“盟于谷丘”用的是鲁国官历“周王历”而记“陈侯跃卒”用的是“陈历（虞夏历）”，该年（700BC）周王历“建丑”而陈历“建寅”。而由此可见，某些学者为了推算简便而假设《春秋》所记之历日全部属于同一种历法那其实是很不严谨的。其三，与《春秋》中存在“非王历”类似，《左传》中的纪事早就被学术界公认是杂用各国“非王历”的，只不过，相比《春秋》而言《左传》采用“非王历”的比例明显更多，因为《春秋》的主题是鲁史而《左传》的主题却是列国杂史。其四，既然《春秋》和《左传》的编年历日都是“王历”与“非王历”的混合体，那么我们最终识别并验算“春秋历谱”数据的方法就只能是逐条按其国别具体分析而不是笼统地按其是出自《春秋》还是《左传》来区分“王历”与“非王历”了。一方面，对于“春秋历谱”的核心“东周王历”数据，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指《春秋》和《左传》中所有带“王某月”字样之历日（个别讹误除外）或者主述周、鲁、滕三国纪事之历日，因为上述三国在春秋时代的官方历法都是“周王历”：周、鲁用“周王历”自不必说，姬姓滕国我们无论从其血统还是地域来看都是与鲁国十分接近的，而且《春秋》和《左传》所记滕国历日并无与周王历矛盾之处，故我们在没有找到反证之前基本上还是可以将滕国历日视同“周王历”历日的（事实上除了鲁、滕二国，当时还有曹、郜、郕等姬姓小国理应也是独尊“周王历”的，只不过今本《春秋》和《左传》并未提及她们的历日而已）。而另一方面，对于“春秋历谱”中的“非王历”数据，我们除了依靠其纪事的国别提示外还必须按照其是否与“周王历”数据互为矛盾、互相独立来最终确认，因为正如前述，春秋时代的诸侯国绝大多数是兼用周王历的，而楚、吴、越等僭越称王之国纵然其本身不用周王历但其纪事历日被写入《春秋》和《左传》时仍然有可能被中原各国史官换算成周王历，所以，对于《春秋》和《左传》所记行“夏正”的晋、郑、齐、秦、陈、蔡、杞、越、许、宿、邾诸国以及行“仿商周正”的卫、楚、吴诸国之纪事历日，我们目前仅能确认其中的一小部分是真正属于国别明确之“非王历”的（参见表2-2），至于其他大多数与周王历难以区分之上述诸国之历日，在新的证据出现之前我们就只能对其暂作存疑了。

表2-2　《春秋》和《左传》所见春秋时代各诸侯国使用的历法

[image: alt]


注：本表中的★号代表该国之“常用历法”，☆号代表该国之“兼用历法”。

本表之“虞夏历”不包括“隐性虞夏历”。

二、《春秋》所记“十有三月”和“十有四月”的复原

除了“王历”与“非王历”的概念描述简约含混，今本《春秋》中的另一大阅读障碍就要数“闰月缺失之谜”了。统计显示，今本《春秋》的242年编年史料中共有约650条标明月序的纪事，但这其中却仅有2条“闰月”纪事，闰月出现比率仅为2/650＝0.3％，这显然远远低于正常的统计比率（阴阳历以19年7闰计其“闰月”出现比率平均应为7/235＝2.98％）。更何况，即使就这仅有的2条“闰月”纪事而言，它们也不是出自正式格式的周王历纪月，事实上它们一条是源自齐国的夏正历纪月（《春秋·哀公五年》“闰月，葬齐景公”）另一条则是无关纪月的非专有名词（《春秋·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按此“闰月”理应解释作“置闰之月”即专有名词“十三月”之俗称，因为正如同年《左传》所云“不告闰朔，弃时政也”，此条文字意在描写“告闰”之礼制，而“告闰”是不能说成“告十三”的）。显然，只要我们用此更为严谨的定义去重读《春秋》，其结论将会是惊人的：就周王历名义下的纪事而言，“今本《春秋》中没有闰月”。那么，对这个十分反常的“《春秋》闰月缺失之谜”，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破解？毫无疑问，对比于西周金文中常见的“十又三月”纪月证据，我们最可能想到的谜底答案就是：《春秋》中的周王历本就不用“闰月”字样而是用“十有三月”字样来纪事的，今本《春秋》之所以不见“十有三月”字样，那完全是因为其被后世不谙古历的传抄者讹抄或臆改成“十有二月”字样了，毕竟，“三”讹为“二”乃是中国古籍中最最常见的文字讹误。

那么，今本《春秋》中真的存在“十有三月”被讹作“十有二月”的证据吗？十分幸运，这样的证据时至今日依旧是清晰存在的。例如，今本《春秋》所记载的如下这条日食历日就是很过硬的例证：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春秋·昭公二十二年》）





很清楚，由于鲁昭公二十二年“癸酉日食”的日期在现代天文学的数据中是明确已知的——西元前520年11月23日，而“十有二月癸酉朔”作为一条“建丑”的历日不仅与《春秋》同年所记“四月乙丑”（520BC-3-20）的“建子”历日自相矛盾而且还与《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记的“王二月甲子”、“五月庚辰”、“六月丁巳”、“秋七月戊寅”、“八月辛酉”、“冬十月丁巳”、“十一月乙酉”、“十一月己丑”、“十二月庚戌”等9条“建子”同年历日都不相符，所以我们有10比1的压倒性证据可以证明今本《春秋》中的“十有二月癸酉朔”历日必定有讹误，其原文理应书作“十有三月癸酉朔”。此外，除了“癸酉日食”，我们知道今本《春秋》中其实至少还有2条“十有二月”历日同样可以被证明是“十有三月”之误。其第一条见于《春秋·僖公元年》：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帅师败莒于郦……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春秋·僖公元年》）





很清楚，此年七、十、十二月共3条历日都是出于采用周王历的鲁国纪事，但“秋七月戊辰”（659BC-7-31）和“冬十月壬午”（659BC-10-13）这两条“建丑”历日却明显与“十有二月丁巳”这条“建子”历日存在矛盾，所以，考虑到以上证据之间的2比1比例以及“秋七月”、“冬十月”的文字抄讹概率相对较小，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此条“十有二月丁巳”乃是“十有三月丁巳”（658BC-1-16）之讹。其第二条则见于《春秋·僖公八年》：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春秋·僖公八年》）





按此条历日在今本《左传》中记作“闰月，惠王崩”但被误置入僖公七年，刨除《左传》的编年错误后两相对比，我们不难发现此处《左传》所谓的“闰月＝十有三月”与《春秋》所谓的“十有二月”理应是指同一个月份（周惠王驾崩之月），此处《春秋》的历日明显有抄讹，其被抄讹前的原文理应作“十有三月丁未”（652BC-11-30）。

《春秋》中真的缺少“闰月”纪事吗？毫无疑问，通过以上3条《春秋》“十有三月”证据的举证，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可以复原出“《春秋》闰月缺失”背后的诸多真相。首先，事实证明，春秋时代的东周“王历”仍然是沿用西周“王历”之“十有三月”置闰旧制的，而《春秋》作为鲁国官方“史记”的节选其本身也从未缺乏“十有三月”的相关记载：综合上述3条“十有三月”证据以及《春秋·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实际暗指“王十有三月鲁文公不告朔”，我们现在知道《春秋》中的周王历“十有三月”纪事远在4条以上（事实上在今本《春秋》的58条“十有二月”记载中除了上述3条外很可能还有若干条原本也是“十有三月”之讹，例如下文即将要论及的《春秋·隐公二年》之“十有二月乙卯”就很有可能是“十有三月乙卯”之讹），而再加上《春秋·哀公五年》的齐国夏正历“闰月”纪事，《春秋》原文中的“十有三月”和“闰月”总数大致应在5～10条左右，相比650条纪月总数其出现频率基本接近正常值。其次，春秋时代的东周“王历”虽然仍以“十有三月”作为正式纪月术语，但《春秋·文公六年》“闰月不告月”的记载却表明在日常生活中周、鲁等国的人们早已越来越习惯用虞夏历术语“闰月”来代指周王历的“十有三月”了，毕竟，商周“王历”和虞夏历的互相渗透融合乃是商周时代中国历法演变的总趋势，而鲁国正史用“闰月”代指“十有三月”的做法以及孔子建议鲁国“行夏之时”的提法无疑都是这种大趋势的具体表现。再次，除了《春秋》，我们知道在今本《左传》中确实是不见“十三月”纪事而仅见7条“闰月”纪事的（不计文公六年与《春秋》重复之条）。不过，与《春秋》不同，《左传》的作者乃是战国时人氏，故其所谓“闰月”往往并非原文字而是“翻译”自春秋各国史料之“十有三月”以顺应战国时代之用语习惯的（这就像《春秋》之“荆”字《左传》一律“翻译”作“楚”一样）：例如前述《左传》所谓“闰月，惠王崩”就是“翻译”自复原版《春秋》之“十有三月丁未，天王崩”的，而《左传·昭公二十二年》所谓“闰月……王师军于京楚，辛丑，伐京”其历日也明显与前述复原版《春秋》之“十有三月癸酉朔”（520BC-11-23）相吻合，该年所谓“闰月辛丑”理应是“翻译”自“十有三月辛丑”（520BC-12-21）。要之，今本《左传》中的7条“闰月”除了有1条可确认为晋国的“夏正历”原文外（《左传·襄公九年》之晋国纪事“闰月戊寅济于阴阪侵郑”），其余诸条皆为“翻译”或引用非官方文献之结果：《左传·成公十七年》所谓“闰月乙卯晦”、《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谓“闰月戊辰，杀宣姜”和《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所谓“闰月，公如越”明显都是对周王历“十有三月”的通俗化“翻译”（按鲁昭公二十年周王历“建亥”有“日南至”为证，而该年“闰月戊辰”若以卫历计算同样必为“建亥”，故此条历日即使本属卫历也可视同周王历数据，至于此条“闰月戊辰杀宣姜”旧说或谓指年中置闰“闰八月”已有学者辨明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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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不赘述），而《左传·哀公十五年》所谓“闰月，良夫与大子入”如前所述乃是对卫历“十有三月”的“翻译”。至于《左传·文公元年》所谓“于是闰三月，非礼也”云云，则更是纯粹属于《左传》作者的臆测之辞：很明显，由于《左传》作者误把《春秋》所记该年的历晦日食“二月癸亥，日有食之”理解成历朔日食（日食数据参见表2-3），所以他才得出了该年周王历在“二月癸亥”和“四月丁巳”之间必有一个“闰三月”的错误结论。（按，“闰月”一词虽然是战国时代的习惯用语，但战国时代的推步历严格说来也并不是用“闰月”作为正式纪月术语的，例如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魏户律》就记载有魏国的官方纪月术语“廿五年闰再十二月丙午朔”，可见“闰月”在战国时代其实是“闰再十二月”的简略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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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由此亦可见，中国上古历法的“闰月”与“再月”之含义是完全不同的：“再月”的含义是指连续两月月名相同而须加“再”字以作区别，例如上述魏历之“十二月”与“再十二月”，又例如虞夏历按“星鸟以殷仲春”等星象定义的月名也有可能出现连续两月重名而必须区别称之为“仲春月”和“再仲春月”；但“闰月”的含义在战国之前则是专指年终“第十三月”的，譬如虞夏历的“建寅”某年即使出现了“仲春月”和“再仲春月”，但在月序上“仲春月”和“再仲春月”依然分别属于该年的“二月”和“三月”而非“二月”和“闰二月”，而“闰月”则是指该年的末月“季冬月＝十三月”而非“再仲春月”。）

最后，除了上述几条“十有三月”，今本《春秋》其实还能帮我们复原出一条隐性的周王历“十有四月”数据，其相关文字如下：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春秋·隐公二年》）





很清楚，查今历易知鲁隐公二年（721BC）是不可能同时有“八月庚辰”和“十有二月乙卯”的，这两条同属鲁国纪事的周王历历日必有一误。而在校勘学上，“十有二月乙卯”相比“秋八月庚辰”其文字抄讹的可能性明显要大许多：“十二”与“十三”互误或“乙卯”与“己卯”互误都是较常见的字形形近互讹，尤其是“二”、“三”互讹乃是汉字文献中抄讹概率最高的。而经刊误后的“八月庚辰”（721BC-7-8）和“十有三月乙卯”（721BC-12-10）或“十有二月己卯”（721BC-11-4）在“建子月±1月”的范围内都只能是“建子”的历日，该年只有连置双闰月“十有三月”和“十有四月”才能使翌年鲁隐公三年“建丑”，而鲁隐公三年（720BC）的“建丑”是由该年著名的“二月己巳日食”（720BC-2-22）验证了的，所以，《春秋》所记鲁隐公二年“秋八月庚辰”和鲁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结合在一起无疑是一条东周王历存在“十有四月”的重要证据。那么，中国的殷商、西周、春秋时代真的存在过“十有四月”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下列这些证据就会明白了：





辛巳卜贞：雀受祐。十三月……[image: alt]
 [image: alt]
 卜：烕缶？
 ……冬，十三月……缶。十四月。（殷墟甲骨卜辞，《合集·21897》）

戊午卜冎贞：王宾大戊戠无咎。在十四月。（殷墟甲骨卜辞，《合集·22847》）

癸巳，戒赏小子[image: alt]
 贝……唯戒命伐人方[image: alt]
 ……在十月四。（商代《小子[image: alt]
 簋》，《集成·4138》）

唯十又四月，王淉，大[image: alt]
 求（祷）*
 ，在成周，咸求。王呼殷厥士眉＃
 （贿）叔夨以絅衣、车马、贝卅朋……（西周《叔夨鼎》，《汇编·915》，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出土。）

唯十又四月，王在侯[image: alt]
 ，邓公作旅簋。（西周或春秋《邓公簋》，《集成·3858》）

唯十又四月既死霸壬午，下鄀雍公缄……（春秋楚国《鄀公缄鼎》，《集成·2753》）





显然，基于上述6条绝非孤证的出土证据，中国的商、西周、春秋时代诸历法曾经设置“第十四月”这一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按《鄀公缄鼎》的器主“下鄀雍公缄”是楚国之下鄀县县公，该器历月未冠以“正”字说明其未用虞夏历而必属楚历，因为春秋之楚国只兼用虞夏历和楚历两种历法前文已述。）而上述证据既然证明了商王历、西周王历和春秋楚历中都有“十四月”的真实存在，那么《春秋》中的东周王历作为西周王历的继承者和春秋楚历的同时代、同类型历法（如前述楚历其实就是一种“仿周王历”），其允许使用“十有四月”来调节岁首就完全是题中应有之义了。总之，相比“十三月”，考古和文献所见之“十四月”虽然总数要少很多，但这并不能证明“十四月”的孤证可疑而恰恰更能证明“十四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十四月”按照“观象占候授时历”的定义本就应该在极少数气候变化异常的年份中才会被设置（假如“十四月”在甲骨文、金文中到处出现那才是真正的怪事）。

三、《春秋》经传所载历朔数据的“观象授时”特征

《春秋》中所用的历法究竟是一种“观象授时历”还是杜预、王韬等用“推步术”推算出的“春秋长历”？毫无疑问，在辨析澄清了《春秋》中最常见的历法乃是“周王历”而非“鲁历”、《春秋》中最常见的置闰术语乃是“十有三月”而非“闰月”之后，这个关于“推步术”的问题就成了我们正确解读《春秋》历日数据所要破除的最后一个障碍了。

《春秋》中的历法怎么可能是“推步历”？显然，对于任何稍有历法常识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值一驳的：正如前述，“推步历”的基本特征乃是“岁首建正固定”，但《春秋》中的周王历岁首却是摇摆于“建子”、“建丑”、“建亥”之间的，而且其“十有四月”的独特设置更是任何岁首固定的“推步历”所绝难容忍的；“推步历”的月内纪日特征乃是“以朔纪元不用其他月相”，但《春秋》中却是“朔”、“吉”等月相并用的，何况出土的春秋金文中还有大量“初吉”、“月吉”等月相纪日存在。但是，古今某些学者为了要牵强证明“推步历”的所谓“古已有之”，他们常会用如下的“削足适履”式理论来作假设性争辩：例如，按照清末学者王韬及其现代赞同者的假说，《春秋》中的历法虽然还未采用“四分历”那样的“岁实”数据（365.25日）去推步出固定的岁首建正，但该历法却早已经能够用某种固定的“朔策”数据去连续推步出所有月份的朔日了，而且据说这种“朔策”数据居然比后世的“四分历”还要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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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春秋》中的历法纵然不能算是一种完整版的“推步历”那也至少能算是一种“半推步历”了。而王韬及其赞同者将今本《春秋》的某些历日人为选出并敷衍成为“春秋长历”或所谓“春秋鲁历”其所依仗的基本论据唯有一条，那就是所谓的“《春秋》书朔晦都较合天，《左传》新增多为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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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他们的这类理论常可以先则无视《左传》数据而斥之为后人伪改，再则无视《春秋》中的大量“不合天”、“不合推步”数据而一概斥之为“月日有误”，从而最终完成其所谓“步朔准确”的数据挑选工作。

那么，《春秋》所记的晦、朔等月相数据真的“都较合天”很少“先天”（误差－1～－2日）或“后天”（误差＋1～＋2日）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事实上，正如表2-3所示，今本《春秋》所记的实际晦、朔、日食（日食必发生在朔日）数据经刊误考证后至少可得42条，其和《左传》补记的19条晦、朔数据一样都是“合天”、“不合天”参半的：例如，在今本《春秋》中经刊误后可验证的周王历“日有食”数据共计33条（另有1条楚国日食不计），其中书作“朔，日有食之”即“合天”的仅有24条，其余“不书朔”的9条日食中有4条是明确可推知必发生于周王历之晦日即“后天”1日的（例如《春秋·文公元年》之“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由“四月丁巳”可推知“二月癸亥”必为历晦日），而另外5条循此“日食不书朔＝非历朔”之例则可推知其当为历朔设置“先天”1～2日之日食记录（例如《春秋·襄公十五年》所谓“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实为西元前558年5月31日，该日既未被书作“历朔”又不可能是周正八月之“历晦”故其必为“历初二”或“历初三”，而结合上年数据“三月乙未朔”以及无连小月原则我们最终可推知该日实为“历初二”）；又例如，今本《春秋》所记非日食之晦、朔数据共计8条，刨除鲁僖公二十二年“十有一月己巳朔”这1条不能确定是“周王历”还是“宋历”（但此条同样“后天”），其余7条周王历晦、朔中同样有1条“先天”和1条“后天”（即《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为525BC-4-24“先天”1日，《春秋·文公九年》记有“二月……辛丑，葬襄王……九月癸酉，地震”，此年周王历“二月辛丑”为618BC-1-30，则“九月癸酉”必为618BC-8-30即历为晦而实为朔“后天”1日）。总之，事实证明，即使不计《左传》数据和“非王历”数据，仅仅就《春秋》所记周王历的29条“合天”和11（或12）条“不合天”晦、朔数据而言其明显也是更为符合“观象授时历”特征而非“推步历”或“半推步历”特征的，其“先天”、“后天”置朔误差随机交叉出现的误差性质明显是属于“观象授时历”体制下的“偶然误差”而非“推步历”体制下的“系统误差”的（例如西汉推步历法的“系统误差”特征就表现为其日食大多发生在“后天”的历晦日但绝无“先天”之例），因此，王韬及其赞同者试图用“春秋长历”或“春秋鲁历”等推步术去拟合《春秋》历日和月相数据的做法其在最基本的论据上就是完全不能成立的。总之，事实证明，《春秋》所见之东周王历和《左传》所见是完全一致的，该历不仅在岁首建正和闰月设置上采用了“观象授时法”而非“推步术”，其在历朔设置上同样是采用了“观象授时法”而非“推步术”，其作为一种百分百的“纯粹观象授时历”而非所谓“半推步历”的历法属性是确定无疑的。

表2-3　《春秋》和《左传》中的日食、晦、朔记录及刊误（722～47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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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本表【经】指《春秋》原文，〖传〗指《左传》原文；西历日期凡属跨属上年者标以“上”。

B．本表所列日食食分除注明“楚”者指楚国郢都可见日食之食分外，其余皆指鲁国曲阜可见日食之食分。本表食分数据皆由软件SkyMap Prov10.0.5计算给出。

C．本表所列之原文刊误考证凡带*
 号者为其他学者所考，带＃
 者为笔者陆星原所考。

D．本表所列校验数据“历晦”、“历朔”、“历初二”、“历初二或历初三”皆由《春秋》和《左传》之原文结合其上下文其他历日以及周王历岁首数据“建子月±1月”推算所得，但限于篇幅关于这些上下文历日数据本表一概从略。另外，本表所列“僖五”、“昭二十”两次“日南至”相比实际冬至日1227皆误差－2日。

四、商周“王历”之置朔历数、置既生霸历数、置初吉历数的精确复原

既然经过前述概念辨析和文字刊误，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春秋》和《左传》记载的“东周王历”仍然属于“观象占候授时历”，其基本历制和西周金文所见之“西周王历”、殷墟甲骨文所见之“商王历”并无本质不同，它们都是“商周历”的典型代表，那么我们要由此去推算复原商周历“历数”的工作就可以顺利展开了。毕竟，在《春秋》和《左传》所共同记载的244年（722～479BC）“春秋历谱”丰富信息中“历数”的身影是无处不在的。

据天文常识易知，商周历作为一种兼顾“朔望月”和“回归年”的“阴阳合历”，其最主要的“历数”无非有两种：其一是拟合“朔望月”用以“成月”的“置朔历数”，其二是拟合“回归年”用以“成岁”的“置闰历数”。不过，与后世“推步历”的推步常数“朔策”和“岁实”不同，商周历的“置朔历数”和“置闰历数”并非纯粹是由“常数”构成，它们实际上都是由统计平均之“常数”和观象占候授时之“变数”两部分共同组成的。例如，根据表2-3中给出的“春秋历谱”晦、朔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周王历的“置朔历数”其实就是由“置朔常数＝29.5日”和“置朔变数＝－上年历朔先天误差均值”共同构成的。

《礼记》有云“三五而盈，三五而阙”，“朔望月”的大月为30日、小月为29日，这乃是最基本的天文常识，任何会数数超过30的古人都不会不知道这一直观事实。而由大月、小月相间交错排列构成的月平均长度“29.5日”无疑就是商周历的最自然合理之“置朔常数”：如知，先秦时代“朔望月”的实际平均长度约为29.53058日，而“置朔常数＝29.5日”无疑是这个数值的最佳一级近似，毕竟，与后世“推步历”的“朔策”必须无限期有效不同，商周历“历数”的有效期和精度只要能满足一年之需即可，因为正如前述商周时代的历法是由官府一年一颁的，其具体内容仅简单包括“十二月朔”即颁历翌年的12～14个“历朔干支”数据（见《周礼·春官宗伯》及郑玄注），而29.5日这个近似值在一年之内无疑是足够精确有效的，其14个月累积的最大误差－0.428日仍然不足－1日，这在以整数日为最小计时单位的商周历中是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的。当然，除了以上的理论分析，《春秋》和《左传》中的纪日实例其实也能证明商周“王历”的“置朔常数”就是大月、小月相间排列之平均值29.5日：例如，《春秋·成公十六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甲午晦”可以证明商周“王历”的小月长度为29日（“六月丙寅朔”至“六月甲午晦”），《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曹伯来朝”可以证明商周“王历”的大月长度为30日（按“十月庚辰朔”后原文有“日有食之”四字衍文，今据天文学上该日实际无日食删此四字）；而《春秋·襄公二十三年》之“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以及《春秋·襄公二十四年》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这两条数据则可以共同证明，商周王历可以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中连续都用“大月、小月相间”来设置历朔，因为“鲁襄公二十三年王二月癸酉朔（550BC-1-5）”与“鲁襄公二十四年七月甲子朔（549BC-6-19）”前后相隔18个整月、531日（鲁襄公二十三年有13个月），其每个月的平均长度531/18＝29.5日恰好等于“大月、小月相间置朔”的“置朔常数”。而由此可见，与后世“推步历”的“平朔”置闰法每隔17个月或15个月就会出现两个连大月（或称“频大月”）的情形相比，商周历置闰法中的连续“大月、小月相间”可以长达18个月以上是自有其特色的。

而一旦我们理解了“春秋历谱”中的最基本置闰法乃是“大月、小月相间”，其“置朔常数＝29.5日”每年都会导致－0.398日（闰年）或－0.367日（平年）的置朔误差，那么我们就会同样理解商周历为什么要在“置朔常数”之外另设一个“置朔变数”了：显然，为了有效消除由“大月、小月相间”置朔法造成的每2～3年就先天1日的置朔误差，商周历在其每年“颁正朔”数据中另行加入一个可以完全抵消此误差的“置朔变数”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只不过，由于商周时代的天文实测数据尚不太精准常常有±1～2日的测量误差，所以商周历的“置朔变数”设置实际上也并不是很有规划性而是随机应变、参差不齐的。例如，根据表2-3以及表2-4的历朔数据来分析，在《春秋》和《左传》中周王历的“置朔变数”取值就至少共有大小不等之3种：其一是在“大月、小月相间”序列中加插1个大月形成所谓“连二大月”，其等价效果为“置朔变数＝＋0.5日”，其实例可参见表2-4中的“庄公二十六年正月”、“昭公十七年十三月”、“昭公二十年十三月”、“昭公二十三年十二月”等；其二是在“大月、小月相间”序列中连续加插2个大月形成所谓“连三大月”，其等价效果为“置朔变数＝＋1日”，其实例可参见表2-4中的“僖公五年正月和二月”、“襄公二十二年十二月和襄公二十三年正月”等；其三则是在“大月、小月相间”序列中连续加插4个大月形成所谓“连五大月”，其等价效果为“置朔变数＝＋2日”，其实例可参见表2-4中的“昭公二十年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之4个加插连大月（按商周历设置“置朔变数”加插连大月的位置一般都是尽量靠前安排在旧一年年末及新一年年初之诸月，因为商周历所颁新年“正月朔干支”其实际调节的是旧年末一月之大小，此外下文将论及商周历中的旧年“闰月朔”数据实际是与新年“十二月朔”一并颁布的，而加插连大月尽量靠前就是为了使新年诸月份的“先天”平均误差尽量降到最低）。那么，商周历的“置朔变数”为什么会有＋0.5日、＋1日、＋2日等参差不齐之多种档次？道理很简单，那是因为商周时代的历朔累积误差本来就会有“先天0.5日”、“先天1日”、“先天2日”等多种常见之数值（参见表2-4），而“置朔变数”的取值本来就是根据公式“置朔变数＋实测上年历朔先天误差均值＝0”得出的：例如表2-4中“昭公二十三年”的前8个月中其历朔误差“－1日”和“0日”大致参半，所以该年最后几月周王室在颁布来年“昭公二十四年”之“十二月朔”时就把“先天1日”与“先天0日”的平均值“0.5日”设置为“置朔变数”，并据此设定了“昭公二十四年正月丁酉朔”这个数据（即把昭公二十三年之“十二月”设置为了30日的加插连大月形成“两连大月”和“＋0.5日”效果）；而同理可知表2-4中“僖公四年”诸月之历朔以“先天1日”居多，故“僖公五年”的“置朔变数＝＋1日”（年初加插2个连大月）；“昭公十九年”诸月之历朔以“先天2日”居多，故“昭公二十年”的“置朔变数＝＋2日”（年初加插4个连大月）等等。当然，以上所举诸例都是周王室官员实测天象较精准的案例，但假如我们能考虑到商周时代的实测数据其本身之可误，那么类似表2-4中“庄公二十五年”虽本无历朔“先天”但翌年却仍然设置连二大月的案例也同样可以得到圆满解释：如见，虽然在表2-4中“庄公二十五年”诸月之历朔实际都是0误差，但周王室官员观测天象时很可能把其中某些月份的“0日”误差测算成了“－1日”误差，所以他们最终还是把“庄公二十五年”的历朔误差判定为“－1日”和“0日”参半，而由此他们也最终把“庄公二十六年”的“置朔变数”设置为了“＋0.5日”即“连二大月”。

表2-4　《春秋》和《左传》中的部分周王历历朔干支及置朔误差复原表（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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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本表各月历朔干支下之“－2”、“－1”、“0”、“＋1”为该月的置朔误差日数，“－”为先天，“＋”为后天。

B．本表历朔干支凡带边框者皆指《春秋》和《左传》原文所记之历朔或者历晦次日（亦即下月之历朔）。

C．本表历朔干支凡不带边框者皆为笔者据《春秋》和《左传》之历朔、历晦数据按“大月、小月相间”置闰法复原推得（推算原理详见正文）。

D．本表历朔凡带★号者皆为连大月，包括连二大月、连三大月、连五大月。





不过，在此有必要指出，除了“置朔常数＝29.5日”和“置朔变数＝＋0.5或＋1或＋2日”这两种功能上类似后世推步历之“朔策”的“置朔历数”，商周历的“成月历数”事实上还包括了一些“朔”之外的其他月相之置定“历数”，毕竟，商周历作为一种“观象授时历”其“观月”内容绝不会仅限于“朔”。而在这些“观象授时历”所特有的历数中，“置既生霸历数”和“置初吉历数”无疑是最为重要的。

首先，正如前文已述及的，西周金文月相“既生霸”和殷墟卜辞月相“生月”的同义词就是《礼记》所谓“三五而盈”的“月半”之节，也就是今俗所谓的“农历十五”（今口语中仍称“八月十五”为“八月半”），所以公式“既生霸＝生月＝朔＋14日”中的常数“＋14日”就是商周历的“置既生霸历数”之一。不过，由于殷商、西周和春秋的“观象授时历”都是记录有大量目测满月数据的（即甲骨文之“皇”、金文之“既望”等），所以，虚推满月“既生霸”按照其基本定义“既生霸≈既望”无疑还应有另一种更精确的简易推算公式可使用：“本月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其中“30日”这一数据是朔望月平均长度29.53日的四舍五入取整数值。因此，综合来看，商周历的“置既生霸历数”可完整概括为：假如上月目测到了“既望”，则本月的虚推满月可设置为“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假如上月因为阴雨等没有观测到“既望”，则本月的虚推满月设置为“既生霸＝本月朔＋14日＝月半十五”。

其次，除了“既生霸”可以用“朔”来间接定义，我们根据《国语》等的记载还可得知金文中最常见的虚推月相“初吉”其实也是用“朔”来间接定义的：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古者，太史顺时脉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烝……’稷以告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国语·周语上》）





也就是说，“初吉”的“先时九日”就是“日月底于天庙（日月合朔）”之日，“初吉”的原始定义之一就是“距朔九日”即“初吉＝历朔＋9日＝历初十”（按古汉语以“距”而言之数一般代表基数而非序数）。那么，《国语》关于“初吉＝初十”的定义究竟有无实例可证？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春秋金文《子犯钟》所记载的“初吉”数据就会彻底明白了：





唯王五月初吉丁未……子犯及晋公率西之六师搏伐楚荆……子犯佑晋公左右燮诸侯俾朝王，克奠王位。王赐子犯辂车四马……（《汇编·1008～1023》）





很清楚，正如张光远、李学勤、裘锡圭等众多学者早就指出的，此铭文理应是指《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所记赫赫有名的晋楚“城濮之战”及之后“五月……丁未献楚俘于王”事件，而鲁僖公二十八年“王五月初吉丁未”就是西元前632年4月19日，查今历易知该日是子正五月十一日，考虑到东周王历实际常后天1日但从未后天2日（参见表2-3和表2-4），再加上《左传》此年有“四月戊辰”纪日限定了该五月之历朔最晚只能是后天1日的“戊戌”，则此“五月初吉丁未”在周王历中只可能是指后天1日的“历初十”而绝无可能是指“历初九”，《国语》所谓的“初吉＝初十”定义最终由此得证。（按，《国语》所谓的“先时九日”旧注或释作“先于日月底于天庙之九日”即“朔前九日”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朔前九日”并无任何重要天象可供“太史告”，但“上弦前九日”太史官却明显有“日月底于天庙”这一重要天象可作提前预告之标志，所以至少从行文逻辑上说，《国语》此处所谓“先时九日”一定是指“先于初吉九日”、“自今至于初吉”一定是指“自日月合朔至于初吉”、而“初吉”一定是指“朔后九日＝虚推上弦”。）不过，正如“既生霸”拥有双重定义一样，“初吉＝初十”这一公式并不是“初吉”的完整定义。事实上，考虑到真实的上弦日期本来共有“初七上弦”、“初八上弦”、“初九上弦”、“初十上弦”四种，其平均月龄为7.4日≈7.5日，中国古人实际采用的“置初吉历数”理应是类似“大月、小月相间置朔法”的“初七、初十相间置上弦法”：除了公式“小月初吉＝朔＋9日＝初十”之外理应还有公式“大月初吉＝朔＋6日＝初七”，因为“初十、初七相间置上弦法”的上弦平均月龄值就是“（9＋6）／2＝＋7.5日”，其数值恰好能模拟上弦月的平均月龄7.4日，而前文所述《春秋·闵公二年》之“初吉＝初七”实例也早已证明了此种双重互补定义的真实存在。至于“置初吉历数”为什么是“大月初七、小月初十”而不是“大月初十、小月初七”，其依据主要有如下二条：其一，前述《子犯钟》的数据结合《左传》分析所得就是“五月初吉＝小月初十”，因为该年（鲁僖公二十八年＝632BC）周王历所设四月戊辰朔、五月戊戌朔皆为已知，按照“大小月相间”规则其“六月朔”必为丁卯，故该年五月为29日之小月（按该五月理论上虽也可设为“连大月”但那样必将导致“六月朔”误差后天2日超出允许范围，故该五月只可能是小月），至于“初吉＝大月初七”的明确案例我们在《王臣簋》等西周金文中也可找到（数据分析详见后文）；其二，“上弦”的精确月龄均值如前述是7.4日略短于7.5日，而商周历只许设“连大月”不许设“连小月”的基本设置决定了“初吉＝大月初七、小月初十”的实际效果恰好是“初吉”的月龄均值略小于7.5日，所以“置初吉历数”取“大月初七、小月初十”无疑比“大月初十、小月初七”更为逼真合理（而由此也可见中国先民对月相的观测和设置是十分精细入微的）。

再次，除了“置既生霸历数”和“置初吉历数”，商周历还有另一个双重定义的“历数”我们其实早已熟知，那就是《说文》告诉我们的“置哉生霸历数”，其定义为“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很明显，这个关于“哉生霸＝既霸”的古老定义与上述“初吉”的定义理应是同一理念的产物，只不过“哉生霸”是按照“上月”之大小来定义而“初吉”是按照本月之大小来定义罢了。（按，商周历的“初吉”虚推公式之所以不像“既生霸”那样采用“上月恆＋30日”来定义，其原因显然是由于商周历的实测月相只包含“既望”而不包含“恆”。至于“哉生霸”不用“上月朏＋30日”而要用“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来定义其原因也是很清楚的：“哉生霸”本是“虞夏历”的月首日，而“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换算成公式就是“本月哉生霸＝上月历朔＋31日”，所以这个定义恰好能使“哉生霸”与“历朔”永远保持同步从而不出现31日之“超大月”或28日之“超小月”，但“本月哉生霸＝上月朏＋30日”却无法避免“超大月”、“超小月”的出现，故“哉生霸”要作月首只能如此定义。）

总之，正如表2-5所示，中国商周历的“成月”历数虽然花样繁多，但其在总体上仍然是逻辑统一、定义严格、实用简便、可操作性极强的，只要商周王室每年的“十二月朔”干支数据一经提前颁布，那么任何人只要记住“初吉为大月初七，小月初十”和“既生霸距既望三十日，距朔十四日”的历数口诀他就能很方便地自行推知未来一年中的所有“初吉”月相以及邻近月份的“既生霸”月相之历日干支数据了。例如，假设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527BC）不设连大月则该年之“十二月朔”数据就是己丑、己未、戊子、戊午、丁亥、丁巳、丙戌、丙辰、乙酉、乙卯、甲申、甲寅（参见表2-4），而这组数据的颁布日期是在上一年之末，因此，在周景王十七年的年底周、鲁诸国的人们就已经提前知道来年的“六月初吉”是小月之“六月初十丙寅”而“十一月初吉”是大月之“十一月初七庚寅”了；而到了鲁昭公十五年正月的下半月，鲁国人由于在本月没有目测到满月“既望”，所以他们就提前预知了本年的“二月既生霸”就是虚推满月日“二月十五癸酉”，并由此可以提前为该日的祭祀活动作出各项准备，直到该日来临时一切都准备就绪有条不紊：

表2-5　商周历的五种成月历数（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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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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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春，将禘于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禘。（《左传·昭公十五年》）





显然，鲁国此年“禘于武公”的祭祀日期“二月癸酉”（527BC-1-4）并不是个平凡之日，事实上该日就是提前可预知的虚推满月节日“二月月半＝二月既生霸”，只不过今本《左传》略去了“月半”或“既生霸”字样而已。而由此可见，西周金文中常见的以“初吉”、“既生霸”为朝会、祭享、巡行之吉日的习俗在春秋时代依然有延续（鲁闵公二年初吉“禘庄公”已见前述），《礼记·祭义》所谓的“月半君巡牲”也绝非泛泛虚言。而通过以上对“初吉”和“既生霸”定义的精确复原，我们对西周、春秋金文中为什么“初吉”的出现频率远远要高于“既望”和“既生霸”这一统计现象无疑也已能给出最可信的解释：很明显，由于商周历“初吉”的日期是由“十二月朔”唯一决定的，其在一年之前就可提前确知，而“既生霸”或“既望”的日期最多只能在一个月前才确知、在前一夜才能确认（阴雨为“既生霸”晴为“既望”），所以，对于举凡要提前选定良辰吉日并提前预作准备的集会、祭享、巡行等事项而言，“初吉”这一日期无疑天然比“既望”和“既生霸”更为实用。此外，“初吉”的日期对于任何使用周王历的人来说都是相同的，但完全依赖目测的“既望”和半依赖目测的“既生霸”之日期却往往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的，例如同属周懿王元年六月目测“既望”的《曶鼎》纪日“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就和《师虎簋》纪日“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相差一日，所以，周代人喜欢“初吉”甚于“既望”和“既生霸”，不仅是因为求其实用更是因为求其精确（关于《曶鼎》和《师虎簋》同属周懿王的数据分析详见后文）。

五、《春秋》经传所载岁首数据的“占候授时”特征

如果说，商周历的“置朔历数”是一种典型的“观象授时历数”，那么商周历的“置闰历数”就是一种典型的“占候授时历数”了：正如表2-3中的33条“日有食”数据和2条“日南至”数据所直接证明的，《春秋》和《左传》中的周王历岁首忽而“建丑”、忽而“建亥”忽而又回归“建子”的无规则游移明显是带有“物候历”的“占候授时”特征的，因为这些±1月的游移早已超出了±1～2日的“观象授时”误差所能解释的极限，其经常性无视“日南至”数据而刻意无规则置闰的动机唯有用“占候授时”才可合理解释。那么，《春秋》和《左传》记载的“春秋历谱”真的也同时是一份“古气候记录”吗？周王历的“置闰历数”以及岁首建正真的是根据气候冷暖和物候迟早来设定的吗？显然，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寻找的证据就是春秋时代乃至整个商周时代的古气候信息。

关于商周时代的古气候，各界学者早已有研究。然而，很可惜，限于时代久远证据匮乏，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各种相关研究成果都是很粗略的框架性结果，其具体细节仍然有许多未知数。例如，考古动物学（Zooarchaeology）和孢粉学（Palynology）的研究虽然可以告诉我们商周时代的中原气候总体上比后世更温暖宜居，但这种温暖宜居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古今气候的温度细节差异则是令人怀疑的：毕竟，殷墟遗址能发现大象、犀牛、獐、竹鼠等“亚热带动物”骨骼的原因并不单纯是晚商时代“气候比现代温暖”，因为野象、犀牛等动物之所以在后世南迁变成“亚热带动物”乃至“热带动物”其最大的原因应该是其原居的栖息地环境被人类不断破坏
〔11〕

 ；而江苏建湖等地的全新世孢粉数据也仅能粗略说明距今4～2.4千年之间（先商、商、西周及春秋时期）淮河、黄河流域的亚热带“常绿树种”成分较该时段之后（战国以降时期）为多，其气温总体上有可能比后世偏暖，但自然植被的变迁原因同样十分复杂，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根据少数具有指标意义的植物孢粉而恢复的植被和气候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着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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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孢粉分析得出的古气候冷暖变化其在气温峰值估算和峰值时间断代等细节上往往是失真的。又例如，相比上述的生物学指标，祁连山郭德冰芯的氧同位素记录（δ18O值有温度计效应）虽然能为我们提供古气候波动的更真实规律：地球气候并不是缓慢渐变而是震荡多变的，其在世纪级尺度上平均每2～4百年就会在暖峰和冷谷这两大极端之间震荡一次（例如郭德冰芯记录中距今6～2.9千年间至少交替出现过9个暖峰和9个冷谷，平均震荡周期约为3.4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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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任何所谓“暖期”中都会有低温年出现、任何所谓“冷期”中都会有高温年出现，但是，大西北的祁连山并不等于中原黄河流域，高原冰川之恶劣气候也并不等于平原城乡之宜人气候，郭德冰芯的证据对于我们复原商周古气候的终极目标而言同样仅具有框架性和间接性的参考价值。

那么，除了上述的粗略证据，我们今天是否还能找到可以有助于复原商周古气候的更为细节性之证据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为，商周时代的中国早已进入信史时代，其所留给今人的书面气候资料和物候资料无疑是比上述诸种旁证更具当时当地代表性的最直接证据。例如，关于商代晚期的物候和气候，《逸周书》中就保存有如下这一段时间、地点都很明确的记载（《史记·周本纪》、《淮南子·本经训》等亦引有此文而个别文字稍异）：





维王克殷……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蛩）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逸周书·度邑解》）





显然，此《逸周书》之“飞鸿满野”就是《淮南子》所引之“飞蛩满野”，“鸿”与“蛩”为通假字，“飞蛩满野”即超级蝗灾。而生物学研究及物候学常识都告诉我们东亚季风区的蝗灾成因与冬季高温、气候变暖有高度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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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规模超大或时季反常之蝗灾，所以，此条周武王克殷之前60年安阳殷墟地区“飞蛩满野”之物候记录理应被视为当时当地气候曾一度偏暖或曾有异常高温干旱事件发生之证据，此证据的时间精确度可达到±1年（关于此“飞蛩满野天自幽”年代之详细考证参见后文）。又例如，关于西周的气候，《太平御览》所引《古本竹书纪年》逸文和所谓“史记”逸文中也有如下之详细记载：





《纪年》曰：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太平御览·卷一四》引《古本竹书纪年》）

《史记》曰：周孝（夷）王七年，厉王生，冬，大雹，牛马死。江汉俱动。及孝（夷）王崩，厉王立，王室大乱。（《太平御览·卷八七八》）





显然，此条周夷王七年之“冬大雹”气候记录其含义是清楚的——周夷王七年乃是一个低温之年，但“雹”不比“雪”盛夏亦有，故此年并非极低温而仅是相对较低温。（按，《太平御览》此所引“史记”并非指司马迁之《史记》，此失传之“史记”中也并不排除摘引有《古本竹书纪年》的极个别同源内容，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对此已有论述，故对比上述“《纪年》曰”和“‘史记’曰”两条引文并考虑到“厉王立”之前在位的应是“夷王”而非“孝王”，我们不难校勘出后者所谓的“孝王七年”理应是“夷王七年”之误，该年的灾异则有“大雹”之气候反常和“江汉俱动”之地震事件共两条。至于其所谓的“厉王生”云云乃是编年古史中习见之插入语，我们在清华简《系年》中亦可见到类似用语，其义仅是指“厉王乃夷王所生”而非指“厉王生于夷王七年”。）

当然，相比上述零星的殷商、西周之古气候资料，东周春秋时代留下的气候资料无疑要更为丰富详实。事实上，我们仅需把《春秋》所记的气候和物候资料稍作整理，我们就足以复原出一部精度细化到几十年且跨度长达244年的“鲁国古气候史”了。而《春秋》记载的古气候资料和前述殷商、西周气候资料一样也无非分为两大类：类似“冬大雹”之反常霜雪冰冻类以及类似“飞蛩满野”之超常蝗灾类。首先，所谓反常霜雪冰冻类事件，今本《春秋》中共记录有7条：其中“大雨雪”2条、秋季“陨霜杀菽”1条，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指寒冷气候造成的低温事件（尤其是鲁隐公九年“三月庚辰大雨雪”发生在春分、清明之间明显是一次极低温事件）；而另外的冬季“无冰”3条、冬季“陨霜不杀草”1条，同样显而易见，这些都是指温暖气候造成的“暖冬”高温事件。其次，所谓超常蝗灾类事件，即爆发频率超常规的“频繁蝗灾”或爆发时间超常规的“反季节蝗灾”，今本《春秋》也记录有1条，那就是鲁哀公十三年（482BC）之“九月螽……十有二月螽”（“螽”与“蛩”古音相近皆指蝗虫），显然，相比《春秋》中普通年份之“螽”记录最多仅有一次，此年鲁国的连续两次爆发蝗灾足可见其规模和频率之超常。况且，此年之“十有二月螽”其实还是一次爆发时间异常的“反季节蝗灾”，因为《左传·哀公十二年》对此早有明确定义：





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蜇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左传·哀公十二年》）





也就是说，周代的蝗灾一般都在临近“火伏”（黄昏时大火星伏入地平线下）前结束，此即孔子所谓“火伏而後蜇者毕”，所以，相比鲁哀公十二年（483BC）之正常“螽”灾发生在“火犹西流”之季秋月（“火犹西流”天象说明该年周王历的正月“建亥”，但孔子认为该年本应“建子”，因为该年“螽”灾提前结束，说明气侯并未偏暖不必“建亥”），鲁哀公十三年（482BC）之“十有二月螽”明显是一次季节反常的“火伏而蝗灾未毕”事件，因为“春秋历谱”明确告诉我们此年周王历“建子”、其十二月初一历朔之黄昏天象已经“火伏”（查今历易知该年精确的“建子”十二月朔日为482BC-10-25癸亥，考虑周王历之历朔最大可误差－2日则可取为482BC-10-23日辛酉，但即使是以十二月辛酉历朔来计算，该日18:14黄昏时刻的“心宿二”地平纬度Altiude值也已为负值即－3°45′，亦即处于“火伏”状态）。因此，鲁哀公十三年的十二月蝗灾既是“频繁蝗灾”又是超级暖冬所造成的“反季节蝗灾”，其理应被视作一次极高温事件之物候标志。而综合上述《春秋》所见之反常霜雪冰冻类和超常蝗灾类资料，我们最终可归纳得到表2-6。

表2-6　《春秋》中的鲁国异常气候记录

[image: alt]


而一旦我们有了如表2-6那样的“鲁国古气候史”记录，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去对比分析周王历的岁首建正设置究竟是否与气候冷暖有关了，因为，鲁国所在的今曲阜地区虽然与东周王城所在的今洛阳地区东西相隔千里，但这两地纬度相近（都在北纬35度附近）、气候类型相同（都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其气候在年度级冷暖变化趋势上基本可以被看作是近似同步的。而在此“周、鲁气候变化近似同步”背景下分析表2-6，我们不难发现周王历的岁首建正数据确实是与气候波动有着高度正相关性，其证据如下。首先，表2-6告诉我们，春秋时代的鲁国及中原气候其总体演变趋势是早期偏冷、中晚期偏暖，冷、暖之分界大致在650～627BC之间，而假如联系到《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的秦躁公八年（435BC）盛夏“六月雨雪”之极低温事件，我们就基本可以得出春秋中原气候是夹处于鲁隐公九年（714BC）和秦躁公八年（435BC）两大“冷峰”之间的一个温暖期之结论。显然，对比于前述郭德冰芯，这轮跨度为279年的“冷—暖—冷”波动基本上是符合2～4百年冷暖交替规律的。而由此反观表2-3中的“春秋历谱”周王历岁首建正数据，我们不难发现其也是以645～644BC左右为界分为“建丑”居多之早期和“建子”、“建亥”居多之中晚期两大部分的，而考虑到“建子周王历”的岁首后移至“建丑”可以代表气候寒冷、土地解冻及春耕之日期延后，反之前移至“建亥”则可代表气候温暖、土地解冻及春耕之日期提前，我们最终不难判定，至少在宏观总趋势上周王历之岁首建正游移确实是与鲁、周等地之气候冷暖波动保持了同步性的。其次，除了宏观总趋势，表2-6还能进一步告诉我们鲁国气候“大暖中有小冷、大冷中有小暖”的微观演变规律，显然，这一点也是完全吻合郭德冰芯等古气温证据的：例如，表2-6中的鲁定公元年（509BC）“陨霜杀菽”事件就是一次夹在“暖期”中的短暂温度回落事件，而鲁桓公十四年（698BC）“春正月无冰”事件则是一次夹在“冷期”中的短暂温度回升事件。然而，即使是对于这种昙花一现的短暂性升降温事件，“春秋历谱”中的周王历岁首数据也同样对其作出了灵敏的同步追踪反应：对于“陨霜杀菽”降温事件，我们不难发现周王历在其接下来的两年中竟然设置了“两连闰”（如知在后世“推步历”中是绝不允许出现“两连闰”的），这显然是为了尽快将岁首由鲁定公二年之“建亥”后移至鲁定公四年之“建丑”以体现“解冻日期延迟”；而对于“春正月无冰”事件，周王历很可能也采取了“连续二年不闰”故意将岁首由“建丑”前移逼近“建子”以体现“解冻日期提早”（按由于今本《春秋》和《左传》皆未记载鲁桓公十六年之历日干支，故关于该年之岁首究竟是“建丑”还是“建寅”尚难定论，不过就周王历极少“建寅”之事实来看，该年显然以“建丑”更有可能，而鲁桓公十六年“建丑”则其正月朔为697BC-12-29，其与冬至日697BC-12-27前后仅差2日，其岁首日期基本上逼近了冬至所在的“建子之月”，参见表2-6）。再次，除了上述这2条短暂升降温事件，事实证明表2-6中的其余6条高温、低温事件对于周王历而言也全部都是其同步追踪之对象：一方面，对于隐九（714BC）、僖十（650BC）这2条标志“春秋冷谷”的低温事件，周王历一律用连年“建丑”来体现“春寒地冻”和“解冻日期延迟”；而另一方面，对于僖卅三（627BC）、成元（590BC）、襄廿八（545BC）、哀十三（482BC）这4条标志“春秋温暖期”的高温事件，周王历则一律用连续4年以上不“建丑”来体现“春暖”（唯一貌似例外的鲁襄公二十九年之“建丑”实际上也逼近了“建子”）。

最后，既然综合以上论证我们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春秋历谱”之周王历岁首建正游移本就是同步追踪气候冷暖波动的结果，其“建丑”代表气候偏冷、“建亥”代表气候偏暖，那么，我们反过来就可以把“春秋历谱”之周王历岁首建正数据视作春秋时代东周王城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编年“古气候记录”了。毫无疑问，相比表2-6中非量化的区区8条冷暖记录，“春秋历谱”244年中几乎年年都有的周王历岁首数据无疑是迄今所知全世界最为完整且绝对年代明确的“量化古气候记录”（其量化指标为“正月历朔”距“冬至日”的日数）。当然，为了尽量准确地复原这份“古气候记录”，我们必须首先对今本《春秋》和《左传》中的“春秋历谱”作出如下的基础性整理和刊误：其一，要复原周王历的岁首数据首先必须剔除“非王历”数据的干扰，例如《春秋》之哀公八年“十有二月癸亥杞伯过卒”、哀公十年“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分别是杞、齐两国之历日，《左传》之哀公九年“二月甲戌宋取郑师”则有可能是宋国或郑国历日，这些历日都不能被用作推算周王历岁首的依据；其二，《春秋》和《左传》中最为可靠的周王历岁首建正数据乃是带有可验证天象的直接性数据，具体包括表2-3中的33条“日有食”数据、2条“日南至”数据及前引《左传》之“火犹西流”和“火始昏见”数据，所以，举凡与上述这37条数据直接矛盾或间接矛盾的其他周王历历日数据一律可判为“月日有误”，例如《春秋·哀公十二年》之“五月甲辰，孟子卒”与同年十二月“火犹西流”有矛盾，所以“五月甲辰”必有误；其三，今本《春秋》和《左传》中的某些旧所谓“失书月”之数据我们不应将之视作“月日有误”来解读，例如《左传·定公七年》“十一月戊午，单子刘子逆王……己巳，王入于王城”之“己巳”失书“十二月”等，因为出土的商周金文可以证明“书日不书月”乃是当时人的纪事惯例而非后人的抄讹，况且这些被省略“失书”的月序我们完全可以据上下文给予补出。而按照以上基础性原则整理刊误之后，我们最终可找出有关岁首建正推算的“月日有误”数据共计有18条，除了表2-3中已经列出的7条，其余11条可列为表2-7。

表2-7　《春秋》和《左传》中的历日刊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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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春秋》和《左传》中的周王历岁首建正及置闰数据复原表（722BC～479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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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本表各年之岁首建正“亥”、“子”、“丑”等凡带边框者皆指《春秋》和《左传》原文所记之直接数据（即由带有日南至、日有食、火犹西流、火始昏见等可验天象的月序历日直接换算所得之数据）。

B．本表之“戌”、“亥”、“子”、“丑”、“寅”皆指按现代天文数据推算的精确岁首建正，凡带“＋1”或“－1”者则代表该年之周王历岁首建正实际有可能误差了±1月，例如“寅1”即代表该年实际建寅而周王历测算为建丑（这些年份的冬至日和月朔日十分逼近仅相差±0～2日，很容易误测误算）。

C．本表之“闰”代表该年有十三月，“双闰”代表该年有十四月，无“闰”之年份则为平年，凡“闰”带边框者指《春秋》和《左传》复原文本中有直接记载之“十有三月”或“闰月”。

D．本表之“？”代表该年之闰常未可判定，“？？”代表该年之岁首建正数据以及闰常情况皆未可判定。

E．本表各年凡《春秋》中有气候异常偏寒或偏暖之记载者，一律以▼号或▲号标示。





而在订正了上述18条讹误之后，我们最终能复原出的“春秋历谱”之周王历岁首建正数据可归纳为表2-8。显然，根据前已论证的周王历“占候授时”原则——“天越寒冷岁首越晚、天越温暖岁首越早”，表2-8中的岁首建正数据事实上也同时是一份春秋时代洛阳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的“古气候记录”，其所标示的最高温“暖峰”和最低温“冷峰”是与《春秋》中的鲁国气候记录完全可以相互印证的：《春秋》记载的唯一一次极低温事件“三月庚辰大雨雪”出现在鲁隐公九年（714BC），而表2-8中可代表“冷峰”的仅有两个岁首“建寅”年份（周王历中实际是逼近建寅的建丑年）之一就是鲁隐公八年（715BC），两相对比仅相差1年；表2-8中可代表“暖峰”的唯一一个岁首“建戌”年份（周王历中实际是逼近建戌的建亥年）是鲁哀公十一年（484BC），而《春秋》记载的唯一一次“火伏而蛰未毕”极高温事件就出现在鲁哀公十三年（482BC），两相对比也仅相差2年。当然，除了能与已知的气候记录相互印证，表2-8更大的价值还在于其能复原出更多未知的古气候记录：例如，在表2-8中，鲁僖公二年（658BC）的岁首月和鲁隐公八年（715BC）一样都是“建寅”（历建丑），显然，依据“天越寒冷岁首越晚”的占候授时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春秋》失载的春秋气候波动中的另一个“冷峰”，其前后诸年的低温程度很可能与鲁隐公八年之“冷峰”大致相当；又例如，在表2-8中，鲁襄公十五年（558BC）的岁首月是“建亥”且已相当接近“建戌”，显然，依据“天越温暖岁首越早”的占候授时原则，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这是《春秋》失载的春秋气候波动中的另一个“暖峰”，其前后诸年的高温程度很可能仅次于“建戌”的鲁哀公十一年（484BC）之“暖峰”。

六、商周“王历”之置闰历数、置冬至历数的初步复原

要复原周王历等“商周历”的“置闰历数”，我们除了必须知道“商周历”置闰法那追踪气候冷暖的“占候授时”总原则，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知道该置闰法所要追踪和“占候”的具体对象。因为，中国历法自古就以“占候”资料丰富而著称，例如《大戴礼记·夏小正》记有“（夏正）正月启蛰，雁北乡”、“八月剥瓜，玄校，剥枣”、《豳风·七月》记有“（周正）八月剥枣，十月获稻”、《礼记·月令》记有孟冬之月“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等等，显然，对于种类如此庞杂（既有动物、植物又有冰、虹等）且标准互有出入（例如《豳风》“周正八月剥枣”与《夏小正》“夏正八月剥枣”所指地域或品种必有所不同）的众多“占候”对象，“商周历”置闰法是不可能将之一并都作为“授时”指标的。而综合分析各种先秦历法中的“占候”案例，我们不难发现有一组物候应该最有可能成为商周王历“占候授时”的唯一追踪对象，那就是虞夏历孟春月的标志性物候“东风解冻”、“启蛰而郊”、“藉田”和“始耕”。

《礼记·月令》有云“孟春之月……东风解冻，蛰虫始振……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藉田……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大戴礼记·夏小正》有云“正月启蛰……农率均田……初服于公田”；《左传·襄公七年》有云“启蛰而郊，郊而後耕”；《国语·周语上》有云“夫民之大事在农……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王耕一墢，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毫无疑问，在上古之中国，“东风解冻”、“启蛰而郊”、“藉田”和“始耕”这组孟春物候不仅在经济上是最为重要的“民之大事”，在政治上也是最为重要的“王事”，所以其在历法制度上也必然是最为重要的“占候授时”标志物：对于虞夏历而言，其岁首月“建寅”显然正是为了直接体现该月的“东风解冻”等农时之重要；对于商周王历而言，其岁首月虽然并不直接“建寅”，但其岁首建正的经常性游移却同样最有可能是为了追踪“东风解冻”等农时而设，因为《逸周书·周月解》明确告诉我们“夏数得天，百王所同”，“东风解冻”等农时不仅是最重要的“夏数”也是“百王所同”的最重要“通用历数”。

那么，既然“东风解冻”等孟春农时乃是中国历法中最重要的物候和商周历“占候授时”最可能的追踪对象，商周时代的中国古人又是如何严格定义并精确计算其历日数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如下这几条先秦文献的明确记载：





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于是始耕。（《吕氏春秋·任地》）

日至六十日而阳冻释，七十〖五〗日而阴冻释，阴冻释而执稷。百日不执稷，故春事二十五日之内耳。（《管子·巨乘马》）

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又五日，蛰虫始振。（《逸周书·时训解》）





显然，考虑到“黄河中下游地区春天开始耕作与初春土壤解冻的时间是相当接近的”
〔15〕

 这一农业常识，我们不难综合以上数据初步分析出商周历“占候授时”设置岁首的精确物候参考指标：其理应就是指孟春农时系列中的“阴冻释＝始耕”。而以“始耕”距离“冬至（日至）”的日数为唯一指标，《春秋》中周王历岁首的忽而“建丑”忽而“建子”忽而又“建亥”之游移不定就可以得到最终的合理解释。很清楚，为了尽量将每年的“始耕”日期都固定在周王历之第三月以便应验《诗经》所谓的“三之日于耜”，周王历的岁首月设置是必须参考“阴冻释”日期去作不断调整的：举凡冬至后60～90日“阴冻释”的年份，其岁首既有可能“建丑”也有可能“建子”，其中75日以上“阴冻释”的年份其“建丑”可能性最大（因为“建丑”年之三月朔日距离冬至为60～90日，平均为75日）；而举凡冬至后59日以下“阴冻释”的年份，其岁首既有可能“建亥”也有可能“建子”，其中44日以下“阴冻释”的年份其“建亥”可能性最大（因为“建亥”年之三月晦日距离冬至为29～59日，平均为44日）。而由此可见，上述《管子·巨乘马》之“七十五日而阴冻释”统计数据大致应是出于连年“建丑”之寒冷时期（此外齐国较周、鲁更偏北偏冷也可能是其“阴冻释”日期偏晚的原因之一），而《吕氏春秋》之“五旬七日始耕”和《逸周书》之“立春又五日蛰虫始振（约相当于冬至后50日“启蛰而郊”）”等统计数据大致应是出于连年“建子”、“建亥”之温暖时期。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周王历的岁首建正游移其唯一追踪的“占候授时”数据乃是土壤解冻后的“始耕”日期，那么，我们对商周历“置闰历数”的复原就可以得出初步的结果了：很明显，与前述“置朔历数”由固定不变的“常数”和追踪实测数据的“变数”两部分组成相类似，商周历的“置闰历数”事实上也是由固定的“置闰常数”和追踪无规则“始耕”日期的“置闰变数”两大部分共同组成的。

所谓商周历的“置闰常数”，就是指商周历作为一种古老的阴阳历其“平年”的长度为12个月、“闰年”的长度则为13～14个月。也就是说，与后世基于“推步术”的阴阳历不同，商周历的闰年设置不仅有13个月的“单闰年”还有14个月的“双闰年”。商周历为什么有可能而且有必要去设置“第十四月”？道理很简单，那正是由商周历的“占候授时”本质所决定的：商周历的岁首建正本来就允许在“建子月±1月”之间摆动，而假如某年的气候由极热突变为极冷、土壤“阴冻释”的日期大大延迟，商周历的“占候”岁首需要由“建亥”（或接近“建亥”的“建子”）立即修正为“建丑”，则该年的长度自然就会变成14个月。（商王历、西周王历、东周王历、春秋楚历都曾设置“第十四月”的实证前文已述。）

至于所谓商周历的“置闰变数”，则是指商周历每年在12个月之外是否增设“第十三月”或“第十四月”的一个开关变量：若增设单闰“十三月”取＋1月、增设双闰“第十四月”取＋2月、若不设则取＋0月。而根据表2-8的数据分析，这个变量的取值具体是由两种数据来决定的。其一是商周历的法定岁首建正范围“建子月±1月”，正如表2-8所示，在《春秋》和《左传》共同记载的244年中，周王历除了有57年的岁首建正数据告缺、2年“建寅”（差1或2日建丑）和1年“建戌”（差2日建亥），其余的113年“建子”、52年“建丑”和19年“建亥”都未超出“建子月±1月”的范围，而假如再考虑到《春秋》和《左传》中的晦、朔、日南至等数据本来就经常有1～2日之测算误差，则即使就那仅有的2年“建寅”和1年“建戌”而言其在周王历中实际也完全应该是被视作2年“历建丑”和1年“历建亥”的，因此，我们首先可以认定，“建子月±1月”理应是商周历岁首建正的硬性边界，任何有可能导致下年“历建寅”的＋2月必须被改设为＋1月或＋0月、＋1月必须被改设为＋0月，任何有可能导致下年“历建戌”的＋0月必须被改设为＋1月或＋2月，这就是商周历“置闰变数”的第一取值规则。其二，在“建子月±1月”的范围内，“置闰变数”如果还有可变自由度，则其取值可由下述判据决定：假如某年设置＋0月后可导致下年预期“阴冻释”日期晚于“四月历朔”但早于“四月历晦”则本年必须被改设为＋1月（即本年设定为单闰年），假如晚于“五月历朔”则本年必须被改设＋2月（即本年设定为双闰年），反之假如早于“三月历晦”则本年必须被设定为＋0月（即本年设定为平年），而这就是商周历“置闰变数”的第二取值规则。当然，为了尽快追踪“阴冻释”时间的突然变化而调整岁首，商周历按以上规则实际设置闰月的时间必然都是在该闰年之年底前数月，也就是说，商周历的闰年“第十三月朔”和“第十四月朔”干支数据实际上应是和该年下一年的12个月历朔干支数据同时颁布的，例如表2-4中鲁昭公十五年十三月的历朔“癸未”应该是在该年年底前而非上年年底前颁布的，该年年底前颁布的新年“十二月朔”实际共有13个：十三月朔癸未、正月朔癸丑、二月朔壬午……十二月朔丁丑，此即《左传》所谓“闰月告朔”的历法含义（按假如不是如此置闰则商周历就永远只能调节2年以后的岁首建正数据了）。

表2-8中的周王历岁首建正数据为什么能同步追踪古气候的冷暖波动？显然，通过上文对商周历“置闰历数”的初步复原，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找到最终的谜底：由于商周历的“置闰历数”本来就是为了追踪“阴冻释始耕”日期而设，而“阴冻释”日期的来迟来早是与气候冷暖完全正相关的，所以，由此“置闰历数”唯一决定的商周历岁首建正数据就天然堪称是一份“古气候的同步数据记录”。只不过，很可惜，由于商周历“置闰历数”实际所参考的“阴冻释”预期日期乃是制历者对下一年的预估数据而非本年及历年的已测数据，而由已测数据去推算下一年的预估数据理论上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例如平移法（将前几年之平均值视作下一年之预期值）或线性外插法（由前2年之实测值来等差外推下一年之预期值）等，而古文献对此又并无记载，所以我们对商周历“置闰历数”的详细算法仍然有所未知。虽然，这种有所未知对下文的年代学数据复原工作并无直接性的影响，但其对商周历本身的复原而言仍然是个不小的缺憾。

最后，除了“置闰历数”这种用以设定岁首的“成岁历数”，我们应该知道商周历其实还有另一更重要的“成岁历数”需要被精确复原，那就是“置冬至历数”。毫无疑问，假如我们不知道商周历颁历翌年的“日南至（虚推冬至）”究竟是如何被提前设定的，那么前述关于“置闰历数”的分析就完全成了空谈，因为“置闰历数”的设定首先取决于下年的岁首建正是否为“建子月±1月”，而下年的岁首建正就是用“下年日南至所在月＝建子月”定义的。那么，商周历用以“成岁”的“置冬至历数”其真相究竟为何？很幸运，这一次我们已不必再费心寻找了，因为《尚书·尧典》早就明确告诉过我们：





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尚书·尧典》）





也就是说，以本年的实测或虚推冬至日为“元日”起算，其第366日就是下一年的“日南至”，而序数“第366日”与“元日”相差365日，所以，“＋365日”这个常数就是包括虞夏历和商周历在内的所有中国古代“观象授时历”用以“成岁”的“置冬至历数”。虽然，“置冬至历数＝＋365日”这个近似常数相比真实的回归年长度365.242日尚差约1/4日，但这个数据对于商周历这种一年一颁的“观象授时历”来说其精度已经足够了：据《逸周书·周月解》，中国上古历法的“晴天实测冬至”称为“基践长”即圭表日影极长之日，而“阴雨虚推冬至”则称为“既南至（日南至）”即太阳最偏南之日，显然，按公式“日南至＝N年前之基践长＋N×365日”来推算，只要N小于4即“基践长”每隔4年以内能准确地实测到1次，则“日南至”本身的推算误差就永远不会超过1日，而这在冬季多晴的中原地区是不太难办到的。（按《尧典》所谓的“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旧注释作基数366日是明显错误的，因为殷墟甲骨文和商周文献中实际都最为流行按序数计日，例如《合集·14002》“甲申卜……三旬又一日甲寅”等；而据《左传》所记2条“日南至”数据都先天2日之事实来分析，商、周王历显然也更可能是采用了“365日”这个“置冬至历数”的，因为用“365日”显然更易导致先天误差而用“366日”则更易导致后天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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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考古及文献所见西周和先周诸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西元前8～7世纪，人类世界正经历着有史以来最剧烈的文化变革：在东方，号称“天下共主”、“赫赫宗周”的西周王朝之京畿在幽王、平王年间最终被其内外叛乱者所摧毁，从此，中国进入了“礼崩乐坏”、“百家争鸣”的文化纷争时代，所有古老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乃至文字字体、历法制度等都日渐被诸多新生事物所取代；而在西方，一度地跨亚、非两大洲的亚述帝国之雄伟都城尼尼微（Nineveh）也于612BC被其内外敌人夷为废墟，从此，“亚述巴尼拔图书馆”（Library of King Ashurbanipal）这一古代世界最大的文化宝库被彻底埋没，美索不达米亚那历经千年的文化中心地位也日渐被新兴的希腊诸城邦所取代。

不过，令我们今人感到幸运的是，西周和亚述这两个伟大文明古国的历史见证物并没有在这次巨变中被完全抹灭。事实上，由于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中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在后世屡屡被发现，而尼尼微废墟（Kuyunjik遗址等）中的“图书馆”泥版文献也在19世纪最终被发掘出土，我们今人仍然掌握着破解这两大古国历史之谜的关键证据：也就是说，正如亚述年代学已经依靠上述泥版文献中的日食数据把美索不达米亚的精确历史纪年上推至910BC一样，在西周金文月相之谜已经为前文所破解的前提下，中国的西周年代学也完全可以依靠诸多西周金文和两周文献所记载的月相数据和星象数据把中国的精确历史纪年上推至远比910BC更早的商周之交乃至先周年代。当然，无论是商周之交的武王伐商纪年还是先周的周文王纪年事实上都已进入了殷商年代学的范围，而即使是那些晚于周武王的西周王年数据事实上也是确保殷商王年表可以与《春秋》的精确纪年实现无缝衔接的关键性环节和基础性前提，所以，为了最终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精确复原出中国商代的部分王年，我们首先必须去完成的工作就是精确复原出所有西周诸王以及部分先周先王之王年。毕竟，近几年新发现的《覐公簋》和《四十三年逨鼎》等西周金文早已证明，以《简本》
〔1〕

 所排“西周金文历谱”为代表的近现代各版本之西周王年表推算数据都是有违金文证据而并不准确的，西周王朝的这个千古之谜正有待我们去作更严谨详实的探索和求证。

一、《国语》所见武王伐纣星象考释与《利簋》所见占星纪岁复原

对周王朝而言，武王伐纣这一开国伟业无疑是其所有历史中最值得大书特书、反复颂扬的情节，所以，毫不足怪，我们今人无论在出土的西周金文中还是在传世的两周文献中都能大量见到与此相关的文字描述。而在这些相关文字中，其最具年代学研究价值的无疑是东周文献《国语》、西周文献《武成》逸文以及西周金文《利簋》中的3条记载：





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竈）。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我姬氏出自天黿（竈）……王以二（三）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以夷则之上宫毕。当辰，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国语·周语下》）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翌）日甲子，咸刘商王纣……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汉书》引《武成》逸文）

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image: alt]
 夙，有商。辛未，王在阑*
 师，赐右史利金……（西周武王时期金文《利簋》，《集成·4131》，1976年陕西临潼出土。）





显然，由于这些记载中的纪岁、纪月、纪日、月相、星象等信息俱全，自汉儒刘歆以降的历代学者早已据此推算过多种版本的武王伐纣年代数据。然而，很可惜，由于时隔久远，上述这3条古老记载中的诸多天文历法术语其精确含义事实上早已失传，其个别文字也早已被抄讹，所以，刘歆等古今学者对其的释读很多都是建立在误读误释的基础之上的，而他们最终推算出的数据自然也难免是充满了纰漏的。而综合比对各种古文献证据，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曾误导了诸多研究者的误读误释主要共有如下四项。

其一是关于“星在天黿（竈）”的误读误释。众所周知，自刘歆以降的古今学者们大都认为，今本《国语》所谓的“星在天黿”星象乃是指“晨星至于婺女天黿之首”（参见《汉书·律历志》），也就是说，“星在天黿”的“星”是指“晨星（水星Mercury）”而“天黿”是指十二星次之“玄枵”。但是，对比《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马王堆汉墓帛书《五星占》等所有专业的古天文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刘歆的这种释读完全是臆测无据的：因为一方面，“天黿”一词除了见于今本《国语》外再无其他先秦用例，绝对有孤证之嫌疑，而“玄枵别名天黿”之说在刘歆之前也并未见于任何文献；而另一方面，《史记·天官书》及《汉书·天文志》所引《石氏星经》都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古代除了有按照日行躔次划分的“十二星次”和按照月行躔次划分的“二十八星宿”之外，其实还另有一套按照岁星躔次划分的恒星坐标系统“十二星名”，其详细名目和互相对应关系见表3-1，而在这套星座术语中代表“析木（尾、箕）”的星座名正是《史记》所谓的“天皓”，考虑到古书抄写常常借用谐音字的随意性，例如今本《汉书》就将“天皓”抄作“天昊”，此“天皓”理应也可按谐音被通假抄作“天竈”即《国语》所谓“天黿（竈）”的来源，只不过在今本《国语》中“竈”字被形讹抄作“黿”字了（“竈”古通“窖”、“造”，而“窖”、“造”、“皓”皆从“告”得声例可通假）。此外，《国语》所谓的“我姬氏出自天黿（竈）”也可旁证“黿”字实为“竈”字之讹——“姬”与“天竈”所属“箕”同音，在音律数术上属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此即乐师伶州鸠所谓“我姬氏出自天竈”的真实含义。而一旦我们刊误出了“星在天黿”其实是“星在天竈”之讹，那么我们对《国语》此处所谓的“星”不是指“晨星”而是指“岁星”这一事实也就有理由作出澄清了，因为“天竈（皓）”、“监德”、“降入”、“青章”等十二星名在先秦时本来就是专门用于描述“岁星”的运行方位而不作他用的，而且《史记》和《汉书》中也都有明确以“星”字代指“岁星”的用例（例如《史记·天官书》有云“岁阴在丑，星居寅，以十二月与尾、箕晨出，曰天皓”）。显然，由于《国语》所谓的“星在天竈”事实上既和“水星”无关又和“玄枵”无关，所以自刘歆以降的古今各版本之武王伐纣天象复原方案无一例外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以“星在天黿＝水星在玄枵”为立论依据的。

表3-1　《史记》和《汉书》中的十二星名、十二星次、二十八星宿对照表

[image: alt]


注：十二星名之天皇、天宗、大棣据《汉书》，带*
 号者系据《史记》集解引“徐广曰”，其余皆据《史记》。





其二是关于“辰在斗柄”的误读误释。自刘歆以降的古今学者大多认为，《国语》所谓的“辰在斗柄”之“辰”字其含义就是《左传·昭公七年》所谓的“日月之会，是谓辰”。但是，只要我们联系上下文就会发现，由于在《国语》中伶州鸠已经并列列出了“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这精确的日、月位置数据，他又何必再累赘重复提及“日月之会”的“辰位”？况且，《左传·昭公七年》也明确指出，所谓“日月之会”的“辰位”是用子、丑、寅、卯等十二个可“配日”的单字术语专门描述的，而《国语》中的伶州鸠也明确提及周武王癸亥夜陈之时“辰在戌上”，可见，“日月之会”的“辰位”记录格式本应是“辰在戌上”、“辰在寅上”等等而绝非“辰在斗柄”或“辰在某宿”。尤其是，“日月之会”的定位一共只有12种，古人根本没必要将之细分成28宿乃至比28宿更精细的“斗宿之柄”和“斗宿之勺”，所以，《国语》所谓的“辰在斗柄”之“辰”绝对可以排除作“日月之会”解。（关于《国语》所谓的“辰在戌上，故长夷则之上宫”云云具体是如何定义的，由于这个问题并不影响我们对“辰在戌上”和“辰在斗柄”的性质辨析，故限于篇幅在此不作详论。此处仅需指出的是，《国语》所谓的“辰在戌”和“夷则之上宫”都是符合中国古天文学和音律学的定义而清晰可考的。）而既然排除了“辰＝日月之会”的可能性，那么“辰在斗柄”之“辰”字的古天文学含义就只剩下“辰星＝水星”这一种可能了（《史记》之“辰星”即《汉书》之“晨星”）。

其三是关于“岁在鹑火”和“岁鼎克闻夙”的误读误释。一方面，正如前文已经论证的，武王伐纣的“岁在鹑火”纪年原本乃是一种古老的“十二星次占星纪岁”而非刘歆等认为的“岁星纪年”，所以，《汉书·律历志》中刘歆用以推算“岁在鹑火”的“岁星超辰法”其在基本原理上就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武王伐纣时的岁星真实位置乃是“星在天竈”而非“鹑火”。而另一方面，当代某些学者凭空质疑商末周初是否已有“岁在鹑火”纪年法的“疑古”思路同样也是错误的，因为《利簋》这一周武王时代的实物证据早已明确告诉了我们“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的真实性：据古文字学的常识可知，甲骨文和金文中的“鼎”可通“贞”，“夙”可通“宿”，而“[image: alt]
 （闻）”字在《毛公鼎》等金文实例中常被用作“昏”、“婚”、“[image: alt]
 ”等的通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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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古音理应也可通“鹑”字，所以，《利簋》中的“岁鼎克[image: alt]
 夙”五字理应被释读作“岁贞克鹑宿”，其含义与“岁在鹑火”全同。（按《楚辞·离骚》有“摄提贞于孟陬”，可见“贞于”、“贞克”等和“在”一样都是占星纪时的习用古语；而《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杜预注有云“次，舍也”，“次”、“舍”、“宿”三字古为同义字，故“十二次”也可称为“十二舍”或“十二宿”，十二星次之“鹑火”也自然可以别称为“鹑宿”。要之，《利簋》所谓的“武王征商，岁贞克鹑宿”其含义就是《国语》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而现代某些学者将此释为“岁星”、“岁祭”等是既于文义难通、又于文献无征的。）而一旦我们确认了“岁贞克鹑宿＝岁在鹑火”，那么，我们要准确推算武王伐纣年份的第一个可靠数据就可以直接得到了：正如前文所述，考虑到考古学的碳十四（14
 C）测年数据都把西周的始年估定在西元前11世纪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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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重要的是按照《说文》“三十年为一世”来推算西周的始年同样应在前11世纪之中（西周除了武王在伐商后迅速去世外共计有10世11王，故以平王元年770BC上推10世＝300年，西周之始年也应在1070BC左右，关于西周、春秋诸国世系中的“一世”确实平均为30年左右读者可据《史记》等自行验算），所以，武王伐纣“岁在鹑火”的年份据前文表1-2给出的公式来推算只能是指1090BC、1078BC、1066BC……1006BC等8个年份之一。不过，由于“岁在鹑火”的岁首起算点是“建寅月”，所以此“岁在鹑火”的时间范围实际上都跨入了上述西历年份的下一年，例如1066BC的“岁在鹑火”实际是在1066～1065BC之间。

其四是关于“旁死霸”和“既旁生霸”两种月相的误读误释。正如前文早就论述过的，刘歆在《汉书·律历志》中把“旁死霸”释读作“朔之明日”、把“既旁生霸”释读作“望之明日”这在古文字学上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因为“旁”字在商周金文中原写作“方”，其字义并非延后一日的“旁之”而是提前一日的“方将”（何况今所谓“傍晚”也是指“近晚前”而非“近晚后”）。所以，所谓“旁死霸”的定义就是“既死霸－1日＝晦”，所谓“既旁生霸”的定义就是“既生霸－1日”，亦即“上月既望＋29日”或“每月十四”。而据《武成》逸文和《逸周书·世俘解》都未记录有“既望”月相、《国语》也称“癸亥夜陈，未毕而雨”来看，武王伐商恰逢阴雨连绵很可能无法目测到“三月既望”，所以《武成》的“四月既旁生霸”最可能就是指周王历的“四月十四”。

而一旦我们理解了《武成》逸文所谓的“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就是指周王历的“一月壬辰晦”和“二月癸巳朔”，“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就是指周王历的“四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四月十九日庚戌”，那么我们就能最终判定“武王征商唯甲子朝”究竟是在何月何日了。如见，关于“癸亥夜陈”和“甲子朝”所在的月份，《汉书》引《武成》记作“三月”而今本《国语》记作“二月”，而据上述复原的“二月癸巳朔”和“四月壬辰朔”数据我们不难推知此“癸亥”、“甲子”二日必然都是在周王历之“三月”，因为周王历该年的“三月历朔”只能被设在“壬戌”或“癸亥”，所以，今本《国语》所记“二月”必然是“三月”之讹，毕竟“二”字与“三”字互讹是中国古文献校勘中最常见的。而由此可见，《汉书》所引《武成》逸文中真正被抄讹的数字并不是刘歆认为的“三月”之“三”字而是“粤五日甲子”之“五”字：据《国语》所记“癸亥夜陈……当辰”可知，周武王伐纣的准确历日理应是在“三月既死霸粤翌日甲子”，周王历该年的“三月甲子”理应是“三月既死霸癸亥”之“粤翌日”而非“粤五日”，《汉书》所引“五”字理应是“翌”字之讹，因为正如前述“癸亥当辰”的“辰”就是指“日月之会＝日月合朔”，而“甲子”正是此“癸亥合朔＝癸亥既死霸”的“翌日”。至于在校勘学上“翌”字为什么会讹为“五”字，我们可找到的旁证也是很充分的：一方面，正如古文字研究者所熟知的，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翌”字往往是被写作假借字“羽”或“昱”的，而“羽”、“昱”与“五”古为同音字，抄写时自然容易混淆，所以我们首先就能判断《汉书》所引“粤五日”其最有可能就是“粤翌日”之讹；而另一方面，由于《武成》下文还有“粤五日乙卯”之语，我们就更能理解“粤翌日甲子”为什么会被抄讹成“粤五日甲子”了，这在校勘学上显然是“涉下文而衍”这种常见抄讹的典型表现。总之，只要我们不像刘歆那样硬把“一月旁死霸”误读成“一月初二”，那么，《武成》逸文中的历谱数据本来是很通顺、很容易直接解读和据实刊误的，我们既没必要像刘歆那样因为迷信《国语》这一“经典”而颠倒黑白硬说《国语》之“二月”为对而《武成》之“三月”为错（《国语》在汉代称为“春秋外传”是儒家的“准经典”，而《武成》是《孟子》点名批判过的反面教材即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因为《武成》中原有“血之流杵”等不利于周武王仁义形象之语），更没必要像刘歆那样硬添加一个子虚乌有的“闰二月”来迂曲凑数（如前述商周时代是不可能有年中置闰的）。

而既然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厘清了武王伐纣诸天文历法术语的准确含义并刊误复原出了“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翌日甲子”这一关键数据，那么我们就可据此最终复原出武王伐纣的精确年代和日期了：查现代的月相数据易知，在西元前11世纪的8个“岁在鹑火”年份1090BC、1078BC、1066BC、1054BC、1042BC、1030BC、1018BC、1006BC中，唯有1066BC和1030BC两个年份可能出现虚推月相“一月壬辰旁死霸”（假设商周历当时的观象置朔误差可放宽为－3～＋2日），而在1066BC和1030BC这两个候选数据中，由于1030BC的“一月壬辰”虽然确有“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象出现但这却意味着该年的周王历必须是远离“建亥”的“建戌”，所以，基于周王历岁首只能取“建子月±1月”，我们最终可得出的结论就是，周武王伐纣的精确年代只能是在1066BC（但周王历该年的多数月份都在1065BC），而该年“三月既死霸粤翌日甲子，咸刘商王纣”的精确日期只能是指西元前1066年12月31日，这就是商、周两代的时间分界。而《国语·周语》、《武成》逸文及《利簋》所记载的武王伐纣诸天文历法数据由此可被精确复原如下（参见表3-2）。

表3-2　考古及文献所见武王伐纣日程的精确复原（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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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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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武成》逸文所谓的“惟一月壬辰旁死霸”和“若翌日癸巳”分别是指1066BC-11-29以及1066BC-11-30，这两个日期按现代精确数据推算分别是建戌月之晦、建亥月之朔，但考虑到商周时代的冬至测算往往会有数日之误差，而1066BC的冬至准确时间12-31距离其最邻近的朔日12-30又仅差1日（更精确地说是6小时），故比照《左传》中的两条“日南至”实测数据都比精确数据“先天”2日之实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066BC的周王历“日南至”其实是在“先天”2日的12-29即“二月壬戌”，而该年的“一月壬辰晦”和“二月癸巳朔”由此将被定义成建亥月之晦、建子月之朔，也就是说，周王历的该年岁首在其颁布者的眼中仍然属“历建亥”，并未超出“建子月±1月”。

其二，《国语》所谓的“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实际就是指《武成》逸文所谓“一月壬辰旁死霸”之前一日“一月辛卯日＝1066BC-11-28”的凌晨星象（按《国语》未记“一月壬辰”星象而只记“一月辛卯”星象很可能是因为“壬辰”当日多云或阴雨无星象可测，但无论是“辛卯”还是“壬辰”都是周武王“癸巳”出师前的军事动员和军队集结之日，《国语》将其星象视作“武王伐殷星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月在天驷”（月亮位于房宿之天蝎座δ附近）和“辰在斗柄”（水星位于斗宿之人马座μ附近）是该日可目测的即时星象（正如图3-1所示，该日的水星黄经位置本应更靠近箕宿，但其目测位置却更靠近“斗柄”之斗宿三即人马座μ，而考虑到该日凌晨箕宿四星皆在地平线下实际不可见，则《国语》所谓“辰在斗柄”显然是基于目测的实录而非基于理论的虚推），而“日在析木之津（太阳在本月主要位于尾宿、箕宿）”和“星在天竈（木星在本岁主要位于尾宿、箕宿）”都不是仅指该日而是涵盖了整月或整年的概括性长期星象——事实上，根据“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可知，该日的太阳和木星实际都已从“析木＝天竈”移入了“北宫玄武”之“斗宿”即“北维”，而且都已位于地平线之下而只可间接推算不可直接目测。（正如图3-1所示，1066BC-11-28的太阳和木星其真实位置都在斗宿二即人马座λ附近，但中国古天文学的“日在某星次”是用于描述整个月份中太阳的平均位置的、“木星在某星座”是用于描述整个年份中木星的平均位置的，而武王观星的“辛卯”日很不巧既处于周王历“一月”的月末时段又处于虞夏历“鹑火之岁”的岁末时段，太阳和木星的位置都已偏离了本月或本岁的主要运行天区而沿着黄道东移了，所以，《国语》为了完整描述出太阳和木星的位置，一方面用了“日在析木之津”和“星在天竈”以便指出“一月建亥”和“岁在鹑火”之时太阳和木星应有的平均位置，另一方面又用了“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以便指出太阳和木星在周王历一月辛卯日这个“岁终前二月”、“月终前一日”的特殊时刻其真实位置都已从岁初或月初的“东宫苍龙七宿”之尾宿、箕宿移入了岁末兼月末的“北宫玄武七宿”之斗宿。总之，《国语》所谓的“日在析木之津＝日在东维”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两条记录虽然在字面上一东一北明显自相矛盾，但其在古代天文学家眼中却一点也不矛盾，恰恰相反，《国语》既记“东维”又记“北维”的写法正说明了其内容的专业性和实录性。而《荀子》所谓“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东面而迎太岁”也是指“太岁＝岁星年均位置”在该日凌晨正东方的“天皓＝箕宿＋尾宿”诸星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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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其三，《国语》的“二月癸亥……当辰”据《武成》逸文刊误后应为“三月癸亥……当辰”即指1066BC-12-30，《武成》逸文的“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据《国语》刊误后则应为“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翌日甲子”即指1066BC-12-31。而以上这两个日期在虞夏历的占星纪岁中都属于“岁在鹑火（岁贞克鹑宿）”，因为《利簋》明确告诉我们“唯甲子朝，岁贞克鹑宿，有商”，武王伐纣那年的“三月甲子”是属于“鹑火”旧岁的。也就是说，虞夏历的“占星纪岁岁首”是固定于“建寅月”的，这与虞夏历的“月序岁首”往往并不一致（如前述虞夏历的“月序岁首”即“历正月”的设置类似商周王历是可以游移于“建寅月±1月”之间的，譬如某年晋国的夏历“建寅”而齐国的夏历却可以“建卯”），所以，武王伐纣那年的周王历“三月”由于是“建丑月”（精确值为“建子月”）而仍然属于“岁在鹑火”。（按，除了《利簋》铭文可以证明虞夏历的“占星纪岁岁首”是固定于“建寅月”而非游移±1月的，我们从实用效果分析也能推论出这一点，因为正如前述周武王采用“岁在鹑火”纪年的主要原因就是该纪年方式是天下诸侯所公认无歧义的，而“岁在鹑火”要做到无歧义其岁首显然必须是固定的而非游移的。此外，考虑到后世的“八字”算命数术其所用“月首日”并不同于实用“农历”之事实，我们对古代“占星数术纪岁”之岁首月并不同于实用虞夏历之事实显然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其四，《武成》逸文所谓的“惟四月既旁生霸（乙巳）”是指1065BC-2-10，“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庙”是指1065BC-2-15，“翌日辛亥，祀于天位”是指1065BC-2-16，“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于周庙”是指1065BC-2-20，当然，这四个周王历“四月”的日期都不再属于旧岁“岁在鹑火”而是属于新岁“岁在鹑尾”了。此外，由于《逸周书·世俘解》其实就是《武成》篇的同源别本（只是今本《逸周书》的讹误过多例如“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被其讹抄成“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等），我们还可推知《逸周书》所谓的“维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这一周王朝建立的关键日期是指1065BC-1-31。

二、《尚书》和《小盂鼎》等所见成、康、昭三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除了武王伐纣之年，在《尚书》等周代文献中另一个被详尽记载的周初年份就要数成王七年了：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尚书·召诰》）

戊辰，王在新邑烝……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尚书·洛诰》）





显然，由于“既望＝实测满月”、“朏＝实测初三之蛾眉新月”的精确含义我们早已熟知，我们要根据上述记载以及“武王伐纣之年＝1066～1065BC”去推算武王克商之后的在位年数以及后继的成王元年是很容易的。因为，关于克商后的武王在位年数，在较可靠的史料记载中主要有“二年”和“六年”两说，而上述成王七年之“二月既望（庚寅）越六日乙未”和“三月惟丙午朏”这两个月相数据可以一致证明，《史记》、《尚书》和《逸周书》所共同记载的“二年”说是唯一正确的：





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史记·封禅书》）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史乃册祝曰……王翼日乃瘳。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尚书·金縢》）

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阑），建蔡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既归，乃（仍）岁十二月，崩镐，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阑）、徐、奄及熊盈以畔（叛）。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逸周书·作雒解》）





也就是说，周武王实际死于克商二年（1064BC）之周王历十二月（该年武王之重病虽经周公祝祷获得安慰一度回光返照“乃瘳”但旋即不治身亡），周成王元年则是在1063BC（该年前数月可能跨入1064BC），成王七年之“二月既望（庚寅）”和“三月惟丙午朏”则分别是指1057BC-2-13（实际为满月日－1日，该日凌晨最大月相值99.1％）和1057BC-2-29（实际为初三－1日即初二），这两个日期的实际月相显然与《尚书·召诰》所记完全吻合（其目测误差都在±1日之内）。至于今本《逸周书·明堂解》记载的孤证性“六年”说，即：





周公相武王以伐纣，夷定天下，既克纣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践天子之位，周公摄政，君天下，弭乱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政于成王。（《逸周书·明堂解》）





我们不难发现，此所谓“六年而武王崩”正如《逸周书》唐大沛旧注所指出的很可能是“涉下‘弭乱六年’而误”，其原文“当作‘二年’”
〔4〕

 （毕竟今本《逸周书》是以抄讹繁多而著称的），因为“六年”之说与《尚书·召诰》的两项月相证据皆不符。

而既然我们已经能用《尚书》的月相数据精确复原出了“周成王元年＝1063BC”，那么，我们就可以此为支点去进一步研究和复原成、康、昭这周初三王的王年了。

首先，关于成王殁年和康王元年的复原，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可靠数据无疑是西周金文之名篇《小盂鼎》以及近年新发现之《覐公簋》（正如朱凤瀚等学者所指出的，《覐公簋》的出现一举否定了《简本》所推算的西周和殷商王年表数据体系
〔5〕

 ），此外还有《尚书·顾命》关于周成王临终日期的记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颒水……越翼日乙丑，王崩。（《尚书·顾命》）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用牲禘周王、〖武〗王、成王……若翌乙酉……王命赏盂……唯王廿又五祀。（《小盂鼎》，《集成·2839》）

覐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昜（唐）伯侯于晋，唯王廿又八祀。（《覐公簋》）





显然，由于《小盂鼎》的王世（禘祭成王的康王世）、王年、月序、日辰、月相俱全，而且其“既望”月相数据与《尚书·顾命》的“哉生魄”月相数据恰可相容，《覐公簋》则指出康王在位年数不少于28年（据《左传·昭公十二年》“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和《古本竹书纪年》“晋侯筑宫而美，康王使让之”可知唐伯燮父改封晋侯当在康王之世，故《简本》所推康王在位“25年”必然有误），再加上《史记·周本纪》和《古本竹书纪年》都明确载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亦即扣除周公“弭乱六年”后成王和康王在位的总年数约为41～49年，而计入“弭乱六年”则为47～55年，那么，我们用以上数据自然就会得出结论：康王元年必为1049BC、1044BC、1039BC这三个年份之一，因为同时可满足《覐公簋》和《周本纪》之年代描述的“康王廿五年八月甲申既望”实测月相以及“成王殁年四月哉生魄甲子”虚推月相只能出现在这三个年份的相关历谱之中（例如，假设西周王历的目测月相之允许误差为±2日、虚推月相之允许误差较东周王历更宽松为－3～＋2日，“哉生霸”取为“哉生霸＝承大月二日”，则在“康王元年＝1044BC”的相关历谱中就会出现“康王廿五年八月甲申既望＝1020BC-7-22”和“成王十九年四月哉生霸甲子＝1045BC-3-15”，前者误差＋1日，后者误差－3日，恰好都在允许的误差范围之内）。

那么，在上述的三个候选年份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康王元年？毫无疑问，我们首先有理由排除的就是1049BC，因为这将意味着成王在位仅14年以及其儿子康王继位时还是不超过12岁的垂髫幼童（本文年龄皆指中国式的虚岁年龄），而这与《尚书·顾命》所记载的康王继位时已行过“冠礼”可以加戴“麻冕”不符（众所周知周成王即位时是个尚未成年的“孺子”，《史记》中甚至还有“周成王初立未离襁褓”的传说，总之，不管如何，周成王继位时尚未行冠礼、为人父这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而据《左传·襄公九年》所记“十二年矣……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君可以冠矣”之周代礼制（即国君“已冠”可提早到13岁，行冠礼应在其12岁那年年末；而士大夫“弱冠”成人是指20岁，行冠礼则应在19岁的年末），成王于1064BC继位时必不足“已冠”的13岁而最多12岁，其“十五而生子”最早也是成王三年之事，故康王假如在成王十四年四月继位其年龄最多仅12岁且未到年底，其尚未有戴冠冕的资格。所以，关于康王元年我们初步可推知共有1044BC和1039BC这两种可能，而这就意味着成王的在位年数是19年或24年。

其次，关于昭王的王年，我们则可从《古本竹书纪年》的逸文中找到最直接的数据：





《纪年》曰：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

《纪年》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古本竹书纪年》）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史记·周本纪》）





显然，根据此条“昭王在位19年”数据，再加上昭王元年可由1063BC减去成、康总在位47～55年而直接推知应在1016～1008BC之间，我们不难初步估算出昭王殁年应在998～990BC之间而穆王元年应该在997～989BC之间。而穆王元年是可用穆王世标准器《鲜簋》、《廿七年卫簋》等之月相数据来验证的，而其验证的结果是在997～989BC之间唯有997BC的历谱是会出现《鲜簋》、《廿七年卫簋》月相的，其余年份的月相误差值都超出了允许的范围（关于《鲜簋》和《廿七年卫簋》等器之月相数据分析详见后文），所以，我们最终可得的结果是“穆王元年＝997BC”、“昭王十九年＝998BC”和“昭王元年＝1016BC”。而由此继续上推，我们不难发现与此昭王王年吻合的康王元年只能是1044BC而不可能是1039BC，故成、康、昭三王的王年就此将被唯一锁定：“周成王在位19年（1063～1045BC）”、“周康王在位28年（1044～1017BC）”、“周昭王在位19年（1016～998BC）”。

西周早期的年代学问题真的就此尘埃落定了吗？毫无疑问，假如在上述推导中“昭王在位19年”这一具有“拱顶石”般关键意义的数据是连锁有无歧义而可直接验证的天象的，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但是，很可惜，《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并不是这样的数据，而且其数据也属仅见尚未有其他先秦文献可作呼应，所以，为了穷尽一切可能地严格求证，我们必须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首先，在此必须指出，《古本竹书纪年》的“周昭王十九年”记载虽然暂无直接的天象证据，但其间接的天象旁证以及其他有利旁证却是很多的。例如，按照《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周昭王在十九年南征兵败身亡之前曾经还进行过一次“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的胜利南征，其胜利的心情最终被表达为祥瑞事件“遇大兕（雉）”（即《楚辞·天问》所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维何，逢彼白雉”，此外金文《史墙盘》等也明确提及了此次胜利即“宏鲁昭王，广罷楚荆，唯寏南行”），而这次南征的年代恰可与昭王世金文《作册夨令簋》的月相数据相呼应（据金文《夨令方尊》等可知“作册夨令”系昭王时人物）：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夨令奠宜于王姜，王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作册夨令簋》，《集成·4300～4301》）





显然，昭王元年若为1016BC则昭王十六年就是1001BC，而该年确实是有“九月既死霸丁丑”月相存在的（1001BC-8-4子正九月丁丑朔，误差0日）。虽然，1001BC-8-4并非是此条“既死霸＝朔”月相的唯一解释，但《作册夨令簋》中的王世（昭王世）、事件（王于伐楚伯）、月相都能同时吻合于《古本竹书纪年》仍然是很引人注目的（按《史记》等明言周人对昭王殁年的南征历来“讳之”，所以《作册夨令簋》所夸耀的“伐楚伯”理应是密合于“十六年伐楚荆”之胜而非“十九年丧六师于汉”之败的）。又例如，除了可与金文相呼应，《古本竹书纪年》的昭王纪年与其他古文献也有紧密吻合之处：一方面，《古本竹书纪年》之“昭王在位19年”限定了成、康二王只能是在位47年而不是更多（比如52年），而这个数据与《史记》就吻合得很好，因为47年减去“弭乱六年”为41年，恰好符合《史记》所谓“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古汉语举概数多为四舍五入，“四十余年”一般指41～44年，45～49年往往会实举其数或说成“几五十年”等，毕竟盛世王年说得越长越光荣，故52－6＝46年被说成“四十余年”的概率是较小的）；而另一方面，由成、康在位47年进一步推算出的“康王在位二十八年”与《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所谓“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崩”也是很接近的，毕竟在校勘学上竖写的“二十八”与“二十六”字形近似确有可能抄误，《帝王世纪》所引原文不排除本就作“二十八年”。

其次，除了上述暗示性旁证，《古本竹书纪年》的昭王纪年事实上还可找到一条更直白而有力的天象旁证来支持它，那就是《汉书》所引逸书《毕命丰刑》的月相数据。只不过，由于该项数据必须经过辨析和刊误后才能被引证，所以很遗憾它也并非是一边倒的有利证据而仍是一条有利、不利参半的证据：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朔），王命作策《丰刑》。（《汉书·律历志》引《毕命丰刑》）





如知，自从被《汉书》征引开始，此段《毕命丰刑》秘藏古文一直都被视作是早已失传的记载康王史事的《尚书·毕命》之逸文（《伪古文尚书·毕命》就是迎合这种说法而炮制的）。但是，验之以《书序》，《尚书·毕命》的内容本来是“康王命作册毕公分居里，成周郊”，其与《丰刑》这一刑典无关；而验之以月相数据，可与《小盂鼎》之月相相容的康王“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是在满月日附近，也明显与“朏”或“朔”无关。所以，刘歆等汉儒认为《毕命丰刑》就是《尚书·毕命》、其王世属于康王世是完全错误的。而综合文献记载以及月相数据来分析，《毕命丰刑》之“王”其实应该是指周昭王，昭王之《毕命丰刑》与康王之《尚书·毕命》是完全无关的两篇文献：因为其一，我们拥有“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史料可以证明，成王或康王显然并没有颁布过类似《丰刑》、《吕刑》那样的新刑典，而穆王以降的诸王都尊用《吕刑》，所以基于排除法，作《丰刑》之“王”只能是康王之后、穆王之前的昭王；其二，据《尚书正义》孔疏引郑玄云“今其逸篇有册命霍侯之事，不与此序相应”可知，《汉书》所引《毕命丰刑》中还有“册命霍侯”的内容，其与《书序》所描述的《毕命》完全不同，故《毕命丰刑》并非康王之《尚书·毕命》，其时代完全有可能不属康王而属昭王；其三，《尚书》和金文的月相数据同样可以证明，《毕命丰刑》的“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朔）”与昭王之外其他各王世的月相数据皆不相容（月相数据参见后文），故此条“庚午朏（朔）”记录在天象特征上同样也只能属于昭王时代。而假如再考虑到《毕命丰刑》被抄写时的春秋战国时代“朏”、“朔”二字之字形十分近似易混（例如侯马盟书的“甲寅朔”就一度被现代学者释读为“甲寅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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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通过对比温县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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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其他出土证据，我们现在知道其正确的释读应该是“朔”而非“朏”），而周王制作杀罚刑律也似乎不大会选择充满生气的“朏≈哉生霸”而是更可能会选择充满正气的“朔＝既死霸”，则我们就很有理由置疑《汉书》所引《毕命丰刑》的“朏”字是刘歆讹读古“朔”字的结果。而一旦我们得出《毕命丰刑》的刊误结果为“（周昭王）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朔”，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它和《古本竹书纪年》导出的“昭王元年＝1016BC”、“昭王十二年＝1005BC”是完全吻合的：1005BC-6-19之“庚午”距离该年“丑正六月朔”精确值仅误差－1日，完全是在“观象授时”的正常误差范围之内，其在周王历中完全有资格被视为“昭王十二年六月历朔”。当然，以上改“朏”为“朔”的刊误理由并未达到百分百可信，所以，我们仍然无法彻底排除“庚午朏”的成立可能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古本竹书纪年》之“周昭王十六年”和“周昭王十九年”双双不成立。但无论如何，考虑到如上列举的诸多旁证，《毕命丰刑》月相读“朔”的可能性还是要远远大于读“朏”的可能性的。

总之，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复原出的成、康、昭三王王年理论上共有三种可能的答案，其中尤以采信《古本竹书纪年》的“成王19年、康王28年、昭王19年”目前最具可信性，而其他两种答案则必须在未来新的考古证据足以推翻《古本竹书纪年》的前提下才会有可能成立（这两种答案分别是“成19、康34、昭13”和“成24、康29、昭13”，它们都是基于把《毕命丰刑》之月相释作“庚午朏”的，关于这两种答案的推排还须结合穆王以降诸王年的金文数据，此不赘述）。但不管是哪种答案，它们能给出的成、康、昭三王总在位年数都是同样的精确数值66年（1063～998BC），也就是说，它们对于我们要复原的西周王年表之总体精确性而言并无任何不利之影响。

三、西周金文所见穆王以降诸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与西周早期仅有《小盂鼎》这1条王年、月序、日辰、月相“四要素俱全”的金文不同，自穆王以降的西周中晚期八王其金文月相数据和王年数据都是十分丰富的，其中尤以无作伪嫌疑、无内证性讹字的约60条“四要素俱全”、3条“除月序外三要素俱全”月相数据最为著名和重要（不计内容重复之器）。此外，再加上穆王、宣王、幽王三王的在位年数都史有明载，厉王的王年虽有争议但也有迹可循，所以，假如不是碍于“生霸死霸之谜”和“共和元年之谜”都未破解，我们早就能据此众多证据复原出一份精确无误的“西周金文历谱”了（例如《简本》就载明其对金文月相的“界说尚不完善，有待新材料的发现和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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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简本》所排之“金文历谱”最终会被《覐公簋》等新出证据所否定这也是并不太出人意料的）。而现在，既然本文前已破解了“生霸死霸之谜”并给出了所有金文月相的严谨定义——虚推月相“既死霸＝历朔”、“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或月半十五”、“初吉＝大月初七或小月初十”、“方死霸＝历晦”、“既霸＝承大月初二或承小月初三”，而实测月相“既望＝目测满月”，此外还通过分析《春秋》和《左传》之历日数据得出了商周王历的诸多其他“历数”，例如其岁首月为“建子月±1月”（但标示建正的冬至历日允许有误差）、没有年中置闰只有年末置闰等，那么，我们要精确复原出一份无可争议的“西周金文历谱”以及“西周王年表”就不再会有太大的难度了。当然，在此应有必要指出，西周王历与《春秋》中的东周王历虽然在总体上一脉相承都属于商周历，但由于时代条件的不同其“观象授时”的精度还是有所差别的，我们在严格推算“西周金文历谱”时理应要考虑到这些差别：

其一，由于西周时代“观象授时”所能实测到的冬至、晦朔和日食数据都未必能像春秋时代那样精准而丰富，所以，西周王历的冬至、历朔及虚推月相之允许误差范围理应比东周王历有所放宽，即应由《春秋》、《左传》中的精度标准－2～＋1日放宽为－3～＋2日（但也仅限少数境况）。至于目测满月“既望”，其允许的误差范围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假如我们将大于95％的月相值都视为近似满月，则“既望”的允许误差一般应该在“±2日”之内。

其二，除了“观象授时”的允许误差范围应该放宽，西周王历的“置朔变数”即连大月设置也理应作出相应放宽，即除了“春秋历谱”中常见的“连二大月”、“连三大月”、“连五大月”，我们并不能排除“连六大月”、“连七大月”等等的存在。

（一）《廿七年卫簋》等器所见穆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关于周穆王的在位年数，《史记·周本纪》早有明确记载“穆王在位五十五年”。而现在依据著名的穆王世标准器《鲜簋》和恭王世标准器《五祀卫鼎》所记载的月相数据，我们已有能力验证出这一年数究竟是否精确可靠：





唯王卅又四祀，唯五月既望戊午，王在芳*
 京，禘于昭王。鲜蔑历……（《鲜簋》，《集成·10166》）

唯正月初吉庚戌，卫以邦君厉告于邢伯、伯邑父、定伯、倞伯、伯俗父曰：厉曰余执龚王卹工……曰余舍汝田五田……唯王五祀。（《五祀卫鼎》，《集成·2832》）





不过，在具体分析这两条“标准器”证据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个问题，那就是《五祀卫鼎》中的所谓王号“生称”问题。因为，在青铜器断代上，对于所谓“生称”现象究竟其背后含义为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那么，《五祀卫鼎》中的“龚（恭）王”王号究竟是恭王在位年间的“生称”还是恭王死后的追谥？《五祀卫鼎》究竟是恭王世的“标准器”还是懿王世的“标准器”？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能综合所有先秦史料和出土金文去做实证性的全面分析，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旧所谓“谥号生称”之说完全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主观臆测：因为，一方面，在中国古文献中我们从未见到帝王谥号可以“生称”的，而在西周金文中也同样是如此，例如《史墙盘》（《集成·10175》）虽然详列了文、武、成、康、昭、穆6位先王之谥号却只称时王为“天子”而不是“龚王”，《逨盘》（《汇编·757》）更是详列了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11位先王之谥号却只称时王为“天子”或“王”而不是“宣王”，可见，“周王可生称谥号”之说完全于史无征，完全是某些近现代学者对古老金文的片面性误读，完全是一种“为解释而解释”的臆测；而另一方面，西周金文中的所谓“生称”案例在上万件有铭铜器中其总数不过区区数器，而且这几件铜器都是不成套的孤器，而这就说明，这些铜器中的“生称”并不是正常现象而是偶然性的意外事件造成的：或者是因为下令铸器后不久器尚未铸成而周王已死，故必须修改铭文底稿补上谥号（例如前述《利簋》中有“武王”字样显然是因武王克商二年即早死而簋尚未来得及铸成，又例如《匡卣》中有“懿王”字样显然也是因该器历日已属懿王殁年，关于《匡卣》之历日分析详见后文），或者是因为成套之器使用若干年后损坏遗失一器而另行补铸一器时顺便把旧铭中已死先王之谥号补上（例如《五祀卫鼎》之“龚王”字样很可能就是补铸所致，因为按照西周的“列鼎制度”青铜鼎都是成套铸造且限定数量规格的，缺一器显然就必须补一器，何况《五祀卫鼎》所记乃是田产诉讼的法律判决书，重新翻铸此旧器与旧铭其实也是出于保存字据凭证之需要）。总之，事实很清楚，西周金文的所谓“生称谥号”现象其实质都是“后补谥号”：《利簋》实际是按武王末年旧铭底稿铸造的成王器，《五祀卫鼎》实际是按恭王时旧器、旧铭复制翻造的懿王器，所以它们都可以从容地将旧铭“王征商”补改为“武王征商”、“余执王卹工”补改为“余执龚王卹工”。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西周铭文来说，由于它们的下令铸造“作器”日期与最后完工日期都相距不远没有跨越两个王世，所以它们都只能称时王为“王”而非“某王”。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五祀卫鼎》虽然有“龚王”谥号是件懿王器但其铭文纪年仍然属于恭王世，在文献学意义上我们仍然可以将之称为“恭王标准器”，那么，我们要基于此推算穆王元年和恭王元年的工作就可以继续进行了。正如前述，在采信《古本竹书纪年》的前提下，“穆王元年＝997BC”是唯一既可无缝连接成、康、昭三王王年又可吻合《鲜簋》月相的穆王元年数据，因为这将意味着“穆王卅又四祀五月既望戊午”就是964BC-5-3，该日实为满月前一日（距满月时刻仅7小时），最大月相值99.9％，显然在±2日的误差允许范围内。而由997BC减去55年就是“恭王元年＝942BC”，由此得到《五祀卫鼎》的“恭王五祀正月初吉庚戌”为939BC-12-10，该日实际为初六，与“初吉＝大月初七”的定义相比仅误差－1日，同样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因此，以《鲜簋》和《五祀卫鼎》的月相数据为支点，《史记》所记载的“穆王在位55年（997～943BC）”已然初步得证。

当然，为了进一步证明“穆王元年＝997BC”和“恭王元年＝942BC”的唯一性和精确性，除了以上这两大标准器，我们对以下这些同属“四要素俱全”的金文证据无疑也是必须给予同等重视甚至更为重视的。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与《五祀卫鼎》同出的“裘卫四器”之另外三器《廿七年卫簋》和《三年卫盉》、《九年卫鼎》：





唯廿又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王在周，格太室，即位。南伯入佑裘卫，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赐卫缁巿（韍）朱衡、銮……（《廿七年卫簋》，《集成·4256》）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爯旂于豊，矩伯庶人取觐璋于裘卫……其舍田十田……裘卫廼誓告于伯邑父、荣伯、定伯、倞伯、单伯……（《三年卫盉》，《集成·9456》）

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王在周驹宫，格庙。眉微者肤卓使见于王。王大黹……矩取省车……廼舍裘卫林……（《九年卫鼎》，《集成·2831》）





很明显，由于“裘卫四器”是共同出土的同人之器（皆为岐山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所以它们的作器年代理应相去不太远。而验之以月相数据，《三年卫盉》、《九年卫鼎》显然与《五祀卫鼎》一样都属恭王世（参见表3-8），而《廿七年卫簋》却排不进恭王世，而只能排进穆王世，即“穆王廿七年三月既生霸戊戌＝971BC-3-21”，该日实为丑正三月十三，与“既生霸＝月半十五”的定义相比误差－2日，恰在虚推月相的允许误差范围内（该年各月的相应历朔误差也都在允许范围内）。而《廿七年卫簋》属于穆王世这一结果的确认无疑就意味着“穆王元年＝997BC”这一年数已经无法再下移，因为这将导致“三月既生霸戊戌”这一月相超出误差范围而无解。其次，再让我们看看《虎簋盖》：





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格于太室。密叔入佑虎，即位。王呼内史曰：册命虎……胥师戏司走马驭人……（《虎簋盖》，《汇编·633》，陕西丹凤县出土）





毫无疑问，由于此器与《鲜簋》类似同属西周中期之“超高年器”，故其在中期诸王中只能属于在位最久的穆王，而其“卅年四月初吉甲戌”就是指968BC-4-10（丑正四月初七），与“初吉＝大月初七”定义相比误差0日。再次，除了《鲜簋》、《虎簋盖》和《廿七年卫簋》这些穆王中后期的高年重器，穆王早期其实也有2件“四要素俱全”的重器可以验证穆王的王年，那就是《趩觯》和《师遽簋盖》：





唯三月初吉乙卯，王在周，格太室。咸丼叔入佑趩。王呼内史册命趩，更厥祖考服，赐织衣……用作宝尊彝，百世孙子毋敢坠永宝。唯王二祀。（《趩觯》，《集成·6516》）

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在周，格新宫。王诞正师氏。王呼师朕赐师遽贝十朋……（《师遽簋盖》，《集成·4214》）





关于《趩觯》，我们知道此器的铭文书体风格不太会晚于昭、穆时期（其“宀”字头仍作旧式耸肩而非新式弧肩、“尊”字不作新式“八”字头等），其册命内容也不见穆王中期以降的“即位”、“入门”、“立中廷”、“北向”等凑字数例行套语，而验之以月相，“穆王二祀三月初吉乙卯”就是996BC-2-17（子正三月初五），其与“初吉＝大月初七”的定义相比误差－2日，恰在虚推月相的允许误差范围内（该年各月历朔的相应误差也都在允许范围内），可见，《趩觯》确属穆王世无疑，某些研究者仅凭“丼叔”二字而将此器断为恭、懿世显然是依据不足的，穆王世之“咸丼叔”与恭、懿世《曶鼎》之“丼叔（邢叔）”及西周晚期《郑丼叔钟》（《集成·22》）之“郑丼叔”显然是完全不同的几个人物。至于王年仅比《趩觯》晚一年的《师遽簋盖》，其属于穆王世的证据就更加充足了：因为一方面《师遽方彝》（《集成·9897》）记载的“王呼宰利赐师遽”可以证明“师遽”其人与穆王前期名臣“宰利”同时（“宰利”即《穆天子传》之“井利”），“师遽”不太可能晚于穆王世；而另一方面《盠驹尊》（《集成·6011》）记载的“王呼师遽召盠……用作朕文考大仲宝尊彝”以及《盠方彝》（《集成·9899》）记载的“盠拜稽首……用作朕文祖益公宝尊彝”可以证明，“师遽”还曾与昭王、穆王世的人物“盠”共事过（《盠驹尊》之“盠”应即《逨盘》之“惠仲盠父”，其人曾“用会昭王穆王”，而“盠”之祖父“文祖益公”和父亲“文考大仲”应即《逨盘》之“公叔”、“新室仲”）。而再验之以月相，“穆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就是995BC-4-19（丑正四月十八），其与“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的定义相比（上月满月实际为十六日庚寅），其误差是＋1日，完全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可见，《师遽簋盖》同样确属穆王世无疑。

最后，除了上述诸器，穆王世还有一件关键性重器无疑更为重要，那就是可以最终限定穆王元年为997BC而不可上移的《十五年趞曹鼎》（图3-2）。只不过，由于长期的误读误释，该鼎迄今一直被学术界误定为所谓“恭王标准器”，因为在《集成·2784》等著述中，该器的铭文是这样被释读的（以下每行字数皆按原铭排列）：





唯十又五年五月

既生霸壬午，龚


王在周新宫。王射

于射庐。史趞曹

赐弓矢虎卢九胄

毌殳。趞曹敢对曹


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

用作宝鼎用饗朋友。（《十五年趞曹鼎》，《集成·2784》，吴大澂旧藏，现藏上海博物馆。）





那么，《十五年趞曹鼎》真的和《五祀卫鼎》一样，也是一件带“龚王”王号的“恭王标准器”吗？很简单，只要验之以月相，我们就会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根据前述“恭王标准器群”《五祀卫鼎》、《三年卫盉》、《九年卫鼎》所共同给出的数据，“恭王十五年五月壬午”只能是指928BC-3-19（亥正五月初七）或928BC-5-18（丑正五月初八），而这两个日期显然都是无法符合虚推满月“既生霸”的定义的。那么，《十五年趞曹鼎》既然不可能属于恭王世，该鼎所铭“龚王”二字究竟又该如何解释？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对比另一篇同样也是带“龚”、“王”二字且描述了“王射”之事的西周金文《麦方尊》后就会彻底明白了：





……雩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礼。王射大龚
 （鸿），禽（擒）……（《麦方尊》，《集成·6015》）





显然，“龚”字在西周金文中原本可通假为“鸿”字，而“鸿”原本是“王射”的目标，所以，假如我们能考虑到《十五年趞曹鼎》原本就是一篇“字体草率、行款疏放，而且不到六十字的铭文竟有三个衍文（按即‘敢对曹
 ’三字）”
〔9〕

 的有待刊误疏通之金文，那么我们对该鼎的“龚”、“王”二字铭文原本并不是指“龚王”也就能顺利疏通了。也就是说，对比《麦方尊》之“王射大龚”易知，《十五年趞曹鼎》之“龚（鸿）”字原本应在第三行之末（即“王射”之后）而非第二行之末，其正确释读应为：





唯十又五年五月

既生霸壬午，

王在周新宫。王射龚


于射庐。史趞曹

……（以上每行字数皆按原铭排列。）





而《十五年趞曹鼎》的“龚”字位置错行在商周青铜器铸造中本是常见的技术性失误，该现象亦见于《小臣逋鼎》（《集成·2581》）、《王臣簋》等，学界称此现象为“范模错行”
〔10〕

 （参见图3-2，《小臣逋鼎》第三行“扬仲皇作宝鼎”之“鼎”字错行移位到了第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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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旧释所谓“龚王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庐”原文应是“王在周新宫，王射龚于射庐”，《十五年趞曹鼎》原本并未记载“龚王”王号，那么我们对该鼎所属的王世并非“龚王”而是“穆王”就会很容易辨析清楚了：考虑到“十五年趞曹鼎”的器形属于“西周前期常见，昭王时代的师旂鼎，就是这一形式”
〔11〕

 ，其年代显然不会离昭、穆之交太远，而验之以月相，“穆王十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就是983BC-5-7（子正五月十八），其与“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的定义相比误差为＋2日（上月满月实际为十五日庚戌），恰好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可见，《十五年趞曹鼎》必属穆王世无疑。而事实上，由于上述数据已经逼近了“既生霸”允许误差的最大值，假如我们把穆王元年再往上移必然导致“十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超出误差范围而无解，所以，我们凭着《十五年趞曹鼎》这一月相证据就足以把“穆王元年＝997BC”这一数据给最终锁定（如前述《廿七年卫簋》已经限定了穆王元年是无法下移的）。总之，事实证明，周穆王的精确在位年代就是997～943BC，《史记·周本纪》等古文献记载的“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是完全正确的。

最后，为了进一步确认周穆王确实是西周诸王中在位年数最长的，我们对周穆王其人的年龄也必须作出进一步的分析澄清。因为，假如我们采信《史记·周本纪》的说法“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我们将会发现西周诸王的年龄都是离奇到不符生活常识的：穆王本人据此将要活到古代罕见的104～105岁高寿不说，由此我们还会得出成王、康王、昭王三王的生育年龄平均不足10岁之荒谬结论（周成王的出生年份不会早于1075BC已见前述，则1075BC出生之曾祖父周成王要能生出1046BC出生之曾孙周穆王其三代平均生育年龄显然不能超过虚岁10岁）。但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以及《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的“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此外再加上《穆天子传》对穆王远征犬戎并周游天下“三万有五千里”的详细描述，我们立即就会发现《周本纪》的说法是根本不可信的：假如周穆王真的生于1046～1047BC，那么“穆王十七年＝981BC”时穆王作为一个年近七旬的老翁在古代早已是受不了车马颠簸的病弱者，他哪里还会有“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的青春冲动和幼稚野心？所以，我们仅凭“穆王周行天下”这一广泛见于古文献的事实就能推定，《史记·周本纪》关于穆王年龄的记载并不属实。

那么，既然《史记·周本纪》中的穆王年龄乃是一个误传，这个误传又是如何产生的呢？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误传本是出于儒家经典《尚书·吕刑》：“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但是，《吕刑》所谓的“王享国百年”本非指穆王年龄实际超过百岁这在古文字学上是有明确证据的：一方面，《礼记·曲礼》说得很明白“八十、九十曰耄”，《释名》更说“七十曰耄”，可见《吕刑》中的“耄荒”穆王其实际年龄仅为七十余岁或八九十岁，远未达到真正的百岁；而另一方面，“百”、“万”等数目字在商周文献中往往被用作约数、夸张虚数而非确数这也是古文字研究者所熟知的，例如西周金文中习见的“万年永宝用”、“百世”、“百神”、“百姓”、“百工”等等就皆非确数，而《诗经》中的“百谷”、“百堵”、“百岁”、“百禄”等等亦然，尤其是《大雅·思齐》所谓“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绝不能机械解释作“大姒为周文王生了一百个男孩”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尚书·吕刑》所谓的“王享国百年”其本义不过是说周穆王在位五十余年“享国久远”而已，这就正像今本《尚书·无逸》中的“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在“熹平石经”版本中可约略写作“享国百年”一样（按“熹平石经”源出伏生口诵之“今文尚书”，伏生年老记不得“五十有九年”之数自可约略称其为“百年”，而由此我们也不可排除《吕刑》之“享国百年”原本应作“享国五十有？年”）。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古人的数字夸张程度是凡超过五十年就可虚称“百年”，《史记》所谓“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纯属误解，那么，我们对穆王的在位年数和年龄就能作出最后的总结了：周穆王实际在位五十五年而号称“百年”这是并不矛盾的，至于穆王即位时的真实年龄，我们据前述“穆王周行天下”证据以及《穆天子传》记载的“盛姬之死”等情节来分析很可能最多不超过二十几岁，而到了制作《吕刑》的年代（穆王五十年至五十五年之间），穆王的年龄也不过就是刚刚“耄荒”即约七十余岁，最多不会超过八十岁。

（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刊误与“共和元年”辨伪

《太平御览》引《帝王世纪》有云“周自恭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也就是说，除了《今本竹书纪年》等不足为凭的晚出臆测数据，西周中期四王的王年在现存先秦、两汉可靠文献中是缺乏明确记载的。所以，在“自上而下”推算出了成、康、昭、穆四王王年之后，我们继续推排“西周金文历谱”的工作就必须转向另一个可行性方向，即先“自下而上”推算出西周晚期幽、宣、厉三王之王年，然后再两头夹击最终推算出恭、懿、孝、夷四王之王年。

西周晚期诸王的王年（除了厉王早期外）还需要重新推算吗？显然，由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至今犹存，学术界对于该表给出的“共和元年＝841BC”、“周宣王元年＝827BC”、“周幽王元年＝781BC”这三大数据大多深信不疑（例如《简本》就是如此）。但是，只要详读过《史记》的人都知道，今本《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诸多年代数据其本身就是和《史记·鲁世家》、《史记·陈世家》等同书多篇“世家”所记数据自相矛盾而可信度十分有限的：例如，关于所谓“共和元年”，《鲁世家》记作“真公十四年，周厉王无道，出奔彘，共和行政”，《晋世家》记作“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陈世家》记作“幽公十二年，周厉王奔于彘”，但是《十二诸侯年表》却认为“共和元年＝鲁真公十五年＝晋靖侯十八年＝陈幽公十四年”，与上述三篇“世家”明显不符（正如前述《十二诸侯年表》本身就特别注明该年是“真公濞十五年，一云十四年”）；又例如，关于周宣王的“即位”，《蔡世家》记作“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即位”，但《十二诸侯年表》却记作“蔡夷侯十年＝共和十四年……宣王即位，共和罢”，显然，由于“即位”一词在古汉语中本就是有双重含义的，既可指“先君殁新君继位”之年，也可指“先君死后翌年改元”之年，所以仅从字面上说《十二诸侯年表》与《蔡世家》等“世家”所记“宣王即位”年数究竟是异是同完全是一笔糊涂账，《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编年结论是否真的符合史料之原义这也是十分可疑的（关于“即位”一词的双重含义，我们在《春秋》、《左传》等文献中是屡见不鲜的，例如《春秋·桓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即指“翌年改元即位”，而《左传·隐公三年》“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殇公即位”则是指“先君殁年继位”）。此外，《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各诸侯国纪年数据相比各篇“世家”而言也是有关键性的差异的，例如该年表所记鲁武公、晋孝侯、宋惠公的在位年数就要比《鲁世家》、《晋世家》、《宋世家》所记数据都要多出一年（参见表3-3），由此导致该年表816BC之前的鲁国纪年、724BC之前的晋国纪年、800BC之前的宋国纪年全都被无故提早一年，而这一关键差异无疑意味着《十二诸侯年表》的编制过程是有明显的拼凑、伪改原始数据之嫌疑的。

显然，有鉴于上述的诸多不利证据，再加上《十二诸侯年表》本身并未连锁有任何日食、月相等天象记录可供验证，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并非是一份可靠的原始数据而仅仅是某些汉代学者综合各种零星资料自行推测出的一份参考性年表。至于这份年表与《史记》其他篇章所记歧义数据究竟谁是谁非，我们当然必须依靠出土金文中的月相证据去予以一一验证而不是像《简本》等那样直接地轻信“年表”而无视“世家”。而经过《兮甲盘》和《吴虎鼎》等“宣王标准器”的验证（此二器系“宣王标准器”的理由前文已述），我们不难发现，今本《十二诸侯年表》确实是有重大错误而不可直接采信的：





唯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玁狁……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王赐兮甲马四匹、驹车……兮伯吉父作盘……（《兮甲盘》，《集成·10174》）

唯十有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道入佑吴虎。王命膳夫豊生、司空雍毅申剌王命……宾内司徒寺求璧瑗，书尹友守史甶，宾史求*
 韦两………（《吴虎鼎》，《汇编·709》）





很明显，假如按照《十二诸侯年表》给出的“周宣王元年＝827BC”折算，则《兮甲盘》之“宣王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就是823BC-3-16（子正三月廿四），其日序“廿四”与“既死霸＝初一”的定义相比完全不相符；《吴虎鼎》之“宣王十八年十三月既生霸丙戌”则是指810BC-10-30（亥正十三月初九）或810BC12-29（丑正十三月初十），其日序“初九”或“初十”也与虚推满月“既生霸＝月半十五”毫不相干。可见，今本《十二诸侯年表》给出的“周宣王元年＝827BC”以及与此连锁的“周幽王元年＝781BC”这两大数据是完全错误的。而另一方面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假如我们按照《史记·鲁世家》等四篇“世家”一致给定的数据——鲁、晋、宋三国早期纪年都比《十二诸侯年表》所记晚一年因而周宣王即位也相应晚一年即“周宣王元年＝826BC”，而《陈世家》的“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更直接指出了“周宣王即位元年＝陈釐公六年＝826BC”，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兮甲盘》和《吴虎鼎》的月相证据是完全符合其天文学定义的：《兮甲盘》的“宣王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其实就是指822BC-3-11（丑正二月晦）或822BC-1-10（亥正二月晦），其与“三月既死霸＝三月历朔初一”的定义相比仅误差－1日；《吴虎鼎》的“宣王十八年十三月既生霸丙戌”则是指809BC-12-23（子正十三月十六），其与“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的定义相比误差为0日（上月满月实际为十五日丙辰），其与“既生霸＝月半十五”的定义相比也仅误差＋1日。而由此可见，与《十二诸侯年表》相比，《史记》中的鲁、晋、宋、陈四篇“世家”所记宣王即位年代数据才是最精确的原始数据。此外，由于齐、燕、楚三篇“世家”所记“周宣王初立”、“初即位”都有一个“初”字，其明显是要区别“翌年改元即位”的，而其年数又都比《十二诸侯年表》中的相应年数要晚一年，所以它们也应被视作支持“周宣王元年＝826BC”的证据。因此，综合来看，《史记》中除了《蔡世家》和《卫世家》所记之“周宣王即位”含义模糊外其他七篇“世家”所记都是“周宣王元年＝826BC”，而《十二诸侯年表》所给出的“周宣王元年＝827BC”这一数据在如此众多的反对性证据面前可以说是完全暴露了其“孤证无凭”、“拼凑臆造”之本来面目（参见表3-3）。

表3-3　《史记》各篇“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的差异

[image: alt]


当然，与上述王年的“一年之差”相比，《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的另一个错误其影响无疑更为巨大，那就是该年表起首标列的所谓“共和纪年”。中国的西周年间真的曾存在过一个“共和纪年”的时期吗？显然，假如不是司马迁《史记》的“独家报道”，我们在真正的先秦文献和出土文字中是根本找不到所谓“共和纪年”的蛛丝马迹的：西周金文本身迄今从未见有“唯共和某年”字样这自不必说，我们在《左传》、《国语》等提及“厉王出奔于彘”事件的先秦文献中也从未见到过所谓“共和纪年”，恰恰相反，清华简《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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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告诉我们《史记》所谓的“共和十四年”原本应作“共伯和立十又四年”，而“共伯和立十四年”与“共和十四年”的含义是有天壤之别的——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庄子》等先秦文献的众口一词，“厉王奔彘”后的“共伯和干王位”事件乃是指共伯和摄政称“王”而非“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所以其纪年绝不会被称为“共和某年”。此外，除了与所有先秦史料不合，《史记》的所谓“共和纪年”数据其本身也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正如前述，由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宣王元年＝827BC”是错误的而诸篇“世家”所记826BC才是正确有验证的，故该年表所记“共和元年＝841BC”与“共和纪年总计14年”这两大关键数据也就互为矛盾至少必有一误（假如真的存在连续的“共和纪年”的话）。因此，综合对比先秦史料乃至《史记》本身所记“世家”数据，我们首先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谓的“共和纪年”无论从其年号诠释来说还是从其数据来源来说都是有“晚出孤证”和“二手拼凑”之重大嫌疑的，假如我们要想分析复原出“厉王居彘”时期的中国历史纪年之真相，我们绝不应以此二手“年表”为凭而是应从真正的先秦文献、出土金文等一手史料中去寻找答案。

那么，既然《史记》所谓的“共和纪年”不可凭信，真正的“厉王居彘”时期西周人又是如何纪年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继续沿用周厉王的纪年。因为，所有先秦文献早就一致指出，周厉王在“彘之乱”后并未被废除王号，《国语》所谓的“流王于彘”、《左传》所谓的“居王于彘”以及《诗经》所谓的“汾王”都仍然承认其为“王”，而既然他仍然是名义上的周王，那他的纪年也理应仍然合法有效。只不过，综合清华简《系年》以及《史记·鲁世家》等的数据来分析，“厉王居彘”时期的历史其实远比司马迁等后人所想象的要复杂，事实上，这段历史至少可分为如下两大阶段。

第一阶段是《史记·周本纪》记载的“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国语·周语上》的更原始文字则记作“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见，此“流王于彘”之年周王畿实际上无王而由召公、周公等“大臣行政”。但大臣能“行政”并不代表大臣可自颁纪年，毕竟天下诸侯尤其是姬姓诸侯犹在，而能让天下所有诸侯、大臣都一致认同的纪年显然唯有久被用惯了的厉王纪年而非子虚乌有的“共和元年”，因为考古和文献都告诉我们西周时代实际仅存在过“君主在位纪年”、“占星纪岁”和“大事纪年”这三种纪年方式（《作册[image: alt]
 卣》之“唯公太史见服于宗周年”即大事纪年），所以，除了周厉王纪年之外，西周的“流王于彘”之年最多可按大事纪年格式被记作“唯共和行政之年”，但却绝不可能被记作类似后世“年号纪年”的所谓“共和元年”。至于此“流王于彘”的确切年代，我们据《此鼎》、《伯大祝追鼎》等厉王时期的诸多金文月相数据可以推知，其应该就是在“周厉王三十六年＝841BC”，亦即《史记·周本纪》所谓“厉王三十四年”起算之第“三年”（关于《此鼎》、《伯大祝追鼎》等属厉王器详见后文分析）。当然，关于“厉王奔彘之年＝唯共和行政之年＝841BC”，《史记·鲁世家》等三篇“世家”其实也都有准确的记载：正如前述，由于鲁、晋、宋的早期纪年实际要比《十二诸侯年表》所记“伪改纪年”晚一年，所以这三篇“世家”所记“厉王奔彘共和之年＝鲁真公十四年＝晋靖侯十七年＝宋釐公十七年＝841BC”无疑是精确的一手纪年数据。此外，《齐世家》把“奔彘”和“共和”两事分列于齐武公“九年（842BC）”和“十年（841BC）”则可进一步说明，“厉王奔彘”的更具体时间应该是在周王历“厉王三十六年”的年初正月或二月，因为这两个月份按齐国等地流行的“隐性虞夏历”计算仍旧属于“厉王三十五年＝齐武公九年”之年末，而《楚世家》所谓“熊勇六年（842BC）而周人作乱攻厉王，厉王出奔彘”同样也是指虞夏历的年数（楚国兼用虞夏历前文已述）。总之，以上述五篇“世家”和金文月相数据为证，“厉王奔彘”和“大臣共和”都发生在周王历的“厉王三十六年”是确信无疑的。而对比上述五篇“世家”，今本《史记》中的《卫世家》和《陈世家》则明显必有抄误：《卫世家》的“奔彘”数据“釐侯十三年（842BC）”我们据校勘学常识易知其应不排除是“釐侯十亖年（841BC）”之误；《陈世家》的“奔彘”数据“幽公十二年（843BC）”则很有可能是“幽公十三年（842BC）”之误（陈国如前述亦喜用“隐性虞夏历”）。

第二阶段则是《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共伯和干王位”，《左传》记作“诸侯释位，以间王政”，此为共伯和以“诸侯”身份入主岐周“摄王政”的长期统治时期。而根据清华简《系年》所记“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宗”云云可知，共伯和摄政称“王”的第一年应该是宣王即位前的第14年即“周厉王三十七年＝840BC”，该年已是“共和行政之年”的下一年。显然，在君主制盛行的周代，“大臣共和行政”是种难以长期维持的不稳定状态，所以岐周的大臣们在维持了近一年的“无王”政权之后最终还是请了一位“摄王”共伯和来维持局面。不过，共伯和虽然也称“王”，但他却仍然有必要继续沿用周厉王的纪年，因为正如《吕氏春秋·开春》所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共伯和既然和周公旦一样要以“贤仁”摄政而著称，那他也理应不会去做窃国自立、另颁王年的非礼之举，其像周公兼用成王纪年一样仍然沿用厉王纪年正是体现其“贤仁”之政的最好体现。更何况，共伯和的身世虽史载阙如，但类比周公旦、鲁隐公等“摄王”、“摄君”其身份都是“王子”、“公子”级别而非“王孙”、“公孙”以远之血亲可知，共伯和作为“天下皆来谓”而广为承认的“摄王”其身份亦必为“王子”级别，他很可能是夷王或厉王之王子，而“王子”摄政称王但不另颁王年的先例在商、周两代都是有先例可循的：周代本有文王王子周公旦摄政称“王”而仍然采用成王王年之先例，商代更有武丁之王子祖己代年迈老父摄政称“小王”而仍然沿用武丁王年之先例（祖己在卜辞中称“小王”、“小王父己”见《合集·28278》等，祖己可以“小王”之身份“训王”见《尚书·高宗肜日》）。那么，关于“共伯和干王位”而继续采用厉王纪年一事，我们除了作上述分析之外是否还能找到更直接的证据？很幸运，这样的证据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找到，那就是2003年新出土的《逨盘》和《四十三年逨鼎》等厉、宣时期的西周金文。其中，《逨盘》记载的截至宣王世之西周王世完整名单首先就可以证明，共伯和与周公旦一样其确实是没有独立纪年的“摄王”而非正式登基的周王：





朕皇高祖单公……夹绍文王、武王……

雩朕皇高祖公叔……克逨匹成王……

雩朕皇高祖新室仲……会绍康王……

雩朕皇高祖惠仲盠父……用会昭王、穆王……

雩朕皇高祖零伯……用辟龚王、懿王……

雩朕皇亚祖懿仲……匍保厥辟考（孝）王、夷王……

雩朕皇考龚叔……享辟剌（厉）王……

天子多赐逨休……命汝胥荣兑……（《逨盘》，《汇编·757》，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





很清楚，上述的连续王世名单中既无《尚书》中称“王”的周公旦也无《古本竹书纪年》中“干王位”的共伯和，但却偏偏有《史记》暗示的“僭王”周孝王，可见周公旦与共伯和理应没有像周孝王那样独立称王、另颁纪年（按周孝王在懿王死后非法篡夺了太子燮即夷王的王位，而比照鲁隐公以“摄代”幼弟为名行篡位之实的案例，周孝王很可能也是以“摄代”年幼侄孙太子燮为名夺取王位的，而周孝王的“伪摄代”既然可以被列入《逨盘》，则周公旦和共伯和如果也是“伪摄代”那就也应被列入《逨盘》，但事实是他们并未被列入，所以反推可知他们应是“真摄代”）。而另一方面，《四十三年逨鼎》还可以进一步直接证明，“共伯和干王位”的第七年确实不叫“共和七年”或“共伯和七年”而是叫“唯卌又三年”，因为《四十三年逨鼎》作为与《逨盘》一起出土的同人之器其年代只能属于厉王四十三年而不是宣王四十三年（《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日“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与《兮甲盘》、《吴虎鼎》等宣王标准器不合但却与《此鼎》、《伯大祝追鼎》等厉王器吻合，数据分析详见后文），而厉王四十三年远在厉王三十六年“王流于彘”之后，且该器铭文中是明确有“王在周康宫穆宫”、“王若曰”字样的，所以《四十三年逨鼎》必为岐周“摄王”共伯和之器而非“王居彘”的厉王之器或者“无王”时代的召公、周公共和之器。而分析至此共伯和虽称“摄王”但却继续沿用周厉王纪年之事实已经昭然若揭。

总之，事实证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作为一份汉代学者自拟拼凑的二手数据其可靠性是十分有限的而其错误却是致命的，尤其是该表起首所列的“共和元年”更是堪称西周年代学研究中的“万恶之源”：一方面，《十二诸侯年表》硬是把841BC之“大臣共和行政”与840～827BC之“共伯和干王位”两个独立事件混为一谈，硬是认为古史中的“共伯和”三字乃是“共和”二字之误从而彻底删除了“共伯和干王位”的重要史实，这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明显是有重大误导的，从此中国历史的研究者都被引入了“‘共和’与‘共伯和’两者必有一假”的陷阱中不能自拔，从未再有人能想到这两者原本皆真，“共伯和”与“共和”的字面近似完全不过是一场历史的巧合（显然假如这个摄王不叫“共伯和”而叫“共伯仇”那我们也许就不会有此千年误会了）；而另一方面，《十二诸侯年表》硬把“共伯和立十又四年”曲解作“共和十四年”这一举动也最终把原本清晰无误的西周晚期编年数据弄成了一笔糊涂账，因为“周宣王元年”和“周幽王元年”被该年表错误地提前一年显然都是为了迎合子虚乌有的“共和元年”及“共和十四年”数据而人为造成的。不过，幸好我们现在拥有了《逨盘》和《四十三年逨鼎》、《吴虎鼎》等众多的金文证据，中国历史中本无“共和元年”这一纪年的史实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三）《四十三年逨鼎》等器所见厉、宣、幽三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既然“共和元年之谜”已解，那么，我们要精确复原出西周晚期诸王的王年就不再会有任何障碍了。

首先，关于周宣王的王年，前文已经证明了《史记·鲁世家》等记载的“宣王元年＝826BC”是可与《兮甲盘》和《吴虎鼎》之月相数据相互验证的。而除了此2器，我们其实还另有宣王世之1件“标准器”以及4件“准标准器”也可验证之：





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剌宫。王呼士曶召克。王亲命克遹泾东至于京师。赐克甸车马乘……用作朕皇祖考伯宝林钟……（《克钟》、《克鎛》，《集成·204～209》，1890年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

唯王元年，王在成周。六月初吉丁亥，叔尃父作郑季宝钟六、金尊盨四、鼎七。郑季其子子孙孙永宝用。（《郑季盨（叔尃父盨）》，《集成·4454～4457》）

唯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作宝盘……搏伐玁狁，于洛之阳……王格周庙宣榭，爰饗……（《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

唯廿又八年五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頵佑寰，入门立中廷，北向。史黹授王命书。王呼史淢册赐寰玄衣黹纯……用作朕皇考郑伯、郑姬……（《寰盘》，《集成·10172》；《寰鼎》，《集成·2819》）

唯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宫夷太室。[image: alt]
 从以攸卫牧告于王曰：汝授我田，牧弗能许[image: alt]
 从。王命省史南以即虢旅……（《[image: alt]
 攸从鼎》，《集成·2818》）





在上述5器中，《克钟》之“剌宫”和“十又六年”直接证明了其非厉、非幽的宣王世标准器地位，其历日则可复原为811BC-9-9（丑正九月初七）或811BC-7-11（亥正九月初六）；而《郑季盨》、《虢季子白盘》、《寰盘》、《[image: alt]
 攸从鼎》都是有明显西周晚期时代特征乃至人物、史事关联之器，再加上它们的王年、月相数据与厉王世、幽王世都不合而仅能排进宣王世，所以它们都是宣王世的“准标准器”（以上4器月相验证详见表3-8）。而通过上述7器的共同验证，我们不仅能进一步确认“周宣王元年＝826BC”的不可动摇性，而且还能确认许多金文断代的关键人物，例如《寰盘》之“史淢”亦出现于《四十三年逨鼎》（见下文），由此可证明“虞逨”和“史淢”都是跨越共伯和、宣王两世的关键人物。此外，除了上述7器，月相数据还可证明，宣王世其实还有一件“四要素俱全”之器，那就是《吴方彝盖》：





唯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成太室。旦，王各庙。宰朏佑作册吴，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史戊册命吴：司帕*
 眔叔金。赐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车、求鞃朱鞹靳、虎冟熏里、求较、画[image: alt]
 、金甬、马四匹、鋚勒。吴拜稽首敢对扬王休，用作青尹宝尊彝，吴其世子孙永宝用。唯王二祀。（《吴方彝盖》，《集成·9898》）





按此器旧多被视为西周中期之物，其理由则是“‘作册吴’应与《师虎簋》的‘内史吴’为同一人”
〔13〕

 。但正如有研究者早就指出的，“作册”与“内史”绝非如王国维等所臆测的是同一职务：前述《作册[image: alt]
 卣》早已证明“作册”本是“太史”属官，而“太史”与“内史”是独立的两大系统（见《尚书》等），故“作册吴”与“内史吴”理应是两个无关的人物。此外，《吴方彝盖》的典雅书风其实与厉王标准器《[image: alt]
 簋》（《集成·4317》）颇为相似，其缀于末尾的纪年“唯王二祀”亦与《[image: alt]
 簋》末尾的“唯王十又二祀”类似，两者都属古风犹存的王家风范（王室的铭文当然都是“作册吴”等史官起草的），而其受赐清单“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车……马四匹、鋚勒”云云也与厉王末年的《四十三年逨鼎》几乎全同（参见下文），所以其属于邻近厉王末年的宣王二年也并无不可（按“玄衮衣”在西周其他时期都是诸侯、公卿、将帅等重臣才有资格受赐的，例如《伯晨鼎》中的“恆侯伯晨”、《蔡簋》中的“宰”、《师[image: alt]
 鼎》中的“公上父（吕尚）”后裔“师[image: alt]
 ”等，而虞逨、作册吴等胥臣文吏之所以也能破格受赐“玄衮衣”很明显是共伯和及宣王初年王权软弱、礼制混乱的时代背景所致）。而验之以月相，《吴方彝盖》在西周中期诸王世以及厉王世中都无法排入（其虽可单独排入穆王世但却与《趩觯》之历朔有矛盾），所以其只能排入宣王世，其历日可被复原为825BC-1-23（子正二月初九），其含义为“初吉＝小月初十”，误差－1日。而由此亦可见，中国青铜器中的“方彝”这一器种并不如旧说认为的那样仅见于商代及西周早中期，它实际上一直被延续用到了西周晚期，只不过，由于“方彝”本就形式单调较少时新变化
〔14〕

 、存世量也较少，所以若非有铭文内证我们还很难仅凭器形和纹饰对该类器物作出准确断代而已（何况“吴方彝”仅存其盖原貌不存，而西周晚期之青铜器形也往往都雷同中期而无所创新）。

至于周宣王的殁年，我们据《史记·周本纪》所记之“四十六年宣王崩”易知其应是在781BC，而周幽王元年则应是780BC。此外，《史记·陈世家》记有“武公十五年（781BC）卒，子夷公说立，是岁，周幽王即位”，假如我们把此“即位”解读作“初即位”，则翌年改元之780BC就是幽王元年。而验之以《柞钟》等幽王世之“准标准器”，这些数据显然都是十分正确的：





唯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仲太师佑柞。柞赐袆*
 、朱衡*
 ，司五邑甸人事。柞拜手对扬仲太师休，用作大林钟，其子子孙孙永宝。（《柞钟》，《集成·133～139》）

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入门立中廷，佑祝[image: alt]
 。王呼内史册命[image: alt]
 ……[image: alt]
 用作朕皇考龚伯尊簋……（《[image: alt]
 簋》，《集成·4296～4297》）

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昭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宰引佑颂入门立中廷。尹氏授王命书，王呼史虢生册命颂。王曰：颂，命汝官司成周贮廿家，监司新造贮，用宫御；赐汝玄衣黹纯、赤巿朱衡、銮旂、鋚勒用事。颂拜稽首，受命册佩以出，反入觐璋。颂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朕皇考龚叔、皇母龚姒……（《颂鼎》，《集成·2827》；《颂簋》，《集成·4332～4339》；《颂壶》，《集成·9731～9732》）





很清楚，《柞钟》之“仲太师”就是《诗经·大雅·常武》中的“大师皇父”，亦即《王仲皇父盉》（《集成·9447》）中的“王仲皇父”、《圅皇父簋》中的“圅皇父”（《集成·4141～4143》），此历史人物的活动时期是在周宣王之后期和周幽王之早期，他也是周幽王年间著名的“褒姒八人帮”之首（参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因此，再考虑到此器作于“唯王三年”更可能是指幽王初年而非宣王初年，其月相数据亦与《兮甲盘》和《吴虎鼎》等宣王标准器相矛盾，此《柞钟》理应被断为幽王世之准标准器。至于《[image: alt]
 簋》和《颂鼎》作为西周晚期之器其月相数据都无法排入厉、宣之世而仅能符合《柞钟》，故亦必为幽王器（例如《[image: alt]
 簋》与《吴方彝盖》之建正不合，《颂鼎》则与《兮甲盘》之历朔不合）。而以“幽王元年＝780BC”试算，《柞钟》之“幽王三年四月初吉甲寅”就是指778BC-4-13（丑正四月初十）或778BC-4-13（亥正四月初九），其与“初吉＝小月初十”的定义相比仅误差0或－1日，完全在误差允许范围内，《[image: alt]
 簋》和《颂鼎》亦然（详见表3-8），故“幽王元年＝780BC”和“宣王在位46年（826～781BC）”由此得证。

其次，关于周幽王的王年，《国语·周语上》记载得很清楚“十一年，幽王乃灭”，因此周幽王的王年共计11年（780～770BC）。也就是说，西周灭亡的精确年份应该是在770BC而非《十二诸侯年表》所谓的771BC。至于《史记·齐世家》等诸篇世家所记771BC“犬戎杀幽王，周东徙雒，秦始列为诸侯”云云则很明显是《史记》作者据其自编之《十二诸侯年表》添加的叙事而非各诸侯国史书之原文，因为一者秦国本为西僻小邦其封建与否关他国何事何以每篇“世家”都要记上一笔？再者幽王死于非命乃是国之大忌，各国史书之用语理应都有所隐晦而绝不会写成“犬戎杀幽王”这样直接（按《春秋》记周襄王被晋文公所召还要隐晦记为“天王狩于河阳”，“郑人射伤周桓王”以及“子朝攻杀周悼王”更是被《春秋》直接隐去不书，可见“杀幽王”之事各国史书是不会直接记载的，最多就是像《左传》那样记作隐晦的“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此外，杀幽王之凶手究竟为何人本是千古之谜，《国语》和清华简《系年》都只提及了申人、缯人、西戎，“西戎”未必就是“犬戎”，“犬戎杀幽王”很明显属于晚出之说）。那么，既然“幽王殁年＝770BC”无可置疑，按照“翌年改元”的西周礼法“周平王元年”就应该是在769BC，但古文献为什么会记载“周平王元年＝770BC”？如知，关于周平王的在位年数及其殁年《春秋》、《史记》等都是有明确记载的：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三月庚戌，天王崩。（《春秋·隐公三年》）

五十一年，平王崩。（《史记·周本纪》）





很清楚，由于“周平王殁年＝鲁隐公三年＝720BC”是连锁有日食证据的，所以，由此上推第51年必然会得出“周平王元年＝770BC”之结论。那么，《史记》记载的平王在位51年究竟是否可靠，周平王是否真的没有遵守“翌年改元”的礼法而采用了“当年改元”？关于这个问题，虽然我们目前并未掌握最直接的证据，但综合以下两条间接旁证来看，《史记》的这个记载还是可信度很高的。其一，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伯盘）与幽王俱死于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而清华简《系年》也记载“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可见，周平王在幽王未死时已经被申侯等诸侯拥立称王，当时的周王朝先是平王与幽王“二王并立”，后是平王与携王“二王并立”，周平王完全站到了幽王的对立面，他的政权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幽王十一年之际进行“当年改元”以示对幽王政权的否定。而周平王政权最初实际上是由申侯等异姓诸侯控制的，所以他们可以完全不顾父子关系和礼法制度而强行推动“当年改元”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其二，就传世的周代金文而言其中也有2条“四要素俱全”的月相数据似乎恰可为“周平王元年＝770BC”作证：





唯六年八月初吉己巳，史伯硕父追孝于朕皇考釐仲、王母泉母尊鼎……（《史伯硕父鼎》，《集成·2777》，原器、原拓不存。《广川书跋》云“至和元年虢州得之”。）

唯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王在周康昭宫，格于太室，即位，宰謺＃
 佑遤，入门立中廷，北向。史留授王命书，王呼内史侖＃
 册赐遤玄衣黹纯、赤巿朱衡、銮旂、鋚勒用事……用作朕皇考斄伯、郑姬宝鼎……（《遤鼎》，《集成·2815》，出土时间、地点不明。）





如见，《史伯硕父鼎》的器主“史伯硕父”难免要令人联想到《国语》中的那位郑桓公之谋士“史伯”，《遤鼎》中的史官“史留”也难免要令人联想到《说文》中的那位周宣王之太史“史籀”，而“史伯”、“史籀”两人最后都活到平王初年是很有可能的。而事实上这两篇西周晚期风格之铭文其历日也只能排进周平王之历谱而无法排进西周晚期其他王世：假如以“平王元年＝770BC”起算，《史伯硕父鼎》的“六年八月初吉己巳”就是指765BC-6-18（亥正八月十二），其与“初吉＝小月初十”的定义相比误差为＋2日，虽然误差稍大但仍然在允许范围之内（但假如再下移一年采用“周平王元年＝769BC”则此历日就完全不符月相定义了）；《遤鼎》的“十九年四月既望辛卯”则是指752BC-3-4（亥正三月十七），该日的实际最大月相值为97.5％，目测误差为＋2日，恰在允许范围之内。因此，虽然我们目前尚无法确认“史伯硕父＝史伯”、“史留＝史籀”的真实性，但另一方面也并没有任何过硬的证据可以否定之，这两篇铭文对于“周平王在位51年”至少是可作为一个旁证的。当然，在此有必要指出，不管周平王元年究竟是从哪年起算的、究竟是否与幽王十一年相衔接，周幽王共在位11年（780～770BC）这一结论都是不可动摇的。（按周代自厉王奔彘以降诸侯国皆有自己的纪年，而《史伯硕父鼎》中并无“唯王某年”或“王在某”、“王曰”等字样，所以其并不能排除是使用了某诸侯的“非王纪年”，故总体而言此铭的证据力还是十分有限的。至于《遤鼎》的可疑之处则在于“周康昭宫”，因为前述幽王世的《颂鼎》也有“周康昭宫”，但那很明显是指岐周的宫室，而周王室东迁之年无论是按《史记》的“元年东徙”说还是按清华简《系年》的“周无王九年”又“三年乃东徙”说，其理应都在平王十九年之前，这与“王在周”显然是有矛盾的。不过假如我们考虑到周室东迁完全有可能把原来的地名、宫名也一并照搬过去，而《左传》中也确实是把雒邑王城称为“周”的，此外西周早期的《夨令方尊》曾明确提及东都成周也有一座“康宫”，所以《遤鼎》所谓的“周康昭宫”也并不能排除是指东迁后的同名宫室。但无论如何，《遤鼎》作为非考古发现、非流传有绪、无其他金文可呼应的孤器，其铭文内容之对错难以深究，其总体的证据力同样是十分有限的。）

当然，在论及周幽王之王年时，还有一项古天象数据必须被提及，那就是《诗经》所记著名的“周幽王辛卯日食”：





十（七）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醘妻煽方处……（今本《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正如一些研究者早就指出过的，《诗经》中此条日食记录的原文应作“七月之交，朔月辛卯”，今本“十月”乃是“七月”之误，而查今历易知此次日食发生的时间应在781BC-6-4（子正七月初一）北京时间8：30左右，食分0.38。而该数据与上文复原的周幽王王年恰好吻合：周幽王的元年虽然是在780BC，但周幽王实际“初即位”掌权的年份却是在周宣王的殁年781BC，所以此次日食的发生时间虽然名义上仍属周宣王四十六年但当时在位的周王却已经是周幽王，而幽王刚即位还来不及改元就遭遇“日月告凶”这显然是个巨大的不祥之兆，所以当时的诗人要据此讽刺性事件即兴作诗是再自然不过的。至于《小雅》中此诗的原名并非“十月之交”而是“七月之交”，我们即使不靠天文学证据而仅靠《诗经》本身的内证其实也能证明之：按《诗经》305篇之定名大多是截取诗文首句、首词而成，其取名的原则是在不相重名的前提下尽量简短，所以，按此取名原则“十月之交”这首诗原本应被命名为“十月”，因为《诗经》305篇中虽已有《正月》、《四月》、《六月》、《七月》但却别无《十月》之名可混淆重复，“十月之交”的“之交”二字理应省略；但事实是《小雅》此篇日食之诗明明被今本《诗经》题名为“十月之交”有违取名原则，所以其文字必然有误，我们据校勘学的常识可很容易将其刊误订正为《七月之交》，因为《诗经》中已经另有一篇更古老且排位在前的《七月》（属《豳风》），所以《小雅》中的《七月之交》自然无法被省称为“七月”以免与《豳风》之《七月》相混淆，这与《小雅》的《南山有台》不能被省称为“南山”以免与《齐风》之《南山》重名是完全类似的。总之，事实证明，《诗经》所记载的“周幽王辛卯日食（781BC）”确实是世界上最早的精确日食记录之一，其比亚述的“Bur-Saggile日食（763BC）”还要早18年。而金文所见之周幽王王年与此次日食也是完全吻合并无矛盾的：781BC不仅确实是周幽王的“初即位”之年，而且《[image: alt]
 簋》、《柞钟》等幽王器的历朔也与此“辛卯朔”可以无矛盾地衔接吻合（参见表3-8）。

再次，关于周厉王的王年，前文已述及其关键性的高年“标准器”证据乃是《四十三年逨鼎》，此外还有《此鼎》、《番匊生壶》、《伊簋》、《伯大祝追鼎》等器可共同佐证：





唯卌又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王在周康宫穆宫。旦，王格周庙，即位。司马寿佑虞逨，入门立中廷，北向。史淢授王命书，王呼尹氏册命逨。王若曰：逨，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则繇唯乃先圣考夹绍先王，爵谨大命，奠周邦。肆余弗忘圣人孙子，昔余既命汝胥荣兑，倂＃
 司四方虞廪，用宫御。今余唯经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申谅*
 乃命。命汝官司历人……王曰：逨，赐汝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驹车、求较、朱鞹鞃靳、虎冟熏里、画[image: alt]
 、画[image: alt]
 、金甬、马四匹、鋚勒……用作朕皇考龚叔[image: alt]
 彝……（《四十三年逨鼎》，《汇编·747～756》，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

唯十又七年十又二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宫夷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司徒毛叔佑此，入门立中廷。王呼史翏册命此曰：旅邑人膳夫。赐汝玄衣黹纯、赤巿朱衡、銮旂……用作朕皇考癸公尊鼎……（《此鼎》，《集成·2821～2823》，岐山董家村出土。）

唯廿又六年十月初吉己卯，番匊生铸媵壶……（《番匊生壶》，《集成·9705》）

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王在周康宫。旦，王格穆太室，即位。申季入佑伊，立中廷，北向。王呼命尹封册命伊：倂官司康宫王臣妾、百工……（《伊簋》，《集成·4287》）

唯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伯太祝追作豊叔姬……（《伯大祝追鼎》，《汇编·1455》）





正如前述，《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日“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假如以宣王世计则其就是指784BC-4-17（亥正六月初九）或784BC-6-16（丑正六月初十），而此月相数据“初九”、“初十”明显都与“既生霸＝月半”定义不符，所以，该鼎的历日不可能属于《逨盘》所在的宣王世或者总共仅有11年的幽王世而只能属于邻近宣王世的厉王世。而与此类似，《此鼎》和《番匊生壶》、《伊簋》、《伯大祝追鼎》作为西周晚期之高年器其所属王世非宣王即厉王（《此鼎》之“王在周康宫夷宫”说明其年代在周夷王死后，《番匊生壶》、《伊簋》、《伯大祝追鼎》的器形、纹饰、字体综合而言皆属西周晚期风格），但由于它们的月相数据同样与宣王世的《兮甲盘》、《吴虎鼎》等相矛盾，所以它们也都必属于厉王世（计算从略）。而关于周厉王的王年，《史记·周本纪》和《国语》记载了其“流彘”的年份是在“厉王三十四年”后的又“三年”（即三十六年或三十七年），而《史记·鲁世家》等多篇“世家”记载了“奔彘”之年是841BC而宣王元年是826BC，所以，周厉王名义在位的总年数应在50～51年之间，其元年应为876BC、877BC两者之一。而验之以金文月相，877BC的可能性最终可被排除，“周厉王元年＝876BC”无疑是唯一正确的答案：因为这将意味着《四十三年逨鼎》的“厉王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是指834BC-5-10（亥正六月十八），其与“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的定义相比误差为＋2日（上月满月实际为十六日乙卯），恰在允许范围之内；《此鼎》的“厉王十七年十二月既生霸乙卯”是指860BC-10-21（亥正十二月十九），其与“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的定义相比误差也为＋2日（上月满月实际为十六日癸未），也在允许范围之内；《番匊生壶》的“厉王廿六年十月初吉己卯”是指851BC-9-28（丑正十月初五），其与“初吉＝大月初七”的定义相比误差为－2日，恰也在允许范围之内；《伊簋》的“厉王廿七年正月既望丁亥”是指850BC-2-3（丑正一月十四），其实际月相为98.4％，历日误差为－2日，也在允许范围之内；《伯大祝追鼎》的“厉王卅二年八月初吉辛巳”则是指845BC-6-30（亥正八月初十），其与“初吉＝小月初十”的定义相比误差为0日完全相符。总之，事实证明，周厉王的名义在位年数应为50年（876～827BC）。

当然，除了上述5器，厉王世的其他几件“四要素俱全”之器无疑也是很重要的，其中尤以《大簋盖》和《大鼎》这对同人所作之器最引人注目，因为这两器中的月相数据不仅能进一步验证厉王的王年而且还可以为我们证明“既霸”这种罕见月相的真实存在：





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浸＃
 侲宫。王呼吴师召大，赐朏*
 睽里。王命膳夫豖……用作朕皇考烈伯尊簋……（《大簋盖》，《集成·4298～4299》）

唯十又五年三月既霸
 丁亥，王在浸侲宫。大以厥友守王饗醴。王呼膳夫[image: alt]
 召大，以厥友入捍王。召走马应，命取骓*
 、騧＃
 卅二匹赐大……用作朕烈考己伯盂鼎……（《大鼎》，《集成·2807～2808》）





很清楚，由于《大簋盖》的月相数据可以证明该器在西周晚期只能属于厉王世，其历日“十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只能是指865BC-2-22（子正三月十七），其与“既生霸＝上月既望＋30日”的定义相比误差为0日（上月满月实际为十七日丁巳）完全吻合，所以，《大鼎》作为与《大簋盖》年数仅相差3年的同人之器理应也属于厉王世。而《大鼎》的历日“厉王十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由此可知应是指862BC-2-6（子正三月初四），在误差允许范围内其月相“既霸”恰好与《说文》的“霸＝哉生霸＝承大月二日承小月三日”定义相吻合（“初四”仅比“承小月初三”误差＋1日），因此，我们最终可以确认《大鼎》所记罕见月相“既霸”并非如某些研究者认为的是“既生霸”或“既死霸”之误，它其实就是《说文》中的月相“霸”之同义词，它和“既吉”、“哉死霸”一样都是出土文字所告诉我们的史书失载之周王历“新月相术语”之一。

最后，关于虽然名义上也属厉王世但却自有其特色的“共伯和干王位”之14年，我们还可举出《善夫山鼎》这一证据以便进一步揭开这一神秘时期的面纱：





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王在周，格图室。南宫乎入佑膳夫山，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史求册命山。王曰：山，命汝官司饮献人于克*
 ……山拜稽首受册佩以出，返入觐璋……用作朕皇考叔硕父尊鼎……（《善夫山鼎》，《集成·2825》）





很清楚，由于此铭所记时间和地点“唯卅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840BC-1-4王历初七），王在周，格图室”参照前文所证数据明显已经进入了“共伯和干王位”时期，其所称之“王”理应就是指刚即位掌权才七日的“摄王”共伯和，其在“图室”或许正是因为刚接手新政权亟需查阅档案账目（按《春秋》中的鲁君即位通常是在“元年春王正月”之朔日，共伯和之“摄位”当亦如此），而有趣的是《善夫山鼎》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厉王纪年“唯卅又七年”、“唯卌又三年”都没有“王”字，这很可能是为了在两王并立的年代巧妙避免“唯王某年”究竟指谁的尴尬（按厉王全权在位年间的金文“唯王某年”与“唯某年”格式是并存的，例如前述《伊簋》之“唯王廿又七年”和《大簋盖》之“唯十又二年”）。此外，《善夫山鼎》中的史官“史求”也见于宣王标准器《吴虎鼎》，而其器主“膳夫山”则很有可能就是那位见于《诗经》和《国语》的宣王世名臣“仲山甫”，因为《诗经·大雅·烝民》说得很明白：“王命仲山甫……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而“出纳王命”正是“膳夫”的本职工作（《大克鼎》就明确记载膳夫克祖孙的职务都是“出纳王命”，可见“膳夫”本是西周时的机要重臣），所以“膳夫山”应该就是“仲山甫”。而由此可见，周宣王的大小臣工很多都是共伯和的旧臣，无论是“荣兑”、“虞逨”、“史淢”还是“仲山甫”、“史求”都是如此。其中“史求”、“史淢”和“仲山甫”三人的连续供职时间更是分别长达32年、36年和46年以上。（而由此亦可见周厉王的王年不宜再被提早，共伯和的14年是不可能被单独插入厉、宣之间的。）

（四）《走马休盘》等器所见恭、懿、孝、夷四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通过前文的分析，既然我们已能精确复原出西周早、晚两端诸王之王年，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最终实现“两头夹击”去推导迄今仍然“年纪不明”的恭、懿、孝、夷四王之王年了。

很清楚，由于“恭王元年＝942BC”和“厉王元年＝876BC”都为已知，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推求的“金文历谱”未知数实际仅剩下最后3个：懿王元年、孝王元年和夷王元年。而我们要推求的结果就是把所有与该时期相关的金文证据最终分为5组，以便分别排入恭、懿、孝、夷、厉（早期）这5个王世。那么，我们的这个目标是否有可能实现？十分幸运，随着《倗伯爯簋》这一重要金文证据在2005年被最终发现，我们所需要收集的证据体系已经基本完备，我们的目标理应可以实现：因为，正如“金文历谱”研究者所熟知的，当代已发现的属于上述时段内的金文证据是十分丰富的，加上《倗伯爯簋》，该时段内仅“四要素俱全”和“三要素俱全（独缺月序）”之金文就多达36条以上（参见表3-4），其总数竟然超过了西周其他时期之总和。尤其是，该时段内的金文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内证关联也是十分紧密的，例如，表3-4中最靠前的《倗伯爯簋》等24件“要素俱全”之器就可以通过“益公”、“司马共”等9个核心人物全部关联起来，事实证明这些金文的年代都是密集于某个时段内不会相差太远的。此外，除了相对的人物关联线索，表3-4中实际上还有一件绝对的王世标准器可为我们提供更精确的断代信息，那就是夷王世的标准器《师询簋》：

表3-4　恭、懿、孝、夷、厉时期金文中的部分人物关联（除带＃号者外皆为四要素俱全或三要素俱全之器）

[image: alt]






王若曰：“师询！丕显文武膺受天命，亦则[image: alt]
 汝乃圣祖考，克左右先王，作厥爪*
 牙*
 ，用夹召厥辟，奠大命，盩和于政。肆皇帝无斁，临保我有周于四方，民亡不康静。”王曰：“师询！哀哉！今日天疾威降丧，若*
 德不克[image: alt]
 ，故亡承于先王。向汝彶屯恤周邦，绥立余小子，[image: alt]
 乃事，唯王身[image: alt]
 [image: alt]
 。今余唯申谅乃命，命汝惠拥我邦小大猷，邦佑潢[image: alt]
 ，敬明乃心，率以乃友捍御王身。欲汝弗以乃辟陷于艰。赐汝秬鬯一卣、[image: alt]
 [image: alt]
 、夷狁三百人。”询稽首敢对扬天子休，用作朕烈祖乙伯、同益姬宝簋，询其万斯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作州宫宝。唯元年二月既望庚寅，王格于太室，荣入佑询。（《师询簋》，《集成·4342》，原器、原拓不存，摹本最早著录于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





很明显，《师询簋》中的王只可能是指周夷王，因为整个西周时代“亡（无）承于先王”而被诸侯大臣“绥立”的周王只有周夷王一人：《史记·周本纪》说得很明白，“孝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周夷王并不是直接继承其父而即位的（而相比之下周宣王虽然也是被大臣所“绥立”但其王统却是直接继承自其父周厉王的）。而验之以月相，《师询簋》的月相数据也确实无法排入宣王世或平王世（东周的平王倒也是勉强符合“无承”与“绥立”条件的），所以，《师询簋》必属西周中期的夷王世无疑，它和前述恭王世的《三年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一样都是西周中期的王世标准器。而一旦我们拥有了如此众多而详尽的金文证据作支点，那么我们要想复原恭、懿、孝、夷之王年也就再无任何困难了。

首先，通过试算易知，表3-4中的36条月相数据要想全部被分入5个王世组是确实能够做到的（事实上它们也不可能被分为4组或更少的组）。而经过分组试算可得出的初步结论是：除了以《五祀卫鼎》为标志的“恭王组”、以《师询簋》为标志的“夷王组”、以《此簋》等为参照的“厉王组”之外，另两个可能属于“懿王组”或“孝王组”的分组其实分别是由《五年师事簋》和《走马休盘》领衔的，因为这2件本组最高年数之器都无法排入其他三王世且彼此也互不相容，我们在此不妨暂时称之为A组和B组。而在把这5组名单列成表3-5之后，我们马上就会发现，关于A、B两组究竟谁是“懿王组”谁是“孝王组”的问题已经有答案了，那就是A组才是真正的“懿王组”而B组才是真正的“孝王组”。

表3-5　恭、懿、孝、夷、厉时期金文的月相数据分组

[image: alt]


注：带*
 号者为“除月序外三要素俱全”之器，其余皆为“四要素俱全”之器





B组为什么就是真正的“孝王组”？因为，表3-5显示B组的绝对定年除了需满足《走马休盘》的月相数据外还必须满足同组器《大师虘簋》和《十三年[image: alt]
 壶》的月相数据，而同时能满足这3器的定年只能处于较晚的周孝王年代：





唯廿年正月既望甲戌，王在周康宫。旦，王格太室，即位。益公佑走马休，入门立中廷，北向。王呼作册尹册赐休玄衣黹纯、赤巿朱衡、戈琱戟、彤沙厚柲、銮旂。休拜手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命，用作朕文考日丁尊盘。休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走马休盘》，《集成·10170》，潘祖荫旧藏，现藏南京博物院。）

正月既望甲午，王在周师量宫。旦，王格太室，即位。王呼师晨召太师虘，入门立中廷。王呼宰曶赐太师虘虎裘。虘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休，用作宝簋。虘其万年永宝用。唯十又二年。（《大师虘簋》，《集成·4251～4252》）

唯十又三年九月初吉戊寅，王在成周司土淲宫，格太室，即位。[image: alt]
 父佑[image: alt]
 。王呼作册尹册赐[image: alt]
 ……（《十三年[image: alt]
 壶》，《集成·9723～9724》）





试算易知，《走马休盘》和《大师虘簋》的“既望”月相数据是严重互为制约的，即使不考虑《倗伯爯簋》等器的存在，在恭王在位至少9年、厉王元年为876BC的范围内能使它们的月相数据同时成立的B组“王元年”也仅有908BC和913BC两解；而假如再考虑到《十三年[image: alt]
 壶》，则913BC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将导致《十三年[image: alt]
 壶》所在的年份岁首“建戌”从而违反“建子周王历”的岁首定义（计算从略）。而一旦我们计算出了B组的“王元年”必为908BC、B组的王年已经占据了908～889BC这“廿年”，那么，A组无法和“夷王组”一起都挤进B组之后的888～877BC这12年之间而只能排在B组之前的结果就自然可以得出了（计算从略，参见下文），也就是说，B组只能排列在A组之后成为“孝王组”。

而既然我们已经分析出了西周中期附近诸条金文的王世归属，那么恭、懿、孝、夷四王之王年也就呼之欲出了。

其一，关于恭王的王年，“恭王元年＝942BC”前已得出，而恭王的殁年则可根据本组的《倗伯爯簋》和懿王组的《师虎簋》、《五年师事簋》等器来计算求得：





唯廿又三年初吉戊戌，益公蔑倗伯爯历，佑告。命金车、旂。爯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朕考宝尊。爯其万年永宝用享。（《倗伯爯簋》，绛县横水西周墓出土。）

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格于太室。邢伯入佑师虎，即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吴曰册命虎……官司左右戏繁荆……（《师虎簋》，《集成·4316》）

唯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王曰：师事，命女羞追于齐。齎汝……（《五年师事簋》，《集成·4216～4218》）





很清楚，由于恭王的在位年数至少要到《倗伯爯簋》的“恭王廿三年＝920BC”，而“孝王元年＝908BC”前已得出，所以在919～909BC之间能同时满足“懿王在位不短于5年”和《师虎簋》月相的懿王元年只能是指915BC：也就是说《师虎簋》的“懿王元年六月既望甲戌”必是指915BC-5-2（亥正六月十五甲戌），该日凌晨前最大月相值为97.6％，误差为－1日。而由此可知，周恭王的殁年应为916BC，其在位共计有27年（942～916BC）。

至于《倗伯爯簋》这一高年器为什么必然属于恭王世，其关键内证当然也是其月相数据以及王年数据：“廿又三年初吉戊戌”这个数据虽然缺了月序但其同样不能排进穆、懿、孝、夷诸王世（试算从略），所以作为有内证人物“益公”的西周中期之器《倗伯爯簋》只能排入恭王世：例如假设其省去的月序是“正月”，则其历日就是指921BC-12-23（子正一月初八戊戌），误差为－2日或＋1日。显然，对比出土该器的墓葬被粗略断代为“穆王时期或略晚”
〔15〕

 ，这一结论也是基本相符并无矛盾的。

当然，除了《五祀卫鼎》和《倗伯爯簋》等关键之器，表3-5中所列的其他恭王组金文对于西周年代学的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例如，在旧说中多被定为“康王前后时器”
〔16〕

 的《庚嬴鼎》现在据月相数据可知其应是恭王器，因为其月相数据无法排进康、昭、穆诸王世而只能排进恭王世：其历日“唯廿又二年四月既望己酉”实际应是指921BC-3-9（亥正四月十四）或921BC-5-8（丑正四月十五），误差为－1日或0日。至于旧说将其误断为康王器则显然是受了所谓“庚嬴”二字的误导：事实上，《庚嬴鼎》原器早佚、原拓不存，现仅存严重失真之摹本（《集成·2748》），而据摹本来看其“庚嬴”之“嬴”字与西周早期《庚嬴卣》（《集成·5426》）之“嬴”字写法完全不同，其是否读“嬴”亦成问题，显然该器器主并不是《庚嬴卣》之“庚嬴”（参见图3-3）。又例如，关于《元年师事簋》和《五年师事簋》这对同人之器究竟谁先谁后，现在我们也已经有了可靠的答案：属于“恭王元年＝942BC”的《元年师事簋》显然要比属于“懿王五年＝911BC”的《五年师事簋》早得多，两者实际相隔了31年之久。再又例如，由于月相证据最终把《达盨盖》（《汇编·692～694》）和《伯吕盨》（《汇编·1459》）都定为恭王初年之器，亦即“盨”类的较早期实物，这就初步揭示了“盨”这种器类的源头：很明显，由于“达盨盖”其实是漆盨上的铜镶嵌物
〔17〕

 并自铭为“盨”，所以“盨”理应比旧说认为的起源更早，只不过最早的“盨”并不是青铜器而是漆木器罢了；而“伯吕盨”的器形则明显是西周中期后段“弭叔盨”、西周晚期“翏生盨”、“伯[image: alt]
 父盨”等器的祖形（参见图3-3），而这也再次证明了西周晚期青铜礼器的形制和纹饰很多都是“中期的延续”、其“整体的变化不大”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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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其二，关于懿王的王年，我们据上文给出的“懿王元年＝915BC”和“孝王元年＝908BC”可推知，周懿王在位仅7年（915～909BC）。显然，这位西周在位最短的周王（除武王外）其在后世文献中被提及最少也是情有可原的。至于该王世值得注意的金文内容，除了《师虎簋》的“元年六月既望甲戌”和《曶鼎》的“元年六月既望乙亥”前后相差一日最终可证明“既望”月相乃是自行目测而非统一颁定之外，最重要的就要数《王臣簋》和《匡卣》了：





唯二年三月初吉庚寅，王格于太室。益公入佑王臣，即立中廷，北向。呼内史先*
 册命王臣……（《王臣簋》，《集成·4268》）

唯四月初吉甲午，懿王在射庐……（《匡卣》，《集成·5423》，姚观光旧藏。）





如见，由于《王臣簋》的“懿王二年三月初吉庚寅”是指914BC-1-13（亥正三月初五），而《匡卣》若排入懿王二年必“建子”与“建亥”不合，所以《匡卣》只能另排入懿王七年，其历日“四月初吉甲午”可唯一复原为909BC-2-20（亥正四月初九）。而由此我们就再次用实例证明了前文的重要假设：西周金文的“生称谥号”现象其实质都是铸器周期跨王世导致的“后补谥号”，下订单“作器”日期为懿王七年四月的《匡卣》距离懿王之死最多不会超过9个月（据翌年的《师毁簋》历日可知该年有十三月），所以其最终完工的铭文完全来得及补上谥号“懿”字，这和《利簋》历日距离周武王之死仅1年所导致的“生称武王谥号”之情形完全类似。

当然，除了上述诸器，本组的《三年师兑簋》也是颇为重要的，因为它和《元年师兑簋》等可一起证明《师毁簋》中的金文人物“伯龢父”并非如某些旧说认为的是指“共伯和”：





唯三年二月初吉丁亥，王在周，格大庙。隄＃
 伯佑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余既命汝胥师龢父，司左右走马，今余唯申谅乃命，命汝倂司走马；赐汝秬鬯一卣、金车……用作朕皇考釐公[image: alt]
 簋……（《三年师兑簋》，《集成·4318～4319》）

唯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伯龢父若曰：师毁*
 ，乃祖考有爵于我家，汝有虽小子，余命汝死我家，倂司我西偏东偏、仆御、百工、牧臣妾，董裁内外……毁拜稽首敢对扬皇君休，用作朕文考乙仲[image: alt]
 簋……（《师毁簋》，《集成·4311》）

唯元年五月初吉甲寅，王在周，格康庙，即位。同仲佑师兑，入门立中廷。王呼内史尹册命师兑：胥师龢父司左右走马、五邑走马，赐汝乃祖市五衡、赤舄……用作皇祖城公[image: alt]
 簋……（《元年师兑簋》，《集成·4274～4275》）





很明显，由于月相数据限定了《三年师兑簋》只能排进懿王三年（913BC）、《元年师兑簋》只能排进厉王元年（876BC），所以该两器所见之“师龢父”必然主要供职于913～876BC这38年之间（详见表3-8），而《师毁簋》的月相事实上也正好能排入孝王元年（908BC），所以参照《十二年永盂》（《集成·10322》）中的“师俗父”在《五祀卫鼎》中也可被别称作“伯俗父”的先例，此《师毁簋》所见“伯龢父”理应就是《三年师兑簋》等器所见“师龢父”之同一人，此908BC之“伯龢父”绝非840～827BC之“共伯和”是很明显的。

其三，关于孝王的王年，“孝王元年＝908BC”已经由本组的《走马休盘》和《大师虘簋》给出：《走马休盘》的“廿年正月既望甲戌”只有唯一解890BC-1-217（子正一月十四），该日凌晨最大月相值为96.1％，误差为－2日；《大师虘簋》的“十二年正月既望甲午”也只有唯一解898BC-12-19（子正一月十七），该日最大月相值为97.8％，误差为＋2日。而孝王的殁年我们则可据夷王标准器《师询簋》以及文献的相关记载共同推定：正如前文已引用过的，《古本竹书纪年》有“夷王七年冬雨雹大如砺”之明确记载，所以在“孝王廿年＝889BC”到“厉王元年＝876BC”之间的这12年中，要能同时满足“夷王在位不少于7年”和《师询簋》月相数据的夷王元年只能是指886BC（该年岁首月在887BC）：也就是说《师询簋》的“夷王元年二月既望庚寅”必是指887BC-12-17（亥正二月十七），该日最大月相值为98.1％，误差为＋2日。而由此可知，周孝王在位共计有22年（908～887BC）。

而一旦我们复原出了周孝王的王年，那么我们对他的谥号为什么会在《逨盘》中被写作“考王”而非“孝王”也就能很好理解了：《史记·周本纪》告诉我们孝王乃是“共王弟”即穆王之子，其以夷王之叔祖身份抢夺王位、身后又被夷王夺回王位的行径完全不配被谥为“孝”：《逸周书·谥法解》云“五宗安之曰孝”，反观孝王的扰乱宗室之举，其何“孝”之有？而“考”字的本义是寿考、长寿、年老，周孝王辟方作为周穆王之子很显然是个长寿之人，其寿命超过70岁以上是极有可能的（周穆王的年龄估值前文已述，假设穆王20岁登基、60岁老来得子生下孝王辟方，则周孝王的寿命也有71岁之多，其夺位时的年龄也已49岁），所以，《逨盘》中的谥号“考王”理应作“长寿之王”、“老王”来解读。（按今本《逸周书·谥法解》正文无“考”字之谥，但其有附录后人之解说“考，成也”云云，可见周代谥号原有“考”字之谥，其谥号定义虽已缺脱但也必与“寿考”、“年老”等有关。此外今本《逸周书·谥法解》明显是东周以降之物，其与西周的“谥法”未必全同，西周谥号的含义理应更为直接明了，例如“武王”就是“奋武克商之王”、“昭王”就是“德昭远方南征之王”等。）

其四，关于夷王的王年，我们据上文已复原出的数据易知，周夷王在位共计有10年（886～877BC）。显然，考虑到《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明确记载有周夷王体弱多病之事实（“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我们对他的王年偏短是不会感到任何意外的。

至于表3-5中的《散伯车父鼎》、《四年[image: alt]
 盨》、《蔡簋》等器为什么必须属于夷王组，其具体理由如下。首先，《散伯车父鼎》（《集成·2697～2700》）及《散季簋》（《集成·4126》）的历日“唯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虽然也可单独排入恭王组但却与《五祀卫鼎》的历朔不合会产生“连小月”，所以其只能属于夷王组（因为该器也无法排入懿、孝、厉、宣、幽、平诸王世），其历日可唯一复原为883BC-7-26（子正八月初五），其含义为“初吉＝大月初七”，误差为－2日。其次，《四年[image: alt]
 盨》的历日虽然也可另排入恭王组，但这却必将导致“司马共连续58年都担任佑者”的不合理结局故其同样不能成立：《礼记·曲礼上》有云“大夫七十而致事”，周代官员的退休年龄一般是70岁，假如从“弱冠”的20岁成年起算则最长供职51年；而即使某些官员因故供职超过七十岁“不得谢”，则按规定他也要享受“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的待遇，再也不会去做起早贪黑费体力的“佑者”了，所以，表3-4中的关联人物“司马共”是不可能从“恭王四年＝939BC”到“厉王五年＝872BC”（见《谏簋》）一直都担任“佑者”的，而明确记有“司马共佑[image: alt]
 ”内容的《四年[image: alt]
 盨》其纪年只能属于“夷王四年”，其历日“唯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则可唯一复原为883BC-2-7（子正二月十四），其含义为“既生霸＝月半十五”，误差－1日。再次，《蔡簋》（《集成·4340》）的历日“唯元年既望丁亥”虽然也可另排入厉王世，但这却必将导致“史年连续供职55年”的不太合理结局故其同样不太可能成立，此外考虑到《蔡簋》的器主“宰蔡”是和“宰曶”同时并列的王家双“宰”（原文为“蔡……命汝作宰司王家……命汝眔曶倂胥对”），而“宰曶”已见于孝王组的《大师虘簋》，所以《蔡簋》理应是接近孝王末年的夷王器（例如886BC-2-12）。

此外，除了上述3器和标准器《师询簋》，表3-4中还有2件“四要素俱全”之器也有可能属于“夷王组”，那就是《逆钟》（《集成·60～63》）和《谏簋》（《集成·4285》）。只不过，由于《逆钟》的“唯王元年三月既生霸庚申”其王年归属共有两解——886BC-1-16（夷王元年亥正三月十七）和876BC-1-23（厉王元年亥正三月十六），《谏簋》的“唯五年三月初吉庚寅”也同样有两解——872BC-2-1（厉王五年亥正三月初九）和882BC-3-26（夷王五年丑正三月十二），而该2器的铭文中也并无进一步的内证性断代信息，所以该2器的王世归属目前只能在夷王世和厉王世之间暂作存疑。至于《元年师兑簋》、《无[image: alt]
 簋》（《集成·4225》）这2器虽然在铭文内证上或器形上与西周中期诸器有所关联或类似，但以月相数据为终极凭证这2器其实都应归入邻近夷王世的厉王世早期。

最后，在我们能把表3-4中除《逆钟》和《谏簋》外的所有34器都精确定年之后，我们对该表所列金文关联人物的供职时间也就能作出总的估算了。除了牵涉到穆王世的人物“邢伯”之外，该表中其他8人的供职年限都可直接推知：史年45年、内史先43年、益公43年、师龢父38年、司马共35年、内史吴14年、师晨10年、荣伯8年。显然，他们都没有超出《礼记》所记载的51年大限。至于“邢伯”的供职年限，我们则必须根据最早出现“邢伯”的穆王标准器《长甶盉》以及最晚出现“邢伯”的孝王器《走簋》来作推断：





唯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居。穆王饗醴。即邢伯、大祝射，穆王蔑长甶……（《长甶盉》，《集成·9455》，1954年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出土。）

唯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在周，格太室，即位。司马邢伯〖入〗佑走。王呼作册尹〖册赐〗走倂胥益，赐汝……（《走簋》，《集成·4244》）





很明显，由于《长甶盉》的“三月初吉丁亥”最晚只能属于“穆王五十四年＝944BC”，折合今历为944BC-2-16（子正三月初九），而《走簋》的“孝王十二年三月既望庚寅”只能是指897BC-2-13（子正三月十四，凌晨最大月相值97.1％），所以“邢伯”的供职时间已经达到48年，但其仍没有超过51年大限。（而由此亦可见“生称穆王”的《长甶盉》很可能就是一件穆王五十四年之器亦即穆王死前1年之器，其“器未铸成周王已死”的补谥号原因与《利簋》、《匡卣》等器如出一辙。而穆王死前一年仍然能参加“饗醴”、观看“射礼”说明其当时的年龄极可能仅有七十余岁而绝非旧说所谓的“百余岁”。）

而既然“懿王元年＝915BC”、“孝王元年＝908BC”、“夷王元年＝886BC”这最后的三个西周王年未知数已经被求出，而且都通过了“关联人物供职年限”的检验，那么，我们要推求“西周王年表”的工作就可以宣告完工了，其最终结果可被归纳为表3-6。

表3-6　西周王年表（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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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本表所列西历年代数据皆为简化的习惯年代，但实际西周王历之王年换算成西历都是跨年度的，其岁首或岁末日期一般都会跨入相应西历年的前、后年份：例如，周武王克商之年按习惯可简化标记为1065BC，但实际的周武王克商日期“三月甲子”换算成西历应为1066BC-12-31。

B．本表带*号之在位年数皆指可与《史记》、《古本竹书纪年》、《尚书》等史料记载相互印证之年数。





显然，以众多金文月相数据为支点的表3-6可以证明，《国语》和《武成》等文献所记载的“西周始年＝1065BC”之天象是完全准确的，西周王朝的精确长度就是296年（1065～770BC）。至于《史记·周本纪》裴骃集解引“汲冢纪年”所谓的“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则很有可能并非是出自《古本竹书纪年》的原文而是出于汉代纬书或历书的晚出推算数据（关于《史记》裴骃集解所引“汲冢纪年”很多并非《古本竹书纪年》之原文而极有可能是掺入《古本竹书纪年》中的晚出夹注，其进一步的考证参见后文）。此外，表3-6也明确否定了《简本》所谓“懿王元年日食”之说：懿王元年（915BC）在中国境内并无可见日食发生，故《古本竹书纪年》逸文所谓懿王元年“天再啓于郑”对比《三年卫盉》等西周金文理应被刊误释读作“王爯旂于郑”，“天再啓”三字当为“王爯旂”之形讹（“啓”一本又讹为“旦”），其与“日食”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四、《伯[image: alt]
 父盨》等器的文字刊误与历日复原

西周诸王王年既知，则我们想要推排“西周金文历谱”就仅剩最后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那就是个别金文的刊误、疏通和辨伪。

众所周知，古今中外的手工抄写文件难免都是充斥着各种文字讹误的，传世文献如此，出土金文同样是如此。毕竟，西周的金文是从文吏起草到工匠铸刻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手工工序才最终完成的，其可滋生讹误的环节远多于简帛文献。尤其是，到了“厉王奔彘”以降的混乱衰退时期，当时的青铜器不仅常常偷工减料“素面不施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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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其铭文也常常出现字体潦草、铭刻错误的现象，这是古今金石学家们早就熟知的。而对于“金文历谱”的研究来说，该时期最大的特色就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内证性“金文历日误刻”现象。

金文的文字错误虽然早已有之，例如前述的穆王器《十五年趞曹鼎》，但那也仅仅是出现了几个“衍文”和一个“错行字”而已：“衍文”明显是铸器者自知有误而用后继文字补正的结果，“错行”则是字序方面的小问题而并非实质性的文字错误（在甲骨文和金文时代汉字的书写顺序远未有统一的规范），总体而言类似《十五年趞曹鼎》那样的金文仍然是在严格校对下的产物，其所要传达的信息仍然是一字无误的。但是，到了“厉王奔彘”以降，西周金文中却出现了诸多毫不掩饰的文字错误，最严重的是这些错字竟然涉及了最不该误书的纪年纪日部分，从而直接影响了我们对“金文历谱”的研究——迄今所知，在所谓“四要素俱全”的西周金文中，至少就有《伯[image: alt]
 父盨》、《善夫克盨》和《四十二年逨鼎》这三器的历日是有误铸误刻的明确证据的：





唯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王在成周。伯[image: alt]
 父作宝盨，子子孙孙永用。（《伯[image: alt]
 父盨》，《集成·4438～4439》，1978年岐山县凤雏村出土。）

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王命尹氏友史趛，典膳夫克田、人。克拜稽首，敢对天子丕显鲁休扬，用作旅盨……克其用朝夕享于皇祖考……（《善夫克盨》，《集成·4465》，1890年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

唯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康穆宫。旦，王格太室，即位。司工散佑虞逨，入门立中廷，北向。尹氏授王赉书，王呼史淢册赉逑。王若曰：逨……余弗遐忘圣人孙子，余唯闭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肆余作[image: alt]
 [image: alt]
 询，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命汝奠长父休。汝克奠于厥师，汝唯克型乃先祖考，闢玁，出[image: alt]
 于井阿、于历岩。汝不艮戎，汝[image: alt]
 长父以追搏戎，乃即宕伐于弓谷，汝执讯获聝，俘器、车马。汝敏于戎工，弗逆。朕亲命赉汝秬鬯一卣，田于疐卅田，田于[image: alt]
 廿田……（《四十二年逨鼎》，《汇编·745～746》，2003年眉县马家镇杨家村出土。）





很清楚，上述三器即使不考虑其数据错记之嫌疑，单就文字通顺而言也都是不合格的：《伯[image: alt]
 父盨》所谓的“既死”明显有脱字或讹字，此器早就公认必须作刊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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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夫克盨》所谓的“敢对天子丕显鲁休扬”其“扬”字明显有误置，按金文常见格式本应写作“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按此类倒置现象金文中数见，其实皆为工匠误铸，某些研究者释之为文例变通是扞格难通的）；《四十二年逨鼎》所谓的“闢玁”也明显缺脱一“狁”字，本应作“闢玁狁”，此外其“肆余作[image: alt]
 [image: alt]
 询”一句中间空了一字，明显也有缺漏字之嫌疑。而现在再验之以其他相关金文中的内证，我们将不难发现，这三器的讹误还远不止此，事实上它们起首的纪年纪日就都被粗制滥造地刻错了。

首先，《伯[image: alt]
 父盨》的“既死”如果释作“既死霸”缺脱“霸”字，则其历日将无法直接排入表3-6中的任何一个王世（此外它也无法排入平王世甚至携王世），也就是说它和前文引证的所有六十余条周王历金文都不相符，而该器又有“王在成周”之语说明其所用确实是周王纪年而非诸侯纪年，所以诸多金文内证可以共同证明其“既死”二字并非是“既死霸”的简单缺脱而是“死”字有误：或者是“既霸”误为“既死”，或者是“既望”误为“既死”。而验之以月相，《伯[image: alt]
 父盨》的“既死”最有可能是“既望”之误，这样它就可以在仅改动一字的情况下被顺利排入宣王世，其历日可复原为794BC-8-12（周宣王三十三年丑正八月十六），该日最大月相值99.7％，误差＋1日。（当然该器也可改一字并添一字为“卅又亖年八月既死霸辛卯”而单独排入厉王世，但那将导致与《善夫山鼎》的历朔不合故而行不通，至于其他刊误方案未免改字更多、可能性更小。）

其次，《善夫克盨》的历日若不修改只能排入恭王世之925BC，但这显然与该器的内证相矛盾：该器的器主“膳夫克”又见于《大克鼎》、《小克鼎》、《[image: alt]
 从盨》等器，而《大克鼎》（《集成·2836》）明确提及“膳夫克”的祖父或远祖“文祖师华父”曾“保厥辟龚王”，可见“膳夫克”不太可能是恭王之“膳夫”；而宣王世的《[image: alt]
 从盨》（《集成·4466》）更明确提及“膳夫克”在宣王“廿又五年七月”曾“厥佑[image: alt]
 从”，可见“膳夫克”必为宣王之“膳夫”无疑（按《[image: alt]
 从盨》与《[image: alt]
 攸从鼎》为同人之器，《[image: alt]
 攸从鼎》为宣王三十二年之“准标准器”已见前述，故《[image: alt]
 从盨》的“廿又五年”只能是指宣王廿五年，若为厉王廿五年则“[image: alt]
 从”的供职将达58年可能性太小）；当然，更重要的证据还在于，前述宣王标准器《克钟》和《克鎛》都是与《善夫克盨》、《大克鼎》、《小克鼎》等一起出土的同人之器，其历日明白无误已被排入宣王十六年，所以《善夫克盨》必属宣王器无疑。而周宣王的“十八年十二月初吉”据《吴虎鼎》之历日可推知只能是指“庚戌”而非“庚寅”，故《善夫克盨》的历日应订正为“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戌”，其实际是指809BC-11-17（子正十二月初九），误差－1日。至于“戌”、“寅”二字极难互误而竟然也被刻错的原因，我们则可从《克钟》和《克鎛》中找到罪魁祸首：如前述，《克钟》和《克鎛》的历日是“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其与《善夫克盨》的年数仅相差2年而月相偏偏都是“初吉庚寅”，可见《善夫克盨》的“初吉庚寅”最有可能是“涉同批同铸他器之庚寅字样而衍”，因为“膳夫克”所订制的青铜器显然非止一器，而其“十六年器”与“十八年器”虽然“下订单”日期不同但其最后可能都是由同一作坊在同一时段内完工的，故其铭文历日“互相窜乱”也是很有可能的。而“涉邻近文字而衍”这在校勘学上是很常见的现象。

再次，《四十二年逨鼎》作为与《四十三年逨鼎》同时、同地出土之同人之器，而且还同是“四要素俱全”之超高年器，其内容也高度相关都有“史淢”其人在场，我们首先可以认定，此两器年数衔接但月相数据互为矛盾故必有一误：在月相周期上“本年五月乙卯”与“翌年六月丁亥”相隔392日，其月龄相差392－13×29.53≈8日，即使计入最大允许误差这两个日期也不可能同时都是“既生霸”的。而验之以月相，《四十三年逨鼎》如前述可与厉王世的其他10条“四要素俱全”金文全部吻合，而《四十二年逨鼎》既无法吻合《此鼎》等厉王世之月相又无法吻合《吴虎鼎》等宣王世之月相，所以，《四十二年逨鼎》的历日“卌又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必然有误。此外，即使不论月相数据而仅从器物本身的特征来分析，《四十二年逨鼎》相比《四十三年逨鼎》也明显更有可能有误：其一，前者仅有2器而后者共有同铭之10器，显然前者更有“孤证”嫌疑；其二，前者的铭文除历日之外本身早已有“闢玁”等其他讹误，其铭文的可靠性本就不足；其三，前者的内容显示其作于战乱时期，本是一篇“赏不逾月”的军功赏赐记录，其铭文起草工作颇似后世“急就章”一般应有时间限制，所以其文字有所错讹也就在所难免。因此，综合来看，《四十二年逨鼎》作为周厉王在位50年中最混乱的“共伯和干王位”、“闢玁狁”时代之物，其内容记录有所错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至于其讹误前的原文，我们比照《[image: alt]
 攸从鼎》（《集成·2818》）的“卅又二年”在同铭器《[image: alt]
 从簋盖》（《集成·4278》）中被误铭为“卅又一年”的案例可知，《四十二年逨鼎》所谓的“卌又二年”其最有可能就是“卌又三年”之误，而厉王“卌又三年五月既生霸乙卯”就是指834BC-4-8（亥正五月十六），误差为0日或＋1日。

当然，在此必须指出，以上三器的讹误历日虽然都可以大致复原，但这些复原毕竟都属猜测性的“改字”，理论上它们完全可以被“改正”为其他数据的讹误：正所谓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这三条貌似“四要素俱全”之器其在天文历法上的独立证据力其实是等于零的。

此外，除了上述3器，在迄今已公布的“四要素俱全”金文中其实还有2条也是有误刻嫌疑的，那就是《师[image: alt]
 簋》和《[image: alt]
 簋》。不过，这2条金文与上述3条不同，它们都是既无出土地点也不见于早期著录的来历未明之孤器，它们的铭文真伪乃至器物真伪其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关于它们的历日究竟是误刻还是伪刻本文在此暂作存疑处理。首先，关于《师[image: alt]
 簋》（《集成·4312》），此器早就被商承祚等前贤认为是“翻砂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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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历日“唯王元年九月既望丁亥”也确实无法排入西周中、晚期的任何一个王世（其虽可单独排入夷王或厉王世但却与其他金文的建正不合），所以此件出土地点不明之器非伪即讹。其次，关于新近公布之《[image: alt]
 簋》，此器同样出土地点不明且不见早期著录，而其月相数据又有重大疑点：该器之历日“唯廿又四年九月既望庚寅”只能排入康王世或平王世，但其器形、纹饰、字体风格和文本内容却都具有西周中期的特征
〔22〕

 ，所以该铭文必有问题而有待澄清。而关于被疑伪之器，日本出光美术馆所藏“静方鼎”一器也值得注意。虽然，“静方鼎”并不属“四要素俱全”本不值一提，但由于《简本》把它定为了断代的重要凭证，所以此处仍有必要对其作出辨析：毫无疑问，“静方鼎”的历日“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完全是违反中国古代月相的基本定义的，其“庚申”与“丁丑”相隔17日不可能是同月之“初吉”与“既望”，而考虑到已经有学者认为此无出土地点、无历史著录的“静方鼎”应是“后人的伪作”
〔23〕

 ，则此器必然非讹即伪（至少是真器伪铭）。当然，青铜器的辨伪并非本文之主题，所以笔者在此声明，本文对上述3件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真伪并不作最终判断，读者可参考实物及相关的专业资料作出自己的判断。

五、《晋侯稣钟》所见“隐性虞夏历”历日的精确复原

西周晚期的金文其讹误之多，我们除了能在上述的《伯[image: alt]
 父盨》等器中辗转看到，我们还能从该时期最重要的一篇金文《晋侯稣钟》中更直观地看到（众所周知《晋侯稣钟》是迄今所见一器所记月相数据最多的金文）。不过，幸运的是，与《伯[image: alt]
 父盨》等器因须“改字”从而证据力全失不同，《晋侯稣钟》的历日虽然也小有讹误但却并不需要“改字”因而仍然证据力十足：





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癸卯
 ，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馈，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image: alt]
 ，分行。王亲命晋侯稣：率乃师，左洀敞＃
 北洀[image: alt]
 ，伐夙夷。晋侯稣折首百又廿，执讯廿又三夫……王唯返，归在成周公族整师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格太室，即位。王呼膳夫曰：召晋侯稣。入门立中廷，王亲赐驹四匹。稣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拜稽首。丁亥，旦，王御于邑伐宫。庚寅，旦，王格太室，司空扬父入佑晋侯稣。王亲齎晋侯稣秬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稣敢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元龢扬钟……（《晋侯稣钟》，《汇编·870～885》，现藏上海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虽然，上述《晋侯稣钟》所记的日程中有两个历日（“既望癸卯”和“既死霸壬寅”）被公认是有日干“颠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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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讹的（“癸卯”应是“壬寅”的下一日），但是，由于前文已经校勘疏通过《十五年趞曹鼎》，我们要对这种小讹误作出校勘显然是毫无难度的：很简单，《晋侯稣钟》这样的长篇大论被工匠铭刻前是必有其底稿的（该编钟铭与多数金文不同全部是凿刻而非范铸的），而我们只要把其底稿想象复原成如图3-4那样的一方木版或帛书，其每行的字数都为14～16字，那么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该底稿的“癸卯”二字原应在第3行“王馈”之后，但工匠在边看稿、边凿刻时误将“癸卯”二字“错行”连读于第2行“二月既望”之后，于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晋侯稣钟》内容就成了“二月既望癸卯”了。显然，《晋侯稣钟》的“底稿错行”与《十五年趞曹鼎》等器的“铭文错行”完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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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而只要我们把《晋侯稣钟》的开头77字铭文复原成如下的5行铭文底稿并将“癸卯”二字下移归位到第3行，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困扰了诸多学者的这篇铭文完全是文从义顺的，它完全无需靠“改字”来解读（例如旧说改“癸卯”为“癸巳”或“辛卯”等
〔25〕

 ）：





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遹省东国南国。正

月既生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月既望，

王入格成周。二月既死霸壬寅，王馈。癸卯
 ，

往东。三月方死霸，王至于[image: alt]
 ，分行。王亲

命晋侯稣：率乃师，左洀敞＃
 北洀[image: alt]
 ，伐夙夷……





很清楚，此段铭文记述的是从“正月既生霸戊午”至“二月既望”周王用了大约30日的时间从“宗周”巡行至“成周”，然后在“戊午”起算的第45日“壬寅”周王举行祭祀并用祭品犒劳了将士（即“王馈”），在第46日“癸卯”正式发兵“往东”，一切皆合情合理。

至于复原后的《晋侯稣钟》之月相数据究竟该如何解读，这当然还必须涉及晋国的特殊历制：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最古老的“虞夏历”即使到了西周依然盛行，例如西周的应、吕诸国就都有用“正某月”而非“王某月”纪月的“夏正历”金文存世，这些诸侯国虽然尚未象东周时那样独自“颁正朔”，但他们只要将“王某月”减去2月就可直接折算成虞夏历的“正某月”来使用了；而晋国作为“虞夏历”的主要盛行地，其当然也是有此习俗的，只不过，晋国与周王畿近在咫尺，所以该国实际使用的是类似《诗经·豳风·七月》中的“隐性虞夏历”。而所谓“隐性虞夏历”，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披着周王历的外衣行虞夏历之实”：该历法的纪年虽然也是“周王纪年”，但其每“年”之首月实际是“王三月（建寅月）”而非“王正月”，其名为“年”而实为“岁”；该历法的纪月虽然也是“王某月”，但其每个月之首日实际是“哉生霸≈朏”而非“既死霸＝朔”，其名为“奉周之正朔”而实际为“夏大正”。

而一旦我们理解了《晋侯稣钟》与大多数西周金文采用“周王历”不同是采用“隐性虞夏历”的，那么，我们对该铭文所记的3条“四要素俱全”月相数据就可以作出精确的复原了：很清楚，由于“隐性虞夏历”中的“王正月”在岁首“王三月”之前属于上一年度，故《晋侯稣钟》的第一条月相数据“唯王卅又三年正月既生霸戊午”折合成正宗“周王历”就是下一年的“唯王卅又四年正月既生霸戊午”，该历日在西周晚期只能被排入宣王世，其可唯一复原为793BC-1-6（子正一月十六），其定义为“上月既望＋30日”，误差为－1日；由于“夏大正”中的“既死霸＝朔”并非月首日而是居于月尾，故《晋侯稣钟》的第二条月相数据“二月既死霸壬寅”折合成正宗“周王历”就是下一月的“三月既死霸壬寅”，其可唯一复原为793BC-2-19（子正三月初一），误差为0日；至于《晋侯稣钟》第三条月相数据“六月初吉戊寅”则与“周王历”的含义重合相同，其可唯一复原为793BC-5-25（子正六月初八），其定义为“大月初七”，误差为＋1日（由此也可证该年至少有“连七大月”）。

那么，既然《晋侯稣钟》的3条月相数据一致证明该器属于宣王世而非某些学者认为的属于厉王世，该器的器主“晋侯稣”究竟又是何人？显然，综合古文字学、考古学以及文献证据来看，“晋侯稣”理应就是指《史记·晋世家》所记周宣王三十四恰好在位的“晋穆侯弗生”，其理由如下（今本《史记》误“弗生”为“费王”，此据《史记》司马贞索隐引别本订正，按“生”为西周常见人名用字，例如《番匊生壶》之“番匊生”、《师[image: alt]
 簋》之“宰琱生”等）。

首先，从古文字学上来说，先秦古人的“名”与“字”必须是互训的同义词或关联词，例如晋文侯名“义和”字“仇”（《尔雅·释诂》云“仇，合也”，故“仇”就是“合和”）、孔子弟子名“仲由”字“子路”等（以“路径”训“所由经从”），所以，“稣”和“弗生”正好同义互训，“晋侯稣”就是“晋穆侯弗生”：“稣（苏）”训复苏、更生，而“弗生”就是“复生”（“弗”与“复”古音相通）。至于《史记》司马贞索隐引《世本》所谓的“献侯苏”则明显有讹误不可凭信：《史记·晋世家》记载晋献侯的名字是“籍”，“籍”字无论其本字还是通假字皆无“复生”之含义，他是不可能别名“苏”的。

其次，从考古学上说，晋侯家族的墓地（天马—曲村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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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已被发现，“晋侯稣钟”原就出于晋侯墓地中按时代先后排列的第7组晋侯夫妇墓（见表3-7）。而晋侯墓地各组墓葬的世系是可以参考《史记·晋世家》以及《覐公簋》的记载直接复原的：如前述《覐公簋》记载了“王命唐伯（燮父）侯于晋”是在康王二十八年即康王之殁年，而据《左传》记载的“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可知，燮父在被改封为“晋侯”前理应已任“唐伯”多年，其在唐国或宗周的墓地也理应修了多年（古代君主即位不久就会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而唐叔虞、燮父皆兼任周王之卿，故其墓地可能在唐国也可能在宗周），所以晋侯燮父及其父唐叔虞的墓地理应不在天马—曲村遗址之中，而扣除此二世的晋侯世系从晋武侯到晋穆侯恰好为7位（据《史记·晋世家》），所以在晋侯墓地中排位第7并出土有“晋侯稣钟”的晋侯墓M8理应就是“晋穆侯弗生＝晋侯稣”之墓。至于晋侯墓地的其他各墓墓主，我们则可据此上推一一断定，只不过有两点原则需要注意：一是某组晋侯夫妇墓所出铜器署名并不一定是指其本人而是还有可能是指其父、其祖乃至其远祖，因为周代的青铜器都是注明要“子子孙孙永宝用”的（例如第5组M91和M92共出土了“晋侯僰马”、“晋侯喜父”、“晋侯对”三种署名的铜器，显然这三个署名不可能都是指该墓主，而事实上它们也全都不是指该墓主），二是晋侯的金文署名必须用前述“名”与“字”互训的方法来与《史记·晋世家》所记世系名单作出对应。而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最终可复原出的晋侯墓地各墓主名单可归纳为表3-7。显然，事实证明，《史记·晋世家》所记晋侯名单皆为其“字”而非“正名”，例如《尚书·文侯之命》中周平王所称“义和”才是晋文侯的“正名”，因为先秦时代上级称下级历来是直呼其名的，至于《史记》所谓的“仇”则显然是其“字”。而一旦我们弄明白了晋成侯字“服人”本名“僰马”（“服”训“服牛乘马”）、晋厉侯字“福”本名“喜父”（“喜”训“福禧”）、晋靖侯字“宜臼”本名“对”（“宜”训“当宜”、“当对”）、晋釐侯字“司徒”本名“邦父”（“司徒”之官别名“圻父”义同“邦父”）、晋献侯字“籍”本名“[image: alt]
 ”（“[image: alt]
 ”通“渐”、“践”而“籍”通“踖”都训“履践”），那么我们对《晋侯稣钟》本属于宣王世的结论就更能深信不疑了。（按，《尚书·酒诰》之三有司别名“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旧释作“圻父＝司马”、“农父＝司徒”、“宏父＝司空”是明显有误的，事实上我们只要比照《盠方彝》等西周金文中的三有司排名历来都写作“叁有司司土、司马、司工”就可推知，周代三有司的别名正解应该是“圻父＝司徒”、“农父＝司马”、“宏父＝司空”：因为“司徒”金文作“司土”，而“圻”训邦土、土田疆界，故“圻父＝邦父＝司土”，该官职司“薄违”即《周礼》所谓“掌邦教”；“农”则是指《国语·周语下》所谓的“辰马农祥”，故“农父＝司马”，该官职司“若保”即养马养兵；“司空”金文作“司工”，而“宏”通“攻”训攻制、工巧，故“宏父＝司工”，该官职司“定辟”即掌管度量衡和器用财物。）

表3-7　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墓主名单的复原方案（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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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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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从文献印证上说，《晋侯稣钟》中出现的人物“司空扬父”也很可能就是《国语·周语上》记载的“伯阳父”之同一人：“扬（揚）”通“阳（陽）”，“伯阳父”为幽王二年（779BC）出现的史实人物，其供职时间可上溯到宣王三十四年（793BC）完全合情合理，但要上溯到厉王三十三年（844BC）或三十四年（843BC）则可能性极小，而由此可见，对于“司空扬父入佑晋侯稣”这一金文内证来说，“《晋侯稣钟》属于宣王世”无疑是更好的解释。

总之，以上列诸多证据为凭，我们可得出的最终结论就是：《晋侯稣钟》确实属于周宣王世而非某些学者认为的周厉王世，其器主就是“晋穆侯弗生”而非子虚乌有的“晋献侯苏”；而《史记·晋世家》记载的晋国早期世系名单也是完全可信的，其与晋侯墓地和出土金文中的证据完全可以一一对应，只不过，《晋世家》乃是出于晋人之转述所以其讳称祖名而一律以“字”代“名”，所以其所列晋侯名单就成了一份令今人费猜的“千古谜语”了。（司马贞等之所以会把“晋侯苏”讹成“献侯苏”很明显是凭着“苏”与“籍”都是单字名而乱猜的。）

最后，既然上文已经把迄今所见的“四要素俱全”金文月相证据都作了精确的分析复原，那么，我们最终想要重新推排的“西周金文历谱”就已经完成了，其详情可归纳为表3-8。

表3-8　“西周金文历谱（附文王世和平王世）”复原方案（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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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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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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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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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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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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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本表青铜器编号无“H”者指《集成》编号，有“H”者指《汇编》编号，带*号者为非“四要素俱全”之器，带＃号者为历日有讹误之器。本表之【晋】指西周时代晋国所用“隐性虞夏历”纪年纪日。

B．本表之岁首建正皆指精确值而非周王历之测算值，例如《利簋》的“建戌”在周王历中实际应是被测算为“建亥”的。本表之“？丑亥”、“？亥丑”指该条月相数据之建正有“丑”或“亥”双解，其相应西历日期仅指前一解，另一解之西历日期略，读者可自行推算。

C．本表之“新月”皆指0％新月日；“满月”皆指100％满月日；“再满”皆指古人虚估的再次满月日，估算公式为“再满＝上月满月日＋30日”；“蛾月”则指初三蛾眉新月出现日（新月＋2日）。





而由上表所显示的岁首建正之不完全统计数据可以初步推知，西周时代的中国确实处于气候偏暖阶段：当时周王历岁首的“建亥”（包括“建戌”）年份与“建丑”年份之比高达20∶7左右（不计有双解数据），其与前述春秋时代的相应数据20∶56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对比。而对比郭德冰芯记录到的距今2.9～3.0千年左右之高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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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8中的数据无疑也是与之大致吻合的，其总体的可靠性由此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

六、清华简《保训》等所见先周时代文王、武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西周的金文虽然能帮助我们复原出西周诸王的王年，但却并不能帮助我们复原出先周的王年。不过，既然出土金文已经证明中国诸多先秦古文献的记载绝大多数都是可靠的，尤其是其转录的月相纪时数据等一手数据，那么我们要由此去上溯推求商代末年的先周诸王王年就不无可能了，毕竟，至少关于周文王和周武王（克商前）的王年数据乃至月相数据在现存先秦文献乃至出土简牍中都是不乏记载的。

而要复原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王年，我们首先必须要破解的就是“受命纪年之谜”。众所周知，文王、武王伐商的历程在《尚书》、《逸周书》等两周文献中都不是用“唯王某年”而是用所谓“受命某年（祀）”来纪年的：





文王受命之九年，时维暮（耄＃
 ）萅（荒＃
 ），在鄗，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所守，传之子孙……”（《逸周书·文传解》。按“暮萅”原作“暮春”，正如旧注所说此不符《逸周书》文例，本文据《尚书·吕刑》释为“耄荒”之讹。）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後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史记·周本纪》）

唯四月，太子发上祭于毕，下至于孟津之上……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复下，至于王屋，流之为雕，其色赤，其声魄……（《诗经·周颂·思文》孔疏引《泰誓》逸文）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书序》）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书序》）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尚书·洪范》）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逸周书·大聚解》）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逸周书·文政解》）





那么，上述的“受命之九年”、“惟十有一年”、“惟十有三祀”等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纪年？显然，正如前述，由于甲骨文、金文以及商周一手文献中的纪年事实上只有君王在位序数纪年、大事纪年、占星纪岁共三种，而以上“受命”纪年都是数字纪年不可能属于大事、占星纪岁，所以其只可能属于自然计数式的“王年”（至于后世的“年号”纪年在商末周初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在先民的朴素观念中“王年”乃是体现“天命”和“天数”的连续性神秘数字，人为“半途改元”无疑就像将王的生命腰斩为两截一样是大不吉利和难以接受的）。而既然“受命纪年”其实质仍然是“王年”，那么问题也就出现了：它究竟是谁的王年？是文王的还是武王的？关于这一点，由于清华简《保训》、《耆夜》和《程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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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出现，我们的答案其实已经可以找到：





惟王五十年，不豫。王念日之多历，恐坠保训。戊子，自馈。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朕疾[image: alt]
 甚，恐不汝及训。昔前人传保，必受之以僮。今朕疾允病，恐弗堪终，汝以书受之……於乎！发，敬哉！朕闻茲不旧命，未有所延。今汝祗备毋懈，其有所由，俟＃
 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日不足，惟宿不羕。（清华简《保训》）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卲公保奭为介，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王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清华简《耆夜》）

唯王元祀正月既生霸……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清华简《程寤》）





很清楚，《保训》的记载证明周文王“受命”称王后的纪年仍然是从其就任“周方伯”起算的“惟王五十年”，因此，总长仅有十几年的“受命纪年”明显不是指周文王的王年而只能是指周武王的王年，所以《耆夜》径称“受命八年”为“武王八年”（按“伐耆”一战在《史记》等文献中都归于文王名下，可见《耆夜》之“武王八年”理应就是指文王还活着的“受命八年”而不是指文王死后的第八年，而“武王伐耆”由于是代父出征，故古史往往记作“文王败耆国”，至于“文太室”乃是后人追记之辞原本应作“太室”）。而这也就是说，在先周的“受命”时期，姬周的君主实际共有两位：一位是年老多病不能理政的“名义周王”周文王，一位是代父掌权的“摄政周王”周武王；而与此“两王共治”相应的纪年也共有两种：“文王纪年”和“受命纪年”。只不过，由于周武王最初仅仅是太子兼任的“摄王”，故其王年不能直接书作“唯王某年”而只能书作“受命某年”：所谓“受命”即《程寤》所谓“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亦即西周金文常见之“丕显文武膺受大命”，其含义是指“文王、武王共同受天命称王”，也就是父子双双称王之义。显然，考虑到上述诸文献和出土金文的一致记载，则“两王共治”理应是产生“受命纪年”的真实历史背景。至于周武王为什么不像后世的汉高祖、唐太宗那样将活着的父亲尊为“太上皇”而自己独自称王，其原因一则由于春秋以前的中国从无设置“太上王”的先例，二则由于周武王的血统不及乃父高贵而有号召力（周文王本是商王室的外甥兼女婿前文已述，而周武王与商王室的血缘关系太疏远而且其本人的太子地位也是不牢靠的，因为据《论语》等记载周文王的长孙即伯邑考之子当时还健在，此外周武王的母弟如管、蔡之辈也都虎视眈眈），所以周武王只能打着乃父旗号“父子共同称王”而无法独自称王，而且其虽然在国内称“摄王”但对外却仍然自称“太子发”（因为天下诸侯都只认周文王这个“商王女婿”）。总之，综合两周文献和金文证据来看，周王朝的实际建立者理应就是建功心切的周武王而非年老多病的周文王，而周武王采用“两王共治”显然是参考了商王武丁和小王祖己“父子两王共治”的前朝先例，而该种政治模式也明显是后来“周公旦摄政”和“共伯和干王位”的模仿对象。

而一旦我们破解了“受命纪年之谜”，厘清了所谓“受命纪年”实际就是“周武王纪年”，那么我们对周文王和周武王之王年数据就可以作出精确的复原了。

首先，正如刘歆在《汉书·律历志》中所论，《尚书·洪范》中的受命纪年“惟十有三祀”理应就是指《书序》所明言的“武王胜殷杀受”之年，该年前文已证明应为1065BC。此外，《逸周书》所记两条“惟十有三祀，王在管”更可直接与《利簋》的“武王征商……辛未，王在阑（管）师”相呼应，可见“受命十三祀＝武王征商之年”还是有金文可证的。至于《史记》将“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作《泰誓》”视作“武王胜殷杀受”之年则完全是一种张冠李戴的误解，因为综合分析各种文献可知，周武王伐商实际上共经历了三次“渡孟津”和三次“誓师”：第一次是文王刚死之受命九年四月“上祭于毕，下至于孟津”，该次的武王誓词是“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而该次“观兵”演习的结局是“乃还师归”；第二次是“（受命）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据前文复原的“克商之年＝受命十三祀”周王历测“建亥”实“建戌”可知，今本《书序》之“一月戊午”不可能成立必有误而《史记》转引的古文数据“十二月戊午”是正确的，该日应指1067BC-10-31即亥正十二月十九），该次的武王誓词是“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此即所谓《泰誓》，该次“伐殷”的结局是“诸侯咸会”（按此次出师很可能是因为纣王出师欲夺回孟津而周人联合诸侯击败纣王于孟津，因为纣王是不可能坐视敌人占领这一军事要冲的）；第三次则当然就是“惟十有三祀”的“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此时的孟津渡口早就成了周人的领地，何况此次“牧野之战”如前述乃是一场比武决斗式的“甲子约战”根本与孟津争夺战无关，所以周师顺利渡过无大事可记，而该次的武王誓词则是最著名的《牧誓》，其大结局就是“武王胜殷杀受”。显然，《史记》是误把第二次“渡盟津之战”和第三次“牧野之战”混为一谈了。当然，由于“牧野之战”的日期是用“岁在鹑火”的虞夏历占星纪岁向诸侯公布的，所以在《吕氏春秋·首时》中我们还能看到另一种说法“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很明显此条记载的“立十二年”实际应指“立十二岁”（《吕氏春秋》时代“岁”、“年”已可混用），而按照占星纪岁的定义“受命元年（1077BC）”大部分属“岁在鹑尾”，从“岁在鹑尾”到“岁在鹑火”正好是“立十二岁”，亦即当时人最容易记住的成数“一星终”（参见《左传·襄公九年》“十二年矣，是谓一终，一星终也”）。而综合上述分析，我们能得到的最可靠结论就是周武王截至“克商”之时实际已经称王13年，其“克商”前共在位12年（1077～1066BC）。

其次，综合上述《逸周书·文传解》、《史记·周本纪》以及清华简《耆夜》的记载易知，周文王的殁年应是在“受命九年＝1069BC”（因为受命八年武王、周公等人还在高唱《乐乐旨酒》寻欢作乐，该年不可能是武王、周公丧父之年）。至于周文王的在位年数，《吕氏春秋》和《尚书》都有很明确的记载：





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吕氏春秋·制乐》）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尚书·无逸》）





那么，在上述的“五十一年”和“五十年”这两个数据中究竟哪一个才是最精确的？毫无疑问，这最终的判据只能来自月相等天象。而十分幸运，我们在先秦文献以及出土简牍中至少已能找到2条月相数据可作此关键之判据。其中第一条判据见于《逸周书》：





维三十有五祀，王念曰（日）多〖历〗，正月丙子拜（既）望……开後嗣谋，曰：“呜呼，于来後之人，余闻在昔，曰明明非常……宿不悉（羕），日不足。”（《逸周书·小开解》）

文启谋乎後嗣，以修身敬戒，作《大开》、《小开》二篇。（《逸周书·周书序》）





虽然，正如前述今本《逸周书》是以讹误众多而著称的，但此篇《小开解》的文字刊误却是很容易找到唯一性依据的：例如其“王念曰多[image: alt]
 ”五字可以比照前述《保训》之“王念日之多历”而彻底刊误复原，“宿不悉，日不足”六字也可比照《保训》之“日不足，惟宿不羕”而彻底刊误复原，等等；而尤其重要的是，此篇古文献中的月相数据“维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拜（既）望”仅有一字之讹而且是非关键性讹字，这就为我们验证周文王王年提供了最可靠的证据。显然，要使此《小开解》的“四要素俱全”月相数据成立，周文王的在位年数必然是“五十一年”而非“五十年”：以周文王在位51年（1119～1069BC）计，则“周文王（西伯昌）三十五祀正月丙子既望”就是1086BC-12-28（子正一月十八），该日的最大月相值为97.9％，误差＋2日，恰好在允许范围内（参见表3-8），“周文王元年＝1119BC”由此得证。（按《小开解》之“王”字应为后来周人写作此文时追加之尊称，文王三十五年时其尚未称王而仍然是“西伯”，而该篇内容也确实并未提及“受命”、“伐商”、“太子发”等称王后常见之字样。至于《逸周书》旧注或将此“三十有五祀”臆改为“四十有五祀”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文王四十五祀是在受命之后，武王发早已是法定太子兼摄王，无须文王谋立“後嗣”，而文王三十五年恰在受命之前，文王欲立武王为太子而伯邑考犹健在，故文王才会担心“後嗣”问题。）

至于第二条判据则正是来自前述清华简《保训》本身：正如廖名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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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学者所指出的，《保训》所谓“戊子自溃（馈）”之“溃”字当释读为“馈”，其含义即《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谓“以馈食享先王”之“馈祀”；而“馈祀”按礼制必是在君主“告朔”之日举行的，例如《论语·八佾》有云“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饩羊”即“馈羊”（参见《玉篇》“饩，馈饷也”），而前述的西周金文《晋侯稣钟》中也明确有“二月既死霸（朔）壬寅，王馈”的记载。而既然《保训》的历日其实本是一条月相数据“文王五十年戊子朔”，那么它当然也就可以被用来验证周文王的王年：试算易知，以文王在位51年计，“文王五十年＝1070BC”中确实有好几个月份可以出现“戊子朔”的月相，例如1070BC-8-18（亥正十月初一）就是零误差的“戊子朔”；但假如以文王在位50年计则无解（其唯一可能的“戊子朔”是“子正正月戊子朔”即1070BC-12-16，但该历朔误差＋2日与《武成》逸文的“一月壬辰旁死霸”误差仅0日互相矛盾无法衔接），故“周文王元年＝1119BC”再次得证。而由此可见，《吕氏春秋》这一号称“一字千金”的文献其可靠性还是相当高的，其所记“文王立国五十一年”确实是言之有据的，而今本《尚书》所记“五十年”则明显小有讹误。

而综合上述举证分析，我们最终可得到的“先周王年表”数据可归纳为表3-9。

表3-9　先周王年表（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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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所列西历年代皆为简化的习惯年代，实际周王历之王年换算成西历都是跨年度的，其跨年数据从略。





最后，既然“文王元年＝1119BC”和“受命元年＝1077BC”这先周的两大王年数据已证，那么我们对今本《逸周书》中的另外2条虽然文字有讹但却所出有本之先周月相数据就可以作出合理的刊误和辨析了：





维二（亖＃
 ）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呜呼，诸侯咸格来庆，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为无道，弃德刑范，欺侮群臣，辛苦百姓，忍辱诸侯，莫大之纲，福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纯礼，明允无二，卑位柔色，金声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齐洁，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馈始于王，因飨诸侯……（《逸周书·酆保解》）

维王三祀〖十＃
 〗二月丙辰朔，王在鄗，召周公旦曰……（《逸周书·宝典解》）





显然，上述《酆保解》之“维二十三祀”必须刊正为“维亖十三祀”的内证还是比较充足的，因为“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王告周公旦”、周王“辛苦役商”、“卑位柔色”等鲜明的“受命后”时代特征都可以一致证明此条“二十三祀”应为受命后的文王“亖十三祀”之误，何况周文王四十三年如前述恰好就是“文武受命称王元年”，凡与姬周结盟的“九州之侯”当然应该在本年来庆贺新王朝的诞生（按《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所谓“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筑城伊淢，作豐伊匹”据《酆保解》应理解为周文王伐崇后在“酆”加筑城墙，但“酆”成为周之陪都远在伐崇之前即“文王四十三年”之前，《史记》等旧所谓文王伐崇后才“徙都酆”是并不准确的，只不过最早的“酆”是没有高大城墙的，至于今西安之“酆”和今登封之“崇”并非一地早有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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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学者辨之，此不赘述）。而验之以月相，“文王四十三年＝1077BC”确实有好几个月份都可能有“庚子朔”月相，例如1077BC-6-7（子正七月初一）等，可见《酆保解》的“维二（亖）十三祀庚子朔”这个数据并非臆造而是确有所本的。至于《宝典解》之“维王三祀”毋庸置疑必定是指“武王受命三祀（1075BC）”，因为《周书序》明确指出此篇的主题本来就是“武王评周公，维道以为宝，作《宝典》”，其“王在鄗”之“王”就是指“摄王”太子发。而验之以月相，《宝典解》之“二月”很可能是“十二月”之脱讹，因为“受命三祀十二月丙辰朔”就是指1075BC-10-11（亥正十二月初一），恰好是零误差的朔日与其月相定义相符（按据《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之“镐京辟雍……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云云可知，镐京或曰“鄗”最初是学宫“辟雍”之所在，而且此“镐京辟雍”早在“武王成之”即武王迁都镐京之前的文王受命初年就已存在，所谓“考卜维王”的“王”就是指文王，故《宝典解》中的武王、周公在受命三祀就能“在鄗”即在辟雍从容讨论“宝典”之学问是不足为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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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考古及文献所见商代诸王王年的精确复原

西元前第2千纪，当人类文明世界的其他部分还处于列国纷争之时，东亚的黄河、长江流域却已经被一个强大的王朝所初步统一，这个王朝就是商。

考古证据显示，早在“二里岗文化”时期（约前17～15世纪），商王朝的文化凝聚力就已十分强大，当时以今之河南省为中心，南到安徽、湖北乃至湖南一隅，北到河北、北京，西到山西、陕西，东到山东，举凡当时人口最密集之地大多都成了“共性远远大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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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商文化单一领地（其他受其辐射影响的地区尚未计入）。而由商王朝一举奠定了的这个华夏文化分布格局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了近两千年后的汉代：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汉帝国的半数以上之人口仍然是分布于上述地区之中的。而商王朝的文化凝聚力之所以如此强大而持久，其核心奥秘除了汉字这一能超越方言的普适性文字之外，无疑还应包括“干支纪日”这一零误差普适性历法的伟大发明。

相比同时期的古巴比伦王国诸王朝、古埃及新王朝、亚述、赫梯、埃兰、迈锡尼等文明古国，商王朝的历史无疑是最精准可靠的：因为，显而易见，由于商王朝的“干支历”可以实现零误差的“对表效应”——纵使远隔千里的偏僻地区也能永远与商王王都保持干支纪日同步、纵使远隔千年的今天依然有可能上溯推算出商代干支日辰的精确含义，而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中的商代纪事很多都是冠以干支日辰的，尤其是那些王年、月日、祀季俱全的纪事，例如殷墟甲骨文《宰丰雕骨》之“壬午，王田于麦录……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商代金文《亚鱼鼎》之“壬申，王赐亚鱼贝……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等，所以，商王朝的历史绝对堪称是一部精确到单日日期的历史。而事实上，由于前文已经证实的“皇”、“末月”等甲骨文月相术语的存在以及下文即将证明的商代金文“隐性月相”的存在，我们对商代的干支纪事理应还能作出带有月相验证的绝对年代之复原，从而把人类的精确历史纪年进一步提前。毕竟，正如前述，“西伯昌（周文王）三十有五祀正月丙子既望＝1086BC-12-28”和“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贞克鹑宿＝1066BC-12-31”这两个商王朝属国的精确纪年兼精确纪日早已经打破了亚述王国保持的910BC之世界纪录，商王朝早已经是该项世界纪录的实际保持者了。

一、商周金文所见“隐性月相”考

《礼记·玉藻》有云“天子……听朔于南门之外”，《论语·乡党》亦有云“吉月，必朝服而朝”，也就是说，中国两周时代的君主除非遇到战乱、灾变等极端事件，他们通常都是在朔（既死霸）、吉月（初吉）、既望、既生霸等月相节日定期举行朝觐、听政等集会活动的。而验之以出土金文，上述文献的记载显然是完全属实的，尤其是对于西周王朝而言更是如此：事实上，由于在月相节日举行的朝觐典礼通常也是周王、后妃、诸侯或领主赏赐册命其臣下的场合，而西周青铜器的“作器”缘由其绝大部分都是为了纪念受君主赏赐、册命之荣耀，所以，既死霸、既生霸、既望、初吉等月相节日除了是西周君主们的朝会固定日期其实也是“赐命”类金文的“作器”固定日期。例如，前述《作册夨令簋》的“九月既死霸丁丑”就是“王姜赏令”的作器日期，《作册[image: alt]
 卣》的“四月既生霸庚午”是“公太史在豊赏作册[image: alt]
 马”的作器日期，而《士上盉》的“五月既望辛酉”是“赏卣鬯贝”的作器日期（《集成·9454》），《盠尊》的“八月初吉”是“王册命尹赐盠”的作器日期（《汇编·744》），等等。毫无疑问，在《集成》和《汇编》所著录的巨量“赐命”类西周金文中其绝大多数的“作器”日期都被写明了是在月相节日的。

那么，除了上述的巨量肯定性证据，我们对“赐命类金文之作器日期＝月相节日”这一命题是否也能找到一些否定性证据？显然，至少在《集成》和《汇编》所著录的西周金文中目前并无这样的明确证据。而且，事实恰相反，在《集成》和《汇编》中举凡没有写明月相的“赏赐册命类”西周金文，只要其日期是可以被绝对复原或相对复原的，例如《夨令方尊》、《作册折尊》、《何尊》、《天亡簋》等，我们将会发现其作器日期原本也都是在月相节日。也就是说，这些金文的作器日期其实都是用省略掉月相术语的“隐性月相”纪日格式书写的：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公命诞同卿事寮。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宫。乙酉，用牲于康宫……（《夨令方尊》，《集成·6016》；《夨令方彝》，《集成·9901》）

唯五月，王在[image: alt]
 。戊子，命作册折贶望土于相侯，赐金赐臣。扬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作册折尊》，《集成·6002》，扶风县庄白村出土。）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爯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何赐贝卅朋，用作[image: alt]
 公宝尊彝，唯王五祀。（《何尊》，《集成·6014》）

乙亥，王有大礼。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事饎上帝……丁丑，王饗大宜。王降。亡得爵……啓王休于尊簋。（《天亡簋》，《集成·4261》）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夨令方尊》的“隐性月相”：很简单，根据“大小月相间置朔”的原则可直接推知，该器的“十月月吉癸未”必然意味着同年的“八月甲申＝月吉”，因为周王历的“八月历朔”与“十月历朔”相隔一大月一小月共计59日是固定不变的（“连大月”如前述通常不会设置在下半年），而且“八月”与“十月”要么都是大月、要么都是小月，“月吉＝大月初七小月初十”这一定义对它们也必然是相同的，所以“八月甲申”与“十月癸未”相隔59日必然都是“月吉”，《夨令方尊》记载的“王命周公子明保”之册命日期“唯八月辰在甲申”必然就是隐略未书的月相节日“八月月吉”。虽然，“八月甲申”并非是《夨令方尊》本身的作器日期，但这足以证明假如“周公子明保”受册命当日也订制了青铜礼器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其作器日期也必然属于月相节日“八月月吉”。

其次，关于《作册折尊》，该器的器主“作册折”由于同窖所出器《史墙盘》的记载其身世是十分清楚的——“作册折”就是恭王世人物“史墙”的祖父“亚祖祖辛”（《集成·10175》），其应该供职于康、昭之世，而该器的器形和字体等也确实都具有该时期的明显特征。那么，《作册折尊》是否像某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昭王十九祀”之器？显然，由于昭王十九祀是周昭王“丧六师于汉”之年，该年有关周王的纪事据《史记》皆为周人“讳之”而绝不会被当作荣誉作器颂扬，所以《作册折尊》理应不是昭王器而是康王器。而康王十九祀的“五月戊子”据表3-6易知就是1026BC-4-29（子正五月十四），该日相比“既生霸＝月半十五”、“既望＝满月日”的定义都仅误差－1日（该月十五日己丑满月），所以《作册折尊》的作器日期“唯五月……戊子”理应也是一个隐略未书的月相节日，要么就是虚推满月“五月既生霸”，要么就是实测满月“五月既望”（而由此我们也得到了康王王年的另一条重要证据）。

再次，关于《何尊》，该器乃是公认的成王五祀“标准器”，而成王五祀的“四月丙戌”正如表3-8所示就是1059BC-4-20（子正四月初一），该日是零误差的“朔＝既死霸”，所以《何尊》的作器日期理应就是隐略未书的月相节日“四月既死霸”（而由此可见《尚书》关于成王世诸历日数据的记载也是有金文证据互为呼应的）。

又再次，关于《天亡簋》这件著名的武王世“标准器”，我们据《尚书·金縢》等记载可推知此器的作器年代应是在“克商之年＝武王十三祀＝1065BC”，因为克商后武王仅在位2年，其中“既克商二年＝武王十四祀”时武王已经“有疾弗豫”重病不起，根本不可能参加“王祀于天室”、“王饗大宜”等繁缛费力的系列典礼活动。而周王历三月甲子“克商”后的武王十三祀共有6个“丁丑”日，其中三月、五月、七月、九月这4个月份的“丁丑”日都有可能是“既望”或“既生霸”，例如“五月丁丑”就是1065BC-3-13（戌正五月十六），该日最大月相值100％是零误差的满月日，无论作为“既望”或“既生霸”而言都很有可能。而由此可见，《天亡簋》的作器日期“丁丑”很可能也是一个隐略未书的月相节日，这是商、周之交早就存在“隐性月相”的又一例证。

最后，除了《天亡簋》，前文所述武王世的另一件标准器《利簋》其作器日期也应该是在月相节日，只不过其究竟是何种月相节日还有待探讨：据文献记载，《利簋》的作器日期“辛未，王在阑（管）师”应该并不是在武王克商日“三月甲子”之后仅相隔7日的“三月辛未”，因为《逸周书·克殷解》和《史记·周本纪》都明确记载了克商后周武王是在殷都处理了“出百姓之囚”、“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迁九鼎宝玉”等大量的繁琐政务后才“乃班”离开的，而《逸周书·世俘解》在“甲子……咸刘商王纣”之后也紧接着记载了“太公望命御方来，丁卯至，告以馘俘……戊辰，王遂御循追祀文王，时日王立政”，此外还补叙了“甲子夕，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以自焚……五日，武王乃俾于人求之，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八万”，可见，“三月戊辰（初六）”还在今安阳附近的“殷”办公并“俘商旧玉”的周武王是很难在“三月庚午（初八）”赶到今郑州附近的“管”并于次日“三月辛未（初九）”之平旦“赐右史利金”的（西周金文中周王赐命大多是在“旦”进行的），《利簋》之“辛未”由此推之必不在周王历“三月”。而在排除了“三月辛未”之后，关于《利簋》的作器日期最可能有二解：其一是“五月初吉辛未”即1065BC-3-7（戌正五月初十），该日期虽然与《武成》逸文所记“四月乙卯”周武王仍然在宗周“祀馘于周庙”颇为接近但也绝非不可能（从四月乙卯次日到五月辛未前日虽仅有15个整日可供旅行，但武王只要轻车简从还是有可能从宗周赶到管地的）；其二则是“十三月既望辛未”或“十三月既生霸辛未”即1065BC-11-2（戌正十三月十四），该日凌晨最大月相值96.1％，距离100％满月误差－1日，恰在误差允许范围内。但不管最终答案是“初吉”还是“既望”、“既生霸”，《利簋》的作器日期“辛未……赐右史利金”本属于“隐性月相”依然是极有可能的。

总之，通过以上举证和分析，我们对于西周“赐命”类金文已经可以作出如下之归纳：举凡以荣获“赐命”而作器纪念为内容的西周金文，其作器日期一般必在既死霸、既生霸、既望、初吉等月相节日，因为这些月相节日本来就是西周各级君主们的朝会日期，或者说就是他们的“法定办公日”；至于这些日期在金文中的具体书写格式则有两种，一种是“显性月相”，该种格式主要在西周中晚期流行，例如表3-8中的大部分“四要素俱全”金文就是此类月相记录格式的典型代表；另一种则是古朴简约的“隐性月相”，该种格式主要在西周早期流行，例如上述武王器《天亡簋》、成王器《何尊》、康王器《作册折尊》、昭王器《夨令方尊》等皆是如此，它们的月相节日属性虽未明写但读者却可以通过“赏”、“赐”、“命”等暗示性的关键字眼来释读其义（此外假如考虑到清华简《保训》的“周文王五十年戊子……馈”如前所述也属于用“隐性月相”书写的历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隐性月相”的起源进一步提早到先周时代）。当然，既有“法定办公日”也难免会有“额外加班日”，我们显然并不能绝对地排除周人在非月相节日而举行“赐命”典礼的例外可能性，但这样的金文即使存在也必定是少之又少足可以忽略不计的，它们的“例外性”存在并不能动摇“西周人受赐命作器依制必在月相节日”的总体结论。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朔、望等月相节日对于中国古人而言其真正的历法意义本就在于它们是约定俗成兼礼有定制的“朝觐集会日”和“君主办公日”，西周的“朝觐赐命类”金文其作器日期依礼制必在月相节日故可用“隐性月相”作省略书写，那么，我们自然就可把此种“赐命作器日期＝月相节日”的规律进一步上溯应用于与西周金文一脉相承的商代金文之断代了。因为，一方面，正如前文已经论证过的，孔子所谓的“周因于殷礼”这一文化继承现象在历法制度上是不容置疑地明确存在的，西周金文中的“既死霸”、“既生霸”、“既望”等月相本来就是继承自殷墟甲骨文中的“末月”、“生月”、“皇”等商代历法概念，商王朝绝非一个不识月相为何物的愚昧国度而是一个事事记录月份、严格按“朔望月周期”生活工作的有序社会，殷人是完全有条件也有理由实施“月相节日朝觐制度”的，商代金文也是完全有可能遵从“朔望作器”习俗的（只不过由于“朔望朝觐”、“朔望作器”都是定期性活动无须预先占卜，所以其必然不会出现在殷墟甲骨文的“卜辞”之中）；而另一方面，考古学也早就证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无论从其器形、纹饰、铭文格式、铭文字体等诸方面来看都明显是直接继承自商代风格难分彼此的，周初青铜器及其铭文很多明显是由殷遗民代铸、代书的，故商代金文作为周初金文的同类物其早就采用了“隐性月相”记录作器日期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周因于殷礼”难免是要有所“损益”的，商代金文的“隐性月相”相比西周金文也理应是会略有不同的：其一是商代金文所能暗示的月相节日据殷墟卜辞可知应该仅限于新月、满月两大类即“末月”、“生月”、“皇”三种而没有“初吉＝月吉”和“既霸＝哉生霸”（将“既霸”作为朝会赐命日期在西周也仅是偶尔为之的“从虞夏遗民旧俗”之“复古”），至于“晦＝方死霸”乃是军事节日而非朝觐节日，这在商、周两代的制度观念中是完全一致的；其二是商代金文多见“赐”而少见“册命”，而且也不太可能有类似于《晋侯稣钟》那样的间隔几日连续多次“加赐”同一臣属的现象。（按，《晋侯稣钟》中的晋侯稣两次受到周宣王“赐”，其作器日期应以第一次“王亲赐驹四匹”的“六月初吉戊寅”为准，第二次的“庚寅……王亲齎晋侯稣秬鬯一卣，弓矢百，马四匹”则是属于相隔12日后的“加赐”。而由此亦可见，西周晚期的“赐命”程序虽然总体上仍然保持着“月相节日赐命作器”的旧制，但其具体的细节已经稍有所变化了：此时所谓的“月相节日赐命”仅是指其“初赐”或“初命”的日期是在月相节日，至于“加赐”的日期则是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自由选择的，例如《晋侯稣钟》由于有战争的特殊局势背景，所以周宣王额外在“非法定办公日”的庚寅日“加班”接见了晋侯稣并“加赐”弓矢等物以表彰其战功。不过，《晋侯稣钟》中的“周王加班”毕竟是在战争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我们也绝不能把这种“赏不逾月”的战时特例与“月相节日赏赐册命”的商周定制相提并论，何况《晋侯稣钟》的“作器”日期仍然是在“初吉”并没有真正违反礼法定制。）

那么，除了以上基于西周早期金文中“隐性月相”证据的推论，我们关于商代金文曾用“隐性月相”纪日是否还有更直接一点的证据？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例如，《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这两件商王帝辛世的“标准器”就可以首先告诉我们，它们很可能是在同一种“月相节日”因受赏赐而作器夸耀的：





乙巳，王口尊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庭*
 ，遘乙翌日。丙午，[image: alt]
 。丁未，煮？
 。己酉，王在梌，[image: alt]
 其赐贝，在四月，唯王四祀翌日。（《四祀[image: alt]
 其卣》，《集成·5413》）

乙未，王宾文武帝乙肜日，自阑[image: alt]
 。王返入阑，王赏版*
 贝，用作父丁宝尊彝，在五月，唯王廿祀又二。（《版方鼎》，《汇编·1566》。按“版”字原作从“[image: alt]
 ”从“反”，可通“坂”、“阪”、“版”。）





很清楚，上述二器都记有商王祭祀先王“文武帝乙”即帝辛之父“帝乙”的内容，此位商王非帝辛（纣）莫属。而该二器的“受赐作器”日期“帝辛四祀四月己酉”与“帝辛廿二祀五月乙未”的相隔日数是明确可知的：要么是6586日，要么是6646日（如前述商周历的岁首月是“建子月±1月”故共有两解）。而这两个日数明显都与朔望月长度29.53日的整数倍数十分接近：6586日与223×29.53≈6585日相比误差＋1日，6646日与225×29.53≈6644日相比误差＋2日，可见，在商周历的允许误差范围内《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的作器日期完全有可能同是“历朔日”或同是“满月日”，它们都是用“隐性月相”书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尤其是，上述二器中一件是在祭祀“帝乙”的当日“赐命作器”的，另一件却是在祭祀“帝乙”后隔了4日才“赐命作器”的，这就直接证明了商代的君主“赐命”日期与祭祀日期是按完全不同的两种历法周期定期举行的：众所周知，殷墟甲骨文早就证明，殷人祭祀祖先是严格按“干支历”来固定安排的，祭“祖甲”必在“甲”日、祭“帝乙”必在“乙”日，《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亦然如此；但其“赐命”的日期却很显然和西周时代一样是按“朔望月”周期安排的，所以我们才会在《四祀[image: alt]
 其卣》中看到器主“[image: alt]
 其”虽然因为安排商王的祭祀典礼“有劳”而受商王“赐贝”（“[image: alt]
 其赐贝”即“赐[image: alt]
 其贝”之倒装句），但其受赐却并不能像《版方鼎》那样在“乙”日当天兑现而必须等到4天后的“己酉”，而“己酉”当日“王在梌”并无祭祀活动，其理应是朝觐日即朔、望之日（按商代金文的用字简约，故其每字皆必不可省之字，每句皆因果逻辑相关之句，每条纪事皆为祀、戎、朝觐等“国之大事”而非可有可无之小事，而《四祀[image: alt]
 其卣》连续记载的乙、丙、丁、己四日之事显然都是有前后有因果关系的大事，其中乙、丙、丁三日皆为商王祭祀之大事，则己日亦必为有关商王之大事，其既然不是祭祀、戎事则必为朝觐赐命，其“因助王祭祀有劳而受赐”、“因受赐有荣耀而作器纪念”的因果逻辑是十分清晰的）。

总之，综合上文所列举的四大证据，即《礼记》、《论语》等文献关于古人在“月相节日”定期朝会的明确记载、西周早期“隐性月相”金文的实证、殷墟甲骨文中的月相术语“末月”、“生月”、“皇”的存在、商代金文《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等也实际支持“朔望作器”的存在且并无任何不支持“朔望作器”的明确反例，我们基本可以推定商代金文和西周早期金文一样也是采用“隐性月相”来记录“赐命作器”日期的。而一旦我们有了“隐性月相”这一天文学的验证利器，那么我们要想精确复原出商代晚期武乙至帝辛诸王的王年就不再是什么难事了，因为迄今已发现的该时期之金文、甲骨文资料是十分丰富的，而该时期的相关重大史实在先秦文献中也是基本被完整记载下来的。

二、《亚鱼鼎》等商代金文所见帝乙、帝辛王年的精确复原

根据考古学资料分析，在迄今已发现的商代金文中，其明确记载有“唯王某祀”且篇幅超过20字的理应全都属于商末二、三王世之器。因为，一方面，在正式的考古学报考中凡字数超过20字以上的“长铭文”商代青铜器皆出于“殷墟文化第四期”即大致相当于帝乙、帝辛时期的数十年间，例如安阳后岗殉葬圆坑发现的28字“戍嗣子鼎”、殷墟西区M1713墓葬发现的21字“亚鱼鼎”等
〔2〕

 ，早于此期的铜器铭文皆不足10字（大多不足3字），显然，此类“长铭文”青铜器的出现年代最多也不会早过文丁之世；而另一方面，就此类青铜器的铭文内证来看，它们也确实全部是指向帝辛及其稍早一、二王世的，例如前述《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中的商王祭祀先王“文武帝乙”之内证足以证明它们都是帝辛世的标准器，又例如《乙酉父丁彝》中的商王祭祀先王“武乙”之内证也足以证明其必晚至文丁以降，等等。因此，基于此类商代金文中的王年数据以及“隐性月相”证据，我们是很有可能复原出一份商代末期二、三王世的“晚商金文历谱”的。

不过，在进行排谱之前，我们首先有必要厘清一个商代金文的释读问题，那就是所谓的“王廿祀”问题。因为，正如裘锡圭等学者所论证过的，在商代金文和甲骨文的纪事中常见有“王口祀”字样，其含义绝非早期学者所误释的数字纪年“王廿祀”
〔3〕

 ，因为在先秦时代的出土文字中“廿”一律写作“U”形而非“—U”形，其与“口”字是有严格区分的（参见图4-1）。此外，关于《合集·36856》等卜辞中的“王口后”并非旧所谓“王廿司（后）”纪年其事实就更清楚了，因为殷墟卜辞和商代金文中从未有“王三后”、“王五后”等格式的所谓“纪年”。至于商代甲骨金文所记“王口祀”的准确含义，笔者以为裘文释作“王曰祀”尚欠精当，因为“口”与“曰”二字正如裘文所证在甲骨文、金文中罕有混用之实例（即使真有个别孤证也应以讹误视之），它们的古音也无法相通，所以在古文字学上释“口”通“曰”是不能成立的。而事实上，“口”古音可通“句”，即《史记·叔孙通传》所谓“胪句”之“句”，其训诂学含义为“上传语告下为胪，下告上为句”，可见“王口祀”的字面含义就是“王句祀”、“王使人代告祀”，是类似卜辞常见之“告”祭的一种祷告鬼神之祭祀用语。而事实上，类似“王口祀”的纪事在后继的西周金文中也很常见，例如《保尊》（《集成·6003》）之“王大祀”、《士上盉》之“唯王大禴于宗周”等，显然，商代金文《肆簋》（《集成·4144》）之“唯王口祀[image: alt]
 妣戊武乙爽彘一”和《寝孳方鼎》（《汇编·924》）之“遘祖甲[image: alt]
 日唯王口祀”（此“王口祀”即“王口祀祖甲[image: alt]
 ”的省略语）也是属于此类纪事，其择时而祭告之含义与前述《四祀[image: alt]
 其卣》之“王口尊文武帝乙宜”完全类似。而商周古人采用该类纪事来作时间背景也仅仅是为了突出该时间的神圣、吉利、隆重即“神圣节日”性质而非为了精确纪时，这就像现代汉语中的“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并不比“农历八月十五”更精确一样（两者都缺少年代信息）。总之，商代的“王口祀”其含义既非“数字纪年”也非“大事纪年”而是与纪年完全无关的强调性背景纪时，这就是古文字学所能告诉我们的真相。

[image: alt]


图4-1

而一旦厘清了《肆簋》等器的“唯王口祀”并非数字纪年“唯王廿祀”，那么我们要想推排出“晚商金文历谱”就不再会有任何障碍了。截至目前所知，刨除《肆簋》等“王口祀”之器，在商代金文中其赐命纪事（即隐性月相）、王年、月序、日辰、祀季这“五要素俱全”之器至少有《版方鼎》等9条，其仅缺月序的“四要素俱全”之器至少有《小臣艅犀尊》等2条。而关于这11条金文的绝对年代，我们完全可以参照先秦文献及殷墟卜辞的相关数据予以一一排定。

首先，关于商末武乙、文丁、帝乙、帝辛这四王的王年，刨除《今本竹书纪年》等晚出文献中的臆测拼凑数据，在《左传》、《古本竹书纪年》逸文、《逸周书》等较为可靠的先秦文献中至少有如下几条数据和线索无疑是可资参照的：





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古本竹书纪年》）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太丁（文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太丁三年，洹水一日三绝。（《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古本竹书纪年》）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太丁之时，季历复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师。後二年，周人克余无之戎，于是太丁命季历为牧师。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后汉书·西羌传》）

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引《古本竹书纪年》）

帝乙处殷。二年，周人伐商。（《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古本竹书纪年》）

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乎惧而归之……（《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维三十有五祀，王念日多〖历〗，正月丙子既望……开後嗣谋……（《逸周书·小开解》）

维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逸周书·大匡解》）

天降寤于程，程降因于商……（《逸周书·大开武解》）

惟王元祀正月既生霸，大姒梦见商庭唯棘……寤惊，告王……王及太子发並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清华简《程寤》、《逸周书·程寤》逸文）





很清楚，根据上述文献以及前文已得出的先周、西周王年数据，我们可推知的商代王年基本数据共有4项：其一是商王帝辛（纣）之继位年代不能晚于1092BC，帝辛元年则不能晚于1091BC，其在位年数不能少于27年，因为“纣囚文王七年”的始年必须发生在比周文王三十五年（1085BC）更早“七年”之前（按周文王三十五年正月“开後嗣谋”至四十三年正月“天降寤于程”而“受商命”之间有“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事件发生，故在这个时间段内是容不下“纣囚文王七年”的，“纣囚文王”只能发生在周文王三十五年正月之前）；其二是帝乙元年不能早于1119BC，帝乙、帝辛二王的总在位年数不能超过55年，因为“文丁杀季历”已知必然是在周文王元年的前一年（1120BC），文丁之殁年不能早于此年；其三是文丁（太丁）的在位年数不能少于11年，文丁元年不能晚于1130BC，因为文丁十一年时周王季历犹然在位其必早于周文王元年（1119BC）；其四是武乙的位年数不能少于35年，武乙元年不能晚于1165BC。

不过，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商王纪年，先秦史料关于周文王、周武王的年龄记载事实上还能把商末诸王的王年取值范围进一步缩小，因为据《诗经》、《周易》、《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周文王的结婚年龄、周武王的诞生时间都是与商王王年密切相关的：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经·大雅·大明》）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周易·归妹·六五》）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诗经·大雅·思齐》）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大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左传·定公四年》）

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礼记·曲礼》）

三十而有室。（《礼记·内则》）

昔者圣王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圣王之法也。圣王既没，于民次也，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後圣王之法十年。（《墨子·节用上》）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史记·吴太伯世家》）

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穆天子传》）

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

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

食子者，三年而出。（《礼记·内则》）

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荀子·儒效》）





很清楚，商王帝乙在“文王初载”下嫁其妹为周文王之妻这一“帝乙归妹”事件无疑是商末诸王王年的重要断代线索，因为帝乙之妹作为“大邦之子”、“伣天之妹”、高贵的公主，其身份必为周文王之正室而不可能去当侧室小妾，而这也就证明周文王娶帝乙之妹前尚未“有室”（但可有妾），其年龄理应在“三十而有室”之前即不超过30岁（按《墨子》记载的“丈夫年二十，毋敢不处家”据常识易知乃是上古的早婚习俗即所谓“圣王之法”，而商周时代的实际情况则是“其欲蚤处家者，有所二十年处家，其欲晚处家者，有所四十年处家，以其蚤与其晚相践，後圣王之法十年”即平均为30岁、最晚为40岁，不过40岁晚婚明显是贫困阶层中才会出现的现象，对于贵族尤其是国君而言是不可能40岁才结婚的，因为正如《左传》所述国君的成人礼“冠礼”以及生子的时间都要比普通人更早，其结婚的年龄不可能比普通人的平均结婚年龄30岁更晚，所以，《礼记》所谓“三十而有室”显然是指贵族和国君初次结婚年龄的上限，“帝乙归妹”时周文王理应未超过30岁，而《诗经》之“文王初载”也明确指出此次“天作之合”是年轻文王的初婚）。而周文王30岁以前先娶帝乙之妹、若干年后帝乙之妹亡故（也许因难产之类）又“缵女维莘”续弦而娶莘国女子大姒生下长子伯邑考、次子武王发以及“武王之母弟八人”的生活历程都与商末诸王王年息息相关：

其一，简单推理易知，商王文丁之元年理应比周文王的生年至少要晚4年，因为《史记》记载的“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让季历”说明了王季即位必晚于太任“生昌有圣瑞”以及太伯“奔吴”让位之年，而所谓太任“生昌有圣瑞”无非是指文王昌拥有殷王室的高贵血统且健康聪慧足堪继承君位和“受天命”（太任出于殷商前文已述），而考虑到古代婴幼儿夭折、畸形痴呆的比例都极高，判断一个新生儿是否强健不会夭折、是否智力正常、身无隐疾至少必须等到其虚岁3岁以后能说、能走之时，亦即孔子所谓“子生三年然後免于父母之怀”、《荀子》所谓周之子孙立为国君必须“不狂惑”，则古文献所谓“生昌有圣瑞”和“封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的年代至少应该比周文王生年晚2年（太伯显然不会为了一个未满三岁随时可能夭折的婴儿而“奔吴”的），古公殁王季继位之年也至少要比周文王生年晚2年，而《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武乙三十四年、三十五年之时王季已经继位并朝觐商王说明了武乙之后的文丁元年至少比王季即位要晚2年，亦即晚于周文王生年4年以上。

其二，既然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比周文王的生年要晚2年以上，则商王武乙元年的上限亦可由周文王的生年来推定。

其三，同样推理易知，商王帝乙之元年必然比周武王的生年至少要早3年，因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说明“帝乙归妹”这一政治联姻事件最早也必须发生在帝乙二年周文王为报文丁杀父之仇“伐商”之后，而《诗经》记载的“缵女维莘”说明了周文王娶武王之母大姒是在“帝乙归妹”之后（按《说文》云“缵，继也”，“缵女”即“继室”是很明显的，旧儒将“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曲解作大姒为文王原配显然是别有用心的，莘国比《尚书·大诰》所谓“小邦周”还弱小有何资格称为“大邦”，甲骨文、金文和先秦文献早已证明“大邦”、“大邑”乃是商周王室的习惯尊称，“大邦有子，伣天之妹”的尊称非帝乙之妹莫属），而周武王嫡兄伯邑考的生年至少又要比“缵女维莘”晚1年，周武王的生年则至少要比“缵女维莘”晚2年、比帝乙元年晚3年（按史料中从无伯邑考与周武王为孪生兄弟的记载，故周武王理应比伯邑考小1岁以上）。

那么，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年龄究竟是多少？虽然，各种古文献对此的记载颇有差异，但我们只要根据“三十而有室”这一合乎常识和习俗的数据去作分析是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维王克殷……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

《竹书》云（武王）年四十五。（《真诰·卷一五》注引《古本竹书纪年》）

文王谓武王曰：“女何梦矣？”武王对曰：“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曰：“女以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曰：“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践阼而治。（《礼记·文王世子》）





很明显，在上述记载中《礼记·文王世子》所谓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乃是该文作者曲解原典的自说自话本不足信，因为该数据不仅所据无稽为“梦帝”之预言而且还与《逸周书》、《史记》之可靠记载“维王克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互相矛盾。而事实上，《礼记·文王世子》所记故事的原意应是周武王“梦帝与我九龄”而文王解梦预言“我百尔九十”以安慰武王，但预言并不一定能成为事实，旧儒以“圣人”预言必须灵验为前提而拘泥算出的“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完全是无稽之谈：如此高龄的周武王是根本不可能亲自去伐商征战的，而一个活了93岁的强健者也不可能死后只有一个12岁的嫡长子“成王幼”。（按《尚书》记载成王八年亲政显然是因该年成王刚满20岁即普通男子的“弱冠”成人之年，亦即《荀子·儒效》所谓“成王冠，成人，周公归周反籍焉”，由此上推到武王殁年则成王必为12岁。）而与此相比起来，《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周武王终年“四十五”恰好未满六十无疑是十分可信的，因为武王假如“三十而有室”则其45岁时的嫡生子女最多仅15岁，而成王至少有一位嫡亲姐姐即《左传》所记“配胡公而封诸陈”的“元女大姬”，而武王45岁时嫡长女大姬约15岁、嫡长子成王12岁、嫡次子邘君8～11岁、嫡三子唐叔虞7岁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周武王的生卒年由此可被确定为1108～1064BC。（按《国语·晋语四》曾明确记载“晋之始封也岁在大火”，按照“占星纪岁”推算易知其年应为1051BC即周成王十三年，而唐叔虞该年理应刚成年满20岁可以就封，因为他是由成王“削桐”戏言而幼年预受分封的，由此上推至武王殁年1064BC其年龄应该为7岁。）至于周文王的最终年龄当然也不可能是97岁而应如《诗经》等所暗示的是在79岁以下（如前述帝乙元年不早于1119BC，周文王娶帝乙之妹不能早于帝乙二年即1118BC，其年周文王不超过虚岁30岁，则周文王殁年1069BC时不能超过79岁）。

而比照周文王生于1147BC之后、周武王生于1108BC这两大关键的年龄数据，再加上“帝乙元年必早于周武王生年3年以上”、“文丁元年必晚于周文王生年4年以上”、“武乙三十四年必晚于周文王生年2年以上”这三大王年关联数据，我们初步可得到的商末四王王年之取值范围如下：其一，帝辛元年不晚于1091BC；其二，帝乙元年必在1119～1111BC之间；其三，文丁元年必在1143～1130BC之间；其四，武乙元年必在1178～1165BC之间。

其次，既然商末诸王王年的取值范围已被限定，那么我们就可据此最终排出商末诸王的“金文历谱”了。正如前述，《版方鼎》等9条“五要素俱全”商代金文已知全是属于商末二、三王的，其中《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还是帝辛世“标准器”，而基于“隐性月相”数据的简单试算可知，这9条金文的确是可被分成3组以分别对应文丁、帝乙、帝辛三王的，只不过，由于帝乙、文丁二王世目前并无可供断代的标准器，我们必须先暂定这3组分别为“帝辛组”、“A组”和“B组”，其详情如下。

其一，按照“隐性月相”数据，能直接排入“帝辛组”的共计有3条，除了前述帝辛世标准器《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另外1条就是“廿五祀”的高年器《宰椃角》（关于《宰椃角》详见下文）；而在排不进“帝辛组”的6条金文中，除了《戍铃方彝》必须被另立为“B组”外，其余的《二祀[image: alt]
 其卣》、《小臣邑斝》、《六祀[image: alt]
 其卣》、《亚鱼鼎》、《巂[image: alt]
 卣》这5条都可被无矛盾地排入同一王世即“A组”（试算从略）：





丙辰，王命[image: alt]
 其贶丽殷于夆甸[image: alt]
 ，宾贝五朋，在正月，遘于妣丙肜日大乙爽*
 ，唯王二祀既戒*
 于上下帝。（《二祀[image: alt]
 其卣》，《集成·5412》）

癸巳，王赐小臣邑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小臣邑斝》，《集成·9249》）

乙亥，[image: alt]
 其赐作册隻子玉*
 一、玒＃
 一，用作祖癸尊彝，在六月，唯王六祀翌日。（《六祀[image: alt]
 其卣》，《集成·5414》，按“玒”字旧释有误，本文释“玒”通“珙”训大玉璧。）

壬申，王赐亚鱼贝，用作兄癸尊，在六月，唯王七祀翌日。（《亚鱼鼎》，《汇编·140》，殷墟西区1713号墓出土。）

丁巳，王赐巂[image: alt]
 ＃
 贝，在寝，用作兄癸彝。在九月，唯王九祀[image: alt]
 日。（《巂[image: alt]
 卣》，《集成·5397》。按“[image: alt]
 ”字旧释皆误，其隶定理由见后文。）





那么，A组和B组究竟哪个是“帝乙组”哪个是“文丁组”？显而易见，无论从铭文内证还是其他证据来看，“A组＝帝乙组”肯定是正确的：一方面，A组的《二祀[image: alt]
 其卣》和《六祀[image: alt]
 其卣》是帝辛标准器《四祀[image: alt]
 其卣》的同人之器，故A组理应属于更加接近帝辛时代的帝乙时代而非较远的文丁时代；而另一方面，“A组＝帝乙组”共有5器而“B组＝文丁组”仅有1器的统计数据也是更为符合“长铭文铜器越晚越多”之考古学统计规律的。最关键的是，A组假如被换置于文丁世就必将与甲骨文“黄组周祭卜辞”的历日数据相互矛盾（参见后文），而A组也绝不可能排入武乙世或更早（那将导致内证人物“[image: alt]
 其”的供职时间超出合理范围），所以，“A组＝帝乙组”是有金文和甲骨文内证数据为凭的唯一正确答案。至于“B组＝文丁组”对于前述考古学发现的“商代长铭文铜器大多见于帝乙、帝辛时代”也并无矛盾，因为B组的《戍铃方彝》乃是“文丁十五祀”之器很可能已接近文丁晚年，其与帝乙之世可能仅相差区区数年（关于《戍铃方彝》及文丁王年详见下文）。

而“A组＝帝乙组”既定，则帝乙元年就不难推知了：前文已证帝乙元年必在1119～1111BC之间，而在该时间范围内能同时排入A组5器的唯一可能就是“帝乙元年＝1114BC”。因为，《小臣邑斝》和《六祀[image: alt]
 其卣》这两条同为帝乙“六祀”且月序相隔2月、日辰相隔42日的金文决定了它们的“隐性月相”作器日期只能是指四月望、六月朔而不是四月朔、六月望（那样就会出现“年中置闰”），而在此前提下《亚鱼鼎》的“隐性月相”只可能是指“帝乙七祀六月壬申历朔”即1108BC-4-23（实为亥正六月初三），该月相的误差已达最大允许值＋2日，故帝乙元年无法再上移至1119BC（按那样《亚鱼鼎》的历朔误差将达＋3日以上而超出允许范围，因为商末的历朔设置误差理应和西周初期相当都为－3～＋2日）。而以“帝乙元年＝1114BC”为准，A组5器的“隐性月相”和作器日期最终可复原如表4-1所示（其中帝乙七祀或八祀设置有双闰“十四月”，帝乙九祀商王历误测“建寅”为“建丑”）。事实证明，《二祀[image: alt]
 其卣》等5器中的赐命事件“宾贝”、“王赐小臣邑贝”、“[image: alt]
 其赐作册隻子玉一玒一”、“王赐亚鱼贝”、“王赐巂[image: alt]
 贝”确实都是在月相节日进行的，比照殷墟卜辞可知这些赐命的“隐性月相”分别应为“生月（或皇）丙辰”、“生月（或皇）癸巳”、“末月乙亥”、“末月壬申”和“末月丁巳”。

其二，既然“帝乙元年＝1114BC”已经被精确复原，那么，帝辛元年也就同时可被精确复原了。因为，一方面，帝辛元年的下限前文已求出为1091BC，而其上限据表4-1所列《巂[image: alt]
 卣》数据“帝乙九祀＝1106BC”可推知为1105BC；而另一方面，“帝辛组”的成员由于帝乙元年的确定也可增加一条《乙酉父丁彝》——试算易知该条“四要素俱全”的金文其月相不可能排入“A组＝帝乙组”、其祀季不可能排入“B组＝文丁组”，也就是说，“帝辛组”除了《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之外还至少应包括如下2条：





乙酉，赏贝。王曰……遘于武乙肜日，唯王六祀肜日……（《乙酉父丁彝》，又名《父丁彝》、《豐彝》等，原器、原拓不存，摹本著录于宋代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和吕大临《考古图》。）

庚申，王在阑，王格，宰椃从。赐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在六月，唯王廿祀翌又五。（《宰椃角》，《集成·9105》）





而在1105～1091BC之间，“帝辛组”的这4条“隐性月相”数据要同时都有解，“帝辛元年”就只可能取1102BC、1097BC或1092BC（试算从略）。那么，在上述的3个年份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帝辛元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结合同期甲骨文中的著名“征人方”卜辞来作最终判定。

正如甲骨文研究者们所熟知的，商代晚期共有两次“王征人方”之战，一次是“黄组”卜辞《合集·36482》所记某王“十祀”前后的“征人方”，另一次是金文《小臣艅犀尊》所记某王“十五祀”前后的“征人方”。不过，除了这2条王年明确的“征人方”证据，关于其他王年不明的“王征人方”卜辞究竟应如何排谱定年，限于证据贫乏旧时各家学者的论述明显都是处于漫无边际的猜测之中，例如陈梦家等前贤所排“正（征）人方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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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很有可能分属两次“王征人方”的卜辞都无条件归并入同一次“十祀征人方”的大杂烩，而且其中还掺杂了与“王征人方”完全无关的“[image: alt]
 林方”、“征盂方”等卜辞（按陈氏据以排除“十五祀”可能性的金文“唯戒命伐人方[image: alt]
 ……在十月亖”并非其误释的“在十月彡”，而且此条金文与“王征人方”的大举远征无关而仅是“戒”这个商朝将领所指挥的一场针对人方领地“[image: alt]
 ”的局域性小规模战斗，详见《集成·4138》）。而基于前文所得出的诸多商末王年数据和商王历历数证据，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两次“王征人方”的关键区别之所在。也就是说，事实与上述旧说猜测的恰相反，“黄组”卜辞中的绝大多数“王征人方”卜辞都是属于“十五祀王征人方”而非“十祀王征人方”的，至于真正的“十祀（包括九祀）王征人方”卜辞其证据确凿者目前仅见有如下这2条：





〖乙〗亥王〖卜贞〗……人方不大出……在二月，遘祖乙肜，唯九祀。（《合集·37852》）

甲午王卜贞：作，余淉朕禾酒。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上下祔＃
 示受余有祐，不[image: alt]
 [image: alt]
 祸。告于大邑商，〖无它〗在咎。王占曰吉。在九月，遘上甲[image: alt]
 *
 ，唯十祀。（《合集·36482》）





很清楚，上述《合集·37852》的“唯九祀”若排入帝乙世则与《巂[image: alt]
 卣》的岁首建正不符、若排入文丁世则与其他卜辞的“祀季”数据不符、若排入武乙世也与其他卜辞的岁首建正不符（武乙、文丁卜辞数据见后文），而该条“黄组”卜辞也不可能比武乙世更早：迄今所知在有明确内证的早于武乙世的卜辞中从未发现有记录王年数“某祀”的，而“黄组”字体的甲骨卜辞也从未发现有早于武乙世的内证但却有大量属于文丁、帝乙、帝辛世的内证，例如《合集·35356》之“黄组”卜辞“乙丑……王其侑礿于文武帝”可证明其是在乙日祭祀“文武帝乙”的帝辛世卜辞等。因此，基于排除法，《合集·37852》必属“帝辛九祀”无疑。而与之类似，上述著名的“十祀征人方”卜辞《合集·36482》同样由于岁首建正不符或“祀季”不符而无法排入武乙、文丁、帝乙三王世（试算从略），所以其同样只能属于帝辛世。

而既然“十祀王征人方”的两大关键卜辞最终都被证明是帝辛世卜辞，那么，《小臣艅犀尊》等金文和卜辞所记“十五祀王征人方”的时代也就可以由此相关事件予以推定了：





丁巳，王省夏＃
 京。王赐小臣艅夏贝。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小臣艅犀尊》，《集成·5990》，山东寿张县梁山下出土。）

癸巳……旬无……十月……人方……

癸卯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商。

癸丑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亳。

癸亥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一，王征人方。在鴓＃
 。

癸酉王卜，在[image: alt]
 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二，王征人方。（《英藏·2524》＝《合集·41753》）

[image: alt]
 [image: alt]
 卜，在……鄙……师，小臣……旬无……来征〖人方〗。

癸亥卜永贞：王旬无咎。在鴓，王征人方。

癸未……贞：王〖旬无〗咎。征〖人方〗。（《合集·36490》）

……癸巳卜黄贞：王旬无咎。在十月又二，唯征人方。在鬻＃
 。

癸卯卜黄贞：王旬无咎。在正月，王来征人方。在攸侯喜鄙永。

〖癸丑卜黄贞〗：〖王旬无〗咎。在正月，王来人方。在攸。（《合集·36484》）

丙午卜，在攸贞：王其呼……[image: alt]
 执[image: alt]
 人方[image: alt]
 ？
 ，焚……弗悔。在正月，唯来征〖人方〗……（《合集·36492》，“[image: alt]
 ”字原作从“彔”从“虎”，此处暂隶定为“[image: alt]
 ”。）

癸卯卜贞：王旬无咎，在五月，在譓＃
 师*
 ，唯王来征人方。

癸丑卜贞：王旬无咎，在五月。在譓师。（《合集·36495》）

〖癸〗亥王卜贞：旬无咎……在〖七＃
 〗月甲子淉妹示*
 典其〖[image: alt]
 ＃
 〗……〖在〗譓师，王征人〖方〗。（《合集·36489》，按“七”、“[image: alt]
 ”二字原缺待补，本文拟补的理由见后文。）

〖癸[image: alt]
 卜〗黄〖贞〗：〖王旬无〗咎……人〖方〗。

癸亥卜黄贞：王旬无咎。在九月，征人方。在雇彝。（《合集·36487》）





很清楚，上述这几条卜辞和《小臣艅犀尊》一样都是用“征人方”作为纪时后缀词的。而对比《作册[image: alt]
 卣》的“唯公太史见服于宗周年”、《左传》的“会于沙随之岁”、“包山楚简”的“大司马悼滑救郙之岁”等“大事纪年”案例，上述这些“征人方”后缀词明显已属于“大事纪年”的范畴：如见殷墟卜辞和商代金文中位于“在某月”之后的后缀词组不是纪年份的就是纪“祀季”的（前述“王口祀”也是省略格式的纪“祀季”），而“唯征人方”等战争或外交时事无论从惯例上还是从逻辑上说都是古今中外“大事纪年”的最好材料，所以上述“征人方”后缀词必为“大事纪年”无疑，只不过其所纪的是“财政年度”而非“历法年度”、其起讫范围是从上年十月到本年九月而已，毕竟“大事纪年”的起算点本来就不必与王年保持一致，例如前述“包山楚简”的大事纪年就不是以“楚历”的岁首为起算点而是以某种“虞夏历”的岁首为起算点的。（按《诗经·豳风·七月》中明确记载有“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即在周王历十月“改岁”，而上述“征人方”卜辞比照《晋侯稣钟》和《武成》逸文中周王远征大都以岁首月为出发时间、以王畿为出发地点可知，其起点应是《英藏·2524》所记之“十月”和“在商”，此仲秋之月“杀气浸盛”宜“举大事”征伐亦见于《礼记》，至于《合集·36487》所记翌年九月“征人方，在雇彝”明显已经是在战后了，其仍记作“征人方”正说明了这是借用大事以纪年而非战争真的打了一整年。）而由此可见，由于“十祀征人方”卜辞中的“余步从侯喜征人方”一句仅是“命辞”中的占卜内容而非后缀格式的“大事纪年”，我们初步可以辨别出的事实就是：上述《英藏·2524》等“征人方纪年卜辞”理应都是属于《小臣艅犀尊》所记“十五祀征人方”而非《合集·36482》所记“十祀征人方”的，因为“十祀征人方”的卜辞并未采用“征人方”的后缀格式纪年，但《小臣艅犀尊》却明确采用了。（按商周时代“大事纪年”的用字往往是可繁可简并不固定的，例如“包山楚简”的“大司马悼滑[image: alt]
 楚邦之师徒以救郙之岁”有时就被简称为“大司马悼滑救郙之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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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考虑到《英藏·2524》和《小臣艅犀尊》等卜辞和金文并非出于一人一时之手，其纪年用字的“口径”不太一致本是题中应有之义，所以这些卜辞和金文中的“征人方”纪年与“唯王来征人方”、“唯来征人方”、“王来征人方”、“唯征人方”、“王征人方”、“来征人方”、“来人方”等纪年并无本质区别理应都是指同一个“纪事年度”，陈梦家等旧说所谓“征人方”是“去程”而“来征人方”是“归程”的一刀切式释读是拘泥过甚且并无实据的。）

当然，除了“大事纪年”的明确标记，还有一个理由也能证明上述“征人方纪年卜辞”都属于“十五祀征人方”而非“十祀征人方”，那就是《英藏·2524》和《合集·36484》等卜辞的岁首建正和历朔数据都与“帝辛十祀”不符：无论“帝辛元年”是1102BC、1097BC还是1092BC，“帝辛十祀”因为已有“九月甲午”就不可能再有“十一月癸丑”和“十二月癸巳”等“征人方纪年”历日，故上述陈氏假说至此已有铁证可以否定。而既然《英藏·2524》等“征人方纪年”卜辞都必是属于“十五祀征人方”的，那么《小臣艅犀尊》的年代也就可以被最终确认为“帝辛十五祀”了。因为，一方面，由于《小臣艅犀尊》与其同纪年卜辞《英藏·2524》等无法同时排入帝乙世（其历朔、祀季等数据必将互为矛盾，计算从略），所以《小臣艅犀尊》首先可排除属于帝乙世之可能性。而另一方面，我们至少还有四点理由可以排除《小臣艅犀尊》属于文丁世或更早王世之可能：一者《小臣艅犀尊》的同纪年卜辞《合集·36484》记载有“攸侯喜”这一关键人物，而该人物已见于“帝辛十祀”卜辞《合集·36482》，所以《小臣艅犀尊》属于文丁以前诸王世已绝无可能，而根据“王从侯喜征人方”的战局来分析，《小臣艅犀尊》和《合集·36492》等所记载之“十五祀征人方”是一次事前准备充分、商王志在必得、敌方龟缩待毙的围剿之战（商王尚未远离王畿就在卜辞中用“征人方”纪年可见其自信），相比“十祀征人方”前商王经常担心“人方大出”的防御态势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小臣艅犀尊》中的胜利远征理应更可能属于紧接于“帝辛十祀”之后的“帝辛十五祀”而非相隔了至少25年以前的“文丁十五祀”；二者文丁十五祀的标准器《戍铃方彝》其纪年为“唯王十祀[image: alt]
 日五唯来束”，其与《合集·36487》等的“征人方”纪年明显有矛盾（按以上两条历日假如都排入文丁十五祀则《戍铃方彝》的“九月己酉”在前而《合集·36487》的“九月癸亥”在后，前者的纪年理应也是“唯征人方”而非“唯来束”，而“束”也不在迄今所知的“王征人方”相关地名名单之中）；三者文丁世的“王卜辞”是以“周祭”内容记录详尽为其显著特色的，即使在商王外出征战时也不例外（详见后文），而《英藏·2524》等迄今所见之二、三十版采用“征人方纪年”的“王卜辞”中仅有《合集·36489》记载了一旬的“周祭”内容，可见“十五祀征人方”的这位商王对于“周祭”远祖之忽视，所以参照《尚书》等记载的商王纣“昏弃厥肆祀弗答”，“十五祀王征人方”显然更可能属于帝辛之所为（就金文和卜辞来看帝辛时较重视的祭祀对象只有其父亲帝乙以及文丁、武乙两代近祖，对于祭祀其他远祖的“周祭”他显然已经委之有司而较少亲自去过问了）；四者《合集·36490》等多条“十五祀征人方”卜辞都是由贞人“永”署名的，而“永”字古通“颂”、“容”，其人无论从名号还是地位来看都与《吕氏春秋》、《荀子》、《礼记》等记载的帝辛朝名臣“商容”可能为同一人，而“商容”直到武王克殷后还“复其位”就职，其人的供职开始时间是不可能早到克殷53年前的文丁十五祀的（参见《礼记·乐记》“武王克殷……释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复其位”，关于卜辞中的“贞人”皆为机要重臣的考证参见后文）。因此，综合上述多方面的证据来看，《小臣艅犀尊》和《英藏·2524》等理应都属于帝辛世而非文丁世。

而一旦《小臣艅犀尊》和《英藏·2524》等的年代被确认为“帝辛十五祀”，那么帝辛元年也就最终可被确认为1097BC了：在前述的1102BC、1097BC、1092BC这三个候选数值中，假如我们取1102BC或1092BC都会导致帝辛组“祀季”数据相矛盾，例如取1102BC则《合集·37852》中的帝辛九祀“祀首日”必须为西历4-22或5-2而《小臣艅犀尊》中的帝辛十五祀“祀首日”必须不晚于西历3-1无法相互衔接，取1092BC的结果也完全类似（关于“祀首日”的定义以及每个“祀年”只能有36旬或37旬参见后文），所以我们最终可得的唯一正确答案就是“帝辛元年＝1097BC”。而以“帝辛元年＝1097BC”为准，帝辛组5器的“隐性月相”和作器日期最终也可复原如表4-1所示。显然，事实再次证明，《四祀[image: alt]
 其卣》等帝辛组5器所记载的赐命事件“[image: alt]
 其赐贝”、“王赏版贝”、“赏贝”、“王赐小臣艅夏贝”、“赐贝五朋”同样都是在月相节日进行的，比照殷墟卜辞可知这些朝觐赐命的“隐性月相”分别应为“末月己酉”、“生月（或皇）乙酉”、“生月（或皇）丁巳”、“末月乙未”和“生月庚申”，其中帝辛世标准器《四祀[image: alt]
 其卣》和《版方鼎》的历日分别是1094BC-3-18（子正四月初一己酉）和1076BC-3-29（亥正五月初一乙未），相比“末月＝历朔初一”的定义其“隐性月相”的误差皆为0日。

其三，既然我们以《亚鱼鼎》和《版方鼎》等商代金文的“隐性月相”为证精确复原出了帝乙在位17年（1114～1098BC）、帝辛在位33年（1097～1065BC）这商末二王的王年（按帝辛虽死于西历1066BC-12-31之甲子日，但该历日在岁首早于西历的商王历和周王历中都属于与1065BC大部分重合之年亦即“帝辛三十三祀”或“武王受命十三祀”），那么，我们对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帝辛（纣）王年的种种记载之真伪也就可以作出最终的判断了：





纣即位三十三年，正月甲子败绩，赴宫登鹿台，蒙宝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太平御览·卷八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史记·齐世家》）





很清楚，相比《今本竹书纪年》所谓帝辛在位“五十二年”等晚出之臆测数据，《帝王世纪》记载的“纣即位三十三年”无疑是唯一正确而有据之言。因为，《帝王世纪》的该条记载不仅王年数据与金文和甲骨文吻合，而且其所述“正月甲子败绩”以及“赴宫登鹿台蒙宝衣玉席自投于火而死”的细节也与《史记·齐世家》和《逸周书·世俘解》等基本相同，可见此条记载当是《帝王世纪》这一西晋文献转引自某种失传的先秦古籍的。至于《齐世家》和《帝王世纪》所记之武王克商历日“正月甲子”与《汉书》引《武成》所记“三月甲子”并不相同的原因，则显然是因为商、周对抗之际商王历与周王历的月序本就不同，也就是说，“帝辛三十三祀＝周武王受命十三祀（1066～1065BC）”这一年商王历的岁首被置为“建子”，而周王历的岁首被置为“建亥”，但由于测冬至误差周王历该年实际“建戌”（如前述该年周王历测冬至误差为－2日与《左传》中的2次测冬至误差值相同），所以周王历的“三月甲子”恰好就相当于商王历的“正月甲子”，《齐世家》和《帝王世纪》所引理应是出自殷遗民的记述（其行文称“败绩”而不称“克”、“胜”明显是殷商一方的立场口吻）。而殷墟地区比周原地区更偏北偏冷、“阴冻释”日期更偏晚，故商王历的岁首比同年的周王历更偏晚也是完全符合“占候历”的基本原理的。

表4-1　“晚商金文历谱”复原方案（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image: alt]


注：

A．本表之岁首月建正皆指现代推算之精确值而非商王历之测算值，例如《巂[image: alt]
 卣》的“建寅”在商王历中实际应是被测算为“建丑”的，只要该年上一年的商王历冬至测算误差达到＋2日就会造成此结果。

B．本表之“新月”皆指0％新月日；“满月”皆指100％满月日；“祀首日”皆指“翌上甲”的西历日期。





最后，为了彻底验证表4-1所排“晚商金文历谱”的可靠性，我们还必须对商王历的岁首月取值范围确为“建子月±1月”而非所谓“殷正建丑”作出分析和举证。如见，在其他金文和古文献数据的共同约束下，表4-1中《亚鱼鼎》的“帝乙七祀＝1108BC”其岁首无论如何不可能“建丑”或比“建丑”更延迟（那将超出其误差允许范围）因而只能取“建亥”或“建酉”、“建未”（早于“建未”则将导致《六祀[image: alt]
 其卣》的“隐性月相”误差超出允许范围而无解）。但由于“祀季”数据的限定以及卜辞和金文所证实的“商王历”是一种岁首相对固定的“阴阳历”（要不然其在纯“阴历”的12个月之外另设闰月“十三月”和“十四月”以调节岁首就是毫无必要的）、其岁首游移不会超过±1月（由卜辞和金文中最多见“十三月”、仅偶见“十四月”但从未见“十五月”的事实可知其岁首波动理应不会超过2个“斗建月”，而从历法常识上说任何一种岁首波动超过±1月的“阴阳历”也将是章法不齐太过紊乱而难以实用的），因而“帝乙七祀”若取“建酉”或“建未”都会导致表4-1的所有历日都相应地提前60日或120日、其中的11条“隐性月相”金文数据其观象误差将呈现一边倒的“先天”而绝无“后天”（例如《巂[image: alt]
 卣》的历朔误差将由“后天1日”变成“零误差”或“先天1日”），而这显然与“观象授时历”的目测性测算误差必然会呈现“先天”与“后天”交错随机出现的统计学特征不符，因此，《亚鱼鼎》中的“帝乙七祀”取“建酉”或“建未”都不能成立，该年的岁首只能取唯一值“建亥月”。（按，《亚鱼鼎》的历日假如取“建酉”即提前60日则除了《乙酉父丁彝》外其余“月相”数据的误差都会变成“先天”或“零误差”，而《乙酉父丁彝》提前60日变成1093BC12-13的“月相”虽可解释为“皇＋1日”但其实也并未“后天”，因为正如前述“皇日＝既望日”的原始定义是“满月夜之次日白昼”，所以考虑到1093BC12-13的前夜18：52恰好是100％满月，该日按商周历的定义并未“后天1日”而是“零误差”的“皇日”，故《亚鱼鼎》“建酉”最终将导致表4-1中的月相全无“后天”而有违“观象授时历”的统计学特征。）此外，对于“帝乙元年”是否可以在“商王历不必建子”的假设前提下前移到1119BC从而允许《亚鱼鼎》的岁首另取其他建正值，我们也已有证据可以否定之：参照后文即将举证分析的文丁世卜辞之“周祭祀谱”、武乙世之甲骨文历日数据等可知，“帝乙元年”要前移到1119BC并允许商王历取“建巳”、“建午”、“建未”、“建申”等古怪岁首同样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那样必会导致或者武乙的王年无解、或者“周祭祀谱”的“祀季”旬序互不衔接而无解、或者“周祭祀谱”中的各年岁首波动超出±1月而无解等各种数据矛盾（计算从略）。而在穷尽了一切可能之后，《亚鱼鼎》的“帝乙七祀”必须“建亥”无疑就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而由《亚鱼鼎》的“建亥”最终可连锁推知，表4-1所列的13条岁首建正数据都是唯一解或唯一之双解：《小臣邑斝》和《六祀[image: alt]
 其卣》的“帝乙六祀”只可能“建子”而不可能“建戌”、“建申”，《巂[image: alt]
 卣》的“帝乙九祀”只可能“建丑”（实际为接近“建丑”之“建寅”）而不可能“建酉”，《戍铃方彝》的“文丁十五祀”也只可能“建丑或建亥”而不可能“建戌或建申”（参见后文），商王历作为一种岁首为“建子月±1月”的古老“建子历”由此最终得证，“殷正建丑”的千古讹传以及现代的其他“殷正”假说至此都可被彻底证伪。

三、《戍铃方彝》和“黄组”周祭卜辞所见文丁王年的精确复原

与帝乙、帝辛的王年证据主要源自金文不同，要精确复原文丁（文武丁）的王年我们可得到的证据更主要是源自殷墟卜辞。毕竟，在前述“晚商金文历谱”中仅有1条“五要素俱全”的金文是属于文丁世的，那就是其“隐性月相”数据既无法排入“帝乙组”（历朔不符）也无法排入“帝辛组”（月相不符）而只能排入“文丁组”的《戍铃方彝》：





己酉，戍铃尊宜于召，求庸黹九律，黹。赏贝十朋。方*
 剢＃
 用空＃
 丁宗彝，在九月，唯王十祀[image: alt]
 日五，唯来束。（《集成·9894》，按“空”字为本文隶定，通“攻”训攻制。）





显然，单凭这1条金文，我们是无法完全确定文丁的王年的：虽然，前文论证的“帝乙元年＝1114BC”可以把文丁元年的取值范围进一步缩小为1138～1130BC之间（如前述文丁元年的上限为“帝乙二年＋29年－4年”），但在这个范围内《戍铃方彝》的“隐性月相”历日依据朔（末月）、望（生月或皇）之不同依然可有3种解，其相应的文丁元年分别为“朔组”的1134BC和“望组”的1137BC、1132BC。而我们要想在这3种解中找到最终的答案，其最可靠的判据就是“黄组”周祭卜辞中的大量相关数据。（按本文依习惯所称“黄组”卜辞是指字体、文例等古文字学时代特征与带有“武乙”、“文武帝”等称谓的商末卜辞相近似之殷墟卜辞，亦即某些学者所称之“黄类”卜辞
〔6〕

 。此类卜辞因见有贞人署名“黄”而得名。）

众所周知，自从董作宾等前贤发现商代晚期存在按“祀季”定期祭祀先王先妣的“周祭”制度以来，如何对“黄组”周祭卜辞中的“周祭祀谱”作出精确复原就一直是甲骨学的重要课题。而迄今公认最成功的复原方案无疑是常玉芝《周祭》
〔7〕

 所推排的“周祭祀谱”：《周祭》不仅准确复原出了翌、[image: alt]
 、肜三大“祀季”的36旬旬名及相对的旬序（参见表4-2），而且还首次提出了包括“征盂方”卜辞在内的“比较严密的‘第一祭祀系统’的祀谱是属于文丁时期”的重要猜想
〔8〕

 。那么，《周祭》所谓的“第一祭祀系统”诸条“黄组”卜辞真的都属于文丁之世吗？显然，由于前文已经精确复原出了帝乙、帝辛的王年以及相应的诸多“祀季”日期，现在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周祭》的这一猜想总体上是正确的，因为除了《周祭》释读有误的《合集·37839》应该被排入帝乙世之外（该卜辞的缺失祭名应补释为“翌”而非《周祭》所谓“肜”，参见表4-1），《周祭》所归纳的“第一祭祀系统”诸卜辞确实都是无法排入帝乙、帝辛世而只能另属一个王世即文丁世的，其主要内容如下：





“癸未王卜贞：淉肜日自上甲至于多毓衣……在四月，唯王二祀。”（《合集·37836》）

癸酉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十月又一，甲戌妹示*
 典其[image: alt]
 ＃
 ，唯王三祀。

癸未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十月又二，甲申[image: alt]
 淉祭上甲。

癸巳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十月又二，甲午[image: alt]
 上甲。

癸卯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十二月，甲辰祭大甲[image: alt]
 上甲。

癸丑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正月，甲寅祭小甲[image: alt]
 大甲。（《补编·10943》
〔9〕

 ，按“示典”旧或释“工典”文义不可通，本文从《甲骨文字典》释为“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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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癸卯王卜贞：淉翌日自上甲至多毓衣……在九月，唯王五〖祀〗。（《合集·37844》）

癸酉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十月又二，唯王六〖祀〗。

〖癸未〗王卜〖贞〗：〖旬〗无咎……〖在十〗月又二，甲申翌祖甲。（《合集·37845》）

癸未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五〖月〗，〖甲申〗[image: alt]
 祖甲，唯王七〖祀〗。

癸巳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五月，甲午濩祖甲。

癸卯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五月，甲辰示典其淉肜。

癸丑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六月，甲寅肜日上甲。

〖癸〗亥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六月，甲子肜夕大乙。（《补编·11002》）

癸酉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引*
 吉。在二月，甲戌祭小甲[image: alt]
 大甲，唯王八祀。

癸未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三月，甲申[image: alt]
 小甲[image: alt]
 大甲。

癸巳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三月，甲午祭亶甲[image: alt]
 小甲。

癸卯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三月，甲辰祭沃甲[image: alt]
 亶甲。

癸丑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三（亖）月，甲寅祭阳*
 甲[image: alt]
 沃甲[image: alt]
 亶甲。

癸亥王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吉。在亖月，甲子[image: alt]
 阳甲[image: alt]
 沃甲。（《补编·10958》）





很清楚，上述这些王年、月序、日辰、祀季旬序俱全而且历朔也有明确限制的“黄组”卜辞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排入帝乙、帝辛世的：例如《补编·10943》的王三祀“祭上甲”是在十二月的上旬，但表4-1中的帝乙三祀“祭上甲”之旬只可能是在子正八月下旬或九月上旬（可由《二祀[image: alt]
 其卣》和《合集·37839》推知）、帝辛三祀“祭上甲”只可能是在子正七、八月之间（可由《四祀[image: alt]
 其卣》等推知），其“祀季”明显不符；又例如《补编·11002》的王七祀六月历朔必须在甲辰至甲寅这11日之间（按“卜旬”卜辞的月序其指癸日或甲日皆有可能），这与表4-1中帝乙七祀六月的历朔已知为壬申、帝辛七祀六月的历朔按－3～＋2日误差计必在（亥正六月）己丑至甲午或（子正六月）戊午至癸亥之间也明显不符。因此，上述《补编·10943》等6条卜辞绝不可能属于帝乙、帝辛世而只能属于文丁世或更早。而由于上述卜辞中明显有祭祀“祖甲”之称谓，故其王世上限不可能早于祖甲之孙武乙；而在武乙、文丁这最后的两种可能性中，武乙的可能性也是可以被排除的，因为该组卜辞的历朔只能与《戍铃方彝》相互吻合但却与武乙世的历朔证据相矛盾（关于武乙世的甲骨文历朔证据参见后文），而《戍铃方彝》作为“五要素俱全”的“长铭文”青铜器如前述不可能早到武乙世。此外，“黄组”卜辞中有大量文丁世以降的“康祖丁”称谓但极少武乙世的“父丁”称谓、其中周祭卜辞所见“康祖丁”共有6例（加上残缺者近10例）而“父丁”仅1例之事实也可佐证“黄组”中的武乙世卜辞尤其是“周祭”卜辞必是零散稀少的，上述《补编·10943》等数量众多、体例严谨之周祭卜辞不可能属于武乙世而只可能属于文丁世。

而一旦我们确认了上述《补编·10943》等卜辞都必属文丁世，《周祭》的猜想总体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由此求出文丁的王年并首次排出一份有绝对年代坐标的“周祭祀谱”了，毕竟，《周祭》等论著迄今所能排出的“周祭祀谱”都是王世未明、年代待定的相对性“周祭祀谱”，而且其中不乏疏失讹误之处。而要精确复原出“周祭祀谱”的绝对年代坐标，我们首先必须做的当然是补充和纠正这些疏失讹误，其详情如下。

其一，《周祭》虽然和其他前贤论著一样都认识到了“黄组”周祭卜辞各王世的“祀谱”互不相容，但却并没有深究造成这种“祀谱”不相容的背后原因：如前述，《补编·10943》等文丁二祀至八祀卜辞其“祭上甲”之旬多在冬季即商王历十二月至正月左右，但表4-1中帝乙、帝辛世的“祭上甲”之旬却多在夏、秋之间即商王历七月至九月左右，显然，这种巨大的“祀季”时间反差是不可能用同一种“周祭制度”来解释的，因为正如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黄组”周祭卜辞的每个“祀年”长度（即《周祭》所谓“周祭周期”）为36旬或37旬，其交错设置后的“祀年”平均长度与“阳历”近似显然是“为了迎合天时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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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而其“祭上甲”之旬理应是大致固定于某个黄道节气附近而不可能游移出入一、二个季度的。而既然《补编·10943》等卜辞证明“黄组”卜辞所在时代的“周祭制度”至少有互不相容的2种，那么我们要复原“周祭祀谱”之前也就至少要先复原出2种周祭旬序以应对之，像《周祭》那样想用同一种周祭旬序去解释所有“黄组”卜辞显然是会误入歧途的。

正如表4-2所示，《周祭》所论证复原的36旬型“祀季”旬序虽然是完全正确的，但这种以“示典其翌”之旬（即《周祭》所谓“翌工典”）为首旬、以“肜加旬”（即《周祭》所谓“休息旬”）为末旬的“祀季”旬序其实仅是一种“理论旬序”和“相对旬序”：该旬序事实上既无法告诉我们商王历“祀季”的每一旬大致相当于哪个实际的黄道节气，更无法告诉我们商王历每个“祀年”的绝对起点即“祀首日”之所在，因为正如前述中国古代历法的“岁首”与“季节之首”、“月序之首”往往是并不一致的，例如秦和汉初的历法都以“孟春正月”为“月序之首”兼“四季之首”，但其“岁首”却在“孟冬十月”，故“示典其翌”之旬虽为三大“祀季”之首旬但却未必就是每个“祀年”的“祀首日”之所在。

表4-2　武乙世以降商王历“祀季”与“祀年”中的旬序

[image: alt]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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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本表旬序之“典”指《周祭》所复原的“五种祀典”之旬序，其仅代表“祀季”中的相对旬序；“旧”和“新”则是指笔者所复原的商王历“祀年”中的绝对旬序，其中“旧”是指“祀首日”位于“清明”前后的“祀年”旬序，此旧类型的“祀年”旬序主要行用于武乙世早期以及帝乙、帝辛世；“新”则是指“祀首日”位于“冬至”前后的“祀年”旬序，此新类型的“祀年”旬序主要行用于文丁世早期。

B．本表两种类型“祀首日”的所在旬皆用“★”号标出。本表各旬的具体祭祀日程参见表4-3。





而根据如下这几条分别设有“翌闰旬”或“祭闰旬”的“黄组”卜辞我们完全可以推知，商王历的每个“祀年”确实并不始于“示典其翌”之旬：





癸巳卜永贞：王旬无咎。在六月，甲午示典其幼？
 。

癸丑卜永贞：王旬无咎。在六月，甲寅淉翌上甲，唯王口祀。

癸酉卜永贞：王旬无咎。甲戌翌大甲……（《合集·37867》）

癸丑卜贞：王旬无咎。在六月，甲寅示典其翌。

〖癸巳〗卜贞：〖王〗旬〖无〗咎。〖在〗[image: alt]
 月，甲午〖翌〗日大甲。（《怀特·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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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癸〗酉卜贞：王旬〖无〗咎。在十月又二，〖甲〗戌示典其〖祭＃
 〗其[image: alt]
 。

〖癸〗巳卜贞：王旬〖无〗咎。在十月〖又二〗，〖甲午〗淉[image: alt]
 祭上甲。

〖癸丑〗卜贞：王旬〖无咎〗。在正月，〖甲寅〗祭大甲[image: alt]
 上甲。（《合集·35407》）





很清楚，上述3条卜辞实际所反映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祀年”周祭制度，《周祭》将它们都混为一谈绝对是严重的失考：其中，《合集·37867》和《怀特·1805》所反映的明显是帝乙、帝辛世的“祀年”（因为它们的“示典其幼其翌”都在六月与前述文丁世卜辞该旬应在九、十月左右明显有矛盾，而它们都可被排入帝乙、帝辛世也再次佐证了贞人“永”很可能就是帝辛朝名臣“商容”），而“巧合”的是它们相比36旬型“祀年”所多出的“闰旬”都被设置在“翌季”的“示典其幼其翌”与“翌上甲”两旬之间，比照《左传》所谓“归余于终，事则不悖”的商周历置闰原则可知，它们的“祀首日”理应都是在“翌闰旬”归终之后的“翌上甲”之旬；至于《合集·35407》所反映的则明显是文丁早期的“祀年”（该卜辞绝无法排入帝乙、帝辛世但却与文丁四祀至五祀的“祀谱”完全吻合参见下文），而该卜辞的“闰旬”既然被设置在了“祭[image: alt]
 [image: alt]
 季”的“示典其〖祭〗其[image: alt]
 ”与“[image: alt]
 祭上甲”两旬之间，那它所在的文丁早期“祀首日”理应就是在“祭闰旬”之后的“祭上甲”之旬了。

因此，综合上述证据和分析可知，晚商时期周祭“祀年”的绝对旬序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祀首日”设置在“翌上甲”之旬和“清明”节气前后、“闰旬”设置在“示典其翌”之后的“祀年”旬序（该类型“祀首日”的摇摆范围较大可前至“春分”后至“谷雨”左右，参见表4-1），此类型的“祀年”旬序主要行用于帝乙、帝辛世以及武乙世早期（关于武乙世的“祀季”数据参见后文），此外据“出组”等卜辞可知此“清明”类型的周祭制度还可上溯至祖甲世等更早时期，考虑到商代三大“祀季”本来就是以“翌季”为首（参见《合集·32714》等），这显然是一种最古老最常见的“旧式”周祭制度；另一种则是“祀首日”设置在“祭上甲”之旬和“冬至”节气前后、“闰旬”设置在“示典其祭”之后的“祀年”旬序，此类型的“祀年”旬序主要行用于文丁世早期（文丁世“祀首日”皆近冬至参见下文），相比前者，这显然是某种“周祭制度改革”的“新潮”产物，但其行用不久却又因故在文丁晚期被废除了（如见表4-1中文丁十五祀的《戍铃方彝》其“祀首日”已经与文丁早期无法衔接）。至于文丁早年（或武乙晚年）商王要把“祀年”的“祀首日”改到“冬至”前后的意图之所在，有一项证据无疑可为我们揭开谜底，那就是卜辞“示典其〖祭〗其[image: alt]
 ”与“[image: alt]
 祭上甲”之“[image: alt]
 ”字：该字陈梦家等旧释“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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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显于古文字学无据，而对比分析字形、字义，此“[image: alt]
 ”字与《说文》之小篆“[image: alt]
 ”字字形基本同构（小篆稍有损益讹变），其在卜辞中被用为某种“肉祭”之义与《说文》释义“[image: alt]
 ，干肉也”也可呼应（甲骨文“祭”字从“肉”亦为肉食之祭），其在《说文》中明显与今昔之“昔”无关（今昔之“昔”甲骨文、金文都作从“水”从“日”而今本《说文》缺收，“[image: alt]
 ”、“昔”二字后在隶变过程中因字形近似而讹为一字，参见图4-2），故其理应就是“[image: alt]
 （蜡）”、“臘”之本字。而对比《礼记·郊特牲》所谓“天子大蜡八……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也”以及《礼记·月令》所谓“孟冬臘先祖五祀”等记载可知，上述《合集·35407》、《补编·10943》等文丁世卜辞的“[image: alt]
 ”祭与后世的“年终祭”名称“蜡（臘）”完全相同，只不过商代的“[image: alt]
 ”为商王历的“年终祭”，而后世的年终“蜡祭”和“臘月”大都改用“夏正建寅”来计算了。因此，商王文丁（或武乙）把周祭“祀年”的终旬“示典其祭”与王年年终用干肉“[image: alt]
 ”祭祖先百神的古老祭典合二为一其意图很明显是为了简化和规范祭祀礼制以达“简政”之改革效果（但这场改革最终似乎是失败了）。

[image: alt]


图4-2

总之，事实证明，商代晚期周祭“祀年”的定义原本是十分严谨的，其“闰旬”之所以会有“翌闰旬”和“祭闰旬”这截然不同的两种形式绝非因为其“闰旬”可以随意设置而仅仅是因为“周祭制度”原本就有新、旧两大类型，旧式周祭只设“翌闰旬”不设“祭闰旬”、新式周祭只设“祭闰旬”不设“翌闰旬”是显而易见的，《周祭》等论著所猜测的周祭“闰旬”可以随意设置在任何一季乃至任何一旬的假设是有违卜辞实证而不可能成立的。当然，除了上述两种类型的周祭制度，晚商时期也并不排除还可能存在其他正式或过渡类型的周祭制度，但这对本文要推算的商王王年数据并不会造成影响，所以本文初步复原的晚商“祀年”旬序仅限上述两种（详见表4-2）。

其二，《周祭》除了在“祀年”旬序的复原中不分新、旧，其在“先王先妣周祭祀序”的复原中同样有不分新、旧之失误。按照《周祭》的逻辑，由于“先王先妣周祭祀序”在被排入祖甲、康丁、康丁爽妣辛后按旧有规则已经排满10旬、每个“祀年”也已排满36旬，所以后继的武乙、文丁、帝乙三王及其配偶就无法再排入周祭而享受其应有的身后地位了。但是，“周祭祀序”的旧有排列规则本来就是商王们制定的，大活人绝不会被小小规则憋死，旧规则不敷实用商王们大可补充另立新规则，何况“周祭祀序”排列规则相比“周祭总原则”而言不过是次级的小规则而已：正如《周祭》本身所总结的，祖甲世的“出组”周祭卜辞早已证明，祖甲所首创的完整版“周祭”是“始于上甲、终于祖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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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包括了所有先王的（祖甲的前任商王为其兄祖庚，而早于上甲的高祖河、王亥、王恆等皆为臣服夏王朝的商方国“先公”而非与夏王朝分庭抗礼的“先王”），所以，“周祭必包括所有先王”才是“周祭”的总原则。而事实上，殷墟卜辞和商代金文也早已证明武乙、文丁、帝乙三王及其某些配偶都是享受翌、祭、[image: alt]
 、[image: alt]
 、肜之周祭“五祀典”的，例如前述《乙酉父丁彝》的“武乙肜日”、《版方鼎》的“文武帝乙肜日”、《肆簋》的“[image: alt]
 妣戊武乙爽”以及卜辞《合集·36128》的“丁丑卜贞王宾文武（文武丁）翌日”等。因此，考虑到以上事实，《周祭》认为“周祭祀序”只能有一种规则的小逻辑在“周祭必包括所有先王”的大逻辑面前是不值一驳的。“黄组”卜辞中的“先王先妣周祭祀序”排列规则绝非仅有一种而应有新、旧两种以上是毋庸置疑的。

所谓“周祭祀序”的旧规则，《周祭》基本上已为我们作出了总结，那就是在“甲日祭甲名先王先妣、乙日祭乙名先王先妣”的“配日祭祖先”殷商礼制之下，商王对上甲以降的列代先王及直系先妣逐一用“五祀典”祭祀的排位规则，其主要有如下3条：先妣的排位不能先于其所配先王、先王以继王位的先后顺序排列、先妣以继后位的先后顺序排列（按《周祭》所谓同一先王的配偶按“死亡的先后”排序
〔15〕

 其概念不确，由于商王活着的正室王后只有一位，所以同王世先妣按“死亡先后”排序其实应理解为按“原配、继室”关系排序）。显然，按照上述规则，周祭各“祀季”中所能排入的先王先妣总数必然是有限的，故《周祭》据此仅能排出31位先王和20位先妣之“祀序”。不过，《周祭》所排旧规则“祀序”虽然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却仍有3处不确，那就是其多排了“康丁”和“康丁爽妣辛”而少排了“冯辛”（参见表4-3，按卜辞“爽”字即今所谓“孀”之本字，本义应指正妻，周代文献写作“相”，例如《左传·昭公三年》之“其相胡公大姬”即“其胡公相大姬”之倒写）。关于康丁夫妇，我们知道《周祭》将其固定排入“祖甲旬”的假设性前提和理由是“周祭”中没有康丁兄冯辛的位置（《古本竹书纪年》之“冯辛”《史记》作“廪辛”，“廪”当作“禀”，“冯”古通“凴”、“禀”），但冯辛与中壬、沃丁这两位既不见于卜辞也有文献可证其并非“合法商王”不同，他不仅被康丁卜辞称为“兄辛”（《合集·27364》）、被武乙卜辞称为“父辛”（《屯南·2281》）、被文丁卜辞称为“三祖辛”（《合集·32658》），而且在古文献中也并无其称王有疑之证据，所以其理应被列入“周祭”。而关于“冯辛”的周祭卜辞证据之所以暂未被发现，其可能原因有二：或者是因“冯辛”的周祭卜辞恰好年久不存（如前述关于“文武帝乙”和“武乙爽妣戊”的周祭卜辞迄今也并未发现但金文证明它们应该是存在的，而关于“文武丁”的周祭卜辞迄今也仅见1条濒于逸失）；或者是因迄今所见的某些所谓“祖辛”周祭卜辞其实本就是“三祖辛”周祭卜辞，其“三”字残缺、磨泐或漏刻了，例如《合集·35687》之“……卜贞王……（？）祖辛肜……”仅残余6字，又例如《合集·35686》之“庚戌卜贞王宾（？）祖辛肜夕”其“宾”与“祖辛”中间似空出一个字位模糊不清等。总之，在没有发现明确的否定性证据之前，本文据“周祭必包括所有先王”的总原则及上述冯辛的相关卜辞无疑应该先暂定冯辛（三祖辛）是被排入“先王先妣周祭祀序”的，其位次是在“祖甲旬”中的辛日。而既然冯辛才是“旧规则”所排的最后一王，康丁和康丁爽妣辛按“旧规则”已经不再有位置可排，他们只能和武乙、文丁、帝乙等一起另行排入“新规则”，那么“旧规则”最终所能容纳的就只有31位先王和19位直系先妣了（详见表4-3）。

表4-3　殷墟卜辞及商代金文中的先王先妣周祭祀序（上甲至三祖辛部分）

[image: alt]


（续表）

[image: alt]


注：本表除了增加“三祖辛（冯辛）”而剔除“康丁”和“康丁爽妣辛”，其余皆与常玉芝《周祭》所排相同。





所谓“周祭祀序”的新规则，就是指前述旧规则中的先王先妣位次被填满后商王们特为康丁以降诸先王先妣新设的周祭排位规则。此“新规则”据卜辞来看虽然表面上较为杂乱，但其总的原则还是很规整的，那就是“填空倒排”原则。《礼记·曾子问》中孔子有云“以时祭”；《礼记·祭统》亦云“凡祭有四时”；《左传·桓公五年》云“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很明显，中国古代礼制对于定时类祭典的“以时”和“不时”之区别是十分看重的，祭祀“不时”不仅仅是一种“失信”的不道德行为而且是一种“非礼”的亵渎鬼神之举。而商代的“周祭”既然是一种按“祀季”定期举行的祭典，其当然也不能违反“祭必以时”的总原则，所以某些学者虽然赞同武乙、文丁、帝乙有“周祭”位次但却把他们排入继表4-3之后的第11、12旬是不能成立的，因为那样必将在同一旬内同时举行两种“祀季”的祀典，例如“[image: alt]
 帝乙”之旬同时“肜上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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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显然是有违“祭必以时”的根本原则的。而既然康丁以降诸先王不允许按“旧规则”被顺延排入所谓的第11、12旬“祀序”，而且前述《合集·37852》和《合集·36482》两条帝辛九祀、十祀卜辞也证明了直到帝辛时代周祭“祀年”的总长度仍然是36～37旬并未被拉长（参见表4-1），那么他们的“祀序”就只能按“填空倒排”的“新规则”去重新排定于表4-3的10旬之中了：所谓“填空”就是指康丁等诸王必须被排入表4-3所列10旬100日中没有其他先王受祭的“空闲日”（先妣则不必“填空”因为先妣本来就允许与其他先王先妣同日共祭），这本是“周祭”的总原则之一自不必赘述；所谓“倒排”则是指康丁等诸王虽然无法再完全按“先王以继王位顺序排列”的旧规则排位（但此规则仍然适用于日名相同的新增先王排位即“康丁”必先于“文丁”、“武乙”必先于“帝乙”），但其排位仍然必须尽量靠后以显示其“晚辈”的身份，所以时王的亡父必须尽量排在旧“祀序”的最末旬即“祖甲旬”（“祖甲旬”如见原有8个“空闲日”故这一点一般很容易做到），其祖父、曾祖、高祖等则依次往前“倒排”。而根据上述的“填空倒排”原则，我们将不难得知“先王先妣祀序”在新、旧规则下的最大不同点：按旧规则排列的50位先王先妣其位次都是固定的、而按新规则排列的康丁等新增诸王妣其位次是一朝一变并不固定的。

当然，关于康丁等王妣在周祭中是被“倒排”而非“顺排”的，我们除了可从上述分析中推知其概貌，其实还可从卜辞和金文中找到更明确的细节。例如，关于帝辛世的“新规则”，我们据前述表4-1中的帝乙、帝辛“祀谱”可知《版方鼎》的“文武帝乙肜日”只能是在当年“肜季”的最末旬（肜加旬例无祀事除外）亦即“肜祖甲旬”之乙日（也就是说该年的“祀首日”翌上甲只能是在4-27，计算从略）；而《乙酉父丁彝》的“武乙肜日”由此可知也只能排在“肜阳甲旬”（因为“肜祖甲旬”的乙日已排入帝乙、“肜小乙旬”原排有小乙皆非“空闲日”，故倒排只能排入“肜阳甲旬”的乙日，参见表4-3）；此外《合集·36281》“戊午卜贞王宾祖甲爽妣戊[image: alt]
 ……辛酉卜贞王宾康（康丁）爽妣辛[image: alt]
 ”很可能属帝辛卜辞（文丁、帝乙多称“康祖丁”而非“康”），其应是该时期妣辛排位于“祖甲旬”的佐证。又例如，关于文丁世的“新规则”，我们据《合集·35957》“己亥卜〖贞王〗宾四祖丁〖爽〗妣己[image: alt]
 日……丁卯卜贞王宾康祖丁[image: alt]
 日”等可知文丁时代的康丁周祭位次是位于“祖甲旬”的（按此卜辞称“康祖丁”知其必为文丁以降卜辞，而帝乙、帝辛的“祖甲旬”丁日必须排入“文武丁”无法再排入“康祖丁”，故可知其必为文丁卜辞）。总之，由以上分析和例证可知武乙、文丁、帝乙、帝辛四朝代其按“新规则”填空倒排诸先王先妣的详情应如表4-4所示。

表4-4　殷墟卜辞及商代金文中的先王先妣周祭祀序（康丁以降部分，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注：

A．本表带*号者皆为卜辞或金文中有实例可确证或佐证之周祭排位，其余排位仅为推测尚待证实。

B．本表中“妣辛”皆指康丁之王后，“妣癸”、“妣戊”皆指武乙之王后。





其三，《周祭》除了在“先王先妣周祭祀序”的论证上有所疏失，对于“示典”这种不针对单个先王先妣的特殊周祭祀典其论述也不无可补充的地方。例如，《周祭》虽然认识到翌、祭、[image: alt]
 、[image: alt]
 、肜这5种祀典在开始前必然都有1旬“示典”之祭，但其却只能举出翌、祭、[image: alt]
 、肜这4种“示典”的卜辞用例证据，关于“示典其[image: alt]
 ”则并未找到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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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在我们以新、旧“双轨制”的“先王先妣周祭祀序”为据已经可以找到这项证据，那就是前述《合集·36489》的“在〖七〗月甲子淉妹示典其〖[image: alt]
 〗……〖在〗譓师，王征人〖方〗”，该条卜辞的月序和祀典名之残缺字按照表4-1之“祀季”数据可推知必为“七”和“[image: alt]
 ”（表4-1中《版方鼎》的“文武帝乙肜日”只能在“肜祖甲旬”前已证明，由此则“[image: alt]
 ”字若换成“翌”、“祭”、“[image: alt]
 ”、“肜”皆无解，试算从略），“示典其[image: alt]
 ”自此初步得证。又例如，关于“示典”之旬的各日祀事具体安排，《周祭》也未曾详究而想当然地认为“示典”之旬只有甲日有“示典”之祭其余九日皆无祀事。但我们据前述《四祀[image: alt]
 其卣》之记载“乙巳，王口尊文武帝乙宜，在召大庭，遘乙翌日”可知，“示典”之旬并不仅在甲日有祀事，其在“遘乙翌日”这样的乙日也有周祭祀事，因为据表4-1中的帝辛世“祀谱”可知，《四祀[image: alt]
 其卣》的“乙巳……遘乙翌日”只能是在“示典其翌”之旬（若取其他“翌季”旬序都将与《乙酉父丁彝》的“武乙肜日”数据相矛盾），而所谓“遘乙翌日”也明显是指某种不针对单个先王先妣的合祭类“翌季”祀典（该“乙巳”日若是翌祭“大乙”等先王先妣则按例应作“遘大乙翌日”等，若是翌祭“文武帝乙”本人的省略写法则应作“遘文武翌日”或“遘帝翌日”，总之在“周祭”卜辞中由于名“乙”之先王众多他们都是不可能被省称为“乙”的，故“遘乙翌日”也绝非指“遘文武帝乙翌日”）。至于“示典旬”的乙日有何祀事，以下这条卜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





癸未卜贞：王旬无咎。在五月。

癸卯卜贞：王旬无咎。在六月，乙巳示典其雚。（《合集·38310》）





如见，此条“黄组”卜辞明确记载了一种在乙日举行的“示典”祭祀，而且此“示典”被书于月序之后作为时间参照，故其理应属于定期举行的“周祭”。而比照卜辞中“肜日”之祭的前日还可连有“肜夕”之祭，在甲日举行的“示典其幼其翌”等祀典其在乙日还连有“示典其雚”之祀典完全是有可能的。只不过，“示典”之祭从字面上分析理应是一种合祭先王先妣之“神主”而非单祭某王妣的祀典：《说文》云“敟，主也”，“典”通“敟”，卜辞所谓“示典”之祭理应就是指合祭“诸示之神主”（其中不排除有高祖河、王亥、王恆等商先公）。显然，对于如此关系重大的祀典，其连着进行2日是并不足怪的。

最后，既然关于“周祭制度”的种种疑点已经基本厘清，那么我们就可由此复原出商王文丁的王年以及文丁世的绝对年代版“周祭祀谱”了。毫无疑问，由于前述《补编·10943》等6条文丁世卜辞中至少有2条是有明确历朔数据的：《补编·10943》中的文丁三祀十二月历朔必须在“甲戌”至“甲申”之间、《补编·11002》中的文丁七祀六月历朔必须在“甲辰”至“甲寅”之间，而同时能满足这2条历朔数据的文丁元年在1138～1130BC的可能范围内只能取1137BC、1132BC。显然，这两个文丁元年数值和前述《戍铃方彝》的“望组”之解恰可完全吻合，由此我们首先可以确信，上述甲骨卜辞与《戍铃方彝》确实同为文丁世之物，《戍铃方彝》的“隐性月相”必为“望”而非“朔”，前述“朔组”的“文丁元年＝1134BC”就此可被排除。至于1137BC和1132BC这二解究竟哪个才是正确答案，前述《补编·10943》等6条卜辞中的“祀季”数据恰可为我们提供最终判据：试算易知，文丁元年若取1137BC必将导致《补编·11002》之文丁七祀祭上甲“祀首日”为西历（上年）11-27但《补编·10958》之文丁八祀“祀首日”则为西历（本年）1-21，两者之间无论填入36旬还是37旬的“祀年”都无法衔接，所以1137BC之解不能成立，而1132BC是唯一不会自相矛盾的正确答案。而基于“文丁元年＝1132BC”，文丁世的“周祭祀谱”最终可被精确地复原为表4-5，显然，该“祀谱”是完全可与前述表4-1之“金文历谱”实现无矛盾衔接的。

而既然文丁在位18年（1132～1115BC）这一王年数据已经被精确复原，文丁时代早期的“周祭祀谱”绝对年代坐标已经建立，那么我们对殷墟卜辞中的“王征盂方”和文献中的“天自幽”等史实事件本都属于文丁时代就能作出最终的确认了。

其一，关于“王征盂方”，我们比照前述“王征人方”的分析可知“黄组”卜辞中的“王征盂方”其实也共有“九祀王征盂方”和“十祀王征盂方”两次而非旧说认为的仅有一次，因为“王征盂方”卜辞和“王征人方”卜辞一样也有“大事纪年”和“无大事纪年”两类。其中，“九祀王征盂方”的明确记载至少有如下2条，它们都属“无大事纪年”类型：





丁卯王卜贞：今冎巫九夂，冎。余其从多甸于多伯征盂方伯炎，叀衣翌日，步〖无〗左。自上下于祔示余受有祐，不[image: alt]
 [image: alt]
 。告于兹大邑商，无它在咎。〖王占曰〗引吉。在十月，遘大丁翌。（《合集·36511》）

……其征盂方。叀今……受祐，不[image: alt]
 [image: alt]
 ……〖王〗占曰吉。在十月，王九〖祀〗……（《怀特·1908》＝《合集·36517》）





很清楚，上述两条卜辞其月序皆为“十月”、占卜事项及格式皆为商王“征盂方”是否“受祐不[image: alt]
 [image: alt]
 ”，而且其“征盂方”都不作为纪月后缀即“大事纪年”，其理应是同年、同月之卜（甚至不排除是同旬、同日之卜）。而“十月遘大丁翌”明显是符合文丁早期“以冬至前后为祀首”的周祭制度“新规则”的，所以这两条卜辞正如《周祭》所论都应是文丁九祀的卜辞，其中《合集·36511》的“丁卯……十月遘大丁翌”就是指1124BC-9-9，其完全可以无矛盾地排入表4-5。至于“十祀王征盂方”的记载则至少有如下4条，它们与前2条不同都采用了“大事纪年”：

表4-5　文丁二祀至十一祀“周祭祀谱”复原方案（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image: alt]


注：

A．本表“卜辞编号”凡带“B”者皆指《补编》编号，其余皆指《合集》编号。

B．本表“祀首日”西历月份前之“－”号代表上年。本表“旬数”指本“祀年”的旬数是36旬还是37旬。

C．本表之岁首月建正皆指现代推算之精确值而非商王历之测算值，例如文丁十一祀之“建戌”在商王历中实际应是被测算为“建亥”的，只要该年的商王历冬至测算误差达到－3日就会造成此结果。





甲午卜，在[image: alt]
 ＃
 贞……从东，叀今日弗悔……在十月。兹御*
 。王征〖盂＃
 方＃
 伯＃
 炎＃
 〗，唯十祀。（《合集·37856》）

……在[image: alt]
 贞：旬无咎。〖王占曰〗引吉。在三月，甲申祭小甲〖[image: alt]
 大甲〗，唯王来征盂方伯炎。（《合集·36509》）

……卜贞：旬无咎。王占曰引吉。〖在六＃
 月〗，甲辰[image: alt]
 祖甲，王来征盂方伯〖炎〗。（《合集·36516》）

……于倞彔获白兕，柰*
 于……在九*
 月，唯王口＃
 祀肜日，王来征盂方伯〖炎〗。（《合集·37398》，按此月序《合集释文》释“二月”不确，此依《周祭》等释为“九月”。）





参照前文对“征人方”大事纪年的分析可知，上述4条在月序之后缀有“征盂方”字样的甲骨卜辞或刻辞明显都属同一年度之物，该年度的大事纪年就是“王征盂方伯炎”。当然，和“王征人方”纪年一样，事实证明“王征盂方伯炎”纪年的起讫月份同样是从王历十月至翌年九月：首先，《合集·37856》记载了“王征盂方伯炎”的起算时间是在“十祀十月甲午”（正如表4-5所示该日很可能是商王历的十月初一，而王师的集结日应在九月“晦”即古代的战争节日），至于商王的出发地点“[image: alt]
 ”，据《合集·36553》之“己丑卜在乐……辛卯卜在[image: alt]
 ……癸巳卜在[image: alt]
 ……乙未卜在[image: alt]
 ……〖辛丑〗卜在商”以及《合集·36501》之“丙午卜在商贞今日步于乐……己酉卜在乐”可知这应是商王畿内介于商都与“乐”地之间的某个宿营地，其与商都的距离小于二日步程即古之六十里，可见，此次商王亲率王师“征盂方”同样是从商王畿出发的（按《合集·37856》的“王征〖盂方伯炎〗”后4字原已残缺，故此卜辞旧多被误释为“王征〖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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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现据表4-1可知帝辛十祀并无“十月甲午”，所以此“王征”只能是指“王征盂方”，此外该卜辞中还记有用辞“兹御”代表其卜后已被付诸实施，而记载“十祀王征人方”的《合集·36482》中并无用辞，由此可见所谓“十祀王征人方”以及“九祀王征盂方”都很可能仅仅是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实施的商王预谋而未必是真实的战事，它们的卜辞都未用“征某方”作大事纪年也可印证这一点）；其次，《合集·36509》和《合集·36516》这2条卜辞都记载了“王征盂方”的“祀季”数据，显然，按前文举证的文丁世卜辞勤于记录“祀季”之习来看，这2条卜辞都应是在“文丁十祀十月”商王出发后的“文丁十一祀”卜辞，因为它们假如被排入“文丁十祀”则《合集·37856》的“十月甲午”就必然是“甲午肜祖甲”之日，但《合集·37856》中非但未详记“在十月甲午肜祖甲”甚至未简记“唯十祀肜日”，所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合集·36509》和《合集·36516》都是“文丁十一祀”卜辞而非《周祭》所谓的“十祀”卜辞，它们也都可毫无矛盾地排入表4-5的“祀谱”中（其中《合集·36516》的残缺月序也由此可唯一补作“六月”），至于《合集·37856》未记录“祀季”数据的原因则可顺利地解释为“文丁十祀十月甲午”恰逢空闲无祀事的“肜加旬”，由此“王征盂方伯炎”的4条卜辞就都是或明或暗勤于记“祀季”的卜辞了；再次，《合集·37398》这条因残缺、磨泐过甚历来都充满争议的“王征盂方伯炎”卜辞现在也可以最终予以隶定释读了，旧说将此条卜辞中看不清的“唯王口祀”释作“∣祀（十祀）”、“六祀”、“七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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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都不准确，因为“六祀”、“七祀”的文丁卜辞未见“征盂方”之事而“十祀九月”恰在大敌当前备战之月商王应没有“于倞彔获白兕”并记录夸耀的闲情逸致，而这个似“∣”似“七”又似“六”之左半的残余字形如果释为“[image: alt]
 （口）”字的左半边残余“├”形，那么该卜辞的时间定位就可顺利解决了，所谓“唯王口祀肜日”如前述并非是指王年而是指“祀季”，该卜辞的年份理应是在“王征盂方伯炎”所跨两个王年中的“文丁十一祀”，其“祀季”旬序则应为“甲申肜祖甲”之旬（详见表4-5）。而在添加了“王征盂方”数据之后，表4-5的“祀谱”就可由文丁二祀连续延伸至文丁十一祀了：由表4-5可知，《周祭》所排相对性“祀谱”中的连续“九年不置闰月”并不准确（即使按《周祭》的算法也应有9年、8年双解），在文丁二祀至十一祀之间商王历实际上仅设置了“连续八年不闰”，而该种设置对商周历而言完全是“合法”的。

其二，关于“天自幽”，如前述这是一个见载于《逸周书》的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维王克殷……王曰：“呜呼，旦，惟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蛩）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逸周书·度邑解》）





很明显，在上述记载中周武王所说“天不享殷”的三项“天谴”其前两项是较容易考证的：所谓“飞蛩满野”是指超级蝗灾前文已证；所谓“夷羊在牧”则理应是指雉鸟祥异事件，因为《尚书·高宗肜日》和《史记》所记“越有雊雉”而“武丁惧”以及《合集·17367》等卜辞所记“鸟鸣[image: alt]
 咎”都可证明殷人视雉鸟飞入庙社雊鸣为“祥异”事件，而“夷”通“鴺”据《玉篇》训“山鸡”亦即雉类，“羊”通“祥”，故“夷羊在牧”就是指“雉鸣之祥异出现在商郊牧野之庙社”（按《史记》作者因不知“夷羊”为何物而擅改此句引文为“麋鹿在牧”）。但是，对于这三大“天谴”中的“天自幽”，自古以来却无人知其所指为何，而今本《史记》在引用《逸周书》时也只能在无知的困惑下直接删掉了“自幽”二字。而现在我们据前文所复原的商、周诸王王年可知，《逸周书》所谓的“天自幽”很可能原本是指一次日食灾异：因为据“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我们完全可以上溯推算出“天自幽”等三大“天谴”事件的发生年代，其理应是在周武王克殷之年（1065BC）前的第60年，亦即“文丁九祀＝1124BC”左右，而有趣的是查今历易知在1124BC-5-18的下午17：13前后殷墟遗址地区确实有一次大食分的日食发生（食分0.755），所以《逸周书》记载的所谓“天自幽”很有可能就是指此次“文丁九祀日食”，只不过该日殷墟地区恰逢多云或阴雨而只能看到天突然变黑随即又复原的“天自幽”效应（该日日食结束时刻为北京时间18：13而日落时刻为19：10）。总之，假如没有新的否定性证据出现，我们将周武王口中描述的“天自幽”事件解释作“文丁九祀日食天黑效应”基本上应是可信的。虽然，该次“天自幽”还算不上是人类最早的日食记录从而改写天文史（因为殷人在阴云笼罩下连太阳都没法看到何谈直接去看日食），但它对中国商、周两朝的历史还是影响十分巨大的：显然，在商末周初的人们看来，“文丁九祀＝1124BC”是一个多事不祥之年，该年中不仅接连发生了超级蝗灾暨暖冬（此即商王历在文丁十祀前连续8年不置闰之原因）、鴺鸣之妖祥、日食天黑效应等“天谴”，而且还发生了盂方伯炎反叛商王朝、翳徒之戎骚扰边疆等战乱“人祸”，这两场战乱直到文丁十一祀才被商王朝最后平定（参见《合集·36518》“盂方共人其出伐，屯师高”以及《古本竹书纪年》“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但商王朝由此开始根基动摇人心思乱，商王文丁也不得不放弃其“礼制改革试验”而将周祭制度的“祀首日”改回旧制（如前述卜辞和金文证明文丁以冬至附近为“祀首日”的周祭制度必在文丁十二祀至文丁十四祀之间被放弃行用，而上述天灾人祸等灾异很可能是促使其“改制”的原因之一，因为中国古代帝王历来都是要按“天意”行事的），所以直到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周公旦等政治人物仍然认为商王朝之衰败、“天不享于殷”实际是从文丁九祀开始的（尽管他们当年尚未出生、并未亲历上述灾异）。

四、《宰丰雕骨》和“[image: alt]
 林方”卜辞所见武乙王年的精确复原

关于武乙的在位年数，如前述《古本竹书纪年》早已明确记载其必不少于35年。不过，在某些研究者看来这个数据似乎与《尚书》中的一条记载互相矛盾：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後，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後，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尚书·无逸》）





如见，周公列举的在位最久之商王共三位：中宗祖乙75年、高宗武丁59年、祖甲33年，其余商王都被他描述成在位不久甚至“罔或克寿”的短祚王、短命鬼（关于“殷王中宗”是指《古本竹书纪年》所记“中宗祖乙”而非《史记》所谓“中宗大戊”卜辞中已有明证，参见《合集·26991》等）。而由此字面逻辑推论，武乙的在位年数超过了祖甲但却未被周公提及显然是有矛盾的。但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无逸》乃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辞，其所要列举的作为周成王之模范榜样的殷商先王首先必须是道德行为无瑕疵、身后结局无遗憾的，其次才是享国久、寿命长的，那么我们就会理解武乙不被周公提及是完全符合《无逸》全文之逻辑而并无矛盾的了：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显然，武乙喜好田猎游逸正好是《无逸》要批判的反面典型，武乙死于暴雷更是受“天谴”而死根本谈不上“寿终正寝”，所以在古人看来武乙的身后结局是可悲的“不得好死”而绝非幸福的“享国长久”，其不被周公列为“幸福长寿国王之榜样”完全合情合理，何况武乙虽然在位年数超过了祖甲但其寿命很可能远短于祖甲（祖甲之父是高寿的武丁，前任还有其兄祖庚，其本人又“久为小人”，其即位前的年寿理应已经较高）。此外，据以上分析还可知帝辛的在位年数虽然和祖甲一样都是33年，但帝辛显然也不可能被周公视为享国长久之王，因为帝辛的身后结局比武乙还糟糕：非但其本人自焚而死、身首异处，而且还国破家亡。而由此亦可知，《无逸》所谓“自时（是）厥後，亦罔或克寿”并非如近代某些学者所释是指“祖甲以后”诸王在位年数皆短，《尚书正义》释作“从是三王各承其後”无疑是大体正确的，《无逸》所谓“自时厥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理应是指“中宗祖乙以后”的若干游逸而短祚之商王，例如《史记》所记“小辛立殷复衰”之小辛等。

而事实上，关于武乙在位超过35年，我们除了在先秦文献中找不到否定性证据，而且在殷墟卜辞中还可找到肯定性的佐证，那就是武乙和祖乙、武丁等长寿商王一样都拥有两位以上的王后。

正如前述表4-3所列，商代直系诸先王大多仅有一位配偶被排入“周祭”，考虑到中国古代贵族阶层历来盛行一夫一妻多妾制，这些先妣正如《周祭》所论必都是正室王后。但在表4-3中，有4位先王的王后不止一位：中丁有二后妣己、妣癸，祖乙有二后妣己、妣庚，祖丁有二后妣己、妣庚，武丁有三后妣辛、妣癸、妣戊。显然，对比先秦文献易知，上述四位先王之所以都有继室王后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在位年数较长、寿命较高：中宗祖乙和高宗武丁的在位年数高居商周列王之首甚至中国历代帝王之前列前文已述及；而祖丁的寿命我们从其有四个嫡子先后称王来看也不会很短（按祖丁之四子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假如不全是嫡子而且年龄相差较大必然难以相继称王，因为所谓“兄终弟及制”显然是在嫡子范围内才会实施的“嫡亲兄弟机会均等”制度，此即《吕氏春秋·当务》记载的商代王位继承制度“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故祖丁要靠同时仅有一位的“正妻”来生出年龄相差达数十年的四个嫡子其寿命应该不太短）；至于中丁的寿命长短则是唯一未知且难以估算的，但即使这样我们在统计学上也已经可以得出初步结论——“王后多意味着寿命长或在位久”的概率在75％以上。而对比以上诸先王，卜辞和金文既然记载武乙也至少有两位王后妣癸和妣戊，那么武乙在位较长而达到35年以上就相当可信了。

武乙有一位王后名“妣戊”见于《肆簋》之“[image: alt]
 妣戊武乙爽”前文已述。至于武乙的另一位王后名“母癸”或“妣癸”（卜辞“妣”皆指祖母以上辈分）则屡见于“黄组”卜辞，例如：





〖癸〗[image: alt]
 卜贞：祖甲[image: alt]
 〖其〗牢。

丙午卜贞：武丁廷＃
 其牢。

甲寅卜贞：武乙宗其牢。

癸亥卜贞：母癸叀羊。（《合集·36090》，按“廷”原作“丁”，本文释为通假字“廷”。）

乙丑〖卜贞〗：武乙[image: alt]
 〖其〗牢…

壬申〖卜贞〗：母癸〖叀〗羊…

甲戌卜贞：武乙廷其牢。兹用…

丁丑卜贞：祖丁廷其牢。兹用。

癸未卜贞：祖甲廷其牢。兹用……（《合集·35858》）

癸亥卜贞：王宾妣癸肜日……（《合集·36311》）





正如《周祭》所论，“黄组”卜辞中常与“武乙”同版的“母癸”理应是指文丁之母辈而非某些学者所推测的帝乙之母，因为迄今所见“母癸”的共版称谓中从未见有“文武丁”、“武祖乙”等属帝乙、帝辛世的称谓
〔20〕

 。此外，《周祭》未提及而更为重要的证据是，“母癸”卜辞见有共版称谓者迄今共发现7条且都属“廷祭”类卜辞，而这其中竟然至少有3条都有廷祭“武丁（祖丁）”的明确内容（包括上述《合集·36090》和《合集·35858》），此外还有1条残缺卜辞《合集·35914》疑似有廷祭“祖丁”的内容（“廷祭”类卜辞中的“祖丁”皆指武丁），由此我们不难推断它们都应是文丁世卜辞而“母癸”就是文丁之母，因为帝乙、帝辛二世卜辞是基本不会廷祭“武丁”而且不称武丁为“祖丁”的：据统计可知，“黄组”中的“廷祭”类卜辞都是祭祀时王的近世先王、先母的，迄今所见仅有武丁、祖甲、康丁、武乙、文武丁、文武帝乙、母癸共7人受祭（故此类卜辞所见之“祖丁”必指武丁而非盘庚之父祖丁），而在这其中，举凡出现“武祖乙”、“文武丁”等帝乙、帝辛世称谓的“廷祭”卜辞除了唯一的一条孤证外都是没有廷祭“武丁”或“祖丁”内容的，至于那条唯一的孤证《合集·35822》所记“丙寅……文武丁廷其……癸酉卜……祖甲廷其……丙子卜贞武丁廷其牢”按卜辞惯例来看也很可能有误刻（其“武丁”应为“文武丁”之脱讹），而即使退一步说该条卜辞并未误刻那也仅是一个“逾制”的孤立个案，帝乙以降诸王按制度不廷祭武丁就像卜辞中的文丁绝不廷祭小乙以上远祖一样明显都是符合中国古代“近亲不出五服”的基本观念的；而另一方面，同样据统计可知，文丁卜辞或偶称武丁为“祖丁”但帝乙、帝辛卜辞一律只称“武丁”不称“祖丁”也是一个没有反例的基本事实，毕竟正如许多学者早就指出的“乙辛时代‘武丁’的称谓已立”
〔21〕

 ，帝乙、帝辛冒着与“四祖丁”相混淆的风险再去称“武丁”为“祖丁”显然是毫无必要的。总之，综合以上证据，再加上前文已证明“黄组”中体例最严谨的祭祀类卜辞大多数确实属于文丁世，则“母癸”作为文丁母辈、武乙之王后的身份是基本可信的。而据“黄组”卜辞中迄今未见“母戊”或“武乙爽妣戊”但却常见“母癸”和“妣癸”的事实来看，武乙的两位王后中“妣癸（母癸）”可能是原配，其在武乙时已经亡故，到了文丁即位后她就成了“廷祭”的对象，到了帝乙、帝辛年间她更成了“周祭”的对象（按正如《周祭》所论“周祭”是只祭“先妣”不祭“先母”的
〔22〕

 ，其主要原因或是为了体现“公平”，毕竟很多商王的母后是仍然健在的）；而“妣戊”则可能是继室，其在文丁年间仍然健在而直到帝乙年间乃至帝辛年间才亡故，所以其仅见于金文《肆簋》。至于学者们一直试图寻找的文丁之王后、帝乙之母在卜辞中目前还很难辨识（祭先妣卜辞中的“某某爽”很多是残损或省略的），但据前文所复原的王年数据来看，帝乙之母是完全有可能活到帝辛年间亦即濒临殷商亡国之日的，所以殷墟卜辞中少见或不见“文武丁爽”都应属正常。（按“廷祭”被《周祭》等释为“祊祭”不确。“廷祭”之“廷”字正如《合集释文》所释在“黄组”卜辞中原字作“丁”，在《合集·32645》等非“黄组”卜辞中亦写作“朾”，“丁”、“朾”古音同“廷”例可通假，而据《合集·36090》中“武丁丁其牢”与“武乙宗其牢”并提、《合集·34372》中“祷即宗”与“祷即丁”对举之事实可知，此类卜辞中的“丁”字理应是指某种和“宗”即宗庙相类似的祭祀场所，由于商代金文和甲骨文中已另有“庭”字但并无“廷”字，则此“丁”字只能是指“朾”、“廷”的通假字，所谓“即丁”就是“即廷”亦即西周金文“即位立中廷”之类似用语，而所谓“丁祭”就是“廷祭”：所谓“宗其牢”就是指在宗庙之内举行的用牲祭祀，所谓“廷其牢”就是指在宗庙的廷院中举行的用牲祭祀。至于卜辞中的“祊”字本写作“皇”前文已证，“祊祭”是指在宗庙门阙下举行的用牲祭祀，其虽与“廷祭”类型相近但绝非同义词。）





而既然古文献和卜辞、金文都可佐证《古本竹书纪年》所载“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和“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都可信无疑，那么前文据此推算的“武乙三十四年必晚于周文王生年2年以上”当然也是可信的，我们据前已复原的“帝乙二年＝1113BC”（即周文王生年不早于1142BC）和“文丁元年＝1132BC”最终可把“武乙元年”的取值范围缩小为1173～1167BC之间。至于在这个范围内“武乙元年”的精确之解，十分幸运，由于《宰丰雕骨》和“[image: alt]
 林方”卜辞《英藏·2563》这两条甲骨文证据的存在，我们现在已经有条件可以推知：





壬午，王田于麦彔，获商戠兕。王赐宰丰寝小智＃
 祝。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宰丰雕骨》，《补编·11299反》）

庚寅王卜，在[image: alt]
 ＃
 师贞：[image: alt]
 林方无災。

壬辰王卜，在[image: alt]
 贞：其至于智雚沮师，往来无災。

甲午王卜，在[image: alt]
 师贞：今日步[image: alt]
 无災。十月二，唯十祀肜。

丁〖酉王卜〗，在[image: alt]
 师〖贞〗：今日……从……往来无災。在正月。

己亥王卜，在春师贞：今日步于[image: alt]
 无災。（《英藏·2563》＝《合集·41757》。按“[image: alt]
 ”原字作从“鬲”从“火”从“水”从“贝”声，应可通“浿”、“[image: alt]
 ”，本文暂释作“[image: alt]
 ”。）





首先，关于《宰丰雕骨》，研究者皆知此犀骨刻辞其字体、文例皆与殷墟卜辞有别而与商代金文属于同类，此件犀骨器也并非卜骨而是雕刻有精美花纹的实用器（可能是“骨匕”或青铜器的骨抦之类，参见图4-3），因此，《宰丰雕骨》理应被视为“广义金文”而非普通的“甲骨文”。而按金文文例来释读，《宰丰雕骨》明显是一条带“隐性月相”的“广义金文”，因为其刻辞中明确记有“王赐宰丰”之语，其纪事内容属于“朔望赐命类”无疑。而以“壬午……王赐……在五月唯王六祀肜日”这条“五要素俱全”的数据为证，我们立即就能推知《宰丰雕骨》不可能属于文丁、帝乙、帝辛三王世，因为其建正和月相与文丁、帝乙世皆不符（文丁、帝乙之六祀五月皆无“壬午”之日）而“祀季”数据与文丁、帝辛世皆不符（帝辛六祀建亥或建丑五月壬午皆属“翌日”而非“肜日”，参见表4-1）。而再考虑到《宰丰雕骨》的“唯王某祀”文例在甲骨文、金文中都未有时代早于“黄组”卜辞者，而“黄组”卜辞如前述主要属于文丁、帝乙、帝辛三世其时代上限最多能再提前一个王世至武乙世，故《宰丰雕骨》的时代也理应不会早于武乙世。因此，据上述的综合分析，《宰丰雕骨》只能属于武乙六祀之物。

[image: alt]


图4-3

其次，关于“[image: alt]
 林方”卜辞《英藏·2563》，正如前述旧说多将之误列为所谓“十祀征人方”卜辞。但该条“黄组”卜辞所记主题明明是“[image: alt]
 林方”而非“征人方”，其所记人名、地名也与“征人方”诸卜辞完全无关（如前述“征人方”的人物有“黄”、“永”、“攸侯喜”等，地名有“亳”、“鴓”、“鬻”、“攸”等，但“[image: alt]
 林方”中疑似人名的“智雚”和地名“[image: alt]
 ”、“沮”、“春”、“[image: alt]
 ”等与前者无一雷同）；更关键的是，该条卜辞中的“王十一祀正月历朔”只能是在“乙未”、“丙申”、“丁酉”这3日之间而且“王十祀”无闰月，此历朔和建正置闰数据明显与帝乙、帝辛世都不相符（帝辛十祀已有“九月甲午”不容再有“十二月甲午”，帝乙世的“甲午”和“丁酉”同在“十祀十二月”无法分属两月，参见表4-1），而该卜辞所记“十祀十二月肜日”也与文丁十祀十二月必属“翌季”不符（参见表4-5），所以，考虑到“黄组”卜辞只可能属于武乙以降四王，《英藏·2563》只能最终被断代为是一条“武乙十祀”卜辞。显然，由于前述“黄组”周祭卜辞中已经出现了“文丁二祀”的明确纪年，而“文丁二祀”距武乙殁年仅相隔2年，所以“黄组”卜辞中除了有大宗的文丁卜辞之外还包括有小部分武乙卜辞本是理所当然的。（按“[image: alt]
 林方”之“[image: alt]
 ”旧释“臿”、“朕”等皆不可通，卜辞“[image: alt]
 ”字如图4-3所示作双手执棍棒扑击而碎片八分掉落之形，其会意结构与小篆“攴”字作单手执棍棒扑击而碎片随棒掉落相类似，其显然是“攴”的异体字“[image: alt]
 ”。“[image: alt]
 ”通“撲”、“搏”，即《虢季子白盘》等金文和文献所谓“搏伐玁狁”之“搏”，《集成·260》之《[image: alt]
 钟》所谓“撲伐厥都”之“撲”。所以，卜辞中的“[image: alt]
 林方”就是指“撲伐林方”。）

而既然《宰丰雕骨》和《英藏·2563》都有属于武乙世的明确内证，那么我们就可由此直接推知武乙的王年了：在前述的1173～1167BC之间，能够同时符合这两条卜辞所记月相数据的只有“武乙元年＝1169BC”这唯一解，也就是说，《宰丰雕骨》的“隐性月相”只能取“皇”或“生月”，其所记“武乙六祀五月壬午”只能是指1164BC-4-27（子正五月十八），该日的实际最大月相值为99.3％，其与“皇”或“生月”的月相定义相比误差都为＋1日，都在允许范围之内；《英藏·2563》所记“武乙十祀十二月甲午”和“武乙十一祀正月丁酉”分别是指1160BC-12-14和1160BC-12-17，其中后者很可能是商王历的“子正正月丁酉历朔（末月）”，其与精确值相比误差为－1日。而由此两条历日都属“肜季”可知，武乙世早期的周祭制度应该与帝乙、帝辛世类似都是以“清明”前后和“翌上甲”为其“祀首日”的。（按“肜”据《尔雅·释天》等可知其含义是指“祭之明日又祭”。而正如表4-1所示，由《英藏·2563》上推《宰丰雕骨》的“壬午肜日”只能是在“肜祖甲旬”的“壬日”，该日据表4-3应为“肜父辛＝肜冯辛”之明日，完全符合“祭之明日又祭”的定义，可见商代的“肜”祀典确实是前有“肜夕”之前奏、后有“明日又肜”之尾声而连绵数日不断的。）

最后，关于商王武乙在位共37年（1169～1133BC）的相关证据，其实还有如下这两条辅助性佐证也是值得注意的：





丁未卜贞：父丁廷其牢。在十月又〖一〗。兹用。唯王九祀。（《合集·37853》）

帝（武）乙即位三十七年。（《太平御览·卷八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





关于《合集·37853》，《周祭》早已指出此条祭祀“父丁”的“黄组”卜辞有可能是属于武乙之物。因为“黄组”诸王只有帝乙和武乙之父名“丁”，而明确可断为帝乙世的卜辞迄今未见称“父丁”的，在卜辞中帝乙称其父皆用“文武帝”、“文武”等美称而不再如早期卜辞只朴实地称“父某”，很显然这是商末王权日渐集中、先王之灵已从普通之“父”升格为神圣之“帝”的结果（而这也是西周“谥号”制度的直接源头）。而现在验之以历日数据，《合集·37853》也确实与帝乙九祀的《巂[image: alt]
 卣》互不相容（《巂[image: alt]
 卣》证明帝乙九祀十一月没有“丁未”日），所以《合集·37853》应是武乙九祀之物，其历日“武乙九祀十一月丁未”应指1161BC-9-3（建亥）或1161BC-11-2（建丑）。而由此可见，《宰丰雕骨》和《英藏·2563》绝非孤例，武乙世甲骨文确实是盛行采用“唯王某祀”纪年的，而“黄组”中的武乙世卜辞数量虽少于文丁世但也仍然不在少数，例如《合集·37853》、《合集·36129》、《合集·36132》等3条祭祀“父丁”的卜辞以及《英藏·2563》等（按《合集·37853》之“在十月又〖一〗”其“一”字并非残缺而是漏刻或磨泐不清，《合集释文》补为“一”可从）。至于《帝王世纪》所记“帝乙即位三十七年”，其所谓“帝乙”本应是指《史记》所谓“帝武乙”，因为“武乙”和“帝乙”二名在后世文献中是常被混讹的，例如《古本竹书纪年》之“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在《孔丛子·居卫篇》中就被讹为“殷王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史记·殷本纪》之“帝武乙立，殷复去亳迁河北”也被《帝王世纪》讹为“帝乙复济河北”等。而既然《帝王世纪》所谓“帝乙即位三十七年”应刊误订正为“帝武乙在位三十七年”，其数据恰可与甲骨文证据相吻合，那么，我们应可确信其所引本为可靠之先秦逸文了，毕竟，正如前文已屡次证实的皇甫谧《帝王世纪》所征引的先秦逸文可靠数据是颇为不少的（当然该书所征引的谶纬数据、民间传说亦复不少且多有讹误，再加上该书本身也早已失传仅存有辑本，所以很可惜我们无法直接将其数据列为一手凭证而只能逐条考证其真伪作为二手佐证）。

人类历史上最早可连续追溯的精确纪年和精确纪日究竟是何年何日？毫无疑问，在殷墟甲骨文、商周金文和《春秋》等先秦文献的“接力棒式”不间断记录下，在“月相”、“日食”等天文学证据的最过硬见证下，中国商代的精确纪年兼精确纪日“武乙六祀五月壬午＝1164BC-4-27”理应就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相比原先的世界纪录即亚述泥板文献所记之910BC，《宰丰雕骨》所记1164BC足足领先了254年。而且，亚述乃至所有其他古文明的历史纪年都是无法从今日起算去连续追溯的，但中国历史纪年从“商王武乙一祀＝1169BC”之后却都可连续追溯：商末四王的所有序数纪年正如表4-6所示是完全已知的，而紧接着的西周和东周平王世之纪年可据表3-6得知，再接下来的春秋纪年则可由《春秋》和《左传》之鲁国编年得知、战国纪年可参考《史记·秦本纪》和《史记·六国年表》之秦国编年得知，最后这些纪年又可与秦、汉以降各朝代纪年实现无缝衔接，而以上这些“王年表”又都是有众多“月相”和“日食”为证的（《史记》所录秦国编年数据自秦厉共公以降亦有数条日食记录可供证实和刊误）。总之，就保存天文历法资料的连续完整性而言，古代中国文明的成就是无与伦比的。

表4-6　商末四王王年表（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注：本表所列西历年代皆为不计跨年的习惯年代，故帝辛殁日实际虽在1066BC但本表仍列为1065BC。

五、“月有食”卜辞的贞人断代与日期复原

《宰丰雕骨》所记“武乙六祀”虽然是甲骨文中最早的精确王年数据，但却并非是最早的精确年代数据。因为，比《宰丰雕骨》和“黄组”卜辞都更早的殷墟卜辞虽然并没有记录王年的习惯，但它们却有记录“月有食”干支日辰的习惯，而月食日辰在天文学上无疑是比朔望月相更少重复混淆、更易识别定年的天象数据。而截至目前所知，殷墟甲骨文中已发现有如下6版卜辞共记载了5次“月有食”的日辰数据（有2版所记重复）：





……癸亥卜叕贞：旬无咎。一月。

癸未卜叕贞：旬无咎。二月。

〖癸〗卯〖卜〗[image: alt]
 贞：〖旬〗无〖咎〗。五月。

癸未卜叕贞：旬无咎。三日乙酉夕月有食
 。闻。八月。

癸卯卜[image: alt]
 贞：旬无咎。二月……（《合集·11485》）

【正面】……癸亥。

癸未。十三月。

癸巳卜贞：旬无咎。

癸卯卜贞：旬无咎。

……旬无咎……

【反面】己未夕皇，庚申月有食
 。（《英藏·885》＝《合集·40204》）

【正面】……癸丑卜贞：旬无咎。

癸酉卜贞：旬无咎。

癸亥卜贞：旬无咎。

癸未卜叕贞：旬无咎。王占曰有[image: alt]
 。三日乙酉夕皇，丙戌允有来入齿。十三月。

【反面】王占曰有[image: alt]
 。七日己未皇，庚申月有食
 。（《英藏·886》＝《合集·40610》）

【正面】〖癸未
 〗卜叕贞：翌〖甲〗申晹日。之夕月有食
 ，甲[image: alt]
 （雾）不雨……

【反面】之夕月有食
 。（《合集·11483》）

〖己〗丑卜宾贞：翌乙〖未淉〗黍烝*
 于祖乙。〖王〗占曰有[image: alt]
 。[image: alt]
 [image: alt]
 [image: alt]
 其雨。六日〖甲
 〗午
 夕月有食
 。乙未淉多示率夂。[image: alt]
 遣。

己〖丑〗卜贞：勿淉烝。

……癸酉卜[image: alt]
 〖贞〗……于妣己……（《合集·11484正》）

旬壬申夕月有食
 。（《合集·11482反》）





很清楚，上述卜辞所记的5次月食除了“壬申月食”之外其余4次皆与所谓“贞人”的署名同见：其中“乙酉月食”、“庚申月食”、“癸未月食”皆与署名“叕”同版共见，“甲午月食”则与署名“宾”、“[image: alt]
 ”同版共见。显然，只要我们能够大致断定“叕”、“宾”、“[image: alt]
 ”这三个“贞人”署名的王世归属和王年取值范围，那么我们要精确复原上述诸次月食的时间本来是并不会太困难的，因为日辰干支相同的月食往往在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中都很难重现，例如前13世纪的“甲午夕月食”（1229BC-12-16至1217）其下次出现须等到31年后的1198BC-11-4，其上次出现则更须追溯到237年前的1466BC-4-5。然而，很可惜，由于甲骨学界对所谓“贞人”的认知和断代一直都存在严重误区，再加上各界学者对商末诸王的绝对王年也从未找到有可靠天文依据的复原方案、对“己未夕皇庚申月有食”的“皇”字也一直误读误释，所以迄今为止关于“月有食”卜辞的定年一直都处于莫衷一是的争议之中：正如武王伐商的定年学界曾经有近百种推测一样，关于“月有食”诸卜辞的定年各界学者们也早已给出过至少“22家、40种说法”
〔23〕

 ，其年代取值上至1496BC下至1166BC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可能。

那么，上述《英藏·886》等“月有食”卜辞中的“贞人”究竟都是哪些王世的人物？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从何谓“贞人”分析起。众所周知，自从董作宾等前贤开始用“贞人”（或称“卜人”）作为甲骨卜辞的分类和断代依据以来，甲骨学者们几乎都是把卜辞中的“贞人”署名一律解释作不易巧合重复的私名的，而所谓“贞人”的身份则被毫无依据地臆断为是“史官”
〔24〕

 。但是，只要我们去仔细分析一些卜辞实例，我们将很容易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辛亥卜王贞：父甲御[image: alt]
 二百……（《合集·19914》）

戊午卜師贞：方其征今日不。一月……（《合集·20419》。按“師”字原作“[image: alt]
 ”。）

癸亥卜尹贞：旬无咎。在十二月乙丑翌小乙，丁卯翌父丁……（《合集·23244》）

戊寅卜史贞：王[image: alt]
 叀吉。（《合集·5251》）





很清楚，在上述卜辞中，其“贞人”署名“王”指时任商王，“师”指类似于卜辞之“师般”、文献之“师尚父”的商周高级武官（《合集·5566》等之“师般”即武丁名臣“甘盘”），“尹”指类似卜辞之“伊尹”、金文之“皇天尹”的商周高官，“史”循例可知亦当是指类似金文之“公太史”的统领史官之公卿而非普通史官。总之，事实证明，殷墟卜辞中的“贞人”其身份绝非普通的“史官”而是商王的机要重臣乃至商王本人，正如《诗经·小雅·节南山》所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秉国之钧，四方是维”，由“师”、“尹”等机要重臣和商王本人所组成的商王朝最高决策集团是绝不会让普通史官去分享其决策权的，因为所谓“王卜辞”正如《尚书·洪范》所述本是商王的决策工具之一即“谋及卜筮”，谁拥有王卜辞的署名权其本身就代表了谁拥有最高决策大权。

而一旦我们明白了卜辞中“贞人”的身份，那么我们对“贞人”署名并非如旧说认为的那样一律都是“私名”也就很能理解了：就迄今所见的殷墟卜辞而言，除了“王”、“师”、“尹”、“史”这4个署名一望可知必属于“职称”署名而非“私名”署名，事实上至少还有如下这些署名同样必非“私名”：

其一是前述“月有食”卜辞中的贞人“宾”和“[image: alt]
 ”，因为据《尚书·洪范》所记载的商代官制“八政……六曰司寇，七日宾，八曰师”可知，商代的高官除了“师”还有“宾”和“司寇”，而“[image: alt]
 ”古音可读“寇”（见张载《七命》以“[image: alt]
 ”、“奏”押韵），卜辞“[image: alt]
 ”字的字形结构也类似金文“寇”都从“殳”或“攴”会意暴力打击（按“殳”、“攴”在甲骨文、金文中作为义符是可等价互换的），所以卜辞“[image: alt]
 ”应为“寇”之本字或通假字，殷墟卜辞中最常见的贞人署名“宾”和“[image: alt]
 （寇）”实际都是商代官名而非私名。

其二是前述“月有食”卜辞中的贞人“叕”，因为据《尚书·立政》之“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可知，“缀衣”也是商周时代常随侍“王左右”的近臣，而再从《立政》将“虎贲、缀衣、趣马”相提并论的文义可知，“缀衣”并非旧所谓的仅是“掌衣服”小官，此官理应和“虎臣（虎贲）”、“趣马（走马）”、“膳夫”等一样都是王室机要之臣，因为“虎臣”、“趣马”之权势不小金文和文献都多有记载（例如前文所述“褒姒八人帮”中就有“蹶维趣马”），至于“膳夫”是负责“出纳王命”而非后世所谓的“掌膳馐”小官前文已证；而从古文字学上来说，《合集·11485》等之“叕”字正是“缀”的本字，其字形结构与《说文》之小篆“叕”类似都作两手引一曲线以相缀之形（图4-4），只不过小篆已将甲骨文的上下相缀字形改成了左右相缀。故殷墟卜辞中另一个最常见的贞人署名“叕”同样本是商周古官名“缀衣”之简称。（按此“叕”字旧或释“争”、“夬”等皆不确。）

[image: alt]


图4-4

其三，除了上述7个署名，殷墟卜辞中的“内”、“行”、“旅”、“黄”等贞人署名明显也应是职官名，例如《合集·6895》等之“内（纳）”应即《尚书·舜典》之“纳言”（该职在西周时代改由“膳夫”兼掌），《合集·23120》等之“行”应即《周礼·秋官司寇》之礼宾官“行人”，《合集·23141》等之“旅”应即《尚书·牧誓》所谓“亚、旅、师氏”之武官“旅”，《合集·36484》等之“黄（横）”通“衡”应即《尚书·君奭》所谓“保衡”（如知太甲时代的著名宰辅之臣“保衡”在卜辞中称为“黄尹”）。总之，事实证明商王的最高决策集团本是由“职称”不固定之多官来充任的，其情形与两汉六朝由多官充任“录尚书事”、唐宋由多官充任“平章政事”或“参知政事”、清代由多官充任“军机大臣”基本类似。

而既然我们已经可以辨析出旧说所谓“贞人署名皆为史官私名”实属误解，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对前述“月有食”卜辞中“贞人”署名的王世归属作出全新的合理断代了。

首先，正如许多甲骨学研究者熟知的，与晚期的“黄组”卜辞主要靠字体和文例来识别不同，早期卜辞的时代特征主要是靠“贞人”署名来识别的。因为迄今发现的早期卜辞除了少数“王世标准卜辞”具有“父乙”、“兄庚”等“称谓”特征或“师般”、“妇好”等“名人”特征之外，其余卜辞中最常见的时代特征就是“贞人”署名；至于所谓“字体”风格对于早期卜辞而言其总体上是无法作为断代依据的，因为早期卜辞的“字体”远未被规范统一，其同一王世而“字体”不同、同一“贞人”或“贞人组”而“字体”不同、不同“字体”同版共见、同类“字体”跨越数王世等现象是随处可见的，何况当代学者对卜辞“字体”所作的分类往往是以“同种字体只能出现于同一王世附近”作为默认前提而人为随意设定“字体”分类标准的，而在这种“分类标准”下的“字体”断代结果显然是摆脱不了“循环论证”的嫌疑的。因此，对于《英藏·886》等“月有食”卜辞的断代，我们首先必须摈除旧说中按“字体”对之排序的种种无据结论，例如彭裕商、黄天树等学者旧所谓的“庚申月食”晚于“癸未月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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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武乙以降的“黄组”卜辞其字体虽然较为统一且时代特征较鲜明，但“黄组”字体也并非是当时的唯一“字体”，即使撇开同时代的金文和骨刻“广义金文”其字体另成体系不谈，当时的卜辞仍然是有采用各种早期字体的，例如武乙世卜辞就有采用所谓“何组”字体的《合集·32663》“彭贞……[image: alt]
 ……父辛”，文丁以降卜辞也有采用非“黄组”字体的《合集·32658》“其侑岁于三祖辛”、《合集·28009》之“丁亥卜……方剢”等，其中“方剢”为文丁朝人物即前述《戍铃方彝》之器主。所以，我们虽可以说“黄组字体的卜辞都不早于武乙世”但却不能反过来说“非黄组字体的卜辞都早于武乙世”。）

其次，正如“黄组”卜辞并非都属于一、二个王世而是跨越了四个王世，早期卜辞中的“贞人”和“贞人组”其所能代表的王世本来也是相对粗略的而非绝对精准的。因为，殷墟卜辞中的“贞人”署名如前述至少有近半数并非“私名”而是“职称”，而同一个“职称”署名当然可以代指多人，例如贞人“师”既可代指武丁名臣“师般”也可代指其某个继任者，“宾”、“[image: alt]
 ”、“叕”等亦然，所以，卜辞中的“贞人”之所以可被用作断代参考特征，其原理并不是因为贞人的“私名”较难重复而是因为商代的最高决策集团其每一朝的成员“职称”往往并不固定而是有其时代特色的，例如商汤、太甲二朝的首席权臣伊尹、黄尹其职称都为“尹”、而大戊至祖乙的核心权臣巫咸、巫贤其职称都为“巫”（卜辞“巫”作“戊”）等。显然，考虑到商周时代实行的“世官”制度背景，先秦文献和卜辞中常见的这种“权臣职称轮番更替”现象恰正是“辅政权在新旧各世族间轮替”的反映，因为商周时代的同一“职称”一般是由同一家族世袭的：伊尹和黄尹（保衡）很可能是父子（旧说或以“保衡”为伊尹之别称但据《尚书·君奭》上下文以及卜辞证据伊尹、黄尹理应是父子或同族）、巫咸和巫贤《尚书》旧注亦多以为是父子，这和西周金文常见的周王册封旧臣子孙“更乃祖考事”世袭职称是完全类似的（参见《集成·10169》等）。而既然殷墟卜辞的“职称”类贞人署名其所代表的时代特征并不限于一个世代而是可以跨越数个世代，那么，对于在甲骨学中常被用来断代的所谓“贞人分组”而言，以“师”、“宾”、“尹”等为核心的旧所谓“师组”、“宾组”（宾、[image: alt]
 、叕、内等）、“出组”（尹、行、旅、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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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分组内容和时代背景就必须被重新定位了：一方面，上述各旧有“贞人组”的成员都必须被重新检讨，尤其是贞人“史”更是必须被剔除出所有“贞人组”之外，因为“史”既曾与“宾组”贞人“古”等同版共见（《合集·8473》）、又曾与“何组”贞人“何”同版共见（《怀特·389》），此外还不排除与“出组”贞人同时共存，上述的“史”并非同一人而是数任太史官是十分明显的；而另一方面，除了“史”等极少数代代常见之署名，殷墟卜辞中的其他“贞人”署名仍然是可按旧说进行时代分组的，不管是“师”、“宾”等“职称”署名还是“韦”、“何”等“私名”署名（以“私名”署名者可能都是辅政的王子王孙之类，例如贞人“韦”在《合集·3270》的命辞中又称“子韦”），因为“师”、“宾”等虽然是“职称”但由它们署名的大量卜辞迄今所知都是仅限于某些王世而并非代代皆有的，很明显世袭这些“职称”的家族大多仅能显赫二、三代就会被挤出权利中心。总之“师组”、“宾组”、“出组”、“何组”这四个按“同版共见”关系推理得出的“贞人组”在作出若干调整之后虽仍可保留，但它们所能代表的时代必须从比邻的一、二王世放宽到三、四王世或更长。而这也就是说，对于“月有食”卜辞中的“宾组”贞人而言其总体代表的时代理应比“武丁说（陈梦家等）”、“武丁中期至祖庚说（裘锡圭等）”等旧说更宽泛，其上限不排除延伸至小乙朝，下限不排除延伸至祖甲朝。

再次，相比“贞人组”，单个“贞人”署名的断代在“职称”署名流行的背景下无疑更为重要。因此，对于“月有食”卜辞中的“叕”、“宾”、“[image: alt]
 ”，我们还必须根据如下这些由他们直接署名的卜辞而非间接的“宾组”卜辞来进一步详细分析其王世归属：





壬子卜叕贞：妇好〖娩〗不其〖嘉〗……（《合集·2682正》）

丁酉卜宾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唯甲娩有[image: alt]
 ……（《合集·13996》）

甲申卜[image: alt]
 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唯丁娩嘉，其唯庚娩引吉。三旬有一日甲寅娩，不嘉唯女……（《合集·14002正》）

庚辰卜叕贞：离＃
 （螭）侑于丁牢。（《合集·4051》）

……甲戌卜宾贞：翌乙亥侑于祖乙。用。五月……

丁丑卜宾贞：侑于丁……（《合集·6》）

庚辰卜[image: alt]
 贞：侑于丁五牢。（《合集·1906》）





很清楚，在上述卜辞中“叕”、“宾”、“[image: alt]
 ”三个贞人署名不仅在“妇好娩”的生育卜辞中同时出现，而且在“侑于丁”的祭祀卜辞中同时出现。而“妇好娩”和“侑于丁”分别是武丁世早期和祖庚、祖甲世的代表性事件：如前述，根据“周祭”卜辞商王武丁的王后共有三任，其先后排序为妣辛、妣癸、妣戊，而据殷墟五号墓（妇好墓）出土的《司（后）母辛方鼎》（《集成·1707》）可知其原配首任王后“妣辛”就是“妇好”，而“妇好娩”必然是在她刚嫁给武丁的一二十年之内，亦即武丁世早期的一二十年之内（按个别研究者据殷墟花园庄东地所出“非王卜辞”牵强附会“妣戊死于妇好之前”是不值一驳的，“非王卜辞”中的“母戊”与“王卜辞”中的“母戊”本来就不可能是指同一人）；至于《合集·4051》等之“侑于丁”正如许多学者所论理应释读为“侑于父丁”即祖庚或祖甲祭祀其父王武丁之卜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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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合集·4051》中的“螭侑于丁”比照《屯南·1111》之“螭其御……父丁”可知其“丁”理应是指“父丁”（《合集·6》中的“祖乙”则是指“小乙”），而祖庚祖甲世的“标准卜辞”也明确显示武丁有时是被其子辈简称为“丁”的。（参见《合集·22911》之“己丑卜大贞：于五示告，丁、祖乙、祖丁、沃甲、祖辛。”）因此，综合以上信息以及《尚书·无逸》告诉我们的武丁在位59年可知，“妇好娩”和“侑于丁”这两大类事件之间少则相隔四五十年，多则相隔六七十年或更长，而在这么长的时间段内“叕”、“宾”、“[image: alt]
 ”这三个署名假如仅是指三个人物显然是有违情理的：前文已述商周时代的一任职官正常情况下很难超过50年，而三个高官要同时从二十多岁开始辅政又同时供职到七十岁退休的概率显然是极低的（商王的辅政高官也不会大面积选用二十几岁经验欠缺之人），所以基于卜辞证据我们迄今所能作出的最合理解释自然就是“叕”、“宾”、“[image: alt]
 ”三名本皆指“世袭职称”，这三个“职称”所代表的史实人物至少是分属2代的五六个人。当然，假如再考虑到“妇好娩”距离“武丁元年”和“小乙殁年”都不会太远，那么“叕”、“宾”、“[image: alt]
 ”这三个世袭家族参与王室决策的年代上限还有可能被提早到小乙年间；至于其年代下限则当然是“侑于父丁”的最晚一王即祖甲，因为“叕”、“宾”、“[image: alt]
 ”三族署名之卜辞虽数量众多但迄今未见有正规的“周祭”内容，其年代下限应在“周祭”制度正式诞生前后，而“周祭”制度的正式诞生据“出组”卜辞及《国语·周语下》所谓“帝甲乱之七世而陨”可知正是在祖甲年间（按此所谓“帝甲乱之”实即指“祖甲改制”，因为《国语》该篇下文明说“乱之”就是指“弃常法”、“用巧变”等变法和改革行为）。

“宾组”的几次“月有食”真的如某些学者所估算的那样必须在“武丁后期至祖庚年代范围（约30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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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发生吗？显然，对照前文的举证和分析，此类假说都是毫无依据的。事实恰相反，殷墟卜辞证据告诉我们“宾组”卜辞中的几次“月有食”完全有可能是在上至“妇好娩”前的小乙朝、下至“侑于丁”的祖甲朝这广阔的年限中发生的，其连续的记录者“叕”、“宾”、“[image: alt]
 ”并非寿命有限的三个人而是父子相继的三族人。至于这个年限的具体数值，我们则可根据以下这些证据直接推定。

首先，据《尚书·无逸》，武丁、祖甲的在位年数已知分别为59年、33年。而小乙、祖庚、冯辛三王各自的在位年数则应在3～10年之间：因为同样据《无逸》，商代自中宗祖乙以降应该有不少商王是“立王生则逸”的，他们“耽乐之从……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而小乙据《史记·殷本纪》所记是“小辛立殷复衰”和“武丁即位思复兴殷”之间的一位“衰而未兴”之王，他和“祖乙盛世”的接班人祖辛及沃甲、“盘庚之治”的接班人小辛、“武丁中兴”的接班人祖庚、“祖甲盛世”的接班人冯辛一样都是有富二代“生则逸”嫌疑的商王，而且小乙是在阳甲、盘庚、小辛三位兄长之后即位的，考虑到同父所生的生理年限，他的在位年数也不可能太长，所以小乙理应属于“或十年或四三年”之王；祖庚的即位顺序则正好夹处于两大高寿且享国长久的商王武丁、祖甲父子之间，再加上祖己摄政时代他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去游逸田猎来表现自己“生则逸”，所以他理应也属于“或十年或四三年”之王；而类似的，冯辛也很有可能是作为祖甲晚年溺爱之子而继位的，其名号在王卜辞的祭祀名单中甚为少见则是其口碑不佳的佐证，故冯辛也应属于“生则逸”的“或十年或四三年”之王。至于康丁的在位年数，其上限理应较短于《无逸》中的享国长久典范“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故其上限应为32年；其下限则应至少超过《无逸》所谓“或十年或四三年”的短祚诸王，因为迄今已发现的冯辛康丁世甲骨卜辞是数量巨大而且内容丰富的，无论是带有“父己”、“父庚”、“父甲”、“兄辛”等称谓的“冯辛康丁标准卜辞”还是具有“何组”贞人署名的卜辞其数量都相当可观（此外当然还有大量称谓不明和无贞人署名的卜辞也有可能属该时期），其总量相比祖庚祖甲世卜辞或“出组”卜辞而言不遑多让，而考虑到冯辛的短祚，该期卜辞理应主要属于康丁朝，所以康丁的在位年数理应不属于《无逸》所谓的“或十年或四三年”之列，其在位理应在11年以上，而康丁的王年估值由此最终可取为11～32年。而综合以上王年确值和估值，由“武乙元年＝1169BC”上推，“叕”、“宾”、“[image: alt]
 ”所记小乙朝至祖甲朝的“月有食”年代其上限应取为1323BC、下限应取为1184BC。

其次，据现代天文数据易知，在1323～1184BC之间，前述《英藏·886》等卜辞所记的“月有食”日期并非是全部可作唯一性精确复原的，当代许多研究者为这5次月食所推定的各版本唯一性“认证”看似十分完美实则有失严谨。而本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性，前述卜辞中的5次月食目前可被精确程度不等地复原如下：

其一，《合集·11485》所记“八月乙酉月食”（图4-4）是按现有证据唯一可被精确复原的一条月食记录。因为，该条月食记录不仅有日辰“乙酉”还有月序“八月”，而查对现代月食数据易知在1323～1184BC之间仅有1次月食可能发生在商王历的“八月乙酉夕”，那就是“食甚”时间在1279BC-9-2之1：25左右的“丑正八月乙酉夜至丙戌凌晨”月食，其食分为0.64。至于另两次“乙酉夕月食”皆与商王历的岁首定义“建子月±1月”不符：1227BC-6-1的“丙戌凌晨”月食若为“八月”必须岁首“建戌”，1181BC-11-25的“乙酉夕”月食若为“八月”则必须岁首“建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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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次1279BC月食所属的王世则理应是在武丁世：虽然，前文据《无逸》的“或四三年”将祖庚、冯辛的王年最低值都估作3年，但祖庚、冯辛的王年同为3年的概率是很低的，“或四三年”对他们而言更可能是一个3年、一个4年，此外祖庚、冯辛、康丁三王王年同时取最低估值的概率就更低了，所以，我们对“武丁元年”的西元前年数最低估值最终应取为“1169＋11＋4＋33＋3＋59＝1279”，“武丁元年”理应在1313～1279BC之间，1279BC的“八月乙酉夕月食”理应被确认为是一次“武丁月食”。

其二，除了“乙酉月食”，“庚申月食”、“癸未月食”、“甲午月食”这3次“宾组”贞人所记月食在目前都还无法唯一确认其年代，但其取值范围是大体可知的。其中，《英藏·885》和《英藏·886》所记载的“己未夕皇，庚申月有食”并不是某些旧说认为的“己未夕月食”而是“庚申夕月食”，因为“皇＝望”以及商王历允许“望”和“月食”互相误差1日前文已证。而“庚申夕月食”在1323～1184BC之间的安阳殷墟附近地区共可目见2次：一次是1311BC-11-24凌晨（食分1.64），另一次则是1218BC-11-15（食分0.41）；此外1264BC-5-20的“庚申月食”其月食结束时间（月球离开本影时间）为19：16而该日月亮升起时间为19：11，在目视条件下很难察觉也很难被重视，故此次月食被殷墟卜辞反复记录的可能性应被排除。不过，贞人“叕”所记录的“庚申月食”虽然有两种可能的年代，但这两个年代中的“庚申月食”却都必须发生在商王历的“子正十二月庚申”，因为在《英藏·886》中与“己未皇，庚申月有食”同版共见有“癸未卜叕贞……三日乙酉夕皇……十三月”之语，根据商王历的岁首定义“建子月±1月”可推知此目测满月月相“十三月乙酉夕皇”必然是发生在“庚申月食”的下一年而月食必在本年十二月：假如“庚申月食”是发生在1311BC-11-24的辛酉日凌晨，则“十三月乙酉夕皇”只能取1310BC-12-13（子正十三月乙酉），该日相比100％满月误差为0日，而“庚申月食”由此倒推必在商王历的上年“子正十二月庚申”；假如“庚申月食”是发生在1218BC-11-15，则“十三月乙酉夕皇”只能取1217BC-12-4（亥正十三月乙酉），该日相比100％满月误差＋1日，而“庚申月食”由此倒推同样必在上年“子正十二月庚申”。而“庚申月食”发生之年商王历必然“建子”的事实无疑再次有力佐证了“殷正建丑”之伪。（按早期甲骨文中的同版各条卜辞往往是可相隔数月乃至隔年的，例如前述《合集·11485》中就既有“一月”又有“八月”之卜辞，而《英藏·886》中的“十三月乙酉夕皇”与“庚申月有食”两条同版卜辞不仅一条刻在正面一条刻在反面、一条署名“叕”一条无署名，而且正如图4-4所示前者的刻字大小、粗细都与后者对面的“癸丑卜贞旬无咎”完全不同，所以它们理应是在相隔较远的时间分别由不同“贞人”卜贞和记录的。）至于《合集·11483》的“癸未夕月食”和《合集·11484》的“甲午夕月食”，其在1323～1184BC之间同样没有唯一解而是分别可有4解和2解，其详情可参见表4-7。

表4-7　殷墟卜辞所见月食日期的初步复原（陆星原试拟）

[image: alt]


其三，关于《合集·11482》之“壬申夕月有食”，由于该版卜辞中全无“贞人”署名，而“字体”断代对于该版“非黄组卜辞”而言可靠性甚低前文已述，所以，该次月食的发生日期是最难确认的，我们仅能据“月有食”文例在武乙世以降卜辞中迄今未见而粗略推测其年代的取值范围应在小乙世至康丁世之间。其年代的3种可能取值参见表4-7。

而根据上述月食日期数据，我们最终可得的结论就是，即使撇开有多解的其他4次月食不谈，殷墟卜辞《合集·11485》所记“八月乙酉夕月食”也足以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精确月食记录了，而且“西元前1279年9月1日＝商王历武丁某年八月乙酉”这个精确日期也是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有天象为凭的精确可靠之年代学数据，它比前述“武乙一祀＝1169BC”这个中国历史连续纪年的开端还要早110年。

六、《伊训》逸文和《孟子》等所见汤、太甲、外丙、中壬四王王年考

殷墟甲骨文除了能为武丁以降的商代晚期历史直接作证，事实上它们还能为商代早期乃至先商时期的中国历史直接或间接作证。例如，在历史人物方面，殷墟甲骨文可以直接证明“王亥”、“王恆”、“上甲微”、“伊尹”等见于传世先秦文献的先商或夏代人物本来就是真实存在的信史人物，中国的信史可以追溯到先商时代或曰夏代是毫无疑问的。（据《吕氏春秋·本味》等记载伊尹原籍“有莘氏”而家族“居伊水之上”，而据《国语·周语上》记载距伊水不远的周代上阳虢国附近确有名“莘”之地，可见伊尹原籍伊洛地区即《逸周书·度邑解》所谓“自洛汭延于伊汭……其有夏之居”，其本属投靠商汤之夏遗民无疑。关于“王亥”、“伊尹”等的卜辞可参见《合集·14733》“燎于王亥卅牛”、《合集·33273》“岁于伊尹二牢”等。）又例如，在历史文献方面，殷墟甲骨文同样可以直接证明那些载有“四方神”、“四方风”等上古神祇名单的文献如《尚书·尧典》、《山海经·大荒经》等其诸多关键内容并非晚出而是完全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之前，因为“四方神”、“四方风”等在甲骨文中已经是旧俗常识而屡见不鲜了（关于“四方神”、“四方风”参见《合集·14294》等），而再考虑到《尚书·尧典》所记“四仲星”如前述基本符合虞夏时代的天象，则中国先秦文献的最古老源头同样不排除须被直接追溯到早商乃至先商时代的可能性（虽然这些古老内容在后世的传抄、转引中难免会被掺入一些混淆讹误、润色加工之成分）。当然，对于本文所要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早商王年问题，殷墟甲骨文也同样能提供最关键的佐证。

在中国的先秦古文献中，关于商汤、太甲等早商诸王世的记载其详细程度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在这些文献片段中不仅能找到诸多地域、人物、事件信息，甚至还能找到精确的王年和历日数据，例如《左传·昭公十八年》就记有“二月乙卯……是昆吾稔之日也”，对照《诗经·商颂·长发》之“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可知，这是指商汤伐昆吾之战的历日为“二月乙卯”，亦即《礼记·檀弓》郑注所谓“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诸侯国昆吾是夏王桀的最后屏障力量，经此战后他就只能四处逃亡）。而包括“桀以乙卯亡”在内，先秦、秦汉文献所见早商诸王之王年、月日数据最重要的有如下几条：





王二月乙卯，周毛得杀毛伯过而代之。苌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而毛得以济侈于王都，不亡何待！”（《左传·昭公十八年》）

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桀败于有娀之虚，桀奔于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image: alt]
 （鬷），俘厥宝玉……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于泰卷，中壘（虺）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史记·殷本纪》引《汤诰》）

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汉书·律历志》引《殷历》）

汤为天子十三年，百岁而崩。（《太平御览·卷八三》引《韩诗内传》）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书序》）

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汉书·律历志》及《孟子·万章上》引《伊训》）

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已也，复归于亳。（《孟子·万章上》）

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於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
 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引《古本竹书纪年》，按“於”字一本引作“放”字，其于文义和年数皆不通，故本文仍取原本“於”字，详考见下文。）

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太平御览·卷八三》引《汲冢琐语》）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书序》）

太甲唯得十二年。（《史记》司马贞索隐引《古本竹书纪年》）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史记·殷本纪》）





那么，上述文献所载汤、太甲、外丙、中壬四王史事及其王年、历日数据究竟是否真实可信？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从如下几方面来作分析。

其一，上述商初史料虽然表面上看来有些“详细过头”——相比商初的“乙卯伐昆吾”和商末的“纣以甲子死”等详细历日数据，夹在商初和商末之间的大段殷商史迄今并无详细的历日见载于先秦文献，但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中国朝代史中这种“两头详尽中叶缺省”的现象并非殷商史所独有而是广泛存在的，例如前述西周的王年数据在先秦文献中也是前有文、武后有宣、幽而中叶“自恭至夷王四世年纪不明”的，那么我们对殷商史的“先详后略”也就不必怀疑其反常了，毕竟中国的“正史”历来都是以“商汤伐桀”、“武王伐纣”这样的兴亡交替事件作为其聚焦点的，先秦文献对夏亡商兴“记忆犹新”而对殷商中叶“记忆缺失”并不违反“记忆规律”。更何况，关于殷商中叶的王年先秦文献也并非全无记载，例如前述《尚书·无逸》就记载有祖乙、武丁、祖甲等王的详细王年数据。

其二，上述商初史料不仅有永被记忆的理由，而且其内容来源也是相当可靠的。《尚书》（伪篇除外）、《左传》、《孟子》、《古本竹书纪年》等作为“信而好古”的儒家经典或史官所编“正史”其来源公认较为严谨可靠自不必说，即使就《汲冢琐语》和《殷历》这些私家杂说而言其转引古史的严谨性同样是不容置疑的：《汲冢琐语》虽然多记梦兆预言等神奇内容，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某些学者所谓的离奇“小说”，因为《左传》、《国语》等儒家“准经典”同样是以喜好谈论卜筮预言、占星占梦、鬼神祸福而著称的，而且迷信天数、鬼神之人必然也是敬畏历史和祖先之人，他们是绝不会冒着得罪祖先鬼神的风险而随意虚构或篡改历史数据的，例如《汲冢琐语》所记死亡预言“刑史子臣谓宋景公曰……五月丁亥吴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艺文类聚·八十七》所引）就与《左传》和《史记》等所记历日数据基本相符（按《左传》记宋景公死于吴国灭亡五年之后的鲁哀公二十六年“十月辛巳”，考虑到《左传》时代的占卜预言家大多好用“夏正”，则夏正“八月辛巳”与商周正“十月辛巳”完全是等价的；至于吴国究竟是灭于《汲冢琐语》所谓“五月丁亥”还是《史记》所谓“十一月丁卯”则有待进一步考证，因为“亥”与“卯”互讹在《左传》中已有实例，而夏正“五月”即商周正“七月”，竖写的“十一”与“七”字也是形似易讹的），所以《汲冢琐语》理应和《左传》、《国语》一样都是总体上较为严谨的古史“转述者”，其所记“伊尹自立四年”并无虚构嫌疑；至于《汉书》所引之古历学著作《殷历》，虽然其对商周王年的推测数据多有疏失而不足凭信，但其转引的先秦原始数据“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却必是相当严谨可信的，因为一者“即世”一词在新近所见清华简《系年》中被频繁使用可证其本属先秦史书习用语而非汉人臆造（《系年》之“即世”也一律是指君主崩殁），二者《殷历》为了解释其推算数据与古史记载不符而辩称“以夏时乙丑为甲子”的行为也可证明，《殷历》的作者对于古史所记数据是丝毫不敢怀疑和篡改的，要不然他就大可不必作此牵强辩护而干脆把“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篡改成“甲子朔”就可自圆其说了（参见《汉书·律历志》）。

其三，关于上述商初史料并非晚出虚构而是源自本朝之记，其最关键的证据当然还要由殷墟卜辞给出：如知，对于大多数现代学者来说，由于《伊训》逸文记载有“太甲元年”的月相数据“十有二月乙丑朔”，而殷墟卜辞迄今未见月相术语“朔”，所以他们对该月相数据都持谨慎保留态度；但本文前已证明殷墟卜辞中早就有月相“朔”的等价术语“末月”存在，而“朔”也并非西周末或春秋才诞生的“新词汇”而是古已有之的民间虞夏历之月相术语，其不见于殷墟卜辞和西周金文完全是因为商周王历另有术语“末月”和“既死霸”可以代指“朔”，那么，我们对《伊训》逸文记载的这条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四要素俱全”月相数据就必须作出重新的评价了，毫无疑问，“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理应是一条出自商王室的真实数据，其具体用字和字序虽然可能在传抄、转引中有所改变（譬如“末月”改为等价词“朔”等），但其月相值和历日干支显然都是原值，因为“诞资有牧方明”即“群牧”朝觐天子之典礼如前所证在商周都是必在“朔”日举行的。此外，在《伊训》逸文中除了月相“朔”并非商代所无，其他的词汇或概念也未必都属于晚出的“润色”：例如其干支“乙丑”无疑必是原字未改，因为干支汉字的最早用例诸如“王亥”之“亥”、“上甲”之“甲”等都远在先商时代就已存在；而“大（太）甲”、“伊尹”、“延（诞）”、“牧”、“空（攻）”等字词皆已见于殷墟甲骨文且用法多近似，理应也属商代之原文；至于“元年”的“年”字虽有可能是周代人改抄之字，但也并不排除是商初原字，因为商代用“祀”字纪年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论理应在祖甲创立正规“周祭”制度之后，其“祀”代表“四时祭祀一讫”，而早于祖甲朝的商王历很可能原就用“年”字来纪年，因为在先秦最常用的“载”、“岁”、“年”、“祀”四字中，“载”、“岁”通常代指“建寅”的“虞夏历年度”或“建酉”的“财政年度”，所以基于排除法早期商王历的纪年术语有可能本就用“年”字，西周王历“年”与“祀”并用很可能是全盘“周因于殷礼”的结果而非旧所谓“商曰祀，周曰年”的泾渭分明，毕竟“年”字在殷墟卜辞中也早就存在。（当然关于早期商王历的序数纪年究竟是用“年”、用“祀”还是用其他字词尚待进一步求证。）

总之，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某些现代学者无端怀疑商初无“朔”乃至无完整历法的观点貌似严谨实则疏谬，而《汉书·律历志》中的刘歆等先贤以《伊训》逸文之“乙丑朔”为据来推算商代积年的思路在大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只不过其具体结论由于时代条件所限并不准确仍需重新求证罢了。

而既然我们以殷墟卜辞为线索探知了先秦文献所载商初四王之王年、历日数据总体真实可信并非晚出虚构，那么，我们就可据此去推算商初四王的相对王年数和西元绝对年代了。

首先，关于商初四王的相对王年数，由于殷墟卜辞的出现我们现已知晓《史记·殷本纪》所推排的二手结论必有重大谬误：《史记》认为《孟子》所记“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是在“太甲元年”之前，但“周祭”卜辞却明确告诉我们“外丙”的继位顺序是在“大甲”之后、“大庚”之前，而且“中壬”在卜辞中根本就未被列入“周祭”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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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表4-3），而再加上《书序》也明确说“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即汤的直接继任者本来就是“太甲”而非“外丙”，所以《史记》所排“汤、外丙、中壬、太甲”之四王在位顺序以及相关的“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宫”等王年数据不仅有违殷墟卜辞和先秦文献而且纯属孤证，其属于不可凭信的二手谬误结论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上述商初四王的在位顺序究竟应如何排列？其在位王年数又究竟各是多少？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从商周时代的“两王共治”谈起。正如前文所论，中国商周时代虽然名义上采用一元君主制，但在实际政治中却经常变通为“王”与“摄王”的“两王共治”，例如商王武丁晚年因年老而特设“小王”祖己摄政、周文王晚年因年老而特设“摄王”武王摄政、周成王早年因年幼而特设“摄王”周公摄政等。而且，商代的“摄王”祖己还被列入“周祭”的先王名单，可见商代的“摄王”地位是比肩于正式商王的。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商代政治是允许有“两王共治”的，那么我们对先秦文献所谓的“商王”外丙、“商王”中壬乃至“僭王”伊尹其身份本都是“摄王”而非正式的“合法商王”就会一目了然了：外丙、中壬作为“太丁之弟”、太甲的父辈但在卜辞和文献中的继位顺序反而晚于太甲，其唯一的合理解释就是外丙、中壬都是太甲在位时的共治“摄王”，只不过，据《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外丙胜居亳”和“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云云可知，外丙应是商汤临终任命的合法“摄王”而中壬则是由“卿士伊尹”拥立的非法“摄王”，所以外丙最终和另一合法“摄王”祖己一起被卜辞列入“周祭”名单而中壬却没有，至于外丙、中壬先后出任“摄王”的理由很显然是太甲未成年即未满虚岁20岁，这与周公、鲁隐公的摄政理由是完全一样的。而由上述分析可知，最终既能符合先秦文献数据又能符合卜辞“周祭”顺序的商初四王在位顺序以及在位王年数应该是：汤13年（灭夏之后）、外丙代太甲摄政2年、中壬代太甲摄政4年、伊尹代太甲摄政4年（前三年“放太甲于桐”伊尹独掌政权，第四年太甲已“归亳”但伊尹仍然摄政直到伊尹死于该年）、太甲亲政12年（通计共在位21年）。其中，外丙摄政积年应取《孟子》之“二年”（《史记》之“三年”是指外丙“崩”之年，而外丙、中壬作为摄王不必“逾年改元”，故外丙“摄政积二年”与“崩于第三年”并不矛盾）；而《汲冢琐语》所谓“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乃自立四年”与《孟子》、《书序》等所谓“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也并不矛盾且可互补：《书序》等所谓“太甲悔过……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主要是指太甲被放三年而“归亳”，但“归亳”后的太甲仍可能是“摄王”伊尹控制下的傀儡，其与《汲冢琐语》所谓伊尹“自立四年”并无直接矛盾（按《史记》所谓的“迎帝太甲而授之政”纯属晚出推测之辞且孤证无凭，《孟子》等先秦文献中原无“授政”字样而仅有“归于亳”之说），而兼采上述两说，我们完全可以复原出太甲九年“太甲复归于亳”但伊尹仍然称“摄王”、“太甲十年＝伊尹摄政第四年＝太甲复辟第一年”伊尹亡故时太甲才实际复辟亲政的历史细节；至于《古本竹书纪年》所谓的“太甲唯得十二年”则必然是指“太甲复辟掌权12年”而非“太甲在位共12年”，因为假如“太甲在位共12年”则其实际掌权仅有3年不到，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太甲是无法完成所谓“盛君”的治国伟业的，这与《晏子春秋·内篇谏上》所记“汤、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明显不符（正如前文所述“享国不久”的君王在先秦时代是没有资格被称为“盛君”即成功君主的）。

当然，关于上述的商初四王王年复原，其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环节需要补充说明，那就是《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太甲杀伊尹”的真相。伊尹究竟是否为太甲所杀？显然，就字面上来看《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与其他文献所记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假如我们能考虑到中国古代史官所记“杀”或“弑”其含义本来就有两大种：一种是指行为上的“甲方杀乙方”，另一种则是指因果责任关系上的“甲方杀乙方”，例如《春秋·宣公二年》所记“赵盾弑其君”据《左传》补述乃是指晋国太史官认为赵盾身为正卿在晋君被他人所杀时“亡不越竟，反不讨贼”其罪责等价于“弑其君”，那么，我们最终就将不难理解《古本竹书纪年》所谓“太甲杀伊尹”与其他文献所记其实本无矛盾。因为，伊尹曾“放太甲于桐”从而独自掌握最高政权是所有文献都不否认的，而太甲“悔过……复归于亳”之后如前述也仍然是伊尹控制下的“傀儡王”（《左传》所谓太甲归亳后伊尹“相之”实即“代太甲摄政”），所以，“归亳”后的太甲对伊尹忌惮有加、随时希望摆脱伊尹的控制和威胁乃是当时政治利益关系之必然，何况伊尹这位“摄王”并非商王室之成员甚至并非殷商之同族而是前朝的“夏遗民”，其人还有复辟夏王朝之可能。而在这种政治利益关系势同水火的大背景下，伊尹只要是在“太甲归亳”后时隔不久即死，那么不管其具体死因为何，太甲都是有“杀伊尹”的重大嫌疑的，古代史官完全有理由据其所知之隐情而书作“太甲杀伊尹”，毕竟伊尹之死与太甲复辟之间是有明显的“利益关联”的。总之，综合文献和卜辞证据来看，历史从来是有其两面性的，真实历史中的太甲与伊尹之间理应是一种“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关系：一方面太甲肯定没有直接去杀害伊尹，而且在公开场合还对伊尹这位开国元老礼敬有加，而伊尹也没有篡位而仅是“摄行政当国”，要不然殷墟甲骨文中就不会频见“岁于伊尹二牢”等历代商王隆重祭祀伊尹的内容，《左传》、《孟子》等所记“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无怨色”、“伊尹、周公不有天下”无疑是可信的；但另一方面，《古本竹书纪年》所记“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云云也绝非无据之言，因为参照《尚书·君奭》所谓“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可知太甲复辟后的主要辅臣并非“伊尹”而是“保衡”，“伊尹”和“黄尹（保衡）”在卜辞中明显是两个人物，由此可知“伊尹”死于太甲复辟当年即“伊尹自立四年”是很有可能的，当时的实际政治格局理应是伊尹在迎回太甲后仅过了一年就“寿终正寝”而太甲由此“顺理成章”地接管政权实现了复辟，并命其大臣沃丁、咎单等隆重安葬了伊尹以表彰其功勋（此即已亡逸的《尚书·沃丁》之主题），此外太甲还“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以表示不忘功臣后裔，其中的“伊奋”很有可能就是“黄尹（保衡）”，“伊陟”则一直供职到太甲之孙大戊朝成为首席辅臣，而伊尹恰好就死在“大甲潜出自桐”之翌年显然太过“巧合”，太甲在暗中纵容或默认某些力量促死伊尹是极有可能的，故商、周史官将此因果性政治责任记作“太甲杀伊尹”并无不妥。（按，事实上前述《古本竹书纪年》所谓的“文丁杀季历”同样应是“责任杀害”而非“下命杀害”，因为《吕氏春秋·首时》记此事细节为“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文丁的实际行为最多是“困之”而非“杀之”。）

而在厘清了“太甲杀伊尹”的真相之后，我们对商王世系中究竟有无“沃丁”其人也就可以作出初步的结论了。正如《周祭》所论，《世本》、《史记》中的商王“沃丁”在“周祭”先王名单中迄今并未发现，所以他肯定不是正式的“合法商王”而最多有可能是一位“摄王”，而且他和“中壬”一样应是一位非法的“摄王”（即并非由太甲临终任命而是“自立”或由大臣“拥立”的）。至于其可能的摄政年代应该是在太甲之子太庚即位之后即《世本》所谓的“太甲崩……沃丁立”，如前述太甲在位21年且成年于太甲三年之后则其终年不超过37岁，其嫡子太庚即位时必未超过17岁故而有必要设置“摄王”，至于《书序》所谓的“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如前所述应是发生在太甲十年之事，当时的沃丁显然还不是“摄王”而仅是普通大臣和普通王子（先秦的葬礼按例皆应由死者的宗亲和臣属操办，商王既非伊尹之同宗又非其臣属，故商王是不会亲自“葬伊尹于亳”的，《书序》既然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则沃丁必非商王而是商王派出的“会葬”之臣）。而由于沃丁在太甲十年已经年满20岁而出任了大臣，其后来作为幼主太庚之“摄王”也理应年岁较大较成熟，所以《世本》、《史记》等记载沃丁为“太甲之子”显然绝无可能而必然有误，比照太甲的年龄沃丁理应是先王汤或太丁、外丙之子（如前述商周的“摄王”例由王子充任）。而在确认了“沃丁葬伊尹”必发生在“太甲十年”而非晚出诸书所谓“沃丁八年”的事实之后，有关商初四王的“大事年表”最终可被归纳为表4-8。（按“沃丁八年”之说最早见于《尚书》孔颖达疏、《初学记》等引《帝王世纪》之引语，但据《太平御览·卷八三》所引《帝王世纪》“伊尹卒，大雾三日，沃丁葬以天子之礼，资之三年以报大德”可知，《帝王世纪》的原文中并无“沃丁八年”之说，《初学记》等所引“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余岁”、“沃丁……亲自临丧三年”诸语明显是后世庸人妄自附益的臆测数据和不古之谈，“年百有余岁”含糊其辞显非实数，商王为外姓“亲自临丧三年”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表4-8　汤、太甲、外丙、中壬时代的大事年表（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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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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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表4-8为据，我们对上述先秦史料所记王年的准确性无疑就更有信心了。因为“汤用事元年二月乙卯”与“太甲元年（相当于汤用事十四年）十二月乙丑朔”在商王历中的相隔日数是明确可知的：要么是4990日，要么是5050日，要么是5110日。而这三个日数明显都与朔望月长度29.53日的整数倍数十分接近：4990日与169×29.53≈4990.6日相比误差仅－0.6日，5050日与171×29.53≈5049.6日相比误差仅＋0.6日，5110日与173×29.53≈5108.7日相比误差仅－1.3日，可见考虑到商周历的允许误差，“汤伐昆吾”的“二月乙卯”其月相与“太甲元年十二月乙丑”的月相“朔”应该是相同或相近的，其原本很可能就是月相节日“朔”或“晦”。而前文已经证明中国的上古风俗是以“晦”或“朔”作为“战争节日”的（考虑到虞夏历最初是以“朏”为月首以“朔”为月尾的，商周时代的“晦日宜用兵”在虞夏时代本应作“朔日宜用兵”），所以夏、商两国的这个决战日期本来很可能就是选在“二月乙卯朔”进行的（此战的时代在夏朝末年且地点在夏之同姓国昆吾，故其日期更有可能是选在虞夏历之月尾日“朔”而非尚未普及的商王历之月尾日“晦”，此外据《书序》等记载在“二月伐昆吾”之后商汤还参加了“鸣条之战”、“伐三鬷”等收尾战争直到“三月还亳”，据日程来看“伐昆吾”也应在“二月朔”而非“二月晦”），故现在先秦文献所记数据“二月乙卯”恰在“朔”附近绝非巧合，这应该是这些数据历经千年而未被抄误的重要佐证。

其次，在确认了商初四王的相对王年数之后，我们其实还可由此进一步复原出这些王年在西元坐标中的绝对年代数值。当然，要想最终复原出这些绝对年代，我们率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合理测算“商积年”的范围。

众所周知，关于所谓“商积年”的测算，学者们迄今常用的方法无非两种：依据古文献记载推算或依据考古遗址的碳十四测年。显然，相比考古遗址和测年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其主人都归属不明且误差甚大，古文献所记“商积年”无疑能为我们提供更有针对性、更为精细的年代学数据，而碳十四测年数据对早商时期而言只能被用作大尺度粗略断代之参考。不过，由于目前所见之先秦、两汉文献所记“商积年”并非全是传承转录自商周史官体系的一手“史学数据”，其中有相当部分其实是源出于汉代历学家们自行推算的二手“历学数据”，而汉代的历学推算并不精密多有疏失，这些“历学数据”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例如，据笔者所知，至少有如下这些汉代文献所记“商积年”就是不可凭信的二手“历学数据”：





《殷历》曰：当成汤方即世用事十三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终六府首。当周公五年，则为距伐桀四百五十八岁。（《汉书·律历志》引《殷历》）

自伐桀至武王伐纣……殷世继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岁。（《汉书·律历志》录刘歆《三统历》）

殷年四百九十六。（《易纬·稽览图》）

“汲冢纪年”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引所谓“汲冢纪年”。）





很清楚，在上述四种“商积年”数据中，《殷历》所推算之458年、《三统历》所推算之629年皆明确属于二手“历学数据”自不待言，《易纬·稽览图》的496年据历史常识可知也应该是某种二手“历学数据”，因为汉代的历学家大多都是兼通谶纬数术的（例如刘歆所制《三统历》中就充满了数术理念），《易纬·稽览图》作为汉代纬书其所引“商积年”理应也是出于某种历学理论的虚拟推算。至于《史记·殷本纪》裴骃集解所引之“汲冢纪年”则可以肯定必非《古本竹书纪年》之原文：因为一者该数据“用岁四百九十六年”竟然与纬书《易纬·稽览图》全同不能令人无疑；二者其称“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也与他书所引颇为矛盾，正如前述《春秋经传集解后序》和《太平御览·卷八三》等所引《古本竹书纪年》已见有“外丙”、“仲壬”、“沃丁”这三位“摄王”，假如不计“摄王”则“汤灭夏以至于受”应为27王，假如计入“摄王”则《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最少也应有30王（即使不计大丁、祖己和伊尹），其数皆与“二十九王”说不符；三者也是最为重要的反证是，《晋书·束皙传》中曾明确提及“《纪年》……夏年多殷”，所谓“夏年”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古本竹书纪年》为“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所谓“殷年”据《史记·殷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再引《古本竹书纪年》则为“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五年”（此据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和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故《束皙传》才会称竹书所记“夏年多殷”即“夏年”471年多于“殷年”275年，可见《史记》裴骃集解所谓商积年“用岁四百九十六年”验之《束皙传》必非竹书之原文，因为“夏年多殷”是《束皙传》所列竹书与“经传大异”的离经叛道诸内容之首条，假如《古本竹书纪年》原文含有商积年“用岁四百九十六年”之数据，则《束皙传》就不会认为竹书在此点上与“经传大异”了（按《括地志》所引“盘庚徙殷”四字很可能也是某位有识之士整理后补的，竹书原文很可能残缺此四字，由此《束皙传》才会误读此条数据为“自〖汤灭夏〗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五年”从而得出“夏年多殷”之惊人结论）。总之，事实很清楚，《史记》裴骃集解所引“商积年”乃至“西周积年”本来就不像其所引“夏积年”那样有众多他书引文可作验证而基本上属于晚出孤证，再加上其与《晋书·束皙传》的明显矛盾，该两条数据只能被判定为是出于裴骃所见《古本竹书纪年》某“注解本”的夹注内容或者纯粹是引自他书而误冠名为“汲冢纪年”，其真正的来源则应是出于《易纬·稽览图》等汉代纬书或历书。

而一旦我们能合理识别并剔除上述二手“历学数据”的干扰，那么，关于什么才是真正可信的一手“史学数据”这个问题，其答案就不言自明了：与上述“商积年”都属于两汉的晚出“历学数据”明显不同，下列这三条先秦文献所记“商积年”无疑才是真正有可能源自商周史官体系的一手“史学数据”：





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左传·宣公三年》）

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孟子·尽心下》）

汤之治天下也，得慶（夔＃
 ）辅、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蝡、西门疵、北门侧，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二十七世，积岁五百七十六岁至纣。（《鬻子》）





很清楚，上述三条记载不仅都源自先秦文献远非两汉诸说可比，而且其数据都是可互相呼应验证的：《左传》的“载祀六百”与《鬻子》的“积岁五百七十六岁”恰好是一粗一精互为吻合，因为按“四舍五入”则“五百七十六岁”的约数正好是“六百”；至于《孟子》所谓的“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并未计入与周文王同时的文丁末年及帝乙、帝辛之年数，假如计入这段长度应为55年的时间（周文王51年加上周武王4年），则其总长与《左传》、《鬻子》所记也完全吻合。至于上述三条数据的客观可信性，我们则可从如下三个方面作出验证分析：

其一，《鬻子》明确指出其“商积岁”只涉及“二十七世”即27任商王，而验之以前文所证卜辞和文献中的大丁、外丙、中壬、沃丁、祖己这5王皆非正式商王、其王年不应计入“商积年”可知，商代的连续纪年确实只涉及27王，据表4-3等可知他们依次是大乙（汤）、大甲、大庚、小甲、大戊、雍己、中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冯辛、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辛。而由此可见，相比刘歆所谓“三十一王”、裴骃所谓“二十九王”等，《鬻子》所计正式商王的位数是迄今所知唯一与事实吻合的，其在此基础上累加出的“商积岁”理应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按笔者也曾一度怀疑《鬻子》的此条数据似乎过于“精确”，但现在通过对比卜辞中的商王世系可知其完全有理由“精确”，何况《尚书·无逸》中周公也曾对商代诸王的“享国”年数如数家珍，由此可见周代史官保存的历代典册文献中理应是有完整版的商王王年数据的，《鬻子》能转引其精确数据、《左传》能转引其粗略概数，这本来都不足为怪。此外，“里”与“莱”、“且”与“朱”古音相同皆可通假，《鬻子》之“伊尹、湟里且”就是《孟子》之“伊尹、莱朱”，而由此亦可见它们的出典极有可能是同源的。至于《鬻子》之“慶”字则应是“夔”之形讹，“夔”古音通“虺”，“夔辅”应即商汤名臣“仲虺”。）

其二，《鬻子》等所记“商积年”不仅王世数精准，其王年数也完全合情合理。如见，《史记·殷本纪》和“周祭”卜辞都一致记载自汤至纣的商王世系共计有17世（此指同辈为“一世”），故《鬻子》所记的商代诸王“一世”平均为576÷17≈33.9年；若剔除大丁、外丙、中壬这一世无正式商王不计，则其“一世”平均为576÷16＝36年。显然，由于同辈“一世”的平均年数实际反映的是君主生育其直系继承人的平均年龄，而商王的继承人如前述皆应为正妻所生嫡子，而且商代众所周知盛行“兄死弟及”继承制、大多数直系商王不仅不是长子而且不是嫡长子（例如大戊为小甲之弟，小乙为阳甲、盘庚、小辛之弟，祖甲为祖己、祖庚之弟，康丁为冯辛之弟，祖乙据《汉书·古今人物表》亦可能为河亶甲之弟等），所以商王生育其直系继承人的平均年龄约为36岁左右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如前述商周贵族“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商王娶原配正妻的年龄一般应在20～30岁之间，故其生育嫡长子的年龄一般应为22～32岁（若商王夫妇大婚翌年开始生育子女并如《墨子·节用上》所说“纯三年而字”即每跨3年或曰每隔2年生一胎，则商王生育嫡长子或嫡长女的平均年龄就应取为大婚后隔1年生头胎和隔3年生二胎之均值亦即大婚后2年），至于商王的原配生其他嫡子乃至继室生嫡子的时间就更要靠后了，商王在40～50岁才生下其直系继承人也应并不罕见，所以《鬻子》所记“36年为一世”的数据对于商王世系而言既合乎贵族礼制又不违背生理学规律是完全可以凭信的。（按《说文》所谓“三十年为一世”乃是主要针对周代贵族所说：如知周代贵族虽未必都严格实行“立嫡立长”的礼制但其按照“父死子继”制度选择嫡长子继承者的比例还是相对较高的，其“一世”的平均年数自然会比盛行“立嫡立幼”和“兄死弟及”的商代为短，例如前文所复原的“广义西周总积年”自周文王元年至周幽王殁年共计12世350年，其同辈“一世”平均为350÷12≈29.2年。而对比西周诸王刨除实为“摄王”的周孝王其“一世”仅一王就可达29.2年之数，商代诸王其“一世”多王的平均年数理应显著超过29.2年，前述《殷历》所推商代“一世”为458÷16≈28.6年、《易纬·稽览图》所推商代“一世”为496÷16＝31年明显都年数太短而可信度较差。）

其三，《鬻子》等所记“商积年”不仅在相对年数上可与“周祭”卜辞所记17世27王之商王世系数据相吻合，而且其在绝对年代上也可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吻合：根据前文复原的商朝灭亡年为1066BC或1065BC上推，《鬻子》所记商代始年应为1641BC或1640BC左右（按武王伐纣按商王历计算是在接近“正月朔”的“帝辛三十三年正月甲子”，该年的绝大部分时间已经属于周代的纪年范围，故帝辛的在位年数在周代人眼中既可能是33年也可能是32年）；而在迄今已公布的“二里岗文化”早商遗址中，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都已测得有上限为1605BC或1600BC的碳十四测年数据（参见《简本》
〔31〕

 ），其与《鬻子》所记误差不过几十年完全是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与此相比刘歆《三统历》所推商积年629年、商始年1752～1751BC显然就与碳十四测年数据相差较远了。）

总之，综合多方面的证据线索来看，上述《鬻子》和《左传》等所记“商积年”理应是基本可信的，我们完全可以使用此数据以初步推算出商初四王的绝对年代。只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鬻子》所记商代始年在理论上应该共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种是指汤灭夏之年即“汤用事元年”，另一种则是指示癸殁后的“汤即位元年”。而验之以月相数据可知，《鬻子》所记理应是指后者：因为假如“汤用事元年”是在1641BC或1640BC，则“太甲元年”就是在1628BC或1627BC，查今历易知这两个年份在商周历的误差允许范围内都不会出现“十二月乙丑朔”之月相，其与《伊训》逸文所记明显不符。而在确认了《鬻子》所记576年应为“汤即位元年”至“帝辛三十三年（或三十二年）”的总跨年数之后，我们所要推算的“汤用事元年”和“太甲元年”之绝对年代取值范围也就可以由此得到了：如前述据《尚书·无逸》可知商王汤的总在位年数理应短于33年，因为在位仅33年的祖甲已经被周公列为治国成功且“享国长久”的模范商王，假如汤的总在位年数达到或超过33年周公是必会将其列入祖乙、武丁、祖甲的行列而大加称颂的，毕竟无论就政治名望还是道德声誉而言汤在周公等当时人的眼中都是所有商王中的头号楷模，《尚书·无逸》之所以只字未提商王汤显然只能用“汤在位不满33年”来解释；而以“汤在位最多32年”、“汤灭夏之后用事13年”、“汤灭夏之前至少在位3年”（此据《吕氏春秋·慎大》“汤……令伊尹往视旷夏……伊尹奔夏三年”）以及《鬻子》所记“汤即位元年”在1641BC或1640BC为据，“太甲元年”的取值范围必然是在1625BC至1608BC之间，而在该范围内能符合《伊训》逸文所记月相“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的年份查今历易知共有1624BC、1619BC、1614BC、1609BC四种解，其相应的“汤用事元年”分别是1637BC、1632BC、1627BC、1622BC。

那么，在上述四解中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汤灭夏用事元年”？关于这个问题，汉代学者刘歆早就为我们指出了一条解谜线索，那就是《国语·晋语四》记载的“岁在大火，阏伯之星也，实纪商人”，也就是说，“商人开国之纪岁”即“汤伐桀之岁”按照占星纪年本是“岁在大火”之年（参见《汉书·律历志》）。而只要以此为判据，那么“汤灭夏用事元年”的唯一解就可顺利求出了：根据前文表1-2所给出的公式计算，在上述四解中只有1627BC这一年恰好是“岁在大火”，其他三个年份都与“岁在大火”无关（亦即不管是其本年还是上年都不属“岁在大火”）。而事实上，1627BC这个解除了恰好能吻合“岁在大火”，其所对应的商汤王年相比其他三解也更为符合古文献之相关记载：一方面，“汤用事元年＝1627BC”如见意味着汤灭夏之前共计在位13～14年，相比1637BC、1632BC这两解所意味着的3～4年、8～9年，它无疑更符合《孟子·滕文公下》所谓“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因为夏、商时代的大规模战争并不是随时能够发动的，受限于当时的经济供应和军事动员能力，当时国与国对抗级别的远征往往是一年最多只能进行一次，例如前述殷墟卜辞所见“征盂方”和“征人方”以及《史记·周本纪》所谓“（文王）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等，所以《孟子》所谓“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很可能要用十一年以上才能完成，汤灭夏之前在位不足10年显然是不太可能的（据《商颂》以“昆吾夏桀”并提及古成语“桀以乙卯亡”可知，“伐昆吾”与“伐桀”本同属“十一征”中的“一征”，此外“征三鬷”应为偏师所伐亦当同属此“一征”，这就类似《逸周书·世俘解》中“武王伐纣”之远征其实还包括“太公望命御方来”、“吕他命伐越戏方”、“侯来命伐靡集于陈”、“百弇以虎贲誓命伐卫”等诸多偏师征伐战一样）；而另一方面，相比1622BC所意味着的商汤共计在位31～32年，“汤用事元年＝1627BC”所意味着的商汤共计在位26～27年也更为合理，因为31～32年之数已经超过了30年的整数关口而相当接近于祖甲的33年了，假如我们考虑到商周时代评价年寿之长短极有可能是以一些整数关口为标准的，例如前述《礼记》所谓“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就全是以整数取人的，那么1627BC之解所对应的“汤在位不满30年整数”显然更能暗中符合《尚书·无逸》未提及商王汤“享国长久”之事实。

总之，以《伊训》逸文所记月相“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和《国语·晋语四》所记“岁在大火实纪商人”为证，我们对表4-8中的商初四王之绝对王年初步可复原如下：汤灭夏后共在位13年（1627～1615BC），太甲共在位21年（1614～1594BC），外丙摄政积2年跨3年（1614～1612BC），中壬摄政4年（1612～1609BC）。其中，月相“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可被唯一复原为1614BC-10-30（子正十二月初一），其与“末月＝朔”的误差为0日。显然，这个历日是迄今所知人类历史上最早有天象纪录为凭的绝对日期，虽然由于其与“武乙元年＝1169BC”之间尚有诸多缺环而暂不能被认为是绝对精确的，但在目前也没有任何明确反证可以证明其不可靠，它作为“下真迹一等”的“准精确带天象纪日”理应是不成问题的。而作为与之相呼应的佐证，先秦文献中另两个夏末商初的详细纪日也可由此一并被初步复原如表4-9所示：其一是前述疑似隐性月相“朔”的历日“汤用事元年二月乙卯”；其二则是《吕氏春秋·简选》所记“汤……以戊子战於郕（娀），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此“戊子鸣条之战”据表4-8应发生在“汤用事元年”的二月或三月，故据“二月乙卯朔”推算其必为“汤用事元年三月戊子”。（按“娀”古音通“[image: alt]
 ”、“仍”，故“鸣条之战”的发生地“有娀之虚”就是指《左传》所记“夏桀为仍之会”的“有仍氏”，该地并非夏桀之王都而是其战败后投奔的姻亲诸侯国，夏王少康之母即为该国之女。）

表4-9　汤、太甲时代的月相历谱（陆星原试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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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由于本文已经复原出了商末四王的精确王年和商初四王的准精确王年，并且根据“周祭”卜辞等证明了“商积年”应仅涉及27位正式商王，所以本文也不能免俗而附制了一份世系完整的“商代王年表”（表4-10）以便与年代学研究的“国际惯例”接轨。不过，在此必须指出，该表中举凡带“约”字的王年数据都是采自晚出文献的来历不明数据或粗略估算数据，其与埃及学中的各种“古埃及王年表”、亚述学中的各种“近东诸王朝王年表（910BC之前部分）”一样，都是缺乏天文学验证或验证结果有明显争议的非精确王年数据，其意义仅在于可为历史读物提供一种最直观的时间参照，仅此而已。

表4-10　商代王年表（非精确部分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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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A．本表“世次”指商王同辈为“一世”的次序。雍己据卜辞列为大戊之弟，河亶甲据《汉书》暂列为祖乙之兄。

B．本表凡带★号者皆指有天象验证之精确或准精确王年。大乙（汤）的在位年数仅指其灭夏后的“用事”年数。帝辛（纣）虽死在1066BC-12-31，但其殁年“帝辛三十三年”主要属1065BC，故本表仍列为1065BC。

C．本表之在位年数凡带▲号者皆出《尚书》或《古本竹书纪年》、《汲冢琐语》，带*
 号者皆出《太平御览》引“史记”，带*
 号者皆出《今本竹书纪年》。

D．本表之祖辛在位年数“4年”系据《尚书·无逸》之“或四三年”而估得，《今本竹书纪年》作“十四年”似与其继承祖乙盛世而“生则逸”可能享国不足十年不符。大戊年数“19年”系据前后诸王年代数据自然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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